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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四新，男，1969年生，湖北武汉人。1989—1993年

为厦门大学哲学系本科生，1993—1999年为武汉大学哲学系

硕博士生，199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2016年任教于武

汉大学，2017年以来任教于清华大学。曾任武汉大学二级教

授，2013、2014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4年度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2—2003年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

者。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

学学科负责人，兼任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哲学会副

会长等。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儒家经学和简帛思想，推进了

先秦秦汉哲学、简帛思想及《老子》《周易》等经典文本的

研究。已出版学术著作8部，发表学术论文150篇。成果多次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人文社会科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等奖项。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项。

靳凤林，男，1963年生，河北新乐人，清华大学哲学博

士。现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伦理学教研室主

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理论创

新工程首席专家，全国党校系统首届党性教育精品课奖项获

得者，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北京伦理学会常务副会长，清

华大学、中南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政

治伦理、比较伦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长期在中央党校省部

级、地厅级等各类班次讲授“当代领导干部道德建设”“中

国古代官德”“基督教伦理与现代西方文明”等讲题。先后

主持10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

项目及各类省部级项目，出版《追求阶层正义》《制度伦理与官员道德》《领导干部伦理

课十三讲》等专著、教材18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

究》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30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权威刊物

转载。曾荣获国家图书奖、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央党校优秀科研成果奖等30余

项国家级、省部级等科研与教学奖励。

学 者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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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１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学阐释 江国华

■　 当代政治

１５　 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百年历程与不懈追求 龙　 钰

■　 经济理论与实践

２２　 论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模式与机制

　 　 ———以库布其模式为例 刘明远

■　 三农问题聚焦

２９　 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障碍因素与路径选择 高　 强

３６　 新时代走出“谁来种粮”困局的思路和对策 高　 鸣　 张哲晰

■　 法学研究

４３　 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的内在取向及实施路径 徐晓明

５０　 大数据背景下“算法杀熟”的法律规制 黄　 毅　 宋子寅

■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５５　 健康中国背景下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重构

　 　 ———基于健康乡村的三重逻辑 王三秀　 卢　 晓

６５　 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与代际责任研究 徐依婷　 沈　 毅

７２　 构建大学健康学术生态的路径选择 田子俊

■　 伦理与道德

●　 “共同富裕与社会正义”研究专题

８０　 全球正义与权力、资本、劳动的国际伦理冲突

　 　 ———以《棉花帝国》的历史叙事逻辑为例 靳凤林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总第 ３０４ 期） ４ 月 １５ 日出版


９１　 共同富裕与税收公平

　 　 ———亚当·斯密与罗尔斯税制理论的当代启示 李　 石

９９　 论相对剥夺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左高山　 赵　 琦

■　 哲学研究

１０６　 精一之传

　 　 ———王阳明道统思想探幽 许家星

１１６　 陆西星庄学中的礼学思想初探

　 　 ———以《南华真经副墨》为基础 丁四新　 费春浩

■　 历史研究

１２３　 邵雍的学术渊源、思想特性及其与政治理念之关系 范立舟

１３３　 董其昌的书画应酬策略与明代书画商业模式的形成 刘中兴　 杨　 峰

■　 文学与艺术研究

●　 “社交媒体语境下的当代文艺评论”研究专题

１４０　 云中漫步还是退而却步

　 　 ———论社交媒体与文艺评论的转型 胡疆锋　 刘　 佳

１４８　 从“作品”到“说话”：建构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 黎杨全

１５５　 社交时代的文艺批评与数据库诗学的建构 何　 榴

■　 新闻与传播

１６１　 结构张力与情境诱发：网络谣言的生成及其治理 张广利　 赵时雨　 王伯承

１６９　 媒介融合环境下提升领导干部舆情素养的思考 张新勤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２０２２．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ｘｐａ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Ｊｉａｎｇ Ｇｕｏｈｕａ（１）……………………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Ｕｎｒ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ｇ Ｙｕ（１５）……………………………………………………………………………………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 Ｔａｋｅ Ｋｕｂｕｑｉ Ｍｏｄ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Ｌｉｕ Ｍｉｎｇｙｕａｎ（２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Ｇａｏ Ｑｉａｎｇ（２９）…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Ｇｅｔ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Ｗｈｏ Ｗｉｌｌ Ｇｒｏｗ Ｇｒ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Ｇａｏ Ｍ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ｘｉ（３６）………………………………………………………………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Ｔｏｗ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Ｘｕ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４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ｎａ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ｌ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Ｗａｎｇ Ｓａｎｘｉｕ， Ｌｕ ｘｉａｏ（５５）…………………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Ｎｅｗ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Ｘｕ Ｙｉｔｉｎｇ， Ｓｈｅｎ Ｙｉ（６５）………………………………………………………………………………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ｉａｎ Ｚｉｊｕｎ（７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ｔｔｏ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Ｊｉｎ Ｆｅｎｇｌｉｎ（８０）…………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ａｘ Ｅｑｕｉｔｙ

—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Ｒａｗｌｓ′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ｉ Ｓｈｉ（９１）……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Ｚｕｏ Ｇａｏｓｈａｎ， Ｚｈａｏ Ｑｉ（９９）……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Ｙｉ

—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Ｘｕ Ｊｉａｘｉｎｇ（１０６）…………………………………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ｕ Ｘｉｘ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Ｚｈｕａｎｇ Ｚｉ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ａｎｈｕａ Ｚｈｅｎｊｉｎｇ Ｆｕｍｏ Ｄｉｎｇ Ｓｉｘｉｎ， Ｆｅｉ Ｃｈｕｎｈａｏ（１１６）………………………………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Ｓｈａｏ Ｙｏｎｇ′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ｔ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Ｆａｎ Ｌｉｚｈｏｕ（１２３）……………………………………………………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ｏｕｄｓ ｏｒ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Ｈｕ 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 Ｌｉｕ Ｊｉａ（１４０）………………………………………………………
Ｆｒｏｍ ＂Ｗｏｒｋｓ＂ ｔｏ ＂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 Ｇｒｅａ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ｉｅｗ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Ｌｉ Ｙａｎｇｑｕａｎ（１４８）……………………………………………………………………………………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Ｈｅ ｌｉｕ（１５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ｕｍｏｒｓ

Ｚ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ｌｉ， Ｚｈａｏ Ｓｈｉｙｕ， Ｗａｎｇ Ｂｏｃｈｅｎｇ（１６１）……………………………………………………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中 州 学 刊 Ａｐｒ．，２０２２
第 ４ 期（总第 ３０４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４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学阐释

江 国 华

摘　 要：在哲学上，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本质论、主体论、实践论、方法论

和价值论交相呈现、彼此支持。 本质论通过阐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

治”等核心命题，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其他类型法治的本质所在；主体论通过论述“依法治

国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等核心命题，充分证成了只有

人民才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主体；实践论通过阐释“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听
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等基本命题，客观呈现出一个真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而是在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形成的，是中国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

中体现；方法论通过论证“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有机统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国内法治与

国际法治统筹推进”等基本路径，系统阐明了依法治国的方法论体系；价值论通过论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人民美好生活”等关键命题，深入阐释了社会主义法治“中国之治”的总体价值取向。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本质论；主体论；实践论；方法论；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０．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０１－１４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

议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概括为习近

平法治思想，并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

治国工作中的指导地位。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召开的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全面依法治国列为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之一，作为全面依法治国根

本遵循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也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法治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党的民主和法制思

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探索和智慧结

晶，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

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法治思想从历史和现

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
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揭示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人民在法治

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实践理性、
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统筹兼顾方法和社会主义法治

的核心价值取向，是融本质论、主体论、实践论、方法

论和价值论为一体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

一、本质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

的。”①实践是社会关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国家及其

各项制度也是实践的产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

和改革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的。 在此过程中，中
国共产党的主张、意志、思想和精神品质融汇于国家

制度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

他国家制度的本质属性。②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３－０３
作者简介：江国华，男，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评论》副主编，法学博士（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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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党的主张

制度化的表现形式

党的主张是其所代表的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凝

聚、提炼。 党的主张通常以权威形式被规定在一定

历史时期所需遵循的路线、方针、政策中，落实在相

应的制度措施中③；也通过指导立法的方式贯彻于

法律中，或者直接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转
化为国家法律法规，从而实现党的主张法治化、制度

化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党领导人民构

建的，是党的意志、国家意志、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
是党的主张制度化的表现形式。

其一，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转
化为法律法规。 “要坚持依法执政这一基本领导方

式，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善于使

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

法规，自觉把党的领导活动纳入制度轨道。”⑤要使

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就必须通过立法程序将党

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转化为国家法律，以
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将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机关、社
会组织和公众必须遵循的普遍准则，并通过国家机

关的贯彻执行，使党的主张落地生根，变为全社会的

行动。
其二，党的主张是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集中

体现。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我们党没有自己特

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

显著标志。”⑥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集中

体现在国家意志的表达和兑现、人民意愿的代表和

实现上。 人民之所以认同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是基于党的性质和宗旨与国家利益高度契合。 党通

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其三，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

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⑦党的政策和国

家法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

映，都是党用以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

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 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实施过

程中，要充分发挥政策和法律的比较优势，促进党的

政策和国家法律互联互动。 既要充分尊重党的政策

对于国家法律的先导地位，又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

将党的政策上升为法律；既要充分发挥党的政策对

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指导、引领作用，又要善于

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保证党的政策贯彻实施，确保

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二）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

和各方面

在法理上，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涵括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内容。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

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
行法治，才能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有序推进

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法治化。 因此，必须把党的领

导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⑧，必须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真正

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其一，党领导立法，使每一项立法都反映人民意

志、得到人民拥护。 党领导立法，是使党的主张和人

民意志相统一，进而上升为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过程。
坚持和完善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既要充分发挥党

的强大组织能力，使以贯彻群众路线为主要方式的

政治动员和政治整合达到预设的效果，确保党的决

策契合人民意愿；又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

力，更好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提升人大代表履行职

责的能力，让每一项立法都充分反映党和人民意志，
形成科学的、高质量的法律规范。

其二，党保证执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

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行政机关是执法主体，严格执法是法治政府建设的

基本要求，执法不严则是法治政府建设的短板。 为

此，务必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坚
持秉公执法；务必健全党和国家机关依法决策机制，
解决有的领导干部干扰执法过程的问题；务必使执

法过程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坚持严格执

法、依法处罚；务必使执法过程充分保障执法对象的

合法权益，结合具体的执法环境和案件特点，充分尊

重执法对象的权利，切实对法律和人民群众负责。
其三，党支持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

生命。 为实现公正司法，必须建立健全对领导干部

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

任追究制度，着力解决外部力量违法违规干预司法

的问题；必须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司法，拓
２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宽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渠道，让人民陪审员“陪而

促审”、司法监督员“监而促督”；必须继续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充分保障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依法公正

独立行使检察权、审判权；必须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

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其四，党带头守法，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

活动。 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领

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也必须

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都

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

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

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

逾越的观念，依法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力，不能以言

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

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

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三）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在法理上，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

统一的。⑨宪法确立了党的执政地位，赋予党治国理

政的责任和使命。 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

的范围内活动，加强法律实施工作，实现国家各项工

作法治化。 党要善于把自己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

化为国家意志，使之成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法律，
引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这就决定了依法执政是党

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在治国理政的整个过程中

都必须紧紧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其一，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

方略。 治国方略意指治理国家的战略性的指导原则

和全盘的方针、策略。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基

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
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党和国家的战略布局进行谋划。
全面依法治国不仅成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且与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融为一体。 必须坚

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

略，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在“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中，如果全面依法治国不能落到实处，
其他三个“全面”就没有可靠的法治保障。⑩

其二，法律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托。 法律是

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

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

题”。 我国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

地位。 党依据这种宪法地位长期执政，并直接行使

一定的国家公权力。 党行使执政权力和相关的国家

公权力必须以法治为基础。 如果脱离法治，国家治

理将会失序，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将难以维系，党的执

政地位将难以维持。

其三，法治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将法治

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我们党长期摸索出来

的治国理政经验，是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

政方式的有效路径之一。 它要求我们在基本方略的

指导和框架下，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增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和运

用法治方式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维护社会稳定的能

力；保证党员干部做知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带动全

体人民法治意识提高；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建设。

二、主体论：坚持人民在法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主体是实践活动的承担者。 实践活动塑造了

人，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实践活动，必须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

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 这是我

们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

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

（一）社会主义法治要反映人民意志

“人民意志”是马克思用来代替传统法哲学的

所谓“君王意志”或者“个人意志”的核心要件。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

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各

领域全过程”。 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民意志的关系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社会主义法治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

民”的理念。 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
这一立场体现在立法上，就要求立法活动秉承“以
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 其要义有三：一是必须

保证立法能够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 为

此，需要畅通群众意见表达渠道，拓宽人民群众参与

立法的途径，完善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健全立法听

证会、论证会制度，将公众参与真正融入立法过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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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必须通过立法加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提出，
要完善教育、劳动就业等重点民生领域立法和军人、
妇女等主体正当权益保护立法，通过立法不断保障

和改善民生。 这正是立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生动

体现。 三是必须通过立法健全和完善公民权利救济

渠道。 为此，必须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构建

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其二，社会主义法治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

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

国各领域全过程。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我

们将“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在依法治国的各领域全

过程：在立法层面，要注重发现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

中的呼声和需求，使立法活动最大限度回应社会关

切、保障人民权益、改善人民生活。 在执法层面，要
秉持“执法为民”理念，在做到公正文明执法的同

时，积极探索更多人性化、柔性化的执法方式，兼顾

执法过程规范化和人民对执法活动的满意度提升。
在司法层面，要进一步提升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努
力做到法、理、情的深度融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份

判决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在守法层面，要加强

宣传、教育和引导，努力使守法成为公民的自觉行

动，使法律成为每个公民的行为准则。
其三，社会主义法治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

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这是把

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揭示了权力运行规律：“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权力

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
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基于此，
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防止权力任性，确保

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此，必
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从法律上构建权力制约监

督体系，形成不能腐的机制；必须统筹发挥国家权力

机关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

督、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等监督机

制的作用，强化人民群众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的广泛监督。
（二）保障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是社会主义

法治的根本目的

法治是一种目的性活动，保障人民权益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目的。 保障人民权益须

有道路遵循。 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才能实现法治保障人民权益的根本目的。
其一，要确保人民享有更加广泛、充分、真实的

民主权利。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突出强调公民权利的保护，提出要切实保障公

民基本权利，有效维护各类社会主体合法权益。 用

法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一要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

作主的制度体系，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保障制

度，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人民在

治国理政的各项活动中都能积极、有序参与；二要加

强人权的法治保障，通过推动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筑
牢人民对宪法的真诚信仰，强化行政执法、司法领域

的权利保障。
其二，要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国

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

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执政理念，而健全国家基本公

共服务制度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是这一

执政理念的本质要求。 为此，必须坚持和完善统筹

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 具体而言，要构建更充分、更
高质量的就业促进机制，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

教育体系，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有利

于提高群众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形成具有普适性、
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服务体系。

其三，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
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

义。 社会主义法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

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 在立法层面，立法必须

不断回应新的社会诉求，既适时制定新的法律，又及

时修改和完善现行法律；要坚持立改废释并举，构建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协调统一的法律法规

体系，完善包括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

章程在内的社会规范体系。 在执法层面，行政机关

必须带头严格执法，切实做到让每个执法决定都体

现公平正义；对执法决定是否符合这一要求的判断，
要放在其对公民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全过程

中考量。 在司法层面，既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又要提高司法工

作者公正司法的能力，特别是加强基层司法队伍建

设，进一步改进司法人员的工作作风。
（三）人民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力量源泉

人民是法治事业发展的根基，是法治事业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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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性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人民支

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一论

断表明，在全面依法治国这一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

中，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这一核心力量。
其一，要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

生，既通过提出并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

得前进动力。 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

主体地位，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阶级性和人

民性的统一。 党的领导从根本上将最广大人民的意

志和根本利益凝聚起来。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要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更好地保障人

民权益，全面实现为人民所需要的“良法善治”。 从

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来看，广大人民群众都

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我
们依然要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以人民的实践

来推进法治的发展。
其二，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

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

进程中，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坚持党的

群众路线，‘以百姓心为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这是因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

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

发展理念的‘根’和‘魂’”。 据此，我们必须紧紧

依靠人民推进依法治国，将人民作为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力量源泉。
其三，要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
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我国

《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 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从维

护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始终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在治国理政的各项工作中，应当充分吸收人民群众

的意见，依靠群众解决社会矛盾。 在空间维度上，要
将合理的地方性知识与试点性改革经验通过宪法和

法律固定下来；在时间维度上，要综合考量人民群众

对法治建设的长期性意见建议及其形成过程。

三、实践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乃实践之产物

　 　 对“道路”的认识关乎哲学上的党性。 从唯物

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来看，道路问题归根到底是一

个实践的问题。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

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理论，统一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实

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实践中

生成

“实践生成论”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

命题。 马克思指出，“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

实的产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
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活动”。可见，
“实践生成论”强调实践过程以及事物在实践过程

中的生成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长

期实践形成的。 百年来，我们党矢志不渝推进民主

法治建设，创立并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

理论，开创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是主观臆

断、照抄照搬的产物，而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鸦片

战争后，近代中国各种势力、党派欲将西方法治模式

移植到中国的各种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中国共产党

登上历史舞台后，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

奋斗，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开辟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

表明，是中国的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和总结党的历

史，就要从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咬定青山不放松，风雨无阻向前进”。

其二，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

偶然的，是中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中国

人民对自己法治道路的选择离不开历史文化的传承

及其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道路的深厚涵

养，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传入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既

定理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两者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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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其中的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的文化内核。 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

不能也无法照搬照抄别国经验，不能将域外制度机

械地适用于国内实践，而必须基于现实国情予以转

化，在结合中国古代礼法传统中合理成分和现代政

法传统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其三，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

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认清国情并正确判断我国社

会所处的历史方位，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 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是什么？
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这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于基

本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具体而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味着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过程中，既要看到已取得的成就，又要认识

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呈现出来的特点及在

某些方面的局限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实践，是一场关涉

各方主体权力（利）义务分配的实质性变革，是一场

面向社会关系、治理格局变化及其产生的法律问题

的渐进式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中国人民最清

楚，也最有发言权。”

其四，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 “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开放性、包
容性要求我们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同

时，重视吸收和借鉴包括西方法治文明在内的现代

法治文明成果。 人类社会创造的一些法治文明成果

具有普遍意义，同时应认识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
于淮北则为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扎根本

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

用。”因此，我们在吸收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时，
必须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实际，真正做到在分析

中参考、在比较中借鉴、在批判中吸收；必须在运用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批判分析的基础

上，坚持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认真鉴别、合理吸收，
始终警惕拿来主义，不能照搬照抄他国制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正确性为

实践所证明

古人云：“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 听言

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国家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管不管用、有没有效，实践是最好

的试金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
其一，中国道路的确立解决了中国近代面临的

挨打、挨饿、挨骂的问题，真正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
起来、强起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其实现必须依靠现实的路

径，即中国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不懈奋斗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

起来了”，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对“中国人民富起来”这一目标的实现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在中华民族

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

史上，都必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 在中国道

路的指引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任务

更加明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我国

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

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中国人

民强起来”的时代强音。
其二，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

效的，主要看“八个能否”。 中国的国体、政体等

一系列中国道路的制度安排，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有力增强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和有效性。 在这

套制度框架下，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得以普遍实行，国
家机关领导层有序更替；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

大，人民当家作主得到更加充分的实现；最广泛的爱

国统一战线和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得以坚

持和发展；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

的决策机制得以建设，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得

以提升；广纳群贤、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不断发

展，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依
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社会法治水平不断提

高；多层次监督体系逐渐建立健全，各类公开办事制

度不断完善，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及其人员按照法定

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得到保证。
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来，我们党

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

会长期稳定奇迹。 这具有开创性、历史性的“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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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是我们党执政成就和国家治理成效的重大

标志。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

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

国力显著增强。 具体表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大幅跃

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城
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呈现出新格局，对外开放成效突

出。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并成为世

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

储备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国和来源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奋斗，党和国家不

但经受住了各种考验，而且有力巩固了人民政权，持
续保持了国家政治和社会大局稳定。 在新的历史阶

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对外开放深

入推进，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稳中求

进的工作总基调，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历史性伟大成就。
其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

取得的成就对世界而言就是巨大的发展红利。 经济

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的中国能为世界贡献什

么，是今人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 中国的发展对世

界而言是机遇，而非威胁与挑战。 首先，快速发展的

中国经济，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

和动力源。 中国经济运行更稳定、增长质量更高、发
展前景更为可期，对世界经济而言是长期利好。 其

次，中国拥有安全稳定、良好和谐的政治环境，数量

庞大、需求升级的消费群体，素质全面、吃苦耐劳的

广大人民，以及不断健全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平竞

争、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能够为各国

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
更优质的合作契机。 在更大力度、更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政策下，中国为各国分享“中国红利”创造了更

多机会。 最后，中国的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

了可资参考的经验。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

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

联动性，致力于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

他国家和人民。 实践证明，中国道路是一条在开放

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它实现了从近代中国的半

封建半封闭到当代中国的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

折，参与和推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了人类和平

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实践中

发展

在哲学上，发展兼具功能性和价值性。 在功能

层面，发展既是社会实践的表现形式，也是实践得以

赓续的持久动力；在价值层面，发展既是社会实践应

予保障和促进的基本价值，也是实践本身获得正当

性评价的基本维度。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源自实践，
并在实践中得以发展。 我们既要坚持好、巩固好经

过长期实践检验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又要

不断发展和完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于国家

治理效能提升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其一，依法治国的领导体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坚持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实践要义。 这一领导体

制是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并需要在实践中

进一步发展。 一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的全过程，落实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各

方面。 全面依法治国不仅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
法、普法、护法的各个环节，涉及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

行政共同推进的各个方面，而且涉及法治经济、法治

文化、政法改革、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等诸多领域。

新时代必须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把党的

领导贯穿于上述各环节、各方面、各领域。 二要坚持

依法执政，提升治国理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长

期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党，综合运用科学执政、民主

执政、依法执政等执政方式，其中，依法执政是最为

基本的执政方式，执政的科学性与民主性都必须通

过法治化的途径得以实现。 三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

规治党的有机统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并将其作为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

容。 就两者关系而言，依法治国是依规治党的基础

和依托，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的引领和保障。 依法

治国与依规治党互联互通，共同在党的执政与法治

建设之间建立起内在关联性。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实践中趋

于完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

治国、依法执政能力”作出专门部署。 第十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宣告我国已基本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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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然而，法律体系的形成

并不等同于法律体系的完备，法律体系还必须随着

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完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在构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同时，还
必须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其三，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体制

机制在实践中发展。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健全一系列

保障性体制机制。 一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

制机制。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

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二要完善立法体制

机制。 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

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

件。 三要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保障制度。 坚持

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加强人权法治保障，
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

义务。 四要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 行政权、审判

权、检察权、监察权的运行都涉及法律实施和监督，
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必须充分发挥其

监督作用，坚决排除外力对执法司法活动的干预。

四、方法论：共同推进一体建设统筹兼顾

在方法论上，“共同推进” “一体建设” “统筹兼

顾”属于系统论方法的范畴。 在一般意义上，系统

论方法要求人们从整体视域出发，全面分析系统中

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以及此系统与

他系统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

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

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充分

体现了系统论的方法。
（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

推进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的

逻辑理路在于，三者存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互为

因果的内在必然联系。 宪法是这种内在必然联系中

的核心枢纽。
其一，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 对宪法作为

治国理政总章程地位的证成，至少可从宪法的性质、
宪法的内容与宪法的实施三个层面展开。 在性质

上，宪法集中体现党和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共同愿望，
是国家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 党通过领导人民制定

宪法、实施宪法，把人民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并

用根本法的形式予以确定。 在内容上，宪法确立了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架构，对国家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 这体现在，宪法

序言和总纲中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和宪法的指导思

想、目标、基本原则等，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

利和义务，第三章规定了国家机构的组成及其职权

等。 在实践中，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让宪法在实施

中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重要使命和任务。
其二，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一

个国家的法治道路和法治体系取决于其基本国情。
就中国而言，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必须始终坚持依

宪治国，将宪法作为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 首先，
“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具有最高的法

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坚持依宪治国，必
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宪法确立的一系列原则、制度

和规则，形成科学的“制度之治”。 其次，公民的基

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是每个公民

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 坚持依宪治国，要
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
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想人民

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 最后，宪法是坚持和拓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法制保证。 坚持依宪治

国，必须注重在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切实

发挥宪法的作用，确保国家各项事业、各项工作在宪

法和法律轨道上平稳运行。
其三，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执政党行使的执政权本质上是一种依宪行使的政

治领导权和政治决策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行为是

具有宪法意义的政治行为”，因此，依法执政与依

宪执政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首先，坚持依宪执政，
要坚持权为民所赋的执政理念。 这不仅要求党在执

政过程中积极行使各项权力，还要求加强对权力运

行的制约和监督。 其次，坚持依宪执政，要改进党的

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不仅要做到“四个善于”，还
要“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
一体建设”，充分发挥党内法规的建设性作用。 最

后，坚持依宪执政，党自身必须坚持依法执政。 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

全过程”。 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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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活动，坚持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

守法。
其四，增强宪法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依法治

国，最基础也最关键的是强化宪法意识的培育，推动

依法行政。具体而言：一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完
善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积极推进行政法律顾问

制度，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

机制等；二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合理配置执法

力量、推进综合执法、创新市县两级政府行政执法管

理，严格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审查和上岗管理制度，严
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健全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等；三要强化对行政权力

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科学、高效的权力运行监督体

系，完善相关审计制度等。
（二）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

建设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意味

着三者合一，形成“同气相求，同类相应；顺则为利，
逆则为害”的状态。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三根支柱，“法治国家是目标，法
治政府是主体，法治社会是基础，三者本质一致、目
标一体、成效相关，缺少任何一个方面，法治中国建

设都难以有效推进”。
其一，法治国家是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目

标，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服从、服务于法治

国家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

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是贯穿全面依法治国

工作的主线。 具体而言：一要确保公权力依法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

约和监督。”这一论述表明，公权力必须依法运行。
在具体措施层面，应当完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监察权运行的制度规范体系，增强国家公权力行使

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二要一体推进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建设，为建设法治国家提供坚实基础和有力保

障。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不是相互割裂

的，应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框架内，对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建设进行顶层设计，编制相关发展规划

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
其二，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主体，法治政

府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点、法治社会建设的先

导和示范。《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提出，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
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为此，需
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推进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

行。 对此，可以探索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

制度，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

范化、法律化。 二是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具体可从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依法惩处

各类违法行为，规范和完善执法程序，推动行政执法

责任制度落实，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入

手。 三是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要完善政务公开和各

领域办事公开制度；依照权力清单推进行政权力公

开化、透明化，加强对行政权力行使的过程监管；重
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

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
依法公开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的

规范性文件。
其三，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基

础和依托，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必须筑牢法治社

会根基。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提出法治社会建设的目标是，“法治观念深入

人心，社会领域制度规范更加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显著，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社会治理

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 据此，法治社会建设的重

点在于四个方面。 首先，推动全社会增强法治观念，
并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为

此，可以从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健全“谁执法，谁普

法”的普法责任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等方面

努力。 其次，健全社会领域的制度规范。 为此，可以

从完善民生相关立法、充分发挥社会规范的作用、强
化诚实守信等方面着手。 再次，加强权利保护，切实

保障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 为此，需要采取健全公

众参与重大公共决策的机制，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为
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等具体

措施。 最后，提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为此，应
重点做好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推进多层次多领

域依法治理，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

建设中的作用，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纠纷等工作。
（三）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积极参与

建设国际法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维度，也是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保障。 面对世界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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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统筹推进

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其一，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

吸收。 国内法治始终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根基所

在，是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必要前

提。 一要充分发扬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和经验。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来，经历了从构建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到提出和推进国家

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的波澜壮阔的进程，其间

形成的许多经验和成就需要进一步发扬。 二要吸收

借鉴国际法治文明先进成果。 对经过认真鉴别后有

利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其他国家法治成果，我们应该

吸收借鉴。 三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历史和实践

充分证明，拿来主义行不通，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

涉外法治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国情。
其二，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 在对外开

放不断深入、各国联系日益密切、涉外事务日益增多

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涉外法治

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为此，一要加强

涉外法治理论研究。 当前，要加强作为涉外法治理

论核心内容和关键部分的国际法学基础理论研究，
同时，还应加强国际关系法治、不同国家法治之间如

何良性互动等方面研究，以更好地应对国际形势。
二要培养相关专业领域人才。 法学教育应积极探索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新模式，切实增强涉外法治人才

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可以尝试建立法学专业与外

语、国际政治等专业联合培养人才机制，为我国涉外

法治建设输送更多复合型优秀人才。 三要完善涉外

工作的配套法律。 目前，我国一些涉外工作领域还

存在无法可依或法规层级较低、法律规范比较笼统、
有的政策性法规不够公开透明等问题。 鉴于此，必
须着力提升涉外法律法规的质量和水平，进而提升

对外开放的制度化、法治化水平。 四要注重实践应

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论是理论研究

还是人才培养模式，抑或配套的法律规范，都需要在

实践中检验其成效。
其三，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提高应对

挑战、防范风险的能力。 当前，国际社会风云变幻，
对我们的国际法治思维和解决国际争端的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 在立法层面，我国不仅应加强涉外法

律体系建设，切实提升立法体系的国际化水平，还应

充分发挥在世界舞台上大国的作用，引导、引领国际

话语规则的制定与构建。 在执法层面，我国应继续

深化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协作，继续与各国加强在执

法安全方面的合作，与世界各国携手打击暴恐势力、
贩毒走私等跨国有组织犯罪。 在司法层面，我国应

持续深化司法领域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完善司法互

助机制并扩大其覆盖面，着力优化法治工作队伍，提
升法律工作者的涉外法律服务能力。

其四，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为全球法治建设贡献

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实现共赢共

享，向世界展示出中国方案。为此，一要深入参与

国际社会规则建构。 我国应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开

放战略，努力推动构建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符合和

平发展原则的国际社会规则体系。 二要深入参与国

际机构改革。 国际机构改革应切实回应世界经济格

局的深刻调整，防止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更加

关注机构自身的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维护发展中国

家的权益。 三要深入参与国际社会原则制定。 在继

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对国际社

会发展的密切关注，始终奉行多边主义，维护世界文

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五、价值论：“中国之治”

“中国之治”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价值

取向，内在地涵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等基本点。
（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价值论上，“现代化”蕴含政治规范、制度发

展、社会秩序、治理绩效、伦理认同等方面价值体系。
在这些价值体系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具有目的价值的属性，“法治”则兼具工具价

值和目的价值双重属性。 在这一意义上，“法治”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依托，
“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

本取向。 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核心要义在于法治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要战略部

署，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总结为：“一是坚持和巩固，
二是完善和发展，三是遵守和执行。”

其一，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 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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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提出

“全面依法治国”的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坚

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

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依法

治国战略必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

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其二，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夯实“中国之治”

的制度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坚持全面依

法治国，夯实“中国之治”的制度根基，对党的执政

方式与执政能力、对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对法治体系

以及法治工作人员的素养与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

求。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
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

代，严格规范党的领导，将党的领导入法入规，并及

时准确地将党的主张转化为法律法规，是法治国家

建设的必然要求。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之治”
必然要求以法治方式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
障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实现。 只有不断完善法治体

系，积极推动各方面制度成熟化、定型化，建立健全

新时代法治工作队伍与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才能实

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
其三，要坚持顶层设计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提升

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
一方面，必须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所急需、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必备的法律制度。 必

须在贯彻落实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充分了解现实需

求，厘清国家治理中的制度空白处以及相互冲突点，
统筹规划国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另一方面，要
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努力提升执法和司法的质

量、效率、公信力，更好地把社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

为国家治理效能。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

延以来，中国抗疫的成功实践证明，在全面依法治国

的逻辑基础上提出的依法防控要求在疫情防控中发

挥着指挥棒的重要作用。 只有将法治理念与法治实

践相结合，将顶层设计与国家治理实践相结合，才能

真正使法治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依托，真正提升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
其四，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强化法治意识，带头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做制度执行的表率。 在一定意义

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制度的竞争，制度实

施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全党必须强化制度意识，自觉尊崇制度，严
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

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 为此，各级党

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
提高自身法治能力与法治素养。 把制度贯穿于治党

治国始终，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增强制度意识。 各级

党组织要积极组织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宣传

教育，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提升公众法治素养。
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强化自身制度意识，做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表率，更要通过加强普法工作、加强公

民道德建设等途径，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使人民成为

推进国家法治建设和制度运行的重要力量。
（二）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法哲学上，“法治国家”是一个聚合性概念。
在法世界观上，“法治国家”强调法律与政治、权力

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等方面关系的理性化、制度化；
在法方法论上，“法治国家”强调通过宪法确立国家

权力秩序，通过法律保障人权并遏制公共权力被滥

用，通过良法实现善治，通过专门化的法律职业群体

保障宪法法律实施；在法价值论上，“法治国家”强

调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宪法法律实施的有效性、法律

执行和适用的公正性、人民权利的广泛性和真实性。
概言之，在价值论上，建成法治国家是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总目标，具有综合价值的属性，是“中国之

治”的应有之义，表明法治国家与法治中国的内涵

和目标是一致的。

其一，加速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必须完善社会主义立法体制机制，坚持党委领导、人
大主导，坚持立改废释并举，进一步完善各领域法律

体系，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效率。 要加快建设涵盖宪

法实施和执法、司法、守法的多方面体制机制，坚持

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确保宪法法律的全面有效实

施。 要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保障国家权力的合

法、有效、正确行使，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要积极将

党的主张入法入规，重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

接协调，提高党员的自律要求与他律要求，使其不仅

要遵守党内法规，更要遵守国家法律。
其二，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

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不

能将全面依法治国简单等同于建设法治国家。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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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还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

设，都在国家、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共同构成法

治中国建设的核心。在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下，
中国共产党能否依法执政、各级政府能否依法行政，
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所在。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彼此联系、相辅相成。 法治中国建设必然

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逐步推进：在国家

层面，要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

法；在政府层面，要做到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建设职

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
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执法人员必须做到法无授权

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杜绝一切不作为、乱作为

现象；在社会层面，社会公众要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增强法治意识。 只有得到社会公众信仰、遵守的法

律才是良法，良法之治才是法治。
其三，着力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

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

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

法治工作队伍，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

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障。”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是法

治体系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所在。 科学立法

需要从事立法工作的法治人才，严格执法需要从事

行政执法工作的法治人才，公正司法需要从事司法

工作的法治人才。 此外，法治国家建设还需要律师

队伍这支重要力量。
（三）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道德哲学上，美好生活是人们的一种价值追

求———美好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在人权哲学上，
美好生活是一项集合性权利，既表现出对基本人权

的涵摄性，又表现出自身内容的包容性。 这里的

“涵摄性”不仅意味着宪法所明示的基本权利都可

以归结为“美好生活权”，还意味着宪法所默示的

诸多新型权利也属于“美好生活权”的内容；这里的

“包容性”意味着“美好生活权”是一种“权利束”，
内在地包含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在这个意义上，
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最大的人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必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法治保障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塑造一种高质量的法治样态，可以在满足人民对

基本公共产品需要的基础上，为人民参与国家治理

提供有序、畅通的渠道和稳定、安全的环境。

其一，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始

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探

索，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人民群众是创造

历史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坚如磐石的根基所

在。 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都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人民的利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与落脚点；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重要

位置，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

奋斗目标。
其二，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要准确把握我国当

前的发展状况。 美好生活是人的内在需要、生活理

想与生活样式的统一体，是社会发展与矛盾运动的

产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这一矛盾具有多层次、
多样化的特点。 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方法论，从多方面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社会主

要矛盾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等特征，才能更好地实

现人民美好生活。
其三，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发展阶段，要在厘

清国家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牢牢把握发展机会。 实现

人民美好生活，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特征，顺应时代潮流，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

的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推动社会进步。 党的十九

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发生变化，但我国仍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要牢牢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

关系，在此基础上推进国家整体发展，进一步落实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保障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六、结语

实践是理论的生命线。 实践的观点是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基本观点，也是把握和理解习近平法治思

想的哲学基础。 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 一

切伟大的理论均产生于伟大的实践，没有伟大的实

践就没有伟大的理论。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生

成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从事的伟大的社

会主义法治实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来源和发

展动力，坚持这一点，就是坚持认识论上的唯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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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在实践中

生成的理论必将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并成为指导

实践的精神力量。 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

践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法治道路之

本质、中国法治向何处去等根本问题，是中国法治实

践的根本遵循，并在指导法治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发

展完善。
主体性与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基

石，两者互为犄角。 实践性是主体性的基础，主体性

是实践性的本质特征。人是实践的主体。 马克思

主义实践主体观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人

民是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法治事

业的建设者。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

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人

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人民中心论的哲学原点，是
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法治主体论的金钥匙。 坚持这一

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性原则。
一切形式的社会实践都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

马克思指出：“目的在人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它以现

实的客观世界为前提，但它又表现为对客观世界中

某些现实的不满足，因而要求改变这些现实，改造现

实存在物的现成存在形式，创造符合于主体需要的

理想客体。” “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

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

意志服从这个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目的作为

规律”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把握和理解习近平法

治思想之“中国之治”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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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百年历程与不懈追求

龙 　 钰

摘　 要：党的形象彰显党的性质，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分别展现了救亡政党、建国

政党、革新政党、强国政党等鲜明形象。 无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具体样态如何因时而变，人民政党、钢铁政党、廉洁

政党、自信政党、开放政党的特质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始终的不变内核。 突出人民政党形象、强化钢铁政党

形象、提升廉洁政党形象、彰显执行政党形象、展现开放政党形象，是新时代党的形象建设的重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Ｄ６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１５－０７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功

塑造了不同的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在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之际，总结

保持党的良好形象的极端重要性，回顾党形象塑造

的百年历程，探寻新时代保持和提升党的良好形象

的有效路径，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

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均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关乎生死：中国共产党对形象的基本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形象和威望不仅直

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

命运、民族的命运。”①政党形象是政党的性质宗旨、
奋斗目标、价值追求、执政能力、治理绩效的综合体

现，是政党的生命力、战斗力、凝聚力、影响力的集中

表现，是人们评判和认可一个政党的重要依据。 作

为历经磨难的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
党的形象直接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良好的形象是党

至关重要的执政资源。
１．党的形象彰显党的性质

政党形象是政党内在品质的外在表征。 在波澜

壮阔的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政党

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深刻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先进性，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

到，党不仅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也代表中国革

命的未来。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同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但是，不触动

封建根基的旧式农民战争、自强运动和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

质。 中国革命必须要有新的思想来指导，必须要有

新的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 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伟大觉醒之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

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党的性质，中国共产

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明确指出：“这个团体不是政

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

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②党的二大

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

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

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③。 一百余年来，中国共

产党始终以实现共产主义、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

展为价值追求，树立起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象。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２０
作者简介：龙钰，女，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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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遇深重灾难时应运而

生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党不仅肩负着维护工人阶

级利益的历史使命，而且肩负着实现民族复兴的历

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自觉担负起民族

复兴的历史重任。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毛泽东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

了民族的利益”④。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他又强调：“我们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

族解放的先锋队。”⑤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

程中，中国共产党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良好形象，彰显了党的性质。
２．党的形象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陈云曾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

生死存亡的问题。”⑥这一论述表明，党的形象与党

的命运休戚相关。 政党形象是人们对政党外部特征

的直观感知和对政党的综合性印象和评价，良好形

象是政党赢得民众信任和支持的宝贵政治资源。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人民、力量在人民。”⑦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取决

于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而要持续获得民众的信

任和支持，党必须始终保持良好形象。 中国共产党

成立以来，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一个

又一个的胜利，关键原因在于党始终保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者的光辉形象，赢得了民心，凝聚起干事

创业的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管党治党，
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塑造并维护了党的光辉形

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３．党的形象关涉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一方面

在于党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在于人民群众的信任和

支持。 党始终加强自身形象建设，使其成为人民群

众心目中的样子，从而能持续获得人民的衷心拥护。
人民是我们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胜利之本。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

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⑧有了人民的支持，党的

发展壮大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党的良好形象有

助于党与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进行沟通交流，
紧密团结多种社会力量，赢得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
党的良好形象也有助于吸纳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先

进分子，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持续壮大党的力量。 另

外，党的良好形象还有助于提高党的影响力。 当今

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的交流日益

频繁，合作日渐深入。 一个有能力、有担当、有情怀、
负责任的政党，往往能在国际社会中赢得尊重，获得

话语权。 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又会深化人民群众对党

的认识，增强对党的信心，巩固和提高党的国内影

响力。

二、因时而变：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百年历程

外部世界的变化赋予政党形象具体样态因时而

变的动态性。 回望一百年的奋斗历史，中国共产党

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回应时代呼声、引领时代发展，
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光辉形

象，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卓越成就，创造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形象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中诞生，是
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斗争的必然结果。 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

不挠，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

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这一时期，中
国共产党形成了鲜明的救亡政党形象。

一是明确民主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

到，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

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根据社会主

要矛盾的变化，党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指明了中国革命方

向，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 毛泽东强调：“共产

党的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

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

何私利可言。”⑨

二是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在对革命

道路的艰辛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城市中

心论”，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找到了一条不同于俄

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救亡之路。 对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是党运用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典

范。 中国共产党不仅引领中国革命走上正确道路，
而且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武装夺取政权

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将自己锻造成为“大多

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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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了的政治领导者”⑩。
三是推进革命事业持续前进。 遵义会议事实上

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

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
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走向成熟。 此

后，党领导红军战胜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

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

关的转折点。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先后取

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

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
２．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形象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的党转

变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其历史使命也从救亡图存

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担负起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建设新国家的重任。
一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夺取全国胜利，只

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

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
更艰苦。”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

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在困难面前，党领导人民追

剿残敌，统一祖国大陆；完成土地改革，推进社会改

革，镇压反革命，肃清反动势力，有力荡涤旧社会留

下的污泥浊水，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人民志愿

军同朝鲜人民和军队并肩战斗，打出了中国人民的

精气神，赢得抗美援朝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

全，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
二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全面执政条件

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
同时，党领导人民推进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确立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确立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使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

为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完成了中

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

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

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

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三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

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以

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苏联经验为借

鉴，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 党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领导人民开展全面

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

力。 在社会主义建设曲折探索时期，我国建立起独

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农
业、国防、外交、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

得到长足发展。
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形

象特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大胆革新，创造了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在改革开

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塑造了改革创新

政党形象。
一是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征程。 在党和

国家何去何从的历史紧要关头，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中国

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

争为纲”，将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

义的伟大转折。 全会结束后，党在经济、政治、文化、
军事等各方面进行拨乱反正。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党的十

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

反正胜利完成。 通过拨乱反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逐步走上正轨。
二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

党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科学认识我国社会

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准确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

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

展”等重大问题，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领导

力量等基本问题，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

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共识，成
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是推动全面改革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在农村拉开。 党的十二大

以后，改革开放全面铺开。 中国共产党坚决推进经

济体制改革，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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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极大

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 在经济体制改革

的同时，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以及党

的建设制度改革也陆续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出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和社会

体制、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共同推进、相互促进的生

动局面”。
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形象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揽伟大

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出台一系列重

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

工作，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在实现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

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将强国政党的形象展示在世人

面前。
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 ２０ 世纪末基本实

现小康的情况下，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共产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抓重点、补
短板、强弱项，打赢脱贫攻坚战，建成得到人民认可、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全面小康社会。 经过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新的一大

步，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崭新篇章，为
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二是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在

深刻变革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共产党站到了新的历

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启新篇章。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以及 ２０３５ 年远

景目标，突出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提出一批具有

标志性的重大战略。 当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正

意气风发地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道路上奋

勇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我

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人民

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

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三是加快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进行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主题。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信自强、守正

创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成就，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

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当前，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呈
现出光明的前景。

三、一以贯之：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不懈追求

政党形象具有应时而变的动态性，也有内核始

终如一的稳定性。 一百年来，党的形象始终不变的

是其人民政党、钢铁政党、廉洁政党、自信政党、开放

政党的品质内核。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持续赢得

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必须紧紧围绕重点，进一步强化形象建设。
１．突出人民政党形象

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几十个党员发展到 ９０００ 多万

党员？ 为什么能从力量微弱的小党发展为在日益强

大的中国长期执政的大党？ 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

是最根本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拥护

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人民群众为什么

拥护中国共产党？ 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党。 新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要成就伟业、
赢得未来，必须永葆初心，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
一是坚持为人民谋利益。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

生，因人民而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
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

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为人

民谋幸福既是党永志不忘的初心，也是党矢志不渝

的恒心。 党员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人

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代表人民利益，倾听人民呼

声，把人民诉求转变为党的具体工作，着力解决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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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向往的美好生活成为现实。
二是依靠人民书写历史。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

者。 中国人民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培育了

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并以自己的勤劳、智慧、
勇气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 面向未来，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

战，实现宏伟蓝图，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 要尊重人

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人民智慧，汇聚人民力

量，团结人民共同奋斗。 要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武
装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变为人民的自觉行动，带
领人民谋发展、创伟业。

三是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党的工作的检验标

准。 党作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其工作只能由人

民来评判。 毛泽东“进京赶考”的形象比喻，习近平

总书记“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

人”的精辟论断，都表明“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

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 人民对党的工作是

否满意，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为人民做了什么事，
解决了什么问题。 因此，党的工作要以人民需求为

导向，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创造经得起人

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２．强化钢铁政党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
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

伍。”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打造钢铁般的

队伍。
一是坚守本真。 人之初，性本善。 善之纯，心本

真。 本真是力量的源泉，精神的净土。 党员干部只

有始终坚守本真，才能抵制各种诱惑，最终成为“一
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人

来到这个世界时，是纯洁的。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时，也应当问心无愧。 党员只有不断加强党性修养，
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忠于本真，
才可能忠于人民、忠于党。

二是注重纯净度涵养。 党员干部要干干净净为

人民工作。 如何才能做到干干净净？ 从根本上讲，
就是不为自身利益所役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

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

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

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

误。”无欲则刚，无欲则明。 党员只有不怀私欲，才
能凛然无畏，才能不失自我。 一个不怀私欲的党员

干部，才能在糖衣炮弹面前、在金钱美色面前岿然不

动，才能坦坦荡荡做人、坦坦荡荡做事、坦坦荡荡用

权，真正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三是强化担当力锻造。 担当是领导干部必备的

基本素质，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 “敢于担

当，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

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

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

于坚决斗争。”担当可概括为“两敢两不怕”：敢于

做事、敢于负责，不怕失败、不怕追责。 什么样的人

才能做到“两敢两不怕”呢？ 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的“无我”之人。 因为“无我”，才能“忘我” “舍
我”，将“自我”与“大我”融为一体，不计较个人得

失，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是出于公心。 一心一意

为公、全心全意为民、殚精竭虑做事，即便因外部条

件限制而有失误，也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谅解。 可

见，“无我”就是“担当”的底气所在，“为公”就是

“担当”的目标指向。
３．提升廉洁政党形象

党的形象最容易被腐败现象损害。 “人民群众

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

胁。”腐败损害人民利益，是对人民赤裸裸的背叛。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唯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

展反腐败斗争，保证党员干部清正廉明，才能持续赢

得人民信任和支持，才能长期执政。
一是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筑牢党员思想防线。

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定，方能百邪不侵。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

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立足新时代、面对

新挑战，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

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

的精神脊梁，解决好“总开关”问题。 广大党员要以

高度的政治自觉，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尤其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不断提高思想

觉悟和理论水平，不断提高抵制腐朽思想和不良行

为的能力，成为政治上的明白人、思想上的清醒人。
９１

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百年历程与不懈追求



二是完善制度机制，筑牢制度防线。 弥补制度

缺陷，堵紧制度漏洞，用科学合理的制度构筑起密不

透风坚不可摧的“防腐墙”，才能让“苍蝇”无缝可

叮，使“老虎”无肉可食。 要坚持用制度管权，完善

权力运行制度，健全决策机制，加强权力监督，让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 要坚持用制度管事，划清职责权

限，规范办事程序，加强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

督管理。 要坚持用制度管人，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

度，健全选人用人责任体系，完善干部监督机制，打
造长期执政骨干队伍。 要维护制度权威性，增强制

度执行力，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三是强化自我修炼，提升做人境界。 一个人最

大的敌人是自己，最大的朋友也是自己。 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言：“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

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遏制腐败的

关键在于涵养浩然正气，杜绝贪心邪念。 党员要始

终不渝地加强党性锻炼，严以修身，堂堂正正做人，
踏踏实实干事。 要坚持自我约束、自我净化、自我革

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时时正身自省，处处明于自

察，事事严于自律；要自觉提高道德修养，积极培养

健康生活情趣，讲操守，重品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

的政治本色。
４．彰显自信政党形象

自信是战胜困难、取得胜利、持续发展的心理基

础。 一百余年来，通过全党全国人民不懈奋斗，中国

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自信的中华民族以崭

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
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

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

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前进道路上困难重重，需要

自信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再创辉煌。
一是坚守正义。 中华民族从内忧外患的黑暗境

遇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中

成长壮大。 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信邪

也不怕邪”。 早在 １９５４ 年，毛泽东就正告全世界：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

攻不破的。”中国共产党人要牢记历史使命，坚持

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

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不断增强斗争意识、
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以一往无前的昂扬姿

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

勇前进。

二是正视历史。 历史是对过往活动的记载，也
是对人类认识成果的总结。 再遥远的前方，也有自

己的起点；再美好的未来，也有自己的过往。 了解历

史，才能从繁杂现象中把握发展规律。 不忘来路，才
能目标坚定、步履稳健。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
国共产党又带领人民谱写了壮丽历史篇章。 中国共

产党要正视自己的历史，维护好自己的历史形象，从
历史中汲取智慧，发挥集体记忆凝聚人心的作用。
首先，准确把握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科
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 客观评价党

的领袖和英雄人物，使领袖和英雄的功绩得到应有

的呈现。 其次，正确认识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
“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

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维护党的历史

形象绝非掩盖失误和错误，而是在客观分析中吸取

教训，“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

宝贵的历史教材”。 最后，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澄清关于党史重大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
尤其要反对用一个历史时期否定另一个历史时期的

论调，维护党的整体历史形象。
三是创造实绩。 自信最终需要执政实绩来支

撑。 只有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中国共产党人才

能收获满满的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干

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但要看我们是怎么

说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干出成绩，需要着

重反对两种倾向。 其一，要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为满

足个人利益而损害党和人民利益。 党员干部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应当是为民造福、为党尽责，而不是为了

个人升迁。 其二，要反对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是人

民的大敌，党的大敌。 当前，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

施，坚决克服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以良好的作风维

护党的形象。
５．展现开放政党形象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中国的发展

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当今世界

是开放的世界，开放的中国共产党才能赢得国内外

的广泛认同。
一是深化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鲜明的

改革开放精神，不仅使中国人民对未来充满信心，而
且让诸多国家在解决相关问题时对中国方案满怀期

待。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中国

共产党必须弘扬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保持锐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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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精神风貌，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创造新的

更大奇迹。
二是凝聚广泛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

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接
续奋斗。 中国共产党要秉持天下为公的伟大情怀，
把为中国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为国家、
民族和人民鞠躬尽瘁，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主心骨。 要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坚持求同存

异、体谅包容，以共同目标凝聚人，以民主作风团结

人，尊重不同意见，汲取各方智慧，不断增进思想共

识，不断汇聚奋斗力量，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三是推动全球治理。 大党要有大格局，要敢于

承担国际责任。 一个有担当的大党，不仅要着力促

进本国发展，而且要积极推动全世界共同进步。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中

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

己的使命。”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发展全球

伙伴关系，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建设新

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负责任

大国作用。 同时，我们要向国际社会广泛宣传中国

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成就，分享发展和治理经

验，尤其是经济建设、贫困治理、腐败治理等方面的

成功经验，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和中国力量。

注释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９２ 页。 ②《李大钊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５０ 页。 ③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 １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６２ 页。 ④⑩毛泽东选集》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
第 １５８、１８５ 页。 ⑤⑨《毛泽东文集》第 ２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
第 ４２、３９５、６６０ 页。 ⑥《陈云文选》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２７３ 页。 ⑦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 日。 ⑧《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

九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毛泽东选集》
第 ４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１４３８、１４３９ 页。 《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 ３ 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１２、７０、５２、１８７、
４５ 页。 本书编写组：《改革开放简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第 ４５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１ 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６８、２８、４１３、１５ 页。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５ 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５９０ 页。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

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８１ 页。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 ２ 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６、４２ 页。 《毛泽东文

集》第 ６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３５０ 页。 习近平：《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第 ２４—２５ 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６９４
页。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１４ 页。

责任编辑：文　 武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Ｕｎｒ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ｇ Ｙ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ｐａｒｔｙ． 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ｈｏｗ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ｔｅｅｌ，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ｃｏ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ｒｔ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ｅｌ ｐａｒ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 ｐａｒｔ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ｐａｒｔ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ｉｍ⁃
ａｇ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１２

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百年历程与不懈追求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中 州 学 刊 Ａｐｒ．，２０２２
第 ４ 期（总第 ３０４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４

【经济理论与实践】

论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模式与机制
———以库布其模式为例

刘 明 远

摘　 要：库布其模式中，企业通过构筑产业体系，把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按照产业化、市场化原则全部纳入其中，在
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有效地承担社会责任，最终形成了一个多赢局面。 通过对“产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模式与实

现机制的分析、论证，可以得出两个命题，一是只要企业的产业体系能够把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纳入其中，不管是

否存在法律和道德义务方面的约束，均不妨碍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二是只要企业的产业体系中包含着产

业社会责任，企业在推动产业体系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性鼓励和支持总是一件对各方有利可图的事。
关键词：产业社会责任；库布其模式；企业社会责任；荒漠化防治；消除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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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荒漠化防治和消除贫困仍然是人类

面对的共同难题，也是人类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各国学者对此已进行多年研究，但谁是承担这些社

会责任的最佳人选，以什么样的方式承担这些社会

责任最有效率，一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中

国的库布其模式，是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成功

实践，为世界各国解决沙漠化问题和贫困难题提供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充分肯定。①在库布其模式中，治理荒漠化和消除

贫困化被具体化为沙漠治理和扶贫。 各利益主体在

模式运行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政府提供政策与财

政支持，企业构筑和发展沙漠治理与扶贫的产业体

系，居民以市场化原则进入产业体系，社会公益组织

履行捐赠承诺。 主导库布其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利益

主体始终是企业———亿利资源集团（以下简称“亿
利”）。 深入细致地研究库布其模式后，发现该模式

中企业承担着沙漠治理与扶贫这两项公认的社会责

任，这既不同于低级形态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也
不同于高级形态的伦理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而是

一种崭新的社会责任———产业社会责任。 产业社会

责任是企业通过构筑产业体系，把所要承担的社会

责任按照产业化、市场化原则全部纳入其中，在追求

利润最大化过程中有效地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踊跃

承担产业社会责任，学术界开展产业社会责任研究，
对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共同富裕均具有重要的

理论与实践意义。
企业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应当承担哪

些社会责任？ 企业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承担社会责

任？ 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足有数十种之多，大
致可分为慈善愿望说、社会期望说、影响社会与环境

说、遵循契约精神说、权利与义务对应说、社会压力

回应说、应对社会和环境风险说、综合目标平衡说、
最大化社会福利贡献说，等等。 这些学说将几乎所

有市场需要企业做的事，法律要求企业必须做的事，
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而必须做的事；列为企

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那些因受伦理道德约束、慈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３－０８
作者简介：刘明远，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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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需求驱使，企业自愿承担的社会责任，列为企业应

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学术界在综合了众多学说的基

础上，把企业社会责任归纳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
伦理道德责任、慈善责任等四大类型，且认为前两种

属于企业必须承担的低级形态的社会责任，后两种

属于企业自愿承担的高级形态的社会责任。 学术界

对这些社会责任的性质、特征、实现形式等做了大量

研究②，但均未提及产业社会责任问题，尤其是没有

将生态治理、扶贫这样一些难度很大的社会责任与

产业社会责任相联系加以考察。
相对于前期文献，本文以库布其模式为样本，选

择了“沙漠治理” “扶贫”这两项世界性难题和具有

世界意义的社会责任，对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

实现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首次总结、概括、提炼出

“产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对其属性、内在结构、实
现机制等做了系统阐释，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

得出了两个基本命题，即只要企业的产业体系能够

把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纳入其中，不管是否存在法

律和道德义务方面的约束，均不妨碍企业利润最大

化目标的实现；只要企业的产业体系中包含着产业

社会责任，企业在努力推动产业体系发展和完善的

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性鼓励和支持总是一件有利可

图的事。 同时，也为下面两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即企

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对其获取正常利润是否构成负

面影响；政府支持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是否对社

会有利。

二、库布其模式中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

实现模型及其内在利益关系

　 　 在库布其模式中，产业社会责任的实践者是其

主导企业———亿利资源集团，该集团起步于库布其

沙漠边缘的杭锦旗盐场，是鄂尔多斯土生土长的企

业。 一般来说，创办企业与发展事业一定要从自己

可利用的资源优势出发，根据资源优势确定产业体

系及发展方向，制定短期与长期发展规划。 鄂尔多

斯曾是我国西部最为落后贫穷的地区之一，境内分

布着中国八大沙漠之一的库布其沙漠和中国四大沙

地之一的毛乌素沙地，其面积占鄂尔多斯总面积的

４８％，没有资本与工业基础优势，也没有技术与人才

优势，但该地区煤炭、天然气、羊绒、陶土等自然资源

极为丰富。 正因如此，鄂尔多斯绝大多数规模以上

企业仅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推动自身发展，把发展

沙漠产业体系、扶贫作为主业的企业只有亿利资源

集团一家。
亿利资源集团本可以在企业起步阶段借助鄂尔

多斯的自然资源优势，专心打造更易于赚钱的煤基、
气基等产业体系，尽快把自己做大做强，但其创始人

偏偏选择了沙漠治理、扶贫作为企业发展的主攻方

向，经过多年摸索，亿利精心打造了一个以沙漠治

理、扶贫为核心的“沙漠生态循环产业体系”，系统

解决了“沙漠怎么绿？ 钱从哪里来？ 利从哪里得？
如何可持续？”等四个问题，使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

的同时获得自身发展。 亿利构建了一个不断输入动

能又不断输出成果的产业社会责任的动态模型③，
即库布其模式中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基本模型

（见图 １），从根本上化解了沙漠治理、扶贫与企业发

展之间的矛盾。 该模式在实际运作中成果突出，治
理了库布其 ６０００ 多平方公里的沙漠化土地；使当地

１０ 多万农牧民脱贫致富；企业自身资产也已发展到

逾 １０００ 亿元。
在库布其模式的四大利益主体中，企业的利益

诉求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做大做强企业；农牧民贫困

人口的利益诉求是脱贫致富；国家的利益诉求是实

现沙漠变绿洲、百姓脱贫致富、经济发展、税收增加；
社会公益组织的利益诉求是承担伦理、慈善社会责

任，赢得社会赞誉。 各方带着各自的利益诉求自主

汇聚在库布其模式的沙漠生态循环经济体系中，在
协同治理过程中创造了财富，创造了价值，实现了各

自的利益目标。 库布其模式中“如何实现可持续”
有四项举措，即“政策支持、产业化经营、市场化参

与、技术创新”，被称作“四轮驱动”。 政府是政策的

供给者；企业是产业的经营者和技术创新者，也是模

式的主导者；农牧民只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获取利益

的参与者。 在各利益主体之间，政府规划推出生态

建设和扶贫项目计划，提供相应的建设和补助资金，
企业和农牧民承担工程建设工作，并在生态治理与

扶贫达标后获得相应补助。 企业以租赁、招股等方

式获得沙区农牧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系统构建沙

漠循环经济体系，农牧民以多种身份在产业系统中

创业、就业、经营资产并获取收益。 企业与社会公益

组织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
最初，鄂尔多斯市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库

布其沙漠所有土地均承包到户，但这些土地要么严

重退化，要么严重沙化，其产出很难维持承包户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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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库布其模式中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基本模型

的生产与生活，承包户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生态难民。
库布其模式中的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共同组成了荒

漠化治理与消除贫困的中坚力量。 公益社会组织能

够捐助一定数量的钱物，帮助贫困人口治理土地沙

漠化，解决他们短期内的基本生活问题，但绝对不可

能解决他们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问题，所以这个外来

帮助者无法长期依赖。 政府可以为极度沙漠化地区

的贫困人口提供一定数量的救济、生活补贴，甚至可

以提供少量生产经营和技术条件，帮助他们解决短

期生活贫困问题。 但是，如果当地贫困人口失去了

治理沙漠、脱贫致富的能力，那么这些责任和义务就

全部落到了政府身上，即使政府有钱、有物、有人，也
很难以低成本完成治理沙漠的任务。 政府没有专业

治沙团队和专业治沙技术，雇佣社会专业机构、人员

治理沙漠的成本高、效率低，政府财力难以支撑。 大

量现实案例表明，政府给钱给物式扶贫不仅难以解

决贫困的根本问题，有时甚至形成养懒汉困局。 相

较而言，由于企业是经营产业的经济组织，它有自己

的投资运营模式和生产经营模式。 如果企业的产业

系统和经营模式中包含扶贫项目，贫困人口就可以

在这个系统中就业、创业、创收，就有了从根本上脱

贫致富的希望，只要勤劳、智慧、肯干，就有希望过上

好日子。 所以，在库布其模式的多个利益主体中，企
业最有希望帮助贫困人口改善生活环境，实现脱贫

致富。
在库布其模式的利益格局中，企业要想扮演主

导者的角色，推进协作治理，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
在有经营场所、资本、技术、能源、原材料的同时，还
得有来自政府、社会和民众的支持与合作。 亿利通

过库布其模式，不仅获得了发展产业所需的各种资

源，还因为承担了沙漠治理和扶贫两大社会责任而

得到民众的尊敬和信任、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从
而获得了巨大的盈利收入和发展机遇。 作为一个在

民众和政府看来勇于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企业，政
府在其申报立项、资源配套等诸多方面给予大力支

持。 亿利投资 １５０ 多亿元在独贵特拉工业园区建设

的碳基复混肥与土壤改良剂项目年产 ５２ 万吨，乙二

醇多联产项目年产 ７０ 万吨，以扶贫项目的形式投资

１００ 多亿元在库布其沙漠建成 １０００ＭＷＰ 光伏发

电场。④

库布其模式的实践表明，企业通过构建沙漠循

环经济体系，在不断推进技术和经营模式创新的前

提下，推行专业化治沙和产业化生态修复，让贫困人

口市场化参与，就可以在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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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实现沙漠治理和扶贫双重目标。 政府只需提

供政策引导和政策保障，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
天然林保护政策、生态林奖励政策、农村土地三权分

置政策等，以及与这些政策相配套的各种服务、投
资、补贴等，把沙漠治理和扶贫的责任交由企业承

担，企业通过产业化、专业化的方式完成任务，不仅

可以极大地降低成本，还可以营造一个各利益主体

共赢的局面。

三、提出“产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基本依据

荒漠化防治与消除贫困化在库布其模式中被具

体化为沙漠治理和扶贫。 有些土地荒漠化发展到一

定程度就演化为土地沙漠化，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民

众就失去了基本生存条件，沦落为生态难民或贫困

人口。 治理沙漠、修复生态系统，是在为贫困人口创

造生存与发展条件，也是在扶贫。 所以，本文把沙漠

治理与扶贫看作荒漠化防治和消除贫困化的代

名词。
荒漠化防治与消除贫困化是世界性难题。 中国

９６０ 万平方公里土地，荒漠化土地面积达 ２６１．１６ 万

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达 １７２．１２ 万平方公里，属
于世界上沙漠化程度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⑤导致

荒漠化的原因很多，可能是气候因素，也可能是政府

未能有效履行作为生态管理者的职能，又或者是民

众生态知识缺乏、生态保护意识淡薄，再加之生产力

低下、生产方式落后、生存艰难，选择了滥垦、滥伐、
滥牧等不适当的经济行为对待自己的生存环境，结
果形成了人的谋生行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导
致荒漠化与贫困化加深。

在中国西北地区，土地一旦大面积沙漠化，形成

像库布其这样的沙漠，其治理难度是非常大的。 事

实上，即使是有国家财政作为后盾的政府，进行沙漠

化治理也有一些难度。 实施沙漠化治理工程不仅需

要有大量的持续性资金投入，还需要有能够承担高

难度作业、高效率完成治理任务所需要的技术和专

业团队，为民众的脱贫致富找到根本出路。 虽说政

府在沙漠化治理中处在主导地位，它有权制定法律

法规、政策，严格要求民众必须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

责任和义务，要求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治理任

务。 尽管政府有责任帮助民众治理沙漠、修复生态

系统，摆脱贫困，但政府也有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
例如，政府投资实施生态建设工程，要求土地承包者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生态治理任务，作为鼓励，经验收

合格，分阶段给予相应的财力、物力补助。 中国政府

这些年来投入巨资，组织实施的“三北”防护林、退
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生态林保护等一系

列重大工程，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治理。 沙漠化程度

较低、易于治理的区域、地块，绝大多数承包户受国

家政策的激励，能够配合国家生态建设政策和生态

建设工程的实施，不仅提高了植被覆盖率，也带来了

一定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但是，对于沙漠化程

度严重、治理难度非常大的区域、地块，承包户的治

理积极性就很难被调动了，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因

土地沙漠化而致贫，又因贫困而失去了治理信心。
相较而言，企业一旦把沙漠治理作为产业体系

起点，构筑一个把沙漠治理与扶贫还有多个赢利能

力强劲的产业组成的产业体系，它就可以在技术与

经营模式创新的基础上把沙漠治理发展成为一个综

合性的生态修复产业，这样就可以在追求利润最大

化的同时，做大做强企业，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政
府增加税收，沙漠变成绿洲，形成一个多赢局面。 但

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这些年来，中国库布其模式创造了企业构筑沙

漠生态循环经济体系的模板，系统解决了沙漠变绿

洲、居民脱贫致富、企业赢利扩张、政府财政收入增

加等难题。 这一案例表明，荒漠化防治与消除贫困

化存在社会产业属性。 也就是说，要想从根本上解

决荒漠化与贫困化问题，一种较为经济、有效的实现

模式就是企业通过构筑产业体系，把所要承担的社

会责任全部纳入其中，在始终坚持技术和经营模式

创新中推动产业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多赢局面，有
效承担沙漠治理与扶贫两项社会责任。

在库布其模式中，企业承担的两项社会责任分

别是“沙漠治理”与“扶贫”，企业是以投资构建沙漠

循环经济体系的方式承担了这两项责任，而且是在

自觉、自愿状态下进行的。 通过比对学术界多年来

企业社会责任类型的研究成果，本文发现库布其模

式中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既非低级形态的经济和

法律类责任，也非高级形态的伦理道德和慈善类责

任，而是一种崭新的社会责任，本文将其概括为“产
业社会责任”。 其基本内涵为：企业在产业发展体

系中容纳了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按照成本—收益

原则发展产业体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同时

承担社会责任。 这类责任既不是因为法律的强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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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也不是由伦理义务、慈善动机驱使，而是一种

在利润最大化原则支配下的最优选择。
与其他类型企业社会责任相比较，库布其模式

中的“产业社会责任”具有以下特点：通过发展产业

体系、创造一个多赢局面来承担社会责任；承担产业

社会责任，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做大做强企业的经营

策略和手段；发展产业体系不是因为伦理与法律约

束而为之，而是受利润最大化要求的驱使；治理沙漠

是产业体系本身发展的客观要求，扶贫是产业体系

发展带来的外部性成果；无论主观还是客观，都是既

为别人，也为自己；治理沙漠是发展产业体系和扶贫

的起点，又是打造企业形象、赢得社会支持的立足

点；把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按照产业化、市场化原则

全部纳入其中，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有效地承

担社会责任。
在库布其模式中，亿利通过发展产业承担治理

沙漠和扶贫的社会责任。 发展产业所需土地要么是

从农牧民那里租来，要么是农牧民的入股土地；所需

资金要么来自于社会融资、要么来自于自有资金，少
部分来自于财政投资和公益投资，绝大多数资金的

提供者要求企业按照产业化投资的方式使用这些资

金，也就是说，这项产业也同样需要依靠其收入弥补

其成本，并获得正常利润，否则股东不答应，利益相

关者也不能接受。 例如，如果资金来自于银行，还本

付息是起码要求，银行不可能把数十亿资金无偿提

供给一个企业用于治理沙漠，即使是政策性银行，一
般也只能提供低息贷款，极少有免息贷款。 农牧民

把土地提供给企业，即使是沙漠，他们也会要求定期

有收入。 所以，亿利在库布其沙漠治沙、扶贫，不是

义务植树造林，也不是给贫困人口送钱送物，承担慈

善责任，而是一种正常的企业生产赢利活动。
库布其沙漠的形成和发展，沙区民众贫困化，除

了气候原因外，主要是当地民众滥垦、滥伐、滥牧等

不适当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长期破坏所造

成的，与亿利的生产经营活动基本上无关。 按照谁

破坏、谁治理的法律原则，亿利在法律上没有必要承

担库布其沙漠治理的责任和义务，更没有必要承担

库布其沙漠 １０ 多万民众脱贫致富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亿利在库布其沙漠防沙治沙、扶贫济困，承担

的不是法律责任。
按照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亿利在库布

其沙漠治理中承担的责任，只能部分归结到“经济

责任”，至于“伦理道德责任”也只是沾了个边。 也

就是说，亿利在必须承担股东利润最大化责任的同

时，还必须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必须承担依法经

营、诚实守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人为本、照章

纳税等责任和义务。 承担这样的责任，事关亿利生

存与发展之根本，无法回避。 但是，亿利确确实实修

复了库布其 ６０００ 多平方公里的沙漠化土地，让 １０
多万当地民众脱贫致富，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一般企

业不愿承担或无法承担的高难度社会责任。 由于这

种社会责任是企业通过构建产业体系、创新经营模

式承担的，故本文将其归纳为“产业社会责任”范

畴，这在经济学里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

四、产业社会责任实现模式的机制与条件

亿利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承担“沙漠治理”和“扶
贫”这两项社会责任，主要在于它把沙漠治理视为

产业来做，把产业发展的动力建立在持续创新的基

础上，把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全部纳入自己的产业

体系中，使产业在高效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企业盈

利、沙漠变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目标。 因此，企
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实现模式和条件是：企
业通过构筑产业体系，把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按照

产业化、市场化原则全部纳入其中，在追求利润最大

化过程中实现其目标。
由于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最为关键的环节是

构建一个能够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纳入其中的产业

体系，所以这个产业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已知的，这就

是本文案例中的沙漠治理、恢复植被。 产业社会责

任的承担者在种草种树，让沙漠逐渐绿起来的同时，
逐渐形成了一个“六位一体”的生态循环产业链体

系：生态修复———种植沙生植物，让沙漠变成绿洲，
成为宜居宜业之地；生态工业———运用生物生态技

术，生产生态肥料和生态饲料；生态光能———创建集

“种草、种树、养殖、发电、扶贫”于一体的生态光伏

产业；生态牧业———随着植被恢复，发展特色养殖

业；生态健康———种植沙生肉苁蓉、甘草等中药材，
发展中蒙药、健康饮品制造业；生态旅游———打造国

家级沙漠公园，发展特色旅游，吸引更多的人前来体

验和认知沙漠。 这样一个产业体系是沙漠得到有效

治理的结果。 在这样一个集农业、工业、服务业于一

体的产业体系中，数条产业链吸收了所有愿意创业、
就业的当地民众，使他们走上了稳定脱贫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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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沙漠循环产业体系的起点是沙漠生态修

复，而要在库布其沙漠实现大面积生态修复的目标，
需要很高的治理技术。 亿利经过多年打拼，在库布

其沙漠打造了一个荒漠化治理样板，并自称其能够

“经得住看” “经得起算”。 在艰辛的样板打造过程

中，亿利首先充分吸收了当地民众许多年来积累下

来的治沙经验和治沙技术，在此基础上改造、创新、
提升，形成了微创气流法、无人机植树法、生物治沙

改土法、风向数据法、甘草平移法等多种植树种草

法，大大提高了沙漠治理效率，使治理沙漠不仅不再

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冒险活动，反而成为一项能

够获取正常利润的生态修复产业。 高效的治沙技

术，支持企业有效推进沙漠循环产业体系构建的同

时，也给当地农牧民带来了诸多就业、创业、创收的

机会，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治沙能手，成为亿利几十

支治沙联队的骨干。
在库布其模式中，亿利按照市场化、收益最大化

原则处理投资、利益分配、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关系。
首先，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依照市场化原则协

调利益关系、构建激励与约束机制，使模式的运行有

活力、可持续。 这里的扶贫不是通过给钱给物等

“输血”的方式解决贫困人口的暂时生存问题，而是

通过发展产业，给农牧民提供就业、创业、创收机会

等“造血”条件，让他们以市场化参与的方式从根本

上解决脱贫致富的问题。 企业植树种草修路所占用

的土地要么是租来的，要么是当地承包户的土地入

股，要么是政府征用土地，当地农牧民无论创业还是

就业，都是一种受市场规则支配的获利谋生行为，不
是彼此无偿馈赠，也就是说，贫困人口只有在产业链

上就业、创业，才能脱贫致富，不允许养懒汉现象存

在。 其次，为构建沙漠产业体系，亿利投资数百亿

元，这些投资必须按照资本的本质要求运作，把“发
展是硬道理，实现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始终坚持

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始终把“完善产业结构、技术

创新、经营模式创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形象”作为

发展理念。 如果企业不按照这些原则、目标、理念发

展，不做大做强，就难以承担沙漠治理与扶贫的

任务。
亿利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赢利与发展模式也有

其独特性，其赢利不是直接地来自于沙漠治理与扶

贫，而是间接地通过外部效应内在化的方式为发展

和赢利创造条件，然后利用这些条件实现自己的赢

利和发展目标。 亿利发展沙漠产业，有强大的外部

性，它治理沙漠、修复生态、修路，不仅给当地贫困人

口带来了摆脱贫困的机会与条件，也给社会发展带

来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但企业在这些环节上很难赚

到钱，利用传统治理模式，不亏本就已经很幸运了。
亿利通过生态修复、扶贫等形成的“七星湖”旅游、
产品外运等产业的盈利不高，但生态效益与民生效

益良好，对政府、社会组织、民众产生巨大影响，因此

其在项目申报、配套贷款、土地征用、矿产资源配置、
公司上市等诸多方面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企业把承担产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发展的经营

策略和竞争手段，需要创造多种有利条件，综合考虑

多重因素，利用多种关系和资源。 社会尤其是政府

也要为其创造条件，因为政府支持企业承担这类社

会责任总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业。 从这个意义上

说：（１）企业所选产业社会责任项目，最好包含社会

存在的普遍性重大问题，如本案例中的沙漠治理、扶
贫等。 （２）这种类型的社会责任，其内容为国家所

高度关注，属于国家必须重点解决的难题，企业承担

了这类责任，等于为国家分忧解难，想国家之所想，
急国家之所急。 （３）企业承担这类社会责任存在突

出的外部性，政府、民众均可以从中受益。 （４）承担

这种类型的社会责任，能够得到国家政策、人财物等

方面的支持，甚至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道义、资
金等方面的支持。 （５）承担这类社会责任必须辅以

必要的宣传，利用一切媒体、会议等展示企业的主

张、实施策略、运作方式、业绩等，使企业的行为在全

社会形成示范效应。 （６）政府以企业承担产业社会

责任的效率、业绩、社会影响为由，明确给予企业在

政策、金融、项目审批、社会荣誉、政治地位、展示机

会等方面的支持，使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成为一

种社会风尚。

五、基本结论

经过对库布其模式中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

分析、论证，阐明了“产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同
时也证明了以下两个命题：一是只要企业的产业体

系能够把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纳入其中，不管是否

存在法律和道德义务方面的约束，均不妨碍企业利

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二是只要企业的产业体系中

包含着产业社会责任，企业在努力推动产业体系发

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性鼓励和支持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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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对各方有利可图的事。 这两个命题的成立，为
回答社会所关心的以下两个问题提供了肯定性答

案，即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对其获取正常利润是

否构成了负面影响？ 政府支持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

任是否有利可图？
本文案例还表明：库布其沙漠治理和扶贫之所

以成为公认的社会责任，原因在于该沙漠面积广大，
地处干旱荒漠化地区，治理难度大，当地农牧民承包

户无力治理，政府因缺少治理沙漠所需要的人力、物
力、财力、技术等，也不具备在短期内完成沙漠治理

任务的能力，而沙漠化又带来了贫困、迁移、沙尘暴、
干旱、生物多样性丧失、缺水等诸多问题，所以沙漠

化防治和扶贫的责任和义务只能由社会来承担。 库

布其模式中企业通过承担产业社会责任，有利于解

决荒漠化防治和消除贫困两大世界性难题。 与政府

主导、居民参与的荒漠化防治和消除贫困模式相比

较，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模式成本低、效率高、可
持续，能有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

统一，因而其优势较为明显，不仅值得理论界深入研

究，形成理论化、系统化、学理化的研究成果，政府更

有必要将其成功经验在实践环节发扬光大，为世界

性防治荒漠化、消除贫困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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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障碍因素与路径选择∗

高 　 强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主题。 随着“三农”工
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高质量发展具备了新的内涵、特征和优势条件，同时在市场调

节、政策导向、要素融通、改革协同等方面仍面临一些体制机制障碍。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要以转变生产方式、调
整生产结构、强化监督管理、培育主体品牌为着力点，不断强化规划引领、投入保障、评价考核、人才支撑、执法监

管，构建激励约束相容、多方协同的政策支持体系。
关键词：现代农业；质量兴农；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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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

也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加速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

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实现其高质量发

展理应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近些年来的中央一号文

件都从不同角度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重

点任务作出了明确部署。 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一

些国家相关部委也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制定印发

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农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具体

部署（见表 １）。 特别是 ２０１９ 年农业农村部等 ７ 部

门印发的 《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 （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农发〔２０１９〕１ 号）对质量兴农的总体目标和

重点任务作出了详细部署，其明确提出：“到 ２０２２
年，质量兴农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初步实现产品质量

高、产业效益高、生产效率高、经营者素质高、国际竞

争力强，农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①党的十

九大以来，我国农业加速转型、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多功能性逐步彰显，农业农

村经济逐步由总量扩张阶段向质量提升阶段转变。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从粮食生产、产业融合、绿
色发展等方面对农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明确部署。
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已经从理念倡导

转入政策实践阶段，将加快推动未来农业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需要我们结合政策提出的目标任

务，对新条件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挑战和实现

路径进行重新审视。
当前，无论是政策制定领域还是学术研究领域，

农业高质量发展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回顾已有

研究，关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讨论主要聚焦于以下

方面。
第一，一些学者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举措与实现途径。 比如，徐光

平等从科技创新、深化改革、生态保护、精准匹配以

及量质并重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实现路径。②杜磊等从产业基础及其区域特性出

发，将我国分为脱贫地区农业、非粮农业和粮食产业

三种农业类型，并分别提出相应的农业高质量发展

路径。③还有的研究将视角拓展到农业高质量发展

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调互促、 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３－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历史性跨越：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２１ＦＪＹＢ０５３）。
作者简介：高强，男，南京林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２１０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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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互动等方面。
第二，一些学者重点关注支撑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力量、重要条件与关键因素。④比如，王兴国

等提出，科技创新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并
将“以知识、信息、技术等新生要素的运用以及传统

生产要素的改造升级”作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支撑。⑤钟真等提出，识别和找到影响或改变农业经

营主体生产参与、生产规模、生产方式三个维度的主

要因素，将成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⑥

冯浩等就农业保险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进

行了实证分析。⑦

第三，一些学者侧重于考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评价指标、考核体系以及区域格局等问题。⑧田锦萱

等还针对黄河流域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展开研究。⑨

这些研究为本文展开相关讨论奠定了基础，但在阐

释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涵义特征、分析发展面临的优

势条件及障碍因素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
表 １　 ２０１７ 年来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部分政策文件

发布时间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

２０１７．９ 《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８．１ 《关于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
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意见》 农业部

２０１８．１２ 《关于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高质量
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农业农村部等
１５ 部门

２０１９．２ 《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年）》

农业农村部等
７ 部门

２０１９．５ 《关于加快推进农用地膜污染防治
的意见》

农业农村部等
６ 部门

２０１９．７ 《关于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
发展的指导意见》

交通运输部等
８ 部门

２０１９．９ 《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 财政部等 ４ 部门

２０２０．２ 《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 １９ 部门

２０２０．３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
质量发展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 农业农村部

２０２０．７ 《关于加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若干意见》 科技部等 ７ 部门

２０２１．５ 《关于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
的指导意见》 农业农村部

２０２１．８ 《“十四五” 全国农业绿色发展
规划》

农业农村部等
６ 部门

　 　 因此，本文将在探讨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

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并结合新

形势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给出相应的政

策建议。

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历了从增产到提质

的发展转向，也在农产品价格、消费及流通等领域出

现了一些周期性波动。 随着“三农”工作重心的历

史性转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高质量发

展具备了新的内涵、特征和优势条件。
１．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涵义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

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⑩农业高

质量发展既与农业本质属性密切相关，又与经济发

展规律紧密相连。 一方面，农业高质量发展要与农

业本质规定性相协同。 受“大国小农”的特殊国情、
农情制约，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要以安全为本底，在
产品供给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拓展至生态、康
养、人文与社会四大功能。因此，农业高质量发展

不仅是新形势下生产能力的综合反映，是农业永续

发展的具体体现，还是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

另一方面，农业高质量发展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基本规律相一致。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高质量发

展是从为增长而生产转向为福利而转型，并在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下，转化为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依据上述理解，从理论角度看，农业高质量发展

是坚持人民主体性的发展，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支撑。
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牵引推动农业高质

量发展，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中长期内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实践角度看，推动农业

高质量发展要兼顾质量和效益双重价值取向，不仅

包括农产品的提档升级，还包括产业发展质量的持

续提升和农业功能的不断拓展。 简言之，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增加总量、优化结构、拓展来源和改善品质，提
高农业供给体系与需求体系的协同性、适配性，提升

农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性能，不断增强创新力、市
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２．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特征

与重视规模、注重增产、轻视环境影响的传统农

业发展方式相比，农业高质量发展是能够与时俱进

的、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从目前和今后中长时

期的发展趋势看，农业高质量发展应涵盖需求牵引、
供给变革、投入产出、利益分配等各个环节，并具有

以下五个方面的典型特征。
第一，具有较高的市场化、品牌化水平。 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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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功能是提供农产品供给，因此高质量发展首先

应该保证生产的产品高质量。 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适应农产品消费需求小

型化、特产化、精致化、功能化的变动趋势，需要紧紧

围绕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安排组织生产，充分发挥

市场配置资源要素的决定性作用，将农业生产经营

活动引入市场化轨道。 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口粮

自给等底线任务的基础上，农业高质量发展更加强

调农产品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注重发挥需求对农

业产业转型、产品功能提升的市场牵引作用，不断提

升特色优质农产品包装水平、产品形象、品牌知名度

和营销能力，在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中实现生产者

与消费者“双赢”。
第二，具有较高的特产化、融合化水平。 农业高

质量发展应当是顺应产业发展规律以及产业融合交

叉渗透的趋势，并通过“以特取胜”“以特增值”实现

产业高效益的发展。 农业高质量发展不能千篇一

律，更不能盲目求大，而是要立足各地农村的资源禀

赋和区位优势，结合当地自然风貌、田园风光、传统

手艺、乡土风情等特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适地而

种，开发特色产品、培育特色产业、凝聚特色优势，延
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形成“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特征，做到农业特产化水平

全面提升。 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将与生态、文
化、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农产品加工业将实现转型

升级，农业关联产业规模将不断增加，农村新产业新

业态将不断壮大，农业多功能性将得到充分发挥，并
能够为农民持续较快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具有较高的精确化、智能化水平。 具备较

高水平的物质装备条件，能够充分实现科技赋能与

知识增效，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 顺应新

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科技快速迭代的发展趋势，农业

数字技术、智能生产管理、精准质量溯源等对于推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将更加重要。 当前，我国农业机械

装备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步伐加快，智慧农业

装备能力不断增强，遥感遥测遥控等技术加速推广

应用，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技术条件。 推动农

业高质量发展，将依靠更加先进的技术条件和物质

装备，发展精确农业、智慧农业，打造未来农场和未

来乡村，实现农业生产差异化、产品多元化与机械作

业精确化的有机统一，构建起立体式、科学化的数字

农业和数字乡村发展格局。

第四，具有较高的生态化、绿色化水平。 优美的

生态环境是农业农村最大的发展优势和永恒财富。
顺应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绿色转型的时代潮流，
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把绿色作为底色，将低碳循环发

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严格环境准入，加强过程监

管，落实主体责任，统筹整合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还田、深松整

地、绿色种养循环农业、保护性耕作试点示范等政策

举措，做到资源同聚、力量同汇，不断增加生态产品

和服务供给，实现农产品的生态化和乡村生态的产

品化。 农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资源利用高效率，
这就意味着，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显著提升，化肥农

药减量增效等不同类型绿色农业技术和产品集成推

广，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不断优化，农业可持续发

展能力不断提升。
第五，具有较高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 只有高

素质农民才能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承载主

体。 顺应农业从业者高龄化、女性化的人口结构变

化趋势，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和新型职业农民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加大

针对各类经营主体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农业从业

者的文化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建设一支知识型、技
能型、创新型的高素质经营者队伍。 实现农业高质

量发展，法人化的规模经营将成为主要生产形式，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成为主

要组织载体，小农户则依托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等各

种方式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土地、资本、人才等要

素实现集约化投入，农业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
３．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条件

近年来，我国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粮食等农产品

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

实推进，政策环境不断优化，这些都为农业高质量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有广阔的消费市场

空间。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城乡居民的消

费能力和水平将发生不可逆转的重大变化，多元化、
个性化消费需求增长迅速，即时、高端、品质等新兴

消费将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消费者对

安全、优质和个性农产品的消费将产生更强烈的渴

望，也愿意支付更高的成本。 与此同时，消费者对大

米、小麦等口粮的需求将不断下降，而对肉蛋奶、果
菜茶、畜产品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求将显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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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综合判断，高价值农产品和多功能农业的发展

将引发新的农业产业革命，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带来

巨大的市场拉动力。

第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有坚实的粮食安全

基础。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已连续 ５
年达到 １．３ 万亿斤以上，粮食生产能力持续增强，供
需结构不断优化，储备调控能力和市场流通水平明

显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再上新台阶。 从基本面

上看，我国重要农产品保障力度不断增加，油料、蔬
菜、水果和茶叶等主要经济作物产量总体保持较高

水平，大宗粮食储备库存充裕、特色优势产品丰富多

样。 当前，尽管粮食安全仍面临一些风险挑战，但总

体上，供应宽松的好形势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转型契机和较大的回旋空间。
第三，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有较强的物质技术

装备。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高标准农田、现代种

业、大中型农机具研发和水利设施投入力度，加快推

进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建设，大规模推广应用良种良

法，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农业基础设施水平

和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快速提升。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全国要建设高标准农田 １ 亿亩，累计建成

面积将达到 １０ 亿亩。 随着“藏粮于技”战略不断推

进，到 ２０２５ 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将达到 ７５％，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将达到 ６４％。同

时，我国传统精耕细作的农艺农法与现代技术装备

加速融合，农业发展将加速由量变积累向质变提升

转变，也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四，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有绿色低碳发展的

社会共识。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于农业绿色发

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专

门对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 近年

来，我国把绿色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创新体制机

制和政策体系，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打好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畜禽粪污治理，健全

动物防疫和病虫害防治体系，推进禁牧休牧和草畜

平衡，农药、化肥利用率显著提高。 ２０２１ 年，农业农

村部发布的《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意见》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我
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秸秆综合利用率、农膜回收

率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均要稳定达到 ８０％以

上。 总之，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相关领域政策、举措取

得积极成效，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五，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有源源不竭的改革

动力。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突破

性进展，重大改革举措有力有效。 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农村改革的顶层设计不断健全，各类改革试

点全面发力，束缚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多点

突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业

支持保护制度改革、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乡村治

理体系改革以及农村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等纵深推

进，惠民生、强主体、促转型等重要环节的改革取得

实质性成效。 进入新时代，农村改革将加速“提标”
“扩面”“集成”，城乡联动改革将一体推进，为农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改革动力。

三、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一套符

合市场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农业供给体系、促进要素

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但从

目前情况看，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

机制障碍。
１．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调节机制尚不健全

政府干预市场价格、调节市场供求的情况仍存

在，一些领域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和组织微观经营的

情况时有发生，而市场准入和监管、产权保护、信用

体系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比较滞后，市场配置资源的

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 政府对部分领域的市

场失灵问题关注不够，在制定完善质量评价标准体

系和奖惩规则、培育区域品牌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供

给不足，特别是质量兴农的市场价值实现机制还没

有完全建立。
２．增产为主、提质为辅的政策导向尚未转变

当前，我国以增产为导向的农业支持政策仍然

占有较大比重，提质导向体现得还不够充分。 农业

补贴政策、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科技政策、投资政

策、经营主体培育政策，以及产粮大县、生猪调出大

县等奖励政策，在目标导向上仍偏重于数量和规模

指标，农业结构优化、产品品质提升、品牌培育和绿

色发展等质量指标数量少、比重低。 部分领域的农

业补贴和保护不但没有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导致

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下降和有限的财政资金错配。
３．资源要素从乡到城、单向流动的趋势尚未

扭转

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条件发生了明显变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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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资源平等、顺畅交换的通道还没有完全打通，资
源要素优化配置仍然面临着制度约束、体制障碍和

政策梗阻。 特别是“人、地、钱”三项基本要素从乡

村净外流的局面仍然没有改观，城市资金、管理、技
术、人才等先进要素向乡村流动还面临诸多制度性

约束，农村集体产权开放性不足，“跨村”配置集体

资产的能力还比较弱。 同时，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还

比较落后，城乡分工体系仍然不对等，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内容和标准差距还比较大，城乡经济大循环仍

然没有完全畅通。
４．农村改革、农业政策的整体效能尚未有效

发挥

农村各项改革试点单兵突进，系统性、协同性、
整体性不够，缺乏改革协同、试点联动和政策协调。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虽然已经出台，但职能尚未

完全整合到位，不同部门、不同政策之间还没有建立

起有效的协作机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还有

待破解。 现有农业政策的支持方式和领域，与推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还有诸多的不适应。 比

如，在科研推广方面，现有政策对高产稳产品种和病

虫害防治方面的支持力度相对较大，而对产前绿色

高效农兽药、肥料、饲料添加剂以及产后深加工技术

装备等的研发和推广投入较少。

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必须按照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部署要求，以提质增效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

驱动，以深化改革为手段，强化消费培育、要素激活、
标准规范与执法监管，推动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

强国转变。
１．转变生产方式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快构建高质量的

供给体系、生产体系和投入体系，坚持绿色发展导

向、落实功能分区制度、实施布局再平衡战略，实现

绿色安全清洁生产。 其一，坚持品种多样化。 加大

种质资源保护力度，培育筛选品质优良、功能多元、
形态多样的个性化品种，不断丰富农产品市场供给。
其二，加快推进农业标准化。 适应农业高质量发展

要求，加快农业标准修订完善，推进不同标准之间衔

接、配套、集成与转化，形成统一规划、左右互通的标

准体系。 其三，完善农业投入品支持体系。 开展种

业自主创新、协同创新、整体创新，支持研发推广绿

色高效药肥，鼓励发展数字化、智能化农业装备，提
高安全绿色投入品补贴力度。 其四，强化农业绿色

技术集成推广。 加大对生态高效农业的政策支持力

度，分区域、分作物集成组装一批化肥、农药减量增

效的技术模式，推广集节水、节肥、节药于一体的农

技农艺结合新技术。
２．调整生产结构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加快构建与资源承载力、环境容纳力相匹配的农业

生产布局。 其一，调减市场剩余的低端供给。 重点

调减非优势区和非优势品种生产，减少品质低、效益

差、资源消耗多、生态代价大的农产品。 其二，调增

适销对路的优质农产品。 尽快改变片面追求产量的

“短线思维”，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推动农业

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提升农产品的质量档

次。 其三，加强特色品种和产地保护。 加强老工艺、
老字号、老品种的保护与传承，发展本乡本土的乡村

产业，培育一批家庭车间、手工作坊，深挖地方土特

产和小品种的发展潜力，把特色小产品做成农民增

收的大产业。 其四，调优农业区域布局。 依托各地

资源禀赋，积极推进“五区”和“三园”建设，不断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 其五，调优乡村产

业结构。 充分挖掘农业的生态、文化、休闲、康养等

多重价值，推动平面农业向立体农业转变，实现乡村

经济多元化融合发展。
３．强化监督管理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快提升农业执法

能力，建立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联动激励和约束

机制，形成“依法者受益、违法者受罚”的发展环境。
其一，大力推进“三品一标”认证和监管。 加大对

“三品一标”认证机构的整治力度，提高认证门槛和

标准，加强认证后监管，改变认证机构和认证品种

多、杂、乱的局面，真正建立起有公信力的认证体系，
提升认证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其二，加强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 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
强化风险评估预警和应急处置，激励生产经营主体

参与溯源管理。 其三，严格农业投入品监管。 建立

生产者信用档案、黑名单制度、诚信分级制度，进行

生产全过程质量控制，引导农业生产者和投入品供

应商自觉遵守限用禁用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
４．培育主体品牌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重视培育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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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品牌，以主体促品牌，以品牌带主体，实现主体发

展能力和品牌公信力“双提升”。 其一，加大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力度。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强
化现场培训、职业教育和实践养成，重视挖掘乡土人

才，就地培养造就一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其二，加
快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支持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等加快发展，培育发展新型农业服务主体，
吸引“新农人”返乡务农，引导各类主体开展横向联

合与纵向合作。 其三，提升农产品品牌公信力。 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夯实品牌根基，推进区域公用品牌

建设，提升品牌整体形象，保护改造提升一批“特”
“优”字牌，培育一批“土”字牌，创建一批“名”牌。

五、完善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制定中长期的发展目标，完善政策体系，加强政

策支持、减少政策限制，强化政策衔接配合，为农业

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１．完善规划引领体系

科学编制并有效实施农业高质量发展规划，统
一规划体系，确保规划之间衔接耦合。 一是对照

《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提出的

目标和任务，开展第三方评价，将评价结果作为调整

和完善新一阶段制定农业高质量发展规划的重要依

据。 二是国家层面要突破短期思维，聚焦长期性、结
构性问题，加快制定中长期农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建
立健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是各地

区各部门要制定相应的专项规划或产品规划，明确

目标任务、框架布局与实施路径，构建以国家规划为

统领，区域规划、地方规划、年度计划为支撑的农业

高质量规划体系。 同时，强化规划实施保障，完善规

划实施机制，提升规划的可操作性和约束力。
２．完善投入保障体系

明确财政支出责任，细化投入支持方案，推进涉

农资金统筹整合，强化各级财政对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保障作用。 一是针对不同领域的农业投入差

距，加大对有机肥、低毒高效农药研发推广应用的支

持力度。 对研发、施用安全高效有机肥、农兽药，特
别是高效缓释肥料、生物肥料、生物农药、低残留兽

药等新型产品，以及生物智能防治技术研发和产业

化推广应用等，公共财政应给予适当补助。 二是针

对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的缺陷，调整优化现

有规模经营支持方向，重点支持以农业生产托管为

主的服务带动型规模经营，采用事前补助与事后奖

励相结合的方法，加大对市场化运作不成熟的农业

生产服务领域和环节的支持力度。 三是针对农业金

融保险短缺的制约，加大对社会资本投入农业的支

持力度。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完善激励

与约束并重的金融支农机制，健全以政策性保险为

基础的农业保险政策体系，撬动更多信贷资金和社

会资金投入高质量农业。
３．完善评价考核体系

从国家层面来看，农业农村部要发挥牵头抓总

的作用，围绕农产品质量、农业生产环境质量两个重

点，主动担当起推进质量兴农的主体责任，整合发

改、药监等涉农部门相关职能，强化评价考核、统计

监测与绩效评价，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一

是建立国家农产品质量评价体系，在政府主导的原

则下，由行业组织牵头制定标准，完善评价指标体

系，签订目标责任书，对投入品使用、农产品加工和

市场流通等重点领域进行监督检查。 二是建立农业

高质量发展科学评估体系，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质量

兴农工作开展专业评估，通过日常监测、抽样调查、
明察暗访与数据爬虫等方式方法，对农业高质量发

展进行客观公正的综合评估。 同时要强化评估的过

程管理，确保流程规范、各方参与、统一权威，及时向

公众发布相关信息。 三是加快推动形成可量化、能
考核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将农业高质量发

展实施情况纳入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范围，逐步提

高考核权重，倒逼相关政策落地见效。 四要健全生

产者市场化退出机制，发挥公众媒体监督作用，加强

社会舆论监督，形成集市场性、行业性、社会性于一

体的联合性约束惩戒体系。
４．完善人才支撑体系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下大力气吸引各类

人才回到农村、进入农业。 一是加大对高素质农民

培育的支持力度。 推动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统
筹整合农业教育资源，实现常规性培训与专题性培

训相结合，确保学历教育、知识更新与技能提升相协

同，加大对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青年农场主的培训

力度。 二是加大对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
鼓励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院校等采取专门培养、
委托培养、定制培养、远程函授、线上教学等形式，开
设农业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技能、农业电子商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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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加工、农产品市场营销等相关领域的知识技能

课程。 三是加大对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新创业的支

持力度。 加大对大中专毕业生、退伍军人、返乡农民

工发展乡村产业的支持力度，在金融支持、社会保

障、创业指导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 加快取消农业

科研院所与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对接、科研人员到合

作社和龙头企业兼职取酬等方面的限制。
５．完善农业执法监管体系

安全优质的农产品既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

的。 在强化农业执法监管方面，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深化农业综合执法体制改革。 针对农业领域风

险特点，强化行政管理、执法监督和技术支撑体系，
整合组建农业综合执法队伍，全面加强农业执法体

系建设，建立部门协同、齐抓共管的执法联动机制。
二是提升农业执法能力和水平。 实施农业执法监管

能力建设工程，落实农业执法机构和人员编制，保障

和加大农业执法投入，改善执法设施装备，强化依法

履职条件，提升执法能力和水平。 三是加大农业执

法监管力度。 健全农业执法信息共享和执法联动机

制，强化省部两级监督指导基层执法、协调跨区域执

法和查处重大违法案件等职责。 建立执法人员教育

培训制度，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完善以随机抽查为重

点的监督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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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新时代走出“谁来种粮”困局的思路和对策∗

高 　 鸣　 　 　 张 哲 晰

摘　 要：新时代国内外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牢牢稳住粮食压舱石，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意义重大。 但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稳面积压力较大，丘陵山区耕作条件存在短板，尤其是青壮年有效劳动供给不足、
“无人种粮”问题突出，其背后折射出粮食生产中经济激励、科技支撑和价值认同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对此，破解

“谁来种粮”困局，在思路上，要坚持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共进、科技研发与经营模式创新双轮驱动、政
策保本与经营增效两翼齐飞。 在具体举措上，需要着力强化人才培养，培育新型农民队伍；突出机器替代，推进生

产机械化智能化；加速模式转换，壮大农业社会化服务；完善机制驱动，健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关键词：“谁来种粮”；人才培养；要素替代；机制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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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于有着 １４ 亿人口的大国而言，保障粮食安全

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的头等大事。 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多个角度对保障粮食

安全作出重要部署，他反复强调，靠别人解决吃饭问

题是靠不住的。 那么，我们必须靠自己解决好吃饭

问题。 而要解决吃饭问题，核心是解决好“谁来种

地”的人的问题。 近年来这一问题一直受到各级政

府的高度重视，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我国粮食连年

丰收。 但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下，我国农业从业人

口持续减少，农村老龄化程度快速提升。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降

至３６．１％，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

重降至 ２３．６％。 同时，２０２０ 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跌

破 １０‰，创 １９７８ 年以来新低；乡村 ６０ 岁、６５ 岁及以

上老人的比重比城镇分别高出 ７．９９、６． ６１ 个百分

点。①农村年富力强的劳动力不断外流，留守人员受

自身素质禀赋较差所限，在种粮务农意愿、科学生产

经验、先进技术接受与应用、市场经营管理等方面存

在突出短板，导致有效劳动供给不足，长期来看或将

削弱农业现代化发展动能。 “谁来种粮、怎么种粮”
的隐忧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威胁，紧绷“谁来种粮”
之弦须臾不可放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发展环

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正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的新征程；但与此同时，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巨变。 这

样的历史背景，更加凸显了推动我国粮食稳产保供、
提质增效的重要意义，我们必须牢牢稳住粮食安全

压舱石，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扛稳粮食安全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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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如何解决“谁来种粮”这一时代难题，怎样

激发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壮大种粮主体队伍，学
者们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对策方案。

第一，培育高素质农民。 通过搭建产学研相结

合的多元立体培养体系，让更多传统农民、返乡农民

工、农村大学生等融入新型主体队伍，使其掌握实

用、管用的技能，并成为“土专家”、种粮“好把式”，
以及未来农业发展的中坚力量。②这是一种从培育

新主体层面出发的创造增量型答案。 第二，探索搭

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桥梁。 在“大国小农”
的国情与农情下，必须坚持以小农户经营为主导的

粮食安全体系。 一方面，要用好粮食价格、保险、科
技等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从外部调动小农户的种粮

积极性；另一方面，要鼓励小农户通过土地流转等方

式形成产业合作模式，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

农户的融合带动，激发小农户的动力。③这是一种从

衔接赋能层面出发的激发存量型答案。 第三，引入

先进要素助推高质高效。 新时代背景下，高质量发

展是我国确定发展思路和政策调控举措的重要方

向，粮食高质量发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有必

要在种子、耕地等要素投入，土地流转、生产托管等

经营模式，收储、加工、运输等流通环节，以及全产业

链条上综合发力，为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注入新动能，
补齐粮食高质量发展的短板。④这是一种从时代需

要层面出发的综合型答案。
既有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以提高增

量、盘活存量、综合发力应对“谁来种粮”问题。 但

是，“无人种粮”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从根源上探寻

抑制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原因，构建新时代我国粮食

安全保障的发展思路，打造“多维一体”的粮食生产

主体促进体系是走出 “谁来种粮” 困局的关键。
２０２１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

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保证粮食安全大家都

有责任，要下大力气抓好粮食生产，牢牢守住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底线。 对此，应进一步认识到回答“谁
来种粮”问题对保障粮食安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的重大意义，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着眼中长

期、结构性问题，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打好粮食稳

产保供“组合拳”。

二、“谁来种粮”问题的趋势性特点

“谁来种粮”之问由来已久，它不仅是我国面临

的困扰，也是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早已面临的问

题。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镇二、三产业流

动，粮食生产老龄化、女性化和兼业化问题凸显，青
年人不愿种地已成为我国广大农村深刻而广泛的写

照。 但“谁来种粮”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矛盾中

往往蕴含着新机遇，摸清当前种粮的趋势性特点，利
用现有基础因势利导，才能高效、稳妥地解决“谁来

种粮”难题。
１．产业结构：“非农非粮”问题凸显，粮作播种面

积下降

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下降直观体现在耕地面积下

降和农业结构调整两方面。 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城市和农村建设出现“两头挤占”问题，
耕地总量有所下滑。 国土“三调”数据显示，我国耕

地面积为 １９．１８ 亿亩，较国土“二调”的 ２０．３１ 亿亩

下降了 １．１３ 亿亩。⑤耕地存量受到威胁，守住耕地

红线仍需常抓不懈。 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人均

ＧＤＰ 突破 １ 万美元、逐步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

重要阶段，对食物消费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
由于种植经济作物的比较收益更高，农民也更倾向

于调整粮经作物结构以保障收益。 从农业种植结构

上看，２０１６ 年以来，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总体呈

下降趋势，尽管 ２０２０ 年有所回升，达到 １１６７６．８ 万

公顷 （图 １），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达到

６９．７２％，但仍较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１９２３． ０ 万公顷下降了

１．７个百分点。 更有甚者，部分地区盲目引种、扩种

特定经济作物品种，但因生产场地适宜性差，产量、
品质不过关，经济效益不佳。⑥经济作物种植占比逐

步提高，是市场规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

图 １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

２．区域布局：平原地区占据主导，丘陵山区短板

突出

我国幅员辽阔，丰富的地理禀赋形成了复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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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区域性农业生产环境。 平原地区具备规模化经

营条件，耕地利用效率较高，有利于提升农业机械化

水平，并对劳动力形成有效替代。 但我国山地、丘陵

和高原上的耕地面积占比超过 ６０％，因土地细碎

化、坡度大，无法有效开展农业机械作业，且由于长

期以来农药、化肥使用过量，水资源供给不足，生产

条件恶劣等原因，影响了丘陵山区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并直观地表现为耕地撂荒问题。 由此观之，丘陵

山区“谁来种粮”问题是少数关键问题，必须予以高

度重视，抓紧谋划，打好充分挖掘我国种粮潜力的

“主动仗”。
３．生产关系：人力、畜力贡献减少，机械动力逐

步取代

过去种地，生产关系主要是人力、畜力和耕地之

间的关系，在技术进步的大环境下，生产关系已逐步

调整为人力、机械动力和耕地之间的关系。 第三次

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显示，２０１６ 年

我国有拖拉机近 ２７００ 万台，旋耕机超 ８００ 万台，播
种机超 ６００ 万台，耕整机超 ５００ 万台，农业机械化已

打下良好基础。 此后，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快

速增长，２０２０ 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 １０５６２２．１ 万千

瓦，较 ２０１６ 年增加 ８．６１％，其中仅 １３ 个粮食主产区

就占全国总量的 ７３．０６％。⑦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

显示，２０２０ 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达到

７１％，其中小麦稳定在 ９５％以上，水稻、玉米分别超

８５％、９０％，主粮作物生产已高度依赖农业机械。⑧

总体看，农业机械对农业劳动力有明显的替代效应，
要解决今天“谁来种粮”的问题，应当立足新的生产

关系提出解决方案。
４．人才供给：轻壮劳动力流失率高，有效劳动供

给减少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总目标，而
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农民在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

用，农民现代化转型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成败具有重

要影响，对“谁来种粮”之问，也是对乡村“靠谁振

兴、为谁振兴”的追问。 农村发展要素持续向城市

转移，以种粮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在乡村产业发展中

的地位持续弱化。 从数量上看，我国乡村人口占比

接连下降，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４６． ９％下降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６．１％，同期，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从 ２．５５ 亿人下降

到 １．７７ 亿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

比重从 ３３．５％下降至 ２３．６％（图 ２）。 从年龄结构上

看，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也要明显高于城市。 此外，
农业活动女性化特点日渐凸显，由于女性在体力、文
化素质、家庭分工等方面所受的限制，一定程度上也

影响粮食供给安全。 粮食生产乃至于乡村产业兴

旺，迫切需要一支由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富有

活力的青壮年组成的高素质生力军。

图 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我国乡村人口及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

三、“谁来种粮”困局的成因分析

“谁来种粮”问题的趋势性特征蕴含着更深层

次的缘由。 对于粮农而言，种粮不仅是关乎经济利

益实现的生存层面的事情，也是关乎经营能力提高

的发展层面的事情，更是关乎贡献乡村、推动乡村振

兴的价值层面的事情。 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
农村劳动力外流，体现出当前农民对粮食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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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有关生存、发展和价值实现三个层面问题

的不满足，必须抓住事物的关键，从源头上解决问

题，研判“标本兼治”的方法。
１．经济激励不足，粮农生产增收困难

近年来，粮食生产成本增幅高于粮食价格涨幅，
种粮收益空间不断被压缩，直接打击了农民的种粮

积极性。 一方面，成本“地板”不断攀升。 根据历年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
我国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平均生产成本从

３４１．３８ 元 ／亩提高至 ８８０．７７ 元 ／亩，增幅达 １５８％（图
３）。 尽管为鼓励和引导农民种粮，连续 １９ 个中央

一号文件先后作出了一系列惠农部署，但农资价格

上涨不断挤占政策红利空间，粮农收益受到挤压，导
致部分农民把双季种植改为单季种植、由精耕细作

退变为粗放经营，甚至出现了弃耕撂荒现象。 此外，
近年来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及地缘政治风险，国内农

资供应及相应成本也受到影响，为农业生产带来不

确定性。

图 ３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三大主粮平均生产成本及

平均每公斤主产品销售价格

数据来源：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另一方面，粮食价格面临“天花板”。 从内部环

境看，粮食的战略性物资和“百价之基”地位，决定

了粮价涨幅受限。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三大主粮平均每

公斤主产品销售价格仅由 １．４１ 元上升至 ２．４５ 元，涨
幅约７３．７６％，且近 ５ 年来基本保持稳定（图 ３），而同

期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涨幅远高于此。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是促进农民增收、农企增效的有

效手段，但粮食产业链条短、附加价值低，导致市场

红利分享度低、价格提升难。 此外，由于部分地区为

发展经济，形成了“重工轻农”“重经轻粮”的错误思

想，农业生产逐渐向“非农”“非粮”领域倾斜。 从外

部环境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提高，粮食价

格也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低价进口粮干预国内粮

食供需关系，国际粮食价格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内粮

食价格的“天花板”。
２．替代效果欠佳，要素供给有待优化

农业机械、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对农业劳动

力投入形成替代，但目前农机等服务供给难以满足

农民日益多元化的需要，农民对服务的满意度不高，
农机等服务的赋能效果有待提高。 在农机供给上，
虽然农业机械在粮食生产中覆盖率很高，但其供求

矛盾仍然凸显。 从供给侧看，因研发制造能力不足、
对市场需求掌握不透，农业机械供给表现出总量不

够、结构不优、质量不高、配套不足等特点，农机供给

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亟待破解。 从需求侧看，作为粮

食生产主力军，农民特别是老一辈农民的科学文化

素质普遍不高，他们对机械化、智能化、标准化等先

进的生产要素和管理方法学习掌握能力较低，适应

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难度较大。 农业社会化服务被

赋予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重要使命，近年来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在数量上快速增长，但目前其服

务供给仍存在总量不充足、内容不匹配、结构不均衡

等突出制约与困扰。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客观服

务能力限制，服务组织的服务成本较高而质量欠佳；
另一方面是受主观服务意愿影响，服务组织更倾向

于服务规模化经营主体。 此外，部分地区存在服务

区域性垄断特点，服务组织处于强势地位，农户难以

有效分享服务收益，甚至当农户因不满意服务质量

而发生纠纷时，无法有效维权，这也损伤了农民对社

会化服务模式的信任。⑩

３．经营环境较差，社会期待难以满足

随着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农民已不再满足

于通过生产保障基本生活，不仅对生产环境有了更

高的要求，对美好生活也有了更高的期待。 但农业

劳动环境较差，农业生产“不体面”，农村生活条件

简陋，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导致有条件的农民纷纷外

出，种粮人才不足。 一方面，农业生产体验感较差。
新时代，农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特别是

８０ 后、９０ 后甚至 ００ 后的新生代对农业生产条件改

善的要求逐步提高，他们需要一个更加体面舒适的

作业场景。 尽管我国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

度持续加大，但距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尚存差

距。在现有生产模式下，粮食种植作业环境条件较

为艰苦，体验感较差，培育“新农人”面临实际困难。
另一方面，农村生活条件不能满足时代需要。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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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民生活的家园，但当前农村基础设施欠账较多，
人居环境底子薄、基础差；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
老供需缺口较大，人居环境与公共服务水平对人

才的吸引力不够，削弱了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动能。

四、走出“谁来种粮”困局的思路

回答“谁来种粮”之问，留人是目的，创新是出

路，增收是关键。 在解决思路上，要坚持小农户与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共进、科技研发与经营模式创

新双轮驱动、政策保本与经营增效“两翼齐飞”，多
措并举打造一支有干劲、可持续的种粮队伍。

１．以小农户经营为基础，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

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但农户因农业生产禀赋与

能力的不同发生了分化。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

要数据显示，２０１６ 年我国有 ２．０７ 亿个农业经营户，
其中 ９８％为小农户，小农户中又有 ９２．９％从事种植

业。 由此观之，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小农户

仍然是粮食生产的主力军，小农户家庭经营仍将是

主要的生产经营模式。 因此，在走出“谁来种粮”困
局的思路上，要注意一手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一手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大格局，特别要注

重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作用，做
好联农带农工作，以进一步释放小农户的粮食增产

潜力，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下的小农户家庭

为主体的粮食生产格局。 同时，要下力气改善基础

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妥善解决乡土人才的待遇和

职业认同问题，为人才留乡打造良好环境。
２．以创新驱动为引擎，用新技术、新模式推动高

质量发展

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回答“谁来种

粮”之问，要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通过

创新技术手段和组织模式，将先进要素引入种粮过

程，不仅确保“有人”种粮，还要种好粮。 在技术层

面，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２０ 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为 ５３．５％、
５７． ５％、 ６０． ７％， 年均复合增速由 １． ４５％ 提高至

１．８２％，科技进步贡献率增速加快。要继续抓住创

新这条主线，特别是聚焦农业装备补短板，让农业机

械在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上释放更大潜力，
发挥好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支撑作用。 在模式层面，
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创新推动生产

关系变革，加速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要素补充功

能，通过提供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服务，形成对

传统小农生产的有效替代和补充，使农业社会化服

务在保证粮食有效供给、促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上发挥更大作用。
３．以机制优化为根本，围绕政策保本、经营增效

做文章

保障种粮农民收益是维护粮食生产积极性的关

键，但粮食“百价之基”的地位和产业链条延伸不足

的局限要求必须统筹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以
政策保基本、向市场求突破，通过政策保本、经营增

效提高种粮农民收益，共同走出“谁来种粮”困局。
一是强化地方政府的重农抓粮意识。 建立健全考核

机制，释放考核的指挥棒潜能，压实地方党委和政府

保障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用好行政手段，为种粮提

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撑。 二是发挥好补贴政策的

“兜底”作用。 由于粮食是保证社会稳定的战略基

础，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和较强的外部性，因此要健

全完善支持保护机制，持续加大粮食产销补贴力度，
让农民种粮实现保本微利。 三是以延长粮食产业链

为抓手促进产区增收。 将粮食种植、储藏、加工、销
售等各个环节打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粮

食深加工产品作为粮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吸引

更多主体参与到粮食生产中来，壮大主产区粮食经

济，用好市场化手段促进粮农增收。

五、走出“谁来种粮”困局的对策

按照以小农户经营为基础、以创新驱动为引擎、
以机制优化为根本的目标导向，在新条件、新情况

下，应聚焦关键环节、突出重点领域、夯实发展基础，
适应新变化，强化人才培养，突出机器替代，推动模

式转换，完善机制驱动，多方统筹资源打造种粮新

“队伍”（图 ４）。

图 ４　 走出“谁来种粮”困局的思路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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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强化人才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

解决“谁来种粮”问题，最基本的还是要在“人”
上发力，用好小农户存量，挖掘新主体增量，落实好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重大战略，提高农民素质，
优化完善人才保障机制，为保障粮食供给稳定，进而

振兴乡村奠定扎实的人力基础。 第一，大力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 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加快培育家

庭农场，规范提升农民合作社。 同时，鼓励建立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辅导员队伍，充实基层管理工作力量，
帮助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 此外，考虑到大小

农户共同富裕的目标，应结合不同类型主体的比较

优势，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粮食生产中逐步发挥

主力军作用，弥补部分小农户逐步转向“非粮”生产

甚至退出农业生产的局面。 第二，开展系列行动提

升主体素质。 选择一批拥有适度规模经营、先进生

产技术、主导粮食产品、良好经营效益、一定品牌影

响特点的优质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开展示范创

建、对标评比活动。 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高校

职业教育、新媒体科普等方式，分层分类对粮食生产

主体组织开展有关生产技术、产业发展、市场营销等

培训课程。 第三，为农业人才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方面，搭建发展平台，优化针对农村人才的财政、
税收、金融、用地等政策；另一方面，推动构筑均等化

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基础教育、基本

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养老服务、住房保障等水平，
借此吸引城市人才、农民工、农村大中专生等返乡成

为“新农人”。
２．突出机器替代，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

在新的生产条件下，机器替代是解决缺少人力

种地的重要选项，是一种无须通过大量新增人力即

可解决“谁来种粮”问题的有效手段。 要强化农机

装备技术支撑，提高农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农机农

艺融合，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促进粮食生产高质

量发展。 第一，加快补齐农机装备短板。 结合当前

种粮农机需求及未来发展趋势，因区域、因产业、因
品种、因环节开展基础性、原创性研究，加速提高农

业机械关键技术自给率。 同时，面对日益复杂的气

候条件引发的自然灾害，要抓紧建立应急作业服务

队，增加应急抢收装备和服务供给，提升防灾减灾救

灾能力。 第二，推进农机、农艺、农田配套。 强化农

机、农艺、品种集成配套，特别是应在国家部署的重

大任务上重点发力，如在当前大力发展大豆油料生

产、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新模式上，抓紧总

结形成满足不同区域、品种和规模需要的标准、模式

和技术规程。 第三，继续加大补贴力度支持农机购

置行为。 持续发挥好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的

促进作用，保持政策的持续稳定并逐步加大投入，通
过政策牵引，提高机具的替代比例。 鼓励优先保障

主要粮食作物、丘陵山区所需机具的补贴需要，提高

重点区域薄弱环节机具补贴额和高端智能化机具补

贴力度，提升机器替代的覆盖比例和服务水平。
３．推动模式转换，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就要推动模式转换，让服务

组织帮农民解决好种地问题，从而形成农业社会化

服务新格局。 要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
推动不同服务主体各尽其能、共同发展，坚持需求导

向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机制，优化利益联结机

制。 第一，协调发挥比较优势。 兼顾公益导向和市

场导向，引导不同服务主体分工协作、错位发展、发
挥比较优势，形成错落有致、布局合理、功能协调的

粮食生产服务体系，更好地服务粮食生产。 第二，延
伸拓展服务领域。 紧密围绕种粮主体需求，将服务

向产前和产后全产业链上拓展。如良种培育、集中

育秧、技术集成等，强化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粮
食烘干、仓储、物流等。 同时，注重将服务对象向小

农户倾斜，加速引领小农户进入现代粮食产业体系。
此外，在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逐步探索，有效防控粮

食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风险。 第三，优化创新服务机

制。 在巩固推广既有优良运行机制的基础上，针对

服务小农户交易成本较高的现实，充分借助基层党

组织建设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力量，发挥好

村委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衔接小农户和服务主体的

作用。 第四，健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责任联

结机制，调动服务方和购买方的积极性。 此外，强化

制度建设，通过建立服务标准、规范服务合同等方

式，确保小农户利益不受侵害。
４．完善机制驱动，健全完善农业支持政策

要优化机制驱动，就要坚持“辅之以利、辅之以

义”的思路，发挥好政策的输血功能与造血能力。
第一，扩大增量、优化结构。 继续坚持并完善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玉米大豆生产者

补贴等政策，提高补贴的精准性和指向性，稳定农民

的种粮收益预期。 同时，建立更契合我国农业发展

特点的支持保护体系，提高“绿箱”补贴比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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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结构。 第二，增强能力、用好市

场。 实施农业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围绕农业产业链

做专、精、特产品，形成产业分工合理、产业链条完

整、核心竞争力强、综合效益高、产业结构优的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打造产

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三链协同” 的粮食产业体

系，加快创新发展粮食新产业、新业态。 第三，强
化考核、健全机制。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加快制

定粮食安全责任制相关规定，细化有关粮食播种面

积、产量、耕地质量等考核指标，完善考核结果运用，
形成对粮食生产稳面积、稳产量“长牙齿”的硬约

束。 健全粮食产销区利益补偿关系，健全成本分担

机制，以补偿发展权为重点，合理补偿粮食生产者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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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的内在取向及实施路径∗

徐 晓 明

摘　 要：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是 ２０２１ 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新增的一项制度，既涉及行政执法权力结构调

整，又涉及行政相对人权益保障。 规范、有效地实施这一制度，应从促进基层行政执法体制一体化、基层社会治理

结构最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精准化等方面回应基层治理需求，遵循合法性、差异性、耐受性、动态性等行政权力

转移的基本原则，防范因行政处罚权下沉不当而引发制度异化的问题，因执法力量整合不到位而引发执法机构虚

置的问题，因执法机关协同不力而引发执法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执法主体多元而引发执法责任交叉、模糊的问题。
关键词：乡镇街道；行政处罚权；基层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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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为推动基层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我国陆

续出台了相关政策。①在此基础上，２０２１ 年修订的

《行政处罚法》建立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将基

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级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由

能够有效承接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的制度

（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

制度）②。 这标志着乡镇街道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由

国家战略规划层面上升为统一的法律制度安排，实
现了相关政策的法治化转型。 如何在实践中规范、
有效地实施这一制度，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过程中亟须研究的一个课题。 本文在提升基层社会

治理能力的目标视域下，分析这一制度的内在取向，
进而探讨推进制度实施的路径。

一、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回应

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

　 　 县级政权距离农民、居民有点远，实践中基层社

会治理基本上是由乡镇街道和村（居）民自治组织

协同完成的。③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乡镇街道的基

层社会治理功能，已成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质量，将

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的关键。 从

基层执法现状来看，乡镇街道的行政执法权配置呈

现出纵向上“重心过高”、横向上“分布过散”的特

点，运行中存在渗透力不强、综合性不足、“权小责

大”等问题。④为应对这些问题，行政处罚权下沉乡

镇街道制度遵循系统性、整体性理念，蕴含以下三方

面价值取向。
１．立足于基层行政执法体制一体化

在行政执法权配置方面，根据我国《行政处罚

法》的一般规定，乡镇街道通常并不拥有行政处罚

权，其日常行政监管由县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设在

乡镇街道的分支机构完成，因此，基层行政执法通常

呈现出查处分离的特点。 在行政执法管辖方面，对
于乡镇街道的社会治理，通常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分

管不同的领域。 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执法专

业化的要求，但使得基层行政执法权行使的各个环

节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散性。⑤基层执法权和执

法力量的配置与执法实践需求之间的强度倒挂，使
得本应作为基层执法重心的乡镇街道事实上成为执

法力量最薄弱之地，进而形成“看得见的管不了，管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２－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市域社会治理中设区市地方立法回应研究”（２１ＢＦＸ０４８）。
作者简介：徐晓明，男，扬州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扬州　 ２２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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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的看不见”的执法异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基层社会治理效果。⑥

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来看，乡镇街道很难直接

应对治安综合治理、流动人口管理、市容市貌整治等

领域错综复杂的问题。⑦鉴于此，近年来国家政策层

面持续推进行政执法重心下移。⑧新修订的《行政处

罚法》明确规定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使
相应的改革实践有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根据这一制

度，一些行政处罚权从县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行

政权力链条中分离出来，交由乡镇街道行使，乡镇街

道在基于属地管理原则而拥有概括性的日常社会治

理权的基础上，获得了以惩戒、打击不法行为为内在

功能的行政处罚权，从而实现了日常社会治理权与

行政处罚权的有机结合，促进了查处一体化行政执

法体制在乡镇街道层面的统一构建，有利于增强乡

镇街道进行基层社会治理的决断性与权威性。⑨

２．定位于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最优化

社会治理结构是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内核，包
括治理主体要素、权力要素、保障要素等核心要素。
就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而言，基层行政执法主体是其

中的一个核心要素。 乡镇街道执法是整个国家治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末梢，其效

度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表征。⑩完善基层行政执法体

制，对于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优化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基于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形成的

查处一体化的基层行政执法体制，无论在行政系统

权力的纵向配置层面，还是在乡镇街道行政权力的

内部优化方面，都有利于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

系统性，有利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基层政府功

能，体现了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

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对基层社会治理

结构的优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从权力总量

方面看，乡镇街道获得了行政处罚权及与该权力行

使直接相关的行政检查权、行政强制权等行政执法

权，有更多机会和能力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进而

形成功能更加完整的基层社会治理权力体系，进一

步凸显和强化乡镇街道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属地

管理责任及在基层行政执法中的重要地位。从权

力功能方面看，行政处罚权向乡镇街道下沉后，相应

的县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从微观行政执法事务

中适当解脱出来，集中有限的行政执法资源，高效行

使行政规划权、行政指导权、行政监督权等中观层面

的行政事务管理权，实现县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

中观管理与乡镇街道对个案监管的有机结合。
３．着眼于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精准化

“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执法异

化现象，直接影响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精准化解决。
“基层社会治理‘悬浮化’导致国家缺乏治理的神经

末梢，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结构不完整，不能够及时

捕捉和回应城乡社会的变化。”随着行政处罚权下

沉至乡镇街道，乡镇街道可以采取更多社会治理手

段来支撑和保障属地管理原则的贯彻。 较之县级政

府行政主管部门，乡镇街道可以充分利用自身更接

近行政管理对象、掌握实际情况、便于执法调查的客

观优势，及时、快速查清社会风险隐患，提高社会治

理的效率与精准性，防止社会矛盾纠纷外溢，体现诉

源治理的优势。

二、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须遵循

行政权力转移的基本原则

　 　 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涉及执法权在行政系

统内的纵向转移、在乡镇街道的系统集成以及执法

资源在县域的综合调配等问题，制度实施中应当秉

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理念，坚持合法性、差异

性、耐受性、动态性等行政权力转移的基本原则。
１．遵循合法性原则

在法治框架内依法推进相关实践，是深化改革

的一项基本原则。 为彰显行政处罚权转移的正当

性，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实施中应从以下

两个方面体现合法性原则。
（１）以职权法定体现行政处罚权下沉的规范

性。 从行政权力转移的基础要件来看，尽管不同的

乡镇街道在行政处罚权需求方面存在差异，但行政

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有一个共性前提，即县级政府

行政主管部门需依法下沉属于其法定职权的行政处

罚权。 一方面，能够下沉的行政处罚权为县级政府

行政主管部门所拥有，否则，后者无权进行下沉处

分，也不能越权进行下沉处分。 唯有如此，行政处罚

权下沉才具有权力来源上的正当性。 例如，根据

２０１５ 年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 ６ 条第 ２ 款的规定，对
中央企业及其所属企业、有关人员的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的行政处罚权专属于行为发生地设区的市级以

上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该项职权就不能下沉给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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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行使。 另一方面，根据法律保留原则，法律明确

规定的一些只能由某一或某些特定部门行使的行政

处罚权，不能下沉给乡镇街道行使。 例如，我国《行
政处罚法》第 １８ 条第 ３ 款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

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

行使。”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这里的其他机关主要是

国家安全机关。 乡镇街道没有独立设置公安机关和

国家安全机关的权限，因此，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

罚权不能下沉给乡镇街道行使。
（２）以具体规则统一行政处罚权下沉的批准程

序。 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行政处罚

权下沉必须得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县级政府

行政主管部门不能擅自以行政委托、行政授权等方

式或者相对集中行政执法等借口将行政处罚权交由

乡镇街道行使。 不过，行政处罚权下沉是由省级政

府还是由省级人大批准，《行政处罚法》没有明确规

定。 对此，理论界也存在不同的认识。 笔者认为，
相关认识差异与人们对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

度定位的理解不同直接相关。 基于上文对该制度定

位的分析，出于审慎推进相关实践考量，建议按照构

建行政执法制度体系的一般性规则的要求，统一确

定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的批准机关。 有学者提

出，“由于将行政处罚权下沉至基层涉及权力的重

新配置，并非属于权力的内部优化调整，理应由立法

机关来进行，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以决定方式

对行政处罚权进行赋权”，“由省级的立法机关通

过决定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授权较为

适宜”。 笔者赞同这些观点。 另外，还要针对涉及

重大社会公共利益事项的特别行政处罚权下沉给乡

镇街道行使，配置特别决策程序。 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委

编制办公室、省司法厅、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联合

下发的《关于印发赋予乡镇（街道）经济社会管理权

限指导目录的通知》规定：“涉及危化品管理、安全

生产以及燃气管理等方面的权力需下沉的，应当履

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此即体现了对安全生产等

领域特别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的审慎决策要

求，可以在其他领域借鉴推广。
２．遵循差异性原则

不同的乡镇街道在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禀赋等

方面存在差异，决定了其在行政处罚权需求方面必

然有差异。 从满足基层社会治理精准化、精细化需

求的角度，行政处罚权下沉需体现个性化，避免简单

化、一刀切，以确保基层社会治理的及时性、针对性

和实效性。 行政处罚权下沉的差异性要求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在不同乡镇之间体现差异性；二是在乡镇

与街道之间体现差异性。 在行政执法的社会基础方

面，乡镇执法的社会基础是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社

会，而城市居民关系具有高度陌生化、人际关系疏离

化等特征，街道属于城市的一部分，故街道执法的社

会基础与乡镇执法的社会基础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行政执法机构配置方面，街道不同于乡镇，一般不

独立设置相关站（所）等派出机构来行使县级政府

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权，而是由县级政府行政

主管部门直接行使属地行政执法权。 因此，在行政

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时，尤其要考量乡镇与街道在

行政处罚权需求方面的差异性。
如何通过考量行政处罚权下沉的差异性来精准

回应基层社会治理需求？ 笔者认为，社会公众作为

社会治理实践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对行政处罚权运

行所产生的社会治理效果有直接的感受，他们的感

受对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的实施有非常重

要的影响。 在决定下沉何种行政处罚权时，通过向

公众拓展信息公开渠道，建立健全社会治理决策中

征求公众意见等体现开放性、包容性的社会治理决

策机制，有利于进一步畅通基层社会治理诉求表达

渠道，更加精准地把握基层社会治理需求。 ２０２１ 年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提出，“要注重听取基层

意见，关注基层需求，积极稳妥、科学合理下放行政

处罚权”。 按照这一要求，应当增强行政处罚权下

沉过程的公开性与民主性，在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

的基础上对下沉行政处罚权事项作出准确界定，努
力做到让下沉的行政处罚权真正成为基层社会治理

所急需、社会公众所热盼的“实权”而不是可有可无

的“虚权”，从根本上避免下沉的行政处罚权“含金

量”不足、下沉后运行效果不彰。
３．遵循耐受性原则

执法能力是基础性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内

容。乡镇街道的执法能力与行政处罚权下沉后的

运行质态直接相关，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行政处

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的预期价值能否实现。 因

此，确保乡镇街道具备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能力，是向

乡镇街道下沉行政处罚权的前提和基础。 我国立法

上对乡镇街道执法能力的要求日趋严格，这一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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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法》最新修订过程中草案内容的有关变

化可以看出。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布的

《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中，关
于向乡镇街道下沉行政处罚权并没有太多的限

定；此后，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所作的《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修改

情况的汇报》中，特别提出应进一步明确下沉行政

处罚权的条件和情形，以确保行政处罚权能够“放
得下、接得住、管得好”；基于这一立法价值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第 ２２ 条

第 ２ 款对乡镇街道执法承载能力作了“能够有效承

接且符合条件”的特别限定。
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是一项系统工程，涉

及人、财、物以及行政执法专业技术配置等诸多基础

性要素，这些要素构成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后

的基础生态，并直接决定行政处罚权能否成功植入

乡镇街道行政执法体制。 实践中，如果片面地满足

乡镇街道对行政处罚权下沉的主观需求，而不考虑

其行政处罚权承载能力，就极易导致行政处罚权运

行失范，加重乡镇街道的执法负担，造成基层行政执

法中的不作为、乱作为问题。 因此，行政处罚权下沉

的批准机关在审查、决定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

时，需要遵循耐受性原则，从下沉行政处罚权的总

量、性质和类型以及行政执法机构设置、执法人员等

资源配置、执法人员素质提升等方面对乡镇街道的

执法承载能力进行全面科学合理的评估。 这是确保

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规范运行的关键环

节。 从强化乡镇街道行政执法能力全过程控制的角

度，对乡镇街道执法承载能力的评估应当贯穿行政

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的运行全过程。
４．遵循动态性原则

有行政处罚权下沉，在逻辑上就必然有行政处

罚权的退出与回收。 考虑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动态发

展以及社会治理需求的动态变化，行政处罚权下沉、
退出与回收应当成为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

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这三方面内容不是彼此孤立

的，而是互相关联、辩证统一的。 无论在制度建设层

面，还是在制度实践层面，对这三方面内容都不能有

所偏废。 为此，需要遵循动态性原则，构建行政处罚

权退出、回收机制，让“进退有序”成为行政处罚权

下沉乡镇街道制度运行的常态。 在此基础上，从增

强该制度的开放性、应变性的角度，还需构建制度运

行的动态评估机制。 具体而言，要明确评估部门，运
用成本—效益等分析方法，对制度运行状况进行实

时评估。 基于动态评估结果，让不再符合乡镇街道

社会治理实际情况的行政处罚权及时退出行政处罚

权下沉清单，并根据新的社会治理需求重新选择下

沉更加符合基层治理实际的行政处罚权。 已下沉乡

镇街道的行政处罚权经法定程序退出后，为防止出

现行政监管盲区，有关县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与乡镇街道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信息沟通协调机

制，实时启动行政处罚权恢复行使机制，实现行政处

罚权运行的无缝衔接。

三、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须防范

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风险

　 　 对于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我们在关

注其促进社会治理的价值功能的同时，也要审慎防

范其实施中可能产生的外部风险。 对此，理论界与

实务界在《行政处罚法》修改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就

有所关注，进而对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的路径、
范围、节奏有不同意见。有学者提出：“我国的大部

分乡镇、街道尚不具备执法的能力、条件和水平，还
是应当定位于面向群众的日常服务、一般管理、日常

巡查等方面，不宜赋予其执法权。”也有学者提出：
“将行政处罚权下沉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许

是现实需要所致，可是在法理上和实务中存在风

险。”笔者认为，为稳妥有序地推进行政处罚权下

沉乡镇街道制度的实施，有必要审视该制度的内在

属性及基层行政执法现状，重点防范和解决以下四

个方面的问题。
１．因行政处罚权下沉不当而引发制度异化的

问题

基于对近年来乡镇综合执法中行政处罚权下沉

实践的调研分析，笔者认为，有权机关在决定向乡镇

街道下沉具体的行政处罚权时应特别注意防范两种

制度异化倾向。 其一，所下沉的行政处罚权“中看

不中用”，导致制度空转。 实践中，有些行政处罚权

即使为乡镇街道进行社会治理所急需，县级政府行

政主管部门也会出于控权惯性，不愿将其交给乡镇

街道行使；反之，有的县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纯粹为

完成执法体制改革任务，不顾基层社会治理并无相

关需求，将一些实践中使用频率很低甚至可能被闲

置的行政处罚权交由乡镇街道行使，实际上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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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 其二，高估乡镇街

道的执法能力，造成行政处罚权下沉“贪多求全”。
向乡镇街道下沉行政处罚权是回应基层社会治理实

践需求的系统性制度安排，要遵循权力下沉的内在

规律，体现针对性、均衡性、适当性，而不能急于求

成，更不能以“运动式”“指标式”等强制性的方式加

以推进。不切实际、超负荷地向乡镇街道下沉行政

处罚权，结果会适得其反，使乡镇街道陷入“接不

住、管不好”的困局。 要特别注意防范有的县级政

府行政主管部门出于摆脱监管责任的“甩包袱”式

行政处罚权下沉，如将具有高度履职风险的安全生

产监管等领域的行政处罚权交给乡镇街道行使。
对于行政处罚权下沉不当导致制度异化的问

题，可以依据《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从加强行

政权力转移的源头防控层面考虑解决方案。 我国

《行政处罚法》第 ２４ 条第 １ 款明确了行政处罚权下

沉乡镇街道的两个核心要求，即“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和“基层管理迫切需要”。 前者侧重于客观现实

需求，后者还包含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对行使有关权

力的主观需求。 如何实现两者有机结合？ 笔者认

为，主要可从两个方面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 一

是建立差异化的行政处罚权下沉清单制度。 在科学

分类的基础上，筛选出能够下沉乡镇街道的行政处

罚权，按照差异化下沉的思路，由行政处罚权下沉批

准机关按照一般标准和特殊标准，设定包括权力名

称、内容、下沉依据等内容的可下沉行政处罚权清

单。 该清单制度为行政处罚权下沉实践提供统一指

引，有助于解决实践中行政处罚权下沉的统一性与

规范性不足的问题。 二是构建民主化的行政处罚权

下沉遴选机制。 通过公众参与、专家论证等方式，评
估乡镇街道对行政处罚权的需求及其行政执法资

源、专业化水平等方面情况，从行政处罚权下沉清单

中将真正符合当地社会治理实际、体现基层社会治

理迫切需求的行政处罚权识别出来，动态纳入基层

社会治理决策视野，依法交由乡镇街道行使。
２．因执法力量整合不到位而引发执法机构虚置

的问题

实践中，尽管有的县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依法

向乡镇街道下沉了具体的行政处罚权，但相应的行

政执法力量并没有一并下沉。 正如有学者提出的，
“纵向上执法权下放和执法力量下沉并未得到有效

贯彻，设区的市大都保留了两级行政执法队伍”。

根据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的要求，乡镇街道

的执法人员必须是行政或事业编制人员，而乡镇街

道在设立执法机构、扩充执法人员编制上面临诸多

困难。 在不能及时有效调配执法力量的情况下，为
适应行使新增行政处罚权的现实需要，乡镇街道通

常在挖掘自身资源的基础上，从形式上变通解决执

法人员配置的问题。 实践中，有的乡镇街道虽组建

了综合执法机构，配置了执法人员及执法证件，但执

法人员往往处于一人多岗的兼职状态，很难满足执

法专业化的要求。 为确保实现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

街道制度的初衷，应将防范因执法力量整合不到位

而引发基层执法机构虚置的问题，作为提升乡镇街

道承接行政处罚权能力的关键。 对此，可从三个层

面重点发力。 从充实执法力量层面看，下沉的行政

处罚权对乡镇街道而言属于新增行政权力，乡镇街

道应根据行政处罚职能扩充后的现实需求，通过法

定程序增加配置相应的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县级

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也应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

力量的实施意见》中“推进行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

基层延伸和下沉，强化乡镇和街道的统一指挥和统

筹协调职责”的规定，按照人随事走的基本要求，及
时向乡镇街道划转相应的执法力量。 从规范执法机

构建设层面考量，可由行政处罚权下沉批准机关、组
织编制机关等部门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角

度，制定统一的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的执法机

构建设指导规则，以增强乡镇街道执法机构建设的

统一性与刚性。 另外，可将乡镇街道的执法机构建

设情况明确为其提出有关行政处罚权下沉申请的必

备要素，按照“无机构，不审批”的要求，从源头倒逼

乡镇街道在申请行政处罚权下沉之前就做好执法机

构建设工作，而不是“先上车后买票”甚至“上了车

也不买票”。 从执法机构建设的制度保障层面考

量，可通过完善相关行政组织法律规范，明确乡镇街

道的行政处罚主体资格及其执法机构设置与执法人

员编制。这是保障乡镇街道执法机构建设的最有

效、最彻底的路径。
３．因执法机关协同不力而引发执法效率低下的

问题

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所形成的查处一体化

的基层行政执法体制，内在地蕴含促进执法效能提

升的机制。 这种机制的运行需要借助于行政机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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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有效协同。 从行政权力运行链条层面看，县级

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向乡镇街道下沉行政处罚权，意
味着针对同一管理事项，行政执法主体呈现出多元

化的状态。 在一元执法主体的情况下，行政管理权

属于县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权力运行中执法机关

内部协调的成本与难度较低，而行政处罚权下沉乡

镇街道后，由于行政处罚权具有末端权力的属性，乡
镇街道在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过程中必须依托行政许

可等前端权力，而这些前端权力仍由县级政府行政

主管部门掌握，所以在行政处罚权运行过程中会产

生县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与乡镇街道之间的执法协

作问题。 如果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两者之间在执

法信息等方面沟通、衔接不畅，就会引发执法效率下

降，甚至导致行政处罚权下沉失败。
防范和解决末端执法与源头管理、综合执法与

行业管理不相协同的问题，可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是构建基于行政处罚权下沉后运行特质的执法协

作机制。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 ２６ 条为行政执法

协助提供了统一的法律依据，实现了行政执法协助

的制度化、法定化。 不过，该条规定过于原则，还需

要对行政处罚权下沉后的执法协助程序、协助机关

及其职责等进行细化，以增强行政执法协助实践的

实操性与规范性。 在这方面，《江苏省行政程序规

定》中关于行政执法协助的内容值得推广。二是构

建行政执法信息沟通机制。 掌握充分、有效的信息，
是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条件之一。 为强化行政处罚

权下沉乡镇街道过程中行政执法机关之间的协作，
需要构建包括行政执法联席会议、信息通报等内容

的执法信息沟通机制并常态化地予以运行，尤其是

要求作为信息优势方的县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将其

掌握的监管信息与乡镇街道执法机构实时共享。
４．因执法主体多元而引发执法责任交叉、模糊

的问题

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后，如何科学、合理地

界定县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行业管理与乡镇街

道进行末端行政处罚之间的衔接关系，进而明确两

者在同一管理事项上的分工和法律责任，就成为一

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严格执行行政问责制的背景

下，解决这一问题既是科学划分行政机关之间职责

的现实需要，更是行政机关对外有效承担法律责任

的应然要求。 有学者针对自然资源领域的行政处罚

权下沉事宜提出，关键要解决好“如何理顺和明确

县级自然资源部门与乡镇和街道的执法职责和边

界”，“如何做好日常执法工作衔接”等问题。实践

中有的县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以行政处罚权已下沉

给乡镇街道为由，“全身撤退”，一放了之，将行业主

管职责不当地推向行政执法终端，导致基层治理中

出现“以罚代管”以及不同程度的行政执法缺失现

象。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基层执法责任

不清、交叉模糊等问题，使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

制度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防范和解决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后因执法

主体多元而引发执法责任交叉、模糊的问题，关键在

于推进执法职责法定化。 通过依法厘清基层行政执

法主体之间的职权边界，从源头上解决不同执法主

体在行政处罚权下沉后的职权划分问题，其执法责

任界定问题就迎刃而解。 具体而言，可以围绕构建

行政执法权力清单，重点建立健全两项制度。 一是

建立健全乡镇街道行政处罚权清单制度。 通过细化

行政处罚权行使的主体、内容、程序等，厘清行政处

罚权下沉后县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与乡镇街道的执

法职责边界，消除执法模糊、交叉之处。 二是建立健

全县级政府部门行政执法监督指导清单制度。 行政

处罚权下沉到乡镇街道后，尽管执法重心下移，但县

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定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改

变。 其不能一放了之，而要加强对乡镇街道执法的

组织协调、业务指导、执法监督。我国《行政处罚

法》第 ２４ 条第 ３ 款明确了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

后县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职责，为强

化行政职责履行的刚性、防止执法权被恣意行使，还
需要将该项职责具体化、清单化，明确监督指导的内

容、履职程序、履职依据、法律责任等。

四、结语

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的主要目标在

于，通过推进行政执法重心下移、执法资源下沉，从
根本上解决“管得到的看不到” “看得到的管不到”
的基层社会治理弊端。 由于乡镇街道执法事务的不

规则性、琐碎性、偶发性及其可能与科层体系不相适

配，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的过程中有些问题无

法按照预设的制度加以解决。只有在精准、动态把

握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共性需求与个性特征的前提

下，遵循系统性、整体性治理理念和行政权力运行的

基本原则，整合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后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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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直接治理的效能，化解基层行政执法的整体效

益与部分效益、综合执法与专业执法之间的冲突，防
范可能出现的实践风险，才能彰显行政处罚权下沉

乡镇街道制度的优势和价值，使该制度促进社会治

理的动能得以充分释放。

注释

①例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关于深入推

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省级政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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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且能有效承接的审批服务执法等权限赋予乡镇和街道”。 ②我国

《行政处罚法》第 ２４ 条第 １ 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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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评估。 决定应当公布。”③参见郝宇青：《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

学论纲》，《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④⑩参见陈柏峰：《乡镇执法

权的配置：现状与改革》，《求索》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⑤参见陈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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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行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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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符合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其管辖区域内的违法

行为行使有关县级人民政府部门的部分行政处罚权。”参见黄

海华：《新行政处罚法的若干制度发展》，《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１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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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的内在取向及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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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大数据背景下“算法杀熟”的法律规制

黄 　 毅　 　 　 宋 子 寅

摘　 要：“算法杀熟”以平台用户为侵害对象，以通过数据画像进行歧视性定价为典型行为方式，具有比传统价格歧

视更大的危害范围和侵害程度。 较之传统的价格歧视，“算法杀熟”的专业技术性、隐蔽性更强，更难规制。 遏制

“算法杀熟”，需要构建政府监管机制，实现消费者福利与生产者福利的平衡；构建算法解释机制，实现保护消费者

知情权与平台创新动力的平衡；构建侵权救济机制，实现消费者平等交易与平台自主定价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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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杀熟”是大数据背景下一种典型的价格

歧视行为，其以电子商务平台为基本场域，以交互频

次高、价格敏感度低的平台用户为侵害对象，通过数

据画像进行歧视性定价，在攫取消费者剩余①的同

时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平等交易权。 “算法杀

熟”是一种新问题，难以简单归入传统法律体系予

以调整。 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以及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

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的实施，我
国对算法监管已初见成效，但仍存在预防机制缺失、
算法解释机制不健全、相关救济机制不明晰等问题。
本文采用成本—效益分析（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方

法，在谨慎把握权利保护与技术创新、消费者正当利

益与商家经营自由相平衡的基础上，探究规制“算
法杀熟”的法律路径。

一、“算法杀熟”的产生与危害

“算法杀熟”是价格歧视在数据算法加持下的

异化表现。 为把握其行为特性，对其设定合理的规

制框架，需要分析其产生的机理，厘清其具体危害，
进而划定规制的边界。

１．“算法杀熟”的产生

“算法杀熟”主要发生于电子商务领域，其实施

主体是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商品或服务的供给侧与需

求侧提供聚合化链接机会的经营者———电子商务平

台。 电子商务平台在延续传统商务平台撮合交易的

基本功能之外，利用其庞大的用户体量及用户的高

交互频次，拓展平台的信息聚合能力，通过整理用户

使用平台所产生的电子痕迹，与其他数据库对撞共

享，得出可供分析利用的数据集，继而利用算法从数

据集中挖掘数据价值，评估、预测用户的消费偏好与

消费能力，完成对消费主体的数据画像，使消费主体

在平台视角下呈现出标签化、量级化的数字人格。
同时，平台摆脱了“单纯通道” （ｍ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ｉｔ）的束

缚，不再局限于作为用户的媒介，而是在商品展示、
商品定价、交易规则制定等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
平台掌握、甄别消费主体的购买意愿及保留价格的

能力，具备商业自主定价的权能，由此具备实施“算
法杀熟”的基础条件。

市场具有自发的逐利性。 电子商务平台获得收

入的一般模式是，向商品或服务的卖方收取定额的

平台使用费或参与卖方分成， 并基于用户流量而获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２－２６
作者简介：黄毅，男，西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宋子寅，男，西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生（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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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广告费用。 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的高度同质化及平

台用户的多属行为，“导致平台企业面对平台卖家

采用了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定价，即均衡价格等于

平台服务零边际成本”②。 如果平台追求企业利益

最大化，其就会转向消费端获取剩余价值，通过控制

商品定价，设置歧视性价格。 电子商务平台作为独

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

的本性和通过算法定价攫取消费者剩余的资源基

础，在此情势下，必然产生“算法杀熟”现象。
２．“算法杀熟”的具体危害

“算法杀熟”较之传统的价格歧视，除了实施手

段高度技术化，还有三方面特点。 第一，涉及范围

广。 数字化的虚拟性带来网络空间的跨时空性，人
们不再需要以身体的实际嵌入作为交易的前提，只
需注意力在场即可实现交易目的，交易模式从卖家

与买家“点对点”发展为电商平台与消费者“点对

面”。 平台无须与作为交易对象的消费者提前熟

识，就能通过换取其他平台的数据库等方式判断某

一新用户的消费能力，价格歧视的影响空间由此拓

宽。 第二，隐蔽性强。 数字化交易中消费者在物理

空间上相互分隔，缺乏进行现实交流、比价的机会。
以往的价格歧视缺少智能化的定价模型和便捷化的

改价机制，集中表现为直接定价差异，即不同消费者

报价不同。 平台将数据算法引进交易市场后，折扣、
优惠、返现各不相同的间接定价差异得以凸显。 第

三，准确度高。 目前，“算法杀熟”多表现为根据消

费者需求弹性不同而分类定价的三级价格歧视。 随

着数据画像技术的发展，平台可以提高消费者标签

化的分类度及预测支付意愿的精准度，“算法杀熟”
将逐渐走向按消费者支付意愿的上限定价，从而完

全攫取消费者剩余的一级价格歧视。
平台合理运用数据算法技术，有助于挖掘消费

者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进而提升自身市场

竞争力。 但是，平台所提供的定制化服务与已经形

成的个性化数据会产生较强的锁定效应，加大用户

在不同平台系统间切换、转移的成本，使用户难以摆

脱被歧视的困境。 “当伦理困境不再处于矛盾状态

时，这个决策就因为机器算法而具有唯一性，其结果

一旦被法律所采纳，对于被牺牲的一方来说会在法

律的框架下被‘合法’地歧视。”③ “算法杀熟”较之

传统价格歧视更具危害性，必须施以必要的法律规

制，使定价算法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算法杀熟”的相关规制检视

伴随着社会各界对“算法杀熟”的广泛关注，相
关规范性文件陆续出台。 然而，我国针对“算法杀

熟”的规范体系仍处于基础架构阶段，内容覆盖并

不全面且缺少一些必要的机制。
１．“算法杀熟”的规制状况

近年来，我国已有一些法律、行政法规对“算法

杀熟”进行规制。 ２０２０ 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在
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第 １５ 条规定，“在
线旅游经营者不得滥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基
于旅游者消费记录、旅游偏好等设置不公平的交易

条件，侵犯旅游者合法权益”。 该规定旨在遏制旅

游平台的“算法杀熟”行为。 ２０２１ 年国务院反垄断

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方面对“算法杀熟”进行限制。
在大数据背景下，“算法杀熟”会阻止平台经济市场

上的新进入者并妨碍创新，鉴于此，该指南第 １７ 条

限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组织对同等条件的交

易相对人实施差别待遇。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对“算法杀熟”进行规制，其
中第 ２４ 条第 １ 款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

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

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

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第 ６６ 条明确了违反该条款

的法律责任，第 ６９ 条设置了有利于消费者的举证责

任倒置规则。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四部门发布

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自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施行，从算法管理层面细化了《个人信息

保护法》关于“算法杀熟”的规定。 其中第 ２１ 条规

定：“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向消费者销售商品或者

提供服务的，应当保护消费者公平交易的权利，不得

根据消费者的偏好、交易习惯等特征，利用算法在交

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等违法

行为。”该规定通过推进针对算法推荐服务的综合

治理，遏制“算法杀熟”行为。
２．“算法杀熟”的规制困境

“算法杀熟”带来的风险是人工智能时代数据

算法高度技术化风险的一种表现。 算法既是风险的

成因，也是规制风险的主要手段。 我国现行法律规

范中对“算法杀熟”已有初步的监管模式，但相关内

容的原则性较强，缺乏一些必要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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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消费者福利调控之困：缺乏事前的政府监

管机制。 “算法杀熟”与以往反不正当竞争法重点

关注的排他性价格歧视不同，其直接指向终端消费

者，造成的损害主要存在于经营者与终端消费者之

间。 在“算法杀熟”的影响下，每个消费者以趋近于

其保留价格的消费意愿购得产品，平台通过定价杀

熟使消费者剩余向生产者剩余转移。 不能单纯依靠

平台之间的自然竞争来维护消费者获得福利的秩

序，还需通过政府部门“看得见的手”对算法定价加

以引导与合理规制。 对于数据算法的监管，《互联

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 ２３ 条建立了分

级分类安全管理制度，根据算法推荐服务的内容类

别、用户规模等对算法推荐服务的提供者实施分级

分类管理；第 ２８ 条要求网信部门会同电信、公安等

有关部门依法开展安全评估。 这种监管针对算法的

安全性而非算法的合理性，并不能将“算法杀熟”行
为纳入监管范围。 “算法杀熟”被发现时往往已造

成极大的损害，因而应由政府部门建立事前监管机

制予以调控。
（２）消费者信息知情之困：缺乏事中的算法解

释机制。 网络平台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消费信息

不对称④加剧，消费者缺乏对商品或服务定价因素

的了解。 在传统消费模式下，关于价格的消费信息

不对称主要源于商品或服务的技术专业性及地域障

碍，消费者缺乏对商品本身和市场整体的了解。 随

着平台经济的兴起，产生了新的信息鸿沟———算法

定价导致消费者难以验证平台产品价格的合理性。
平台与消费者作为市场核心主体，能够获得的信息

数量、质量、范围不同，导致信息地位不平等。 消费

者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无法基于充足、准确的信息作

出意思表示，平台则利用自身信息优势转嫁成本。
这种消费信息的不对称，源于定价算法的不透明性。
算法不透明性的原因有三方面：其一，算法可能作为

商业秘密被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产生法定的不透明；
其二，算法本身的“专业槽”使得其内在机理和运作

过程很难被理解，产生技术的不透明；其三，算法的

开发使用者有限地公开数据输入与结果输出的处理

路径及对应关系，产生披露的不透明。 算法作为技

术工具涉及平台进行商业角逐的核心竞争力，其运

算模型的生成与设置通常处于秘密状态。 消费者对

平台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难以了解，将影响

消费决策的质量，甚至引起消费环境恶化。 针对算

法透明度不高的问题，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４８
条规定了信息个体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对其信息处

理规则进行解释说明的权利，《互联网信息服务算

法推荐管理规定》第 １６ 条设置了算法推荐服务提

供者对算法推荐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及主要

运行机制的告知义务。 前者属于被动说明，后者属

于主动公开。 不过，这两个条款都没有具体要求说

明与公开的明确度。 如果说明与公开的信息十分模

糊，难以为消费者理解，仍然无法消除消费信息不对

称。 因此，应当设立事中的算法解释机制，将消费者

的知情权落到实处。
（３）消费者平等维权之困：缺乏事后的侵权救

济机制。 “算法杀熟”带来交易上的不平等。 这既

源于平台追求市场扩张、占有消费者财富的经营目

的，又源于平台缺乏成本依据的差别定价模式。 算

法的设计和使用内含着设计者与使用者的个人价值

观念与期待偏好，在平台的利益取向与消费者的利

益取向并不一致甚至背道而驰的情况下，算法在客

观上会帮助平台实施差别定价，造成“算法杀熟”，
侵犯消费者的平等交易权。 对此，应当赋予消费者

寻求事后救济的权利。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６９ 条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有利于对消费者进

行倾斜保护，但消费者作为个人面对平台企业仍显

势单力薄，还需要第三方主体协助、社会问责等救济

机制。 “算法杀熟”的危害主要表现为平台资本的

逐利性对消费者权利保护造成不利影响。 为改变消

费者权利保护不足的状况，有必要通过法律手段对

平台行为进行规制，确保定价算法的合理性。

三、“算法杀熟”的法律规制路径优化

数据算法有其独特的价值，相关法律规制应既

能避免算法被滥用，又能保证合理的规制限度以增

进社会福祉。 笔者认为，合理的规制路径应当是：采
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把控规制的限度，综合研判

算法对经济运行效率及社会发展的影响、对经营者

商业运营与创新能力的影响、对社会公共利益及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影响等方面情况，避免应对科技风

险所采取措施的成本过高。 具体而言，应当设立政

府监管机制、算法解释机制与侵权救济机制，使之作

用于平台经济中算法运行的不同阶段并予以全程监

管，鼓励多元主体参与解决算法的合理性问题，最终

实现对“算法杀熟”的合理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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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构建政府监管机制，实现消费者福利与生产

者福利的平衡

目前，我国对“算法杀熟”采取多部门联合监管

的规制方式，“这表面上体现了对相关问题的重视，
但有时却可能恰恰暴露了没有哪一个部门能够真正

对该问题负责”⑤。 因此，需明确一个具体的监管部

门，将规制措施统一于一个法律制度框架内。 为此，
可采取两种思路：一是依据现有行政规制体系，将防

范算法风险的职责划归行政职能与此最相符合的部

门或机构；二是突破现有行政规制体系，设立一个新

的行政部门，专门负责防范算法风险。 从目前的相

关实践来看，可采取前一种思路，由商务部电子商务

和信息化司具体负责算法风险的防范。 从长远来

看，随着数据算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所带来的技

术风险会更多显现，有必要设立一个具有前瞻性、针
对性的专门部门或机构，以纾解技术风险的张力、弥
补规制体系的不足。 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为数据

算法制定行为准则；确保个人数据与匿名数据的安

全性；设定算法设计与操作的标准。
政府监管的重点在于合理利用调控手段，从社

会整体视角对各方权益进行平衡保护。 价格是市场

经济的核心要素，规制“算法杀熟”应从价格角度展

开。 在监管工具方面，应采取动态的价格管理方式，
为算法定价提供行动指引。 在环境建设方面，灵活

运用“控制—命令”型施压机制与“激励—诱导”型

促进机制，给予外部压力时不忽略供给侧和需求侧

刺激，发掘算法设计与控制者的内生动力，推动商业

模式与技术模式合理化。 在监管能力方面，可采取

吸收化模式，在监管制度设计中注意发挥技术手段

对平台的监督功能，以降低监管成本、合理配置执法

资源并提高行政效率。 “反观人类技术的发展规

律，当立法设计更加主动、动态地响应技术发展时，
技术创新和应用才有可能带来更为积极的整体社会

效用。”⑥政府监管不会减损技术发展的自主性，反
之，通过协调顶层设计、统合监管部门与监管政策、
合理配置调控手段，能够在鼓励技术创新的同时弱

化甚至消除技术异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在定价

算法的政府监管方面，也是如此。
２．构建算法解释机制，实现保护消费者知情权

与平台创新动力的平衡

应当设定合理的公开方式，将算法的透明度提

升至合理的范围内，确保算法的运行过程与运行结

果可信可责，从而弥合技术鸿沟、保障消费者知情

权。 在构建信息披露机制时，要确保有关主体权责

平衡、解释标准科学合理。 为促进信息从优势方向

劣势方流动，有学者提出赋予用户算法解释权，以矫

正其信息劣势地位。⑦但是，这一权利配置并不能有

效制约算法的隐蔽性，“算法监管措施与算法责任

的配置主要解决的是算法监管的便利性及可得性问

题”⑧。 让平台承担算法解释责任并由行业组织予

以监督，可以消除算法不可解释之隐忧。 第一，基于

平台解释的便利性，将解释义务分配给平台具有合

理性。 平台无论是作为算法的设计者与使用者，还
是单纯作为算法的使用者，其输入数据、配比权重并

导出结果，较之其他主体，具备解释算法决策过程与

决策结果的便利性。 第二，将算法监管职责划归行

业组织，符合行业自律的要求。 较之普通用户和政

府部门，平台行业组织拥有充分的算法技术知识，能
够结合产业信息，辨识平台披露算法的充分性与完

整度；其设立行业标准无须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可
以在发挥灵活性优势的同时设计较高的行业行为标

准，以强化行规约束。 政府部门无须事必躬亲，也无

须过多赋权消费者，只需发挥行业自律、技术标准等

规制机制的作用，鼓励平台与行业组织自我建构算

法解释机制。 这符合社会效益优先的理念，也符合

简政放权的要求。
为防范算法解释流于形式，需要为不同的算法

内容设置不同的价值项。 根据功能定位的不同，可
将算法内容分为算法架构信息与算法权重信息，前
者包含建模工具、预定义模型、模型设计原理、决策

树类别、运行逻辑等算法系统架构的基础信息；后者

包含特定决策规则、功能加权、价值定义标准、关键

变量值等使算法作出具体的自动化决策的价值信

息。 针对前者，需采取可判断性标准进行解释，披露

内容仅需达到技术人员可基于此实现算法安全认证

及故障诊断修复的解释程度；针对后者，需采取可理

解性标准进行解释，披露内容需达到平台用户与政

府部门可基于此判断用户数据信息类别与决策结果

之间逻辑权重关系的解释程度。 算法解释是实现消

费者知情权与平台商业利益的结合点，政府应鼓励

平台行业建设自治性监督管理机构，促进行业内部

形成统一的算法规范，“切实赋予主体知晓并理解

算法运行逻辑的权利，进而为公众践行正当程序权

利提供行动基础”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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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构建侵权救济机制，实现消费者平等交易与

平台自主定价的平衡

为弥补政府监管在数据算法场景下的效用不

足，需引入多元社会主体，形成社会规制体系。 社会

监管主体主要包括消费群体和第三方组织。 作为消

费者的用户是“算法杀熟”的直接侵害对象，也是直

接对抗或排斥“算法杀熟”的重要力量，较之其他主

体具有更大的纠偏动力。 但是，由于平台经济对用

户的区隔、算法定价的高频变更以及“算法杀熟”极
具隐蔽性，消费者很难在特定交易中识别“算法杀

熟”。 引入学术组织、媒体等第三方作为算法识别

的外部力量，可以弥补消费者自我识别的能力不足。
在救济方式上，依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６９ 条规定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可以构

建以市场价为基础的用户利益损失计算标准，促进

平台方积极赔付。 同时，畅通用户申诉渠道，由消费

者协会对用户的投诉内容进行整理核实，突破传统

的“权利保护—司法救济”方式，在算法造成显著损

害前介入规制，并赋予消费者对算法程序质疑的权

利。 第三方组织可以建立自主评估结果公示平台，
通过专业人员验证电子商务经营者进行算法披露的

真实性与可信度，建立失信平台黑名单，强化社会监

督的作用。 当平台运营受到社会化监管时，不仅能

增强算法结果的透明度与可责性，还可使定价算法

在整个运行周期内都受到监管评估。

四、结语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先进技术的开拓者，更离

不开基本价值的守望者。”⑩在保障社会安全、维护

公共秩序、增进人民福祉的前提下进行技术创新，是

网络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 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和

理性的态度看待数据算法的效应。 作为一项先进技

术，算法有助于提供个性化的购物建议，降低检索与

交易成本，促进消费增长，但也可能导致利益失衡。
应当针对数据算法的特性，设计具有谦抑性的法律

制度，使算法技术回归其本来目的———使我们的生

活更美好。 为此，应当构建政府监管调控机制、算法

解释机制、侵权救济机制相协调的系统的规制体系。
其中，政府实施强制与激励双重监管，平台增强算法

的透明度与可解释性，社会力量进行事前事后监管。
政府为平台自我约束提供柔性环境，为社会监管提

供规范依据，形成多元共治体系，有效应对算法定价

带来的风险。

注释

①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消费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愿意支付的最

高价格与这些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 ②参见汪旭晖、张
其林：《平台型网络市场“平台—政府”双元管理范式研究———基于

阿里巴巴集团的案例分析》，《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③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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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不对称的法律规制》，《法学论坛》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 ⑤李洪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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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健康中国背景下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重构∗

———基于健康乡村的三重逻辑

王 三 秀　 　 　 卢 　 晓

摘　 要：促进公众健康有效参与已成为国际健康治理发展的新趋势。 在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健康乡村存在健康

需求整体化、时序重心前移化及治理实践场域化的三重逻辑，迫切需要农村健康治理的创新转变。 目前，农民健康

治理参与模式存在观念、空间及效果保障三方面的缺陷，并引致多种不利后果。 究其原因在于存在健康管理方式

“路径依赖”、基层政府健康治理能力不足及立法制度建设缺位等问题。 为此，应通过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的观

念重建、空间重塑以及制度重设，重构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
关键词：健康乡村；三重逻辑；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重构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５５－１０

一、问题缘起

健康乡村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基础工程和重

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提出，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推动

健康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地
区、人群间的基本健康服务和健康水平的差异，促进

社会公平。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在论及提升农村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时特别指出，要全面推进健康乡

村建设。 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地区医疗卫生基础薄

弱，推进健康乡村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特别需要政

府、社会及农民自身多主体参与的协同共治。 目前，
作为健康乡村建设主要力量的农民，其健康参与主

要体现在“新农合”与家庭医生契约服务方面，其他

参与方式采用较少且效果欠佳，不少地区存在“新
农合”医保资金不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低效等问

题。 从健康中国战略的需求看，作为健康乡村建设

基本实践形式的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亟待对其

目标、观念、形式、内容及效能保障等方面进行分析

审视，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新型模式的构建作为促进

农民自身健康潜能发挥的基本路径，进而有效加快

健康乡村建设进程。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注重公众对健康治理的有效

参与已成为国际健康政策制度建设与实践的新的重

要趋势。 ２０００ 年欧洲委员会指出，公民和患者参与

决策过程的权利必须被视为任何民主社会的基本组

成部分。①英国 ２００１ 年颁布的《卫生和社会保健法

案》以及 ２００３ 年英国卫生部发布的《加强问责制，
让病人和公众参与：政策指导》等也体现了国家对

公民参与健康治理的高度重视。 从具体实践看，加
拿大的公众参与实践形式丰富多样，包括担任健康

项目规划“顾问”、对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改进提出建

议、作为资源分配的参与者和公众利益的保护者发

挥作用等，同时加拿大还在联邦 ／省 ／地区协议中建

立公众参与对话机制，最终目的是公平有效地实现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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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治理的预期目标。②可见，公民健康治理参与涉

及自身健康维护、项目设计、政策改善及强化执行效

果等多方面。 相关研究也显示，不同形式的健康参

与的确能够在改善人的健康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以一项老年群体的调查结果为例，注重老年参与的

协商型家庭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远比听从型家庭中

老年人的要好。 调查数据显示，前者“非常好”与

“比较好”的比例分别占 ４１．５％和 ４１．０％，后者则分

别仅为 ９．０％和１２．８％。③以上的梳理分析为本文议

题的系统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健康乡村建设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如何推进健康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

面，特别是医疗资源向农村下沉、推进县域医疗卫生

共同体建设等方面，对农民自身的健康治理参与这

一重要议题则关注较少。 有学者已经意识到，国民

健康治理的顶层设计及健康基本法所要处理的必然

是国与民之间有关健康的基本关系，要解决如何动

用整套国家机器、动员国家所有资源去尽可能地满

足全体国民健康需求的问题。④也有学者关注到农

民在健康乡村建设中的角色变化与特殊作用，提出

健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开始逐步占领农民的思想观

念，农民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正在

逐步发生变化。⑤在健康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外
部资源的扶持十分必要，但对农民自身健康潜能资

源的充分激活释放和运用更具根本性意义。 这就需

要在客观审视目前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现状的基

础上，探索有效促进农民健康治理参与的新型模式。
进行这一探索的基本前提就是要准确把握健康乡村

的实践逻辑及治理需求。

二、健康中国建设推进中健康乡村的

实践逻辑及治理需求

　 　 对任何社会问题的研究都不能脱离问题的特定

场景，对健康治理问题的探索亦是如此。 澳大利亚

健康卫生学者 Ｊａｎｅ Ｄｉｘｏｎ 研究指出，不同人群之间

的健康差异不是由卫生保健方面的差异而是由社会

特征的差异带来的。 健康梯度体现的不仅是贫困问

题，而且是社会经济地位或社会分层结构问题。 不

是健康决定社会地位，而是社会地位决定健康。⑥由

于我国城乡医疗健康服务供需关系客观上存在一定

的差别，受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化医疗卫生政策的影

响，我国健康乡村实践具有自身的理论逻辑及治理

需求特质。
（一）健康乡村的三重逻辑

自 ２０１８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意见》首次提出“健康乡村”的概念以来，
国内学者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并对此概念形成了

广义与狭义的理解。 广义上，健康乡村涵盖身心健

康、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生态宜居等乡村各方面的

健康状态；狭义上，健康乡村主要关注通过医疗健康

卫生服务实现农民的身心健康状态。 本文将健康乡

村界定为通过特定医疗卫生政策的具体实践使乡村

实现可持续化的健康状态。 基于政策实践通常具有

的“目标—过程—结果”的特点，健康乡村具有以下

内涵：一是健康目标的整体性。 依据我国 ２０１６ 年全

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的“大健康”精神，借鉴国际健康

新理念，健康整体性基本上包括农民身体、心理及社

会关系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形成紧密联系和相互

影响的整体。 ＷＨＯ 认为，尽管很难制定一个精确、
统一的健康乡村的评价指标和标准，但可从居住环

境健康卫生的改善、适宜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农民

自身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社会关系

的健康促进和发展等方面来制定各地的健康乡村指

标。 可见，健康乡村指标包括基本医疗及环境卫生

完善、人文和谐等方面⑦，体现出整体性特点。 二是

实践过程的多主体参与性。 即健康乡村建设实践不

是某个单一主体的行为，而是多主体协同共治。 对

于广大农民，健康乡村不仅是一个区域或空间概念，
更是一个主体概念，而非单纯的受益者或被动的客

体。 三是质量结果的发展性。 这意味着不仅要满足

农民当下的健康需求，而且要不断丰富健康内涵并

提升农民的健康质量。 以上健康乡村的概念内涵蕴

含着健康乡村的以下三重实践逻辑。
１．需求满足逻辑

健康需求满足整体化具有必然性。 整体健康观

是有别于无疾病健康观念的新健康观念，具有丰富

的内涵。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不但包括身体

没有疾病或虚弱，还包括良好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

会适应能力。 可见，整体健康意味着身体的、精神的

和社会的完好状态。 这是健康最好的选择。⑧这一

观念也体现出“生命系统的进化发展有着基本的连

续性，包括有机体层次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各种连续

性”⑨。 在我国健康乡村建设实践中，对整体健康观

的秉持与实践具有必然性。 因为目前农民疾病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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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生了明显变化，慢性以及非生理性疾病日趋增

加，涉及家庭遗传、生活方式、社区社会环境等多种

因素。 如若仍坚持传统的身体健康观念，将健康获

得单纯寄希望于对疾病的医疗，很容易引起多种不

良后果。 如过于依赖医疗会增加农民的经济负担，
加大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风险，加剧农

民对疾病的心理恐慌等。 长期的消极心态和情绪有

可能导致生理的疾病。⑩健康人一旦患病，很容易身

体失序，出现自我否定等心理状况的改变。相对于

城市居民，农民由于医学知识的不足与健康观念的

不正确，更容易丧失自我健康维护的意识和决定权

利。 因此，有效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就需要转变传统

的身体健康观念，以整体健康思维满足农民的健康

需求。
２．治理时序逻辑

健康治理重心前移具有必要性。 治理时序逻辑

主要指健康治理重心前移。 这种前移主要包括两方

面的含义：其一，政策策略重心前移。 即以有效政策

将健康乡村建设的重点从传统的以“治疗为中心”
前移到“以疾病预防为中心”，即“健康管理向前，医
疗服务殿后”。 在健康社会学视野下的健康管理

应该面向大多数处于健康或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形
成健康管理的国家与社会的协同行动。 这种政策理

念在农村地区迫切需要普及。 众所周知，患慢性病

会直接降低人们的劳动参与率并增加家庭的医疗负

担。 广大农村地区受生态环境、卫生条件等因素的

影响，慢性疾病的发病率相对较高，这就使得农村地

区疾病预防与早期干预的需求比较迫切。 而且，由
于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农村老年群体人数持

续增加，传统家庭养老照护功能日渐衰微，农民在健

康保障方面更需要从“重治疗”向“重疾病防范”转
变，农村需要构建关于农村老年健康贫困风险预防

的长效治理模式。 其二，生命历程重心前移。 即强

调在生命早期阶段对疾病进行预防与干预。 研究表

明，一些老年疾病的发生正是在其幼年、青年时期初

现端倪。 农村地区存在比例较高的亚健康人群，疾
病的早期发现和干预不仅可以提升其生活质量，而
且能够促使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减少其生命后

期损害健康的行为发生。 同时，慢性疾病的早期干

预也更易于使病人恢复正常的社会角色。目前，农
民整体的健康素养相对较低，进入老年期前对疾病

预防的忽视是形成老年健康问题的重要因素。 有学

者在对 １２５５ 户居民的调查中发现，经常考虑健康问

题的农村居民仅占 １３． ７％。 对此，应引起足够重

视，努力使农民形成对生命历程前端健康风险防范

必要性的普遍认识。
３．实践场域逻辑

农民自身健康潜能的激活与运用具有迫切性。
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场域意味着特

定时空下的主体网络关系或构型，其内含力量和潜

力，各参与主体借助场域，按照自身逻辑发挥作用。
健康乡村亦是如此，其需要在农村特定的场域下，政
府、社会力量及农民发挥各自的作用。 激活与运用

农民的健康潜能之所以具有迫切性，具体体现在：其
一，农民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在健康资源或资本亟待

激活和运用。 布迪厄把场域内的资本分为物质性经

济资本、知识技能性文化资本、社会交换交往的社会

资本和被尊重认同的符号资本四种类型。 健康资本

同样如此。 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当前农民拥有的健

康资本虽然较少，但仍不可忽视。 有学者将健康解

释为“已社会化的个人完成角色和任务的能力处于

最适当的状态”，农民也能够以不同的形式发挥自

己在健康方面的能动角色作用。 如大多数人似乎能

够在自我感觉的基础上对他们的生理状况做出准确

的评价。同样，农民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感知评价及

其合理行动的选择应视为健康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

资源，他们与日常生活的家庭和社区形成良好的社

会关系，也直接利于其身心健康及社会和谐。 其二，
农民健康潜能的激活与运用可缓解农村健康资源的

供需矛盾。 我国城乡卫生资源的配置差距长期存

在，农村健康资源难以满足农民的整体性健康需求。
人口老龄化及疾病谱系变化等趋势使农村健康资源

问题尤为严峻。 如果将健康治理重心仅置于疾病治

疗，资源供需关系则会更为紧张，将农民视为健康乡

村的基本主体并激活与运用其资源，有利于缓解这

种紧张关系。 因为疾病的根源和对疾病的管理应更

多地归于个人，而非社会和集体。其三，农民健康

潜能亟待加强。 随着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和新农村建设的有序推进，近年来农村地区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及其他农村医疗卫生政策的实践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农民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

和对疾病的误解，农民的自律健康行为逐渐得到塑

造。 但是，农民健康潜能在得到初步激活与运用的

同时，其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充分，仍存在不少制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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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卫生服务的

消费取向越强，对医生的依赖也越弱。农民受教育

程度较低，直接影响着其健康潜能的发挥。
健康乡村的三重逻辑分析表明，在健康乡村建

设中，无论是需求满足逻辑还是时序及场域逻辑，其
都意味着需要对传统医疗健康保障模式进行创新突

破。 这迫切需要选择科学合理的目标与策略，特别

是进行新型农村健康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有

效吸引农民主体性能动参与，充分激活并整合利用

农民自身的健康资源，政府以最小的资源投入获得

最大和可持续化的实际效果。 这与我国乡村振兴战

略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的政策逻辑具有一致性。
（二）健康乡村内在逻辑蕴含的农村健康治理

转变需求

客观来看，健康乡村三重逻辑的具体实践对长

期以来农村行政化的健康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挑

战，引入并践行健康治理理念显得愈发重要。 Ｉｎｅｚ
Ｍｉｋｋｅｌｓｅｎ－Ｌｏｐｅｚ 等学者明确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

说，理解健康治理的概念和提升健康治理能力尤为

重要。不仅如此，在健康乡村的内在逻辑下，健康

治理转变的需求也愈发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治理理念目标从重身体疾病治疗向实现农民

的整体健康转变，不断提升农民的健康水平，注重疾

病风险防范，尤其是“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

识，时刻防范卫生健康领域重大风险”。 其二，治
理过程由单纯重政府行为向重视多主体协同合作共

治行为转变，以充分整合运用各种健康资源，满足农

民的整体健康需求，发挥包括农民在内的各社会主

体主动参与的优势，弥补政府治理能力水平的不足，
避免习惯性沿袭以往的管理方式。 其三，效果保障

注重新实践方式的引入和运用，并形成制度规范，注
重治理模式的优化，尤其是注重农村重点人群健康

制度创新建设。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１５ 个部门在

《“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中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老
年健康服务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综合连续、覆盖城乡

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老年健康保障制度

更加健全。 这是农村老年健康治理转变的基本保

障，积极老龄化理念背景下的老年健康治理参与是

其中的重要内容。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与政策经验为以上健康

治理转变的深入探索提供了有益启示。 如 Ａｒｎｓｔｅｉｎ
提出公民参与阶梯论，将公民参与历程划分为政府

操纵公民无参与、寻求公民信任的象征性参与、授予

公民自主权利的合作伙伴参与。其中，最后一种显

然是最优的参与模式。 在经验方面，如日本注重借

助新制度强化地方自治，将健康等公共服务下放至

离居民较近的地方政府，以促进公民对政府决策的

直接参与。国内学者提出，医疗卫生领域一直执行

自上而下的由政府指导的改革，社会参与方式较为

单一，公民健康参与不足。 可通过试点带动效应，在
医疗卫生领域建立完善的公民参与机制，包括公共

政策及公共项目的制定与实施等内容。在医患关

系方面，医院建立绩效管理体系要充分考虑双方利

益，纳入“人文关怀”“医患沟通”等新指标。

当前，我国农村健康治理模式创新研究涉及多

个方面，其核心问题应该是对目前农民健康治理参

与模式进行系统审视，客观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原

因，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探索真正契合健康乡村逻

辑的新型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

三、健康乡村逻辑下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

审视：缺陷及原因

　 　 在健康中国和健康乡村建设中，农民自身已有

一定的健康治理参与行为，并形成了特定模式。 从

一般意义看，模式意味着对一种实践行为的理念、内
容、效果及相关制度规制等特点的整体性概括。 这

有别于具体的实践经验模式，在此意义上模式具有

更高层面的理论归纳和更全面的要素把握。 基于

此，在健康乡村逻辑下审视目前的农民健康治理参

与模式，可发现其存在多种缺陷，难以满足健康乡村

逻辑下农民健康治理转变的新需求。
（一）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的现实缺陷

１．理念缺陷：被动性参与观念

目前农民直接健康参与的基本形式是“新农

合”及家庭医生契约服务参与，其他参与形式较少

运用。 这与理念的欠缺有着密切关系。 无论是从管

理人员还是从农民自身来看，其都存在被动性的参

与观念。 一些基层管理者习惯性地认为农民只是农

村健康治理的客体或受益者，难以发挥主体作用，其
参与也未必有实际价值，他们只需要服从相关政策

即可。 但从国外的相关实践来看，情况并非如此。
民众在健康治理中扮演着不同的参与角色，较充分

地体现了能动性的参与观念。 如民众承担着代表自

己发言的公民角色、代表所在组织利益或表达弱者

８５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需求的代表者角色、作为病人或被服务者的消费者

角色以及针对自身健康的管理者角色。 那些易患

疾病的老年人的自我健康管理体现出积极的心理调

节机制，即“适老调整”。 在“医患关系”方面，Ｋｅｌ⁃
ｌｅｒ 提出了 Ｅ４ 沟通模式，此模式包含 Ｅｎｇａｇｅ（尽力

理解）、Ｅｍｐａｔｈｉｚｅ （共鸣）、Ｅｄｕｃａｔｅ （教育） 和 Ｅｎｌｉｓｔ
（帮助支持）四要素。 Ｅｎｇａｇｅ 要求医生设法使患者

融入医患沟通当中；Ｅｍｐａｔｈｉｚｅ 强调医生细致体察患

者的感受；Ｅｄｕｃａｔｅ 注重使患者获得与自身疾病治疗

有关的正确、充分的信息；Ｅｎｌｉｓｔ 促使医生与患者沟

通商定治疗方案并配合治疗。医疗保健的整体治

理也体现了这种主动性观念，如让每位成员都有机

会对特定问题直接行使发言权，进行直接选择，提出

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健康参与主体能力提升中涉

及身体近况、需求程度以及采取行动时所付出的心

理、金钱与时间代价的评价等方面，这些参与内容

与形式在我国农村地区较少开展，加上受掌握的信

息、知识文化、机会等不利因素的制约，农民很难形

成健康治理中的主体能动观念。
２．内容缺陷：参与空间运用不足

空间理论是观察分析健康行为开展过程特点的

重要视角。 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指出，在医疗

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趋势，即“物种医学”和“社会

空间医学”。 前者以生物学为基础，后者则强调“医
学诊视”必须与其他更广泛的社会空间中的问题相

结合，如收入、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就业、教育和家

庭结构，这些主要存在于家庭与社区空间。 相应地，

农村健康治理也存在三个基本空间，即家庭空间、生
活的社区空间以及整个社会空间，它们都不是孤立

存在的。 正如哈贝马斯分析指出的，私人领域同样

包含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它是由私人组成

的公共领域。理想的健康空间关系是家庭、社区及

社会三种空间充分发挥作用并互动结合。 但就农村

健康治理实践看，三者虽有一定的运用与结合，但总

体上处于作用不足及断裂状态。 从农民来看，其对

家庭及社区空间的作用重视不够，对政府存在依赖

心理，缺少主动参与社区健康事务的责任感，“参
与—反馈—再参与”的连续互动机制并未形成。从

基层政府来看，其也未能以有效的资源投入促进家

庭、社区及社会三重健康资源空间作用的充分发挥

与互动整合，从而难以为农民提供更多空间参与的

机会并提升其参与能力。 例如，社区卫生室并未成

为农民健康参与的重要空间，健康教育、就医意愿的

需求交流及意见反馈等目前作用比较有限。 主要原

因在于：一是基层政府承担了种类繁多的工作任务，
在组织和促进农民健康参与方面精力有限。 二是农

村医疗卫生人员数量不足。 从 ２０１０ 年以来农村社

区不同类型卫生室发展情况看，其总体数量不仅没

有增加，而且处于下降趋势。 农村医务人员在家庭

及社区空间应当对农村健康参与发挥重要的促进作

用。 但从目前情况看，这部分人员力量明显不足，近
年来还出现了卫生人员如乡村医生等人数不增反降

的情况，乡村医生及卫生员的人数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８４．２
万余人，下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７９．５ 万余人（见图 １）。

图 １　 ２０１０ 年以来全国乡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和卫生人员数量统计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

　 　 ３．效果缺陷：资源供给存在缺位

实现农民健康参与的良好效果需要多种资源的

支持，包括机会、平台、场所及信息等，从目前看农村

地区这些方面的发展都比较薄弱甚至处于缺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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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作为基本条件的参与信息平台建设不充分的问

题比较突出。 以笔者在河南省 Ｎ 市的调研为例。
该市成立了健康教育资源管理和健康教育业务管理

平台，可以进行线上信息统计，有健康科普专家库、
资源库、知识库及各类健康教育业务信息。 但作为

汇聚市、县、乡、村四级医疗机构诊疗信息的健康大

数据平台，其主要还是以管理为目的，关于居民健康

尤其是健康参与意愿与能力等方面的信息明显不

足。 同时，因医疗机构注册联网管理系统、医师执业

注册联网管理系统、护士执业注册联网管理信息系

统和卫生统计网络直报系统均属国家级系统，市级

平台无法与之实现信息互通，从而难以实现卫生服

务资源共享。 在民间组织方面，社会办医疗机构、公
益健康组织、心理健康服务组织等与居民更具亲和

性，有利于促进农民的健康参与，但从目前看政府和

民众对此均不够重视。 调查发现，民间医疗机构与

政府也曾开展过一些合作，合作目标与内容多为临

时性的，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协调对接核酸检

测工作等，其潜能的发挥远远不够，更未能发挥促进

农民健康治理参与的作用。
以上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的缺陷在客观上带

来了一定的不利后果。 如农村医保资金支付持续增

长，农民就诊费用居高不下且呈现增加趋势。
《２０２０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２０１９ 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病人门诊和住院费用在

社区服务中心为 １４２．６ 元，在乡镇卫生院为 ７７．３ 元；
２０２０ 年在社区服务中心增加到 ２６５．９ 元，在乡镇卫

生院为 ８４．７ 元。 国家统计数据也显示，２０１９ 年农村

居民医保基金支出达 ８１９１ 亿元，比 ２０１８ 年增长

１．１５倍。农民用于疾病治疗的开支在相对贫困的

农民家庭支出中占较高比例，一些农民慢性疾病尤

其是老人心理精神疾病仍难以得到有效应对。
（二）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缺陷之原因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立法政策日益重视农民的健康

治理参与。 ２０１９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

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及《健康中国行动（２０１９—
２０３０ 年）》均涉及农民的健康治理参与，特别强调在

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中注重农

民的参与。 但是，实践中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存

在一定缺陷，是有着错综复杂的深层次的原因的。
基于实地调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整体分析，本文将

原因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１．农村健康管理方式存在“路径依赖”
这种“路径依赖”主要是指采取传统的单向性

健康管理方式，对参与主体相互间的合作互动缺乏

足够重视。 其通常的做法是上一级政府机构制定健

康促进方面的政策方案，然后向下一级政府机构进

行层次分解。 具体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每年制定

全市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计划要点，并通过

各县（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进行工作落实；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所属的市健康教育所承担具体工作，对全

年工作任务进行分解，安排工作时间和进度，并下达

到各县（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和业务承担机构；
市、县（区）两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开展广泛的

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组织开展相关的效果评

价工作。 以笔者调研的中部某市的实践为例。 为推

动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和健康中原行动，市一级成立

了以副市长为主任的健康行动推进委员会，涉及卫

健委、教育局、体育局、中医药发展局、宣传部、网信

办、发改委、妇联、残联等 ３１ 个市直单位，该市的所

有县（区）均成立了负责落实健康行动的议事协调

机构，乡镇和村两级基本没有成立相应机构。 这种

健康治理行动是以往科层化管理方式的一种延续。
从管理关系看，县级卫生健康委属县（区）政府下设

的行政部门，更多只是被动执行相关政策和上级的

决策部署，体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乡镇政府和

村委会未能在健康治理行动中发挥主体能动创造的

作用。 而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与农民的关系是最为密

切的，更便于了解农民的参与意愿并有效组织农民

的参与行动。 乡镇卫生院作为一个兼具卫生行政和

医疗预防工作的综合性机构，其主要任务是组织群

众卫生运动，同时担负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基层卫

生医疗机构的业务指导和会诊等多种任务，在组织

民众健康治理参与方面的精力十分有限。 另外，关
于农民健康治理参与的评价方面，健康治理效果的

评价标准不够科学，主要集中于对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的评价，缺乏整体健康观念下对农民健康治理参

与机会、能力、条件提供及参与效果的全面评价。 这

也是“路径依赖”的一种表现。
２．基层政府健康治理能力需要提升

目前，基层政府在健康治理能力方面的问题比

较突出，提升能力面临诸多的制约因素。 如政府促

进公民健康教育和参与能力不足，专业技术人员队

伍建设滞后，提供健康专业化服务能力有限，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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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众健康治理参与需求的了解与回应能力不足。
具体而言，无论是开展面向患者的就诊满意度调查

工作，还是收集群众对政府卫生健康服务满意度的

意见，采用的方式都是组织患者在各医院扫描二维

码并进行在线调查。 这种方式比较随意、单一，内容

也不够全面。 另外，必要的专业化知识缺乏也是能

力不足的重要表现。 虽然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对相关

负责健康管理的人员进行健康知识专业培训，但从

促进公民健康参与能动性的角度看，这种培训还十

分不足，需要多学科知识的融合与传递。 具体到积

极心理学方面，其对健康的自我效能感具有独特的

理解，把自我效能感作为影响个体身体和心理的健

康的直接因素，因为它能够引导我们的行为并进行

包括身体功能和社会地位的预期，更加关注个人能

力的判断，能够从自己的成功体验、别人的替代经

验、社会劝告及身体与情绪状态等方面对身心健康

产生积极影响。但是，目前这类知识教育在农村健

康治理实践中开展较少，对农民健康参与的动员大

多体现为表层化的健康宣传，难以激活与运用农民

自身的健康潜能。
３．相关立法制度存在缺陷

一般而言，立法制度对公民参与具有双重作用：
一是提供规范依据；二是促进价值内化和作为行为

指引。 正如帕森斯概括的，社会结构中一种真正的

行为动机整合只有依靠制度化了的价值内化才会产

生。同样，健康治理中公民参与只有成为一种制度

化的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我国公民健康治理

参与虽然已有一定的制度，如“新农合”制度与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等，但总体看关键性的立法制度

仍处于缺位状态，主要体现在相关专门立法制度的

缺乏上。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虽然将公民

健康权益问题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中华人

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了

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保护公民的健康权，但在公民健

康权的参与权方面规定并不明确，也不系统，主要是

保障身体健康的医疗卫生服务获得的权利，健康治

理参与功能导向不强。 从国外实践看，其立法制度

的相关规定比较具体，具有较强的参与指引和规制

作用。 如英国 ２００７ 年制定的《地方政府和公共参与

卫生法案》在医疗保健等领域对增加和鼓励公民参

与的政策有效性以及提升个人参与能力方面都有具

体的措施要求。 在医患关系方面，一些国家制定了

专门的患者权益保障法，明确保障患者的具体权利，
使患者和医生实现良性的沟通与合作。 这些制度在

我国目前也比较缺乏。 此外，一些制度内容在设计

上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如目前健康教育制度只注重

生物医学知识教育，忽视了“生物、心理、社会一体”
的整体性健康知识教育等。

四、健康乡村逻辑下农民健康治理

参与模式的重构策略

　 　 （一）观念重建：从被动客体观念到能动主体

观念

观念重建旨在达到农民健康治理参与三个层次

的目标：一是通过自我健康维护参与，尽可能保持健

康状态，减少疾病的发生。 因为人一旦患病，就会形

成特定的“病人—医生”交往模式，这种模式将受病

人和家庭卷入程度的影响，影响关系扩大到生理、心
理、社会、文化因素构成的复杂矩阵。二是疾病发

生后通过有效参与获得最佳的治疗方案，减轻病人

的医疗负担，加快其康复速度，以医疗健康服务监督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农民发挥主体性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过度医疗问题，同时视“疾病不仅是受难

的史诗，而且也是某种形式的自我超越的契机”。
三是通过农村健康政策及项目参与，全面提升健康

资源的可获得性、公平性和利用效率。
从被动客体观念到能动的主体健康治理参与观

念，这是哲学主体性概念的具体应用，意味着农民能

够对自身健康问题进行理性思考，进而摆脱依赖走

向独立和自主，突破义务本位走向权利与尊严，从身

份生存向能力生存转变。积极心理学认为，作为主

体的自我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施动者，他有理解、学
习、交流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是自我选择应对策略和

防御机制的使用者，是自我提供机会去获取目标的

个体。以上观念的确立是农民积极能动的健康治

理参与观念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农民树立积极能

动的健康治理参与观念，可以真正自觉、自主行动，
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为实现观念重建，政府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培

育农民的健康观念，如建构健康认知主体性，不仅使

农民学习一定的医学健康知识，而且将整体医学知

识观念嵌入其生活方式，从而使其把握疾病的发生

与应对规律。 政府与社区要积极探索新型的健康观

念培育方式，如充分利用科技与社会网络使知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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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培育更具有便捷性和高效性。 社会网络影响个

体的求助行为，其同时还是照顾者和咨询者，也是

“治疗管理群体”的一部分。

（二）空间重塑：从离散分割到整合互动

空间重塑意味着转换以往对农民健康实现中个

人生活的家庭、社区及社会空间分割化的认识和状

态，注重三种空间作用的充分发挥和整合互动。 为

此，要关注三种生活空间中对农民产生直接影响的

因素，如经济支持、社会地位、权力、社会关系及社会

政策等，通过参与空间的重塑，使农民在家庭、社区、
社会的不同空间中都能充分参与，通过空间资源的

整合弥补家庭与社区资源的不足。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明确指出，政府、社会、个人协同推

进，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社会环

境空间。 这凸显了农民健康治理参与中多重空间整

合的重要性。 研究表明，人们在家庭、社区、社会三

个空间场域的参与，既有差异性，又有趋同性。 其差

异性表现在：人们的参与程度在家庭场域最高，社区

场域次之，社会场域再次之；其参与取向在家庭是责

任取向，社区是身份取向，社会是道德取向，彼此之

间相互补充。 其趋同性表现在：一是参与水平的延

伸性，即人们在家庭参与程度高，在社区与社会的参

与程度也高；二是参与逻辑的趋同性，人们在三大空

间中的参与在具体项目排序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
参与均值的排序都是公共卫生、公共秩序、公共讨

论、公共合作；三是影响因素的趋同性，即人们认为

在家庭场域参与的重要项目，在社区场域和社会场

域同样也很重要。以上分析总体上也适用于农民

健康治理参与。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就以上内容展开了有效实

践。 如广东省在全省开展 ２０２１ 年度家庭健康主题

推进活动中，创立“南粤家庭健康大讲堂”品牌，为
家庭健康需求提供精准服务，探索建立协会引导、家
家参与、共建共享的群众健康治理新模式。 同时，该
省加强与当地卫生健康、农业农村、乡村振兴等部门

的合作，根据当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要求，灵活采

取线上、线下等不同方式，开展主题鲜明、特色突出、
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家庭健康促进活动，使每个人都

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南粤家庭健康大讲

堂”启动后，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每月在广州市越

秀公园开展家庭健康知识讲座，每年带动各市开展

５０ 场、全省共计 １０００ 场以上的家庭健康大讲堂，不

断提升群众的参与度、获得感和家庭生活品质。

在发挥各个空间独特作用的同时，基层政府要

创新促进三重空间的联动，这就需要转变健康治理

思维，创新行动方式。 例如，推进社区护工和家庭签

约医生团队成立长期照护体系，为因年老、残疾而丧

失生理功能者提供相应的看护服务。政府还可借

助新媒体、新技术促进空间互动，如借助互联网、移
动社交平台、大数据等新技术，促进县级医院、社区

卫生组织、农民家庭三者在健康乡村建设中的互动，
为家庭提供远程会诊、精准医疗、健康管理、远程心

理咨询等健康服务，提升农民对各种虚假健康信息

的识别能力。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

人们对健康需求的增长，医疗行业在养生领域日益

呈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这就使得许多不法分子为

了谋取利益，发布虚假的养生中医药信息。为此，
需要通过构建家庭、社区、社会三个空间的整合互动

机制，有效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
（三）制度重设：从缺位不足到建构弥合

目前我国相关立法制度的缺位或不足是造成农

村健康治理行为特别是农民健康治理参与不够规范

甚至被忽视的重要原因。 也正因此，农民健康治理

参与的效果难以得到保障。 为此，应着力构建以下

三种制度体系。
１．构建农民健康参与权利体系

选择“法权化”模式以促进健康，本身便意味着

对公民自由、权利、平等（衍生为“非歧视”要素）和
生活品质的承认和尊重，这也构成了健康权的规范

内涵，而从其功能考察可以认识到健康防御权、健康

受益权与获得健康照护权等具体的权利类型。为

此，需要规范农民享有的全面健康参与的权利，并提

供相应的机会和条件，如依法保障个人获取和理解

健康信息并运用这些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

力权利。 以上权利体系的意义在于其能够成为形成

信任、规范及责任等嵌入性参与关系的关键因素，
进而保障参与的效果。

２．构建农民健康参与规范体系

构建农民健康参与规范体系即在制度构成上形

成健康参与立法的顶层设计、地方性立法、项目规划

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乡规民约相结合的制度体系。
其目的在于既注重基本制度设计的合理化，同时又

注重具体制度的细化或操作化。 在此方面，日本已

有一定的成功经验。 如日本 ２００２ 年制定《健康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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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范公民健康参与的权利与义务，同时又以

“健康 ２１ 世纪”计划推动良好生活方式的形成，取
得了较好效果。 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３．构建农民健康参与责任体系

构建农民健康参与责任体系，需要着眼于农民

自身、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健康参与责任的细化与

强化：其一，农民自身健康参与责任的细化与强化。
这包括农民在维护自身健康及生命全程健康上承担

全面责任，消除其对国家卫生健康服务系统的消极

依赖。 很多人相信，国家会在其面临严重健康问题

和其他灾难时帮助他们，上述情况导致的轻率生活

方式尤其危险。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虽然已涉及部

分参与责任，但需要进一步明确并加以拓展，如在不

履行责任时应承担的后果等方面。 其二，政府相关

责任的细化与强化。 这包括如何提供政策、资源、参
与信息、权利维护和参与能力培育等方面的保障责

任等。 可考虑将调动农民健康参与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效果纳入政府健康治理绩效的考

核指标，并据此进行相应的奖惩。 其三，村民自治组

织责任的明确化。 其责任内容可包括不断丰富社区

健康参与空间的条件与资源，不断探索促进家庭健

康参与的创新形式或项目，反馈农民健康参与新需

求的调查和意见等，并以具体措施保障这些责任的

有效落实。
基于以上内容的系统分析，健康乡村逻辑下农

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重构的总体思路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健康乡村逻辑下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

重构总体逻辑图

五、结语

加强健康乡村建设是推进乡村振兴和不断提升

农民健康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农村健康

治理参与模式重构的核心问题是突破传统政府包办

型的健康管理模式，在农民整体健康的目标下，将其

主体性治理参与及所需要的空间机会提供与观念能

力培育置于农村健康治理的核心地位。 世界卫生组

织也提出，在“医学时代”，卫生政策关心的是怎样

提供医疗服务和怎样为其付费，而在后 “医学时

代”，卫生政策将聚焦于怎样获得健康和安适。 这

意味着在后医学情境中，农民自身对健康的思维与

行为在其健康实践中变得日益重要。 健康乡村的目

标能否最终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自主自律

的健康行为能否得到有效塑造，健康活力能否得到

充分激发，农民自身健康资源运用能否实现最大化。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的研究也显示，如果

沿用传统的加大卫生支出的方式，到 ２０５０ 年所有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卫生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

重将会增长 ３．５％—６％。 而卫生支出每增长 １０％，
仅延长 ３—４ 个月的人均期望寿命。因此，在我国

当前的健康乡村建设中，传统科层化和重疾病治疗

的政府健康管理思维与方式亟待改变。 在注重农民

健康治理参与的新型模式下，对农村地区医疗资源

的下沉支持仍十分重要。 不可忽视的是，在改善资

源供给量的同时，还需要致力于充分激活与运用农

民自身的潜力和主体能动性，使其获取相应的健康

自我获得和提升能力，在健康权利、机会及能力等方

面的状况得到全面改善，并精准嵌入农民的日常生

活。 这不仅是对传统医学中的“治未病”模式的重

要突破，也将是在国家支持下开展的一个社会健康

化的社会行动。目前，健康中国战略的一系列政策

法规的颁布实施也为这种思维与行动方式提供了良

好的政策契机。 从未来看，政府如何形成对农民及

其家庭健康参与效度的评价标准，如何创新性地形

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效果的具体保

障机制，农民家庭、社会组织及农民自治组织如何在

其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政府如何对其形成嵌入性政

策支持等，这些新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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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与代际责任研究∗

徐 依 婷　 　 　 沈 　 毅

摘　 要：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新老人”进入大众视野。 与传统老人相比，城市“新老人”经济自足、心
态年轻、积极参与社会。 受个体化进程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为自己而活”的价值理念在现实中常常与代际责

任构成了明显的张力。 城市“新老人”运用重新定义代际责任、重新分配时间和人力、赞助子女金钱、购买家政服务

等策略来应对自我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的冲突。 城市“新老人”的出现为未来养老服务的发展带来了新思路与新

挑战。
关键词：城市“新老人”；个体化；“为自己而活”；代际责任；养老服务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６５－０７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我国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１９０６４ 万人，占总人口的

１３．５０％。①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和老年

群体的逐渐扩大，客观认识这一群体成为养老服务

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学界对老年群体

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刻板印象，认为老年人教育程度

低、思想保守、健康状况不佳、经济基础差，给家庭和

社会带来巨大的抚养负担。 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的

确给家庭和社会增添了养老压力，但在研判这一群

体时，应该以积极的眼光考察其代际更替和群体分

化。 随着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初出生的一代

人陆续步入老年，老年群体中涌现了一批 “新老

人”。 人口学家翟振武指出“新老人”现象值得关

注。②他们与传统老人在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与价值

观方面存在显著区别。 本文拟在分析城市“新老

人”群体特征的基础上，考察个体化进程中城市“新
老人”在面临自我实现需求与家庭代际责任伦理冲

突时采取的策略，进而为未来相关部门制定养老服

务政策提供依据。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视角

个体化理论由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 他认

为，在第二现代性社会，既有的诸如阶级、地位、性别

分工等社会形式解体以及国家承认的标准化人生、
参照图式和角色模式瓦解的同时，个体被强加了新

的要求、控制和限制。③个体化进程是指个体从原有

的社会结构中抽离再重新嵌入新的社会整合形式的

过程，也是个体从原有的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主体

性日益得到彰显的过程，其显著的特征是越来越多

的人从“为别人而活”转向“为自己而活”。 阎云翔

指出，中国社会尽管缺乏欧洲个体化进程中的先决

条件，即福利国家、文化民主化、古典个人主义，但还

是走上了个体化道路。④在政府主导的集体主义方

式的个体化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７ 年），个体逐渐从家庭

走出，突破传统规范的束缚，同时浪漫爱情、两性平

等、婚姻自由等观念也逐渐形成。 在市场主导的个

体化阶段（１９７８ 年以后），消费主义与市场理性裹挟

而来的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２－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互联网新型消极情感的形成机制与治理研究”（１９ＣＳＨ０３８）；江苏省社会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义利张力下的社会关系实践及理论研究”（２１ＳＨＡ００２）。
作者简介：徐依婷，女，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沈毅，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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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抉择，“为自己而活”以及重视私人生活中情感

因素获得文化上的合法性。
费孝通将中国传统社会代际关系总结为“反馈

模式”，与西方的“接力模式”形成鲜明对比。⑤ 在

“反馈模式”下，权威性孝道彰显，老年人的社会地

位较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权威性孝道衰落，基
于亲子自发情感的相互性孝道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代际注重资源交换，代际关系呈现失衡的趋势。 一

方面，老年人肩负的代际责任日益加重，扩展为养

育、教育、婚姻和隔代抚养责任；⑥另一方面，年轻人

自主性增强、注重自身权利，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为自

己谋取利益。 阎云翔通过对黑龙江省下岬村的长期

追踪调查提出“私人生活的变革”，指出年轻人追求

自己的权利而忽视自己的义务，成为“无公德的个

人”。⑦沈奕斐认为城市年轻人基于个体需求进行家

庭认同。⑧在个体化趋势下，一些年轻人往往追求个

体独立⑨而忽视了个体责任⑩。 年轻人个体化和理

性化程度的提高冲击着家庭养老的伦理基础，导致

孝道衰落，严重影响老年群体的生活境遇。 相关研

究倾向于将老年群体视为个体化进程中的受害者。
有学者指出，子代通过索取彩礼转移亲代财富，致使

老年人背负债务、陷入贫困。还有学者研究了孝道

衰落与老人绝望自杀、代际关系倾斜与“恩往下

流”等现象。 这些研究认为老年人权威降低，地位

下降，在家庭处于边缘化位置，沦为成年子女家庭

的“保姆”。
由于中国社会尚缺少健全的医疗、托育、就业培

训等社会福利体系，个体在面对社会风险时不得不

求助于家庭。 在农村，留守老人通过隔代照料、经济

支持帮助成年子女参与城镇化竞争。 在城市，老年

人重视经营与成年子女的关系，并在子女成婚、就
业、买房、育儿等事务上力所能及地施以援手。可

见，个体化进程并未导致代际关系简单走向“个体

化”，传统社会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家庭责任及其

分配成为代际间需要协商的事务。

上述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也存在明显不足。
如个体化理论相关研究主要将焦点放在青年群体

上，仍将老年人与青年人视为传统与现代、家庭主义

与个体主义、前喻文化与后喻文化的两端，强调个体

化进程中老年人的牺牲者角色，对老年群体的个体

化趋势视而不见。 另外，现有研究从客体角度探讨

个体化进程中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将老年人视为被

动的受害者，忽略老年人的主观体验和价值诉求，遮
蔽了老年群体的内部分化。 基于以往研究的优势与

不足，本研究将主要呈现两方面内容：一是分析个体

化进程中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二是阐述城市

“新老人”“为自己而活”的生活安排以及其力图平

衡代际责任与个体需求的策略。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

究方式，田野调查资料主要来源于湖北省武汉市洪

山区南湖街道。 获取资料的方式主要是实地访谈，
访谈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２０２１ 年 ３ 月，访谈对象均

为城市户口，平均年龄为 ６３ 岁，其基本情况如表 １
所示。

二、“为自己而活”：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出生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

期、６０ 年代初期的城市“新老人”。 在他们的青壮年

时期，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高考制度恢复，社会

逐步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退休后他们又经历中国

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的好时代。 与此同时，
他们也是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亲历者。 西方消费

主义裹挟而来的独立自主、注重隐私、珍视情感等观

念与改革开放后积极进取价值观的共同作用，促使

“过自己生活”的追求成为他们彰显自身权利与能

力的表征。
在身体状况方面，城市“新老人”预期寿命延

长，健康状况较好。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人口死亡

率约为 ２５‰，平均预期寿命仅为 ３５ 岁。新中国成

立以来，政府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合理分配城乡

医疗资源，建立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 这些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社会的医疗卫

生状况，城市居民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群体的

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加上城市“新老人”崇尚科学

养生，经常运动，定期体检，他们的健康状况普遍良

好。 这成为城市“新老人”进行广泛的社会参与的

客观基础。
在文化水平方面，城市“新老人”的受教育程度

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

巨大成就。 ２０２０ 年湖北省 １５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９．２０ 年上升至 １０．０２ 年，文
盲率从 ５．３２％下降到 ２．３２％。由于较晚出生的人

口队列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在可预见的未来，城市

“新老人”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他们是未来老龄

化社会的潜在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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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退休前职业 家庭状况 月收入（元）

１ ＹＱ ６４ 男 博士 公务员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育婴师照顾 ６０００
２ ＤＢ ６１ 女 本科 保险公司干部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儿媳照料 ５０００
３ ＨＸＰ ６３ 女 初中 电力公司职员 已婚，独女出国与他人同居 ４０００
４ ＷＸＪ ６２ 女 本科 大学副教授 已婚，独子已婚丁克 ５０００
５ ＱＬ ６１ 女 在职硕士 公务员 丧偶，独子与女朋友恋爱同居 ５０００
６ ＦＧ ６５ 男 本科 工程师 已婚，老伴去上海照顾外孙 ４０００
７ ＤＳ ６５ 男 高中 军官 已婚，独女未婚 ４０００
８ ＨＪ ６３ 女 本科 律师 再婚，独女已婚，外孙由 ＨＪ 照顾 ３０００
９ ＲＹＨ ６６ 女 大专 工人 再婚，独女已婚，外孙由 ＲＹＨ 照顾 ２５００
１０ ＬＳ ６５ 男 高中 国企工会领导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 ＬＳ 跟老伴照顾 ４０００
１１ ＸＡ ６０ 女 大专 医生 丧偶，独女已婚丁克 ５０００
１２ ＳＹ ６２ 女 大专 公安局干部 已婚，独子离婚，孙子由 ＳＹ 照顾 ５０００
１３ ＣＲＨ ６０ 女 中专 中学语文老师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儿媳照顾 ５０００
１４ ＲＢ ６２ 男 大专 部队干部 已婚，独女已婚，外孙由 ＲＢ 和老伴照顾 １５０００
１５ ＬＣＭ ６１ 女 本科 行政 已婚，独女已婚，外孙女由 ＬＣＭ 照顾 ６０００
１６ ＦＹＮ ６４ 女 本科 大学教师 已婚，独女在国外已婚丁克 ５０００
１７ ＣＬＳ ６３ 女 高中 会计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外祖母照顾 ４５００
１８ ＦＪ ６２ 女 高中 医生 已婚，独女已婚，外孙由 ＦＪ 照顾 ６０００
１９ ＴＺ ６５ 男 初中 个体户 已婚，独子已婚，孙子由儿媳跟外祖母照顾、ＴＺ 出钱 ４０００
２０ ＳＭ ６０ 女 高中 公务员 已婚，独女已婚，外孙由 ＳＭ 照顾、祖母给钱 ５０００
２１ ＸＪ ６１ 女 中专 个体户 再婚，独子已婚未育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ＹＹ ６５ 男 大专 事业单位行政 已婚，独子已婚，孙子由育婴师照顾 ５０００
２３ ＹＳ ６３ 女 本科 医生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育婴师照顾 ５５００

　 　 在经济状况方面，城市“新老人”经济自足，消
费能力强。 新中国成立初期，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主

要以子女供养为主，来源比较单一。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

立，城市老年人收入来源多元且更加稳定，依靠退休

金的老人比例大幅上升，依靠子女供养的老人比例

逐步下降。城市“新老人”大多有固定的养老金，
相比传统老人，其经济基础较为雄厚，依靠子女养老

的较少，选择“为自己而活”的底气较足。 这为其个

体化的生活安排打下了经济基础。
在心理状态方面，城市“新老人”心态年轻，积

极跟随社会发展潮流，力图跨越数字“鸿沟”。 据统

计，２０２２ 年中国老年网民规模达 １．１９ 亿人，老年群

体互联网普及率达 ４３．２％。城市“新老人”热衷于

在网上看视频、浏览新闻、聊天、购物等。 通过互联

网，相同兴趣爱好的“新老人”可以跨越空间距离进

行交流，建构内部的亚文化。 比如，抖音网红“北海

爷爷”“只穿高跟鞋的汪奶奶”“姑妈有范儿”“我是

田姥姥”等一批老年博主的粉丝均已达到百万级

别。 这些老年网红以精致的老年生活挑战社会对老

人的刻板印象。

在社会参与方面，城市“新老人”注重社会参与

和实现自身价值。 退休后，城市“新老人”并不满足

于局限在家庭。 部分“新老人”注重自身需求，用多

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实自己的闲暇时间，他们热衷

旅游、摄影、合唱、舞蹈、时装走秀、上老年大学等。
２０１９ 年年末，中国共有老年大学 ７６２９６ 所，在校学

员共计 １０８８．２ 万人。由于供需失衡，老年大学课

程报名的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幼升小”。
　 　 我的日程都排满了，钢琴课、合唱课、独唱

课、踢踏舞课、模特课、摄影课……每天不是在

参加活动就是在参加活动的路上。 去年为了报

上老年大学，我大半夜就去排队了，那竞争真是

激烈。 （ＱＬ）
部分“新老人”选择再就业、灵活就业、创业等

形式，继续发挥余热。 ＸＡ、ＦＹＮ、ＷＸＪ 等退休后，被
返聘到原单位，发挥“传帮带”作用。 ＸＪ 退休后，与
朋友共同创业，开办了托育园。 城市“新老人”学历

高、工作经验丰富，具备专业技能，对这批人力资源

的开发将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所带来的

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问题。 由于目前鼓励老年人再

就业的社会机制尚未形成，只有少数科研院所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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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聘机制，因此有再就业意愿的老人较难找到合适

的工作岗位。 部分“新老人”活跃于志愿服务。 他

们协助社区开展公益讲座、义诊及募集防疫物资等

活动。 参与志愿服务使他们实现了个体价值，同时

也为基层社会治理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经济社会变迁导致老年群体的特征发生改变。

与传统老人成长和生活环境不同，城市“新老人”经
历过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住房改革、社会保障制度

逐步建立等重大事件，享受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红利，因此这一群体与传统老人之间存在较大的

差异，具有不同的群体特征。 城市“新老人”受教育

程度相对较高、经济自足、心态年轻、注重晚年的生

活质量。 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在实现自

我价值的同时，也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一定程度上

使社会大众改变了老人“负担论”的刻板印象。 在

个体化进程中，“为自己而活”并非年轻人的特权，
城市“新老人”也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意愿。

三、城市“新老人”的生活安排与代际关系

在个体化进程中，城市“新老人”的价值观念逐

渐发生改变，在心态上从以家庭为中心向以自我为

中心转变，他们试图超越原来标准化人生的限制，脱
离原有社会角色的束缚，自主安排晚年生活。

（一）居住安排：同城“空巢”
传统中国社会民众崇尚四世同堂，老人往往与

家中成年子女同居共爨。 与子女同住能够最大限度

地满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情感慰藉及疾病护理等

需求。 改革开放前，老年人大多与已婚子女同住。
受个体化进程中情感需求凸显的影响，民众日益重

视夫妻关系和个人隐私。 在当下社会，扩大家庭不

再是约束性的文化理想。 城市“新老人”希望与已

婚子女分开居住，按照自身的喜好安排生活，避免同

住引发的代际冲突。 已有研究显示，当前城市老人

“空巢”的比例达到 ６０％左右，其中真正对老年生活

带来困扰的 “异地空巢” 比例并不太大，只有约

１０％。同城“空巢”的居住安排既满足了城市“新老

人”追求“过自己生活”的愿望，又能在子女需要协

助育儿或老年人需要子女照料时实现代际团结。
　 　 女儿谈恋爱时就给她装修好了市中心的房

子。 没想到女儿结婚后非要跟我们老两口住，
打乱了我的计划。 两代人住一起，还是有很多

不方便的地方。 （ＬＣＭ）

（二）隔代照料：祖母撤退

儿孙绕膝是中国人向往的晚年生活景象。 不论

是基于代际交换或责任伦理，祖父母都是当下中国

照料孙辈的主力军。但是，高强度、全天候的隔代

照料有可能损害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挤压其社会交

往时间，降低其主观幸福感，代际还常因教养理念不

同产生家庭矛盾。在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中，祖母负

有隔代照料的责任，而对外祖母并没有文化规则上

的强制性要求。 在个体化进程中，个体试图脱离传

统角色规范的束缚，自主选择新的生活方式。 城市

“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以及与子代培养亲密感情的

需要使得外祖母更积极地投入到隔代照料中，而祖

母呈现撤退的趋势。
　 　 他们都说带大一个孙子会老五岁，我才不

想帮忙。 她（媳妇）满月后就回娘家了，现在由

她娘家人帮忙看孩子，我们周末过去看看，每个

月赞助一下奶粉钱。 大家都轻松点。 （ＴＺ）
（三）养老方式：自我养老

家庭养老一直是历代政府重视和倡导的养老方

式，并且通过颁布的法令、律法以及民间宗规家训深

入人心。 得益于生活水平提高、交通便利、身体健康

以及足够的经济基础，城市“新老人”热衷于旅游养

老、医养结合等新兴养老方式。 城市“新老人”在经

济上大多依靠养老金，摆脱了日常对子女的经济依

赖；在生活照料上大多依赖伴侣。 在个体化进程中，
部分老人对外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依赖越来越高，
但也需要面对由此带来的新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

加，城市“新老人”势必会逐渐丧失自理能力，他们

大多不愿意为子女增加负担，但现实社会中养老机

构床位不足的问题一直存在，一些养老机构服务质

量差、护工虐待老人等负面事件给城市“新老人”带
来了困扰，未来何去何从，他们也不得而知。

　 　 我们都不寄希望于子女孝顺，大家都有自

己的生活。 他们要工作，还有子女要养。 我不

希望成为孩子的拖累，现在能动就自己干，以后

不能动了，直接进养老院，他们经常来看一下就

行了。 （ＹＱ）
（四）晚年生活：注重自我

在传统社会，构成老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传宗

接代、光宗耀祖，通过繁衍子嗣来延续个体有限生命

的意义。因而传统老人往往更重视家庭的需求，愿
意为子女牺牲一切，自身的情感需求和生活意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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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也得到满足。 在个体化进程中，个体从旧有

的社会结构中脱离，传统意义上的大家族解体，传宗

接代、光宗耀祖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力式微，个体生命

意义的来源更加多元。 相比将子女视为一切的传统

老人，城市“新老人”不再把子女孝顺、儿孙绕膝当

成唯一的幸福源泉，人生态度也从“为子女而活”转
变为“为自己而活”。 尤其是对于承担着主要家务

责任的老年女性而言，年轻时她们承担养家糊口的

责任，难以顾及自身的兴趣爱好，退休后时间富余的

她们选择弥补年轻时的遗憾。 城市“新老人”试图

从以家庭为中心逐渐向以自我为中心过渡，追求自

我价值的实现。
　 　 我为这个家奉献了半辈子，剩下的时间，我
想干点自己的事。 年轻时没有时间，要挣钱养

家，哪有心思去学钢琴。 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弥

补年轻时的遗憾，买了这架钢琴。 （ＣＬＳ）

四、城市“新老人”“为自己而活”的基础：
成功履行代际责任

　 　 在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中，城市“新老人” “为自

己而活”的理想受到经济条件、代际责任、社会舆论

压力等因素制约。 在个体化进程中城市“新老人”
试图在个体自我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间寻求平衡。

（一）自我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的冲突与妥协

在传统文化中，家庭主义毫无疑问占据主要位

置，个体应以家庭利益为重，重视对家庭的责任，追
求自身自由、权利、欲望的行为受到抑制。 改革开放

以来，受个体化趋势的影响，个体不再完全以家庭利

益为中心，但也并非完全追求以个体利益为中心，而
是呈现为不论亲代子代，都开始关注如何在个体利

益与家庭利益之间达成平衡。 家庭利益仍是城市

“新老人”行为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中国社会

的个体化进程中，从家族和集体脱嵌的个体，面对风

险社会和福利制度不足的现实情境，不得不重新回

归家庭寻求支持。 代际团结仍是城市家庭解决住

房、教育、养老、抚幼等重大事务的主要方式，亲代与

子代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经济与劳务等家庭内部资

源的互惠。 因此，纯粹追求“为自己而活”在中国家

庭“亲子一体”的文化情境中难以获得道德合法性。
由于金钱、时间和精力等资源有限，城市“新老

人”面临着个体还是家庭优先、自我实现还是代际

责任为主、横向夫妻关系还是纵向代际关系为重的

两难选择。 隔代照料是城市“新老人”面临的个体

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冲突的典型事件。 单位制解体

后，公立儿童托育事业发展缓慢，市场托育服务价格

高昂，普通家庭通常采取隔代照料的方式解决 ０—３
岁婴幼儿的照料问题。 隔代照料减少了城市“新老

人”自由支配的时间，降低了其生活质量，造成了代

际冲突，甚至许多老年夫妇不得不异地分居，因而城

市“新老人”隔代照料的主观意愿越来越低。
相比于西欧社会个体化进程所依托的较高水平

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路径明显缺乏

国家福利主义的支撑，家庭仍是个体重建安全感的

重要基础。 城市“新老人”虽不需要子女提供经济

与日常照料，但对代际亲密关系仍有着强烈的需求。
因而，在自我实现和代际责任平衡的过程中，为维持

与子女的亲密关系，帮助子女事业发展，城市“新老

人”不得不做出妥协，有限度地追求“为自己而活”。
（二）协调自我实现与代际责任的微观策略

研究发现，城市“新老人”通过四种策略寻求自

我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的平衡。 一是重新定义代际

责任，走出无限制的代际责任链条。 二是重新分配

时间和人力，明确代际的分工与合作。 三是直接给

子女金钱，豁免隔代照料义务。 四是购买家政服务，
转移代际责任压力。

１．重新定义代际责任

随着社会变迁，老年群体肩负的代际责任发生

改变，从基础性的养育扩展至教育、婚姻、隔代照料，
呈现出责任加重和无限制的趋势。 为了实现“为自

己而活”的愿望，城市“新老人”赋予代际责任不同

的含义。 他们厘清亲代和子代间的责任和义务，重
新定义代际责任。 部分城市“新老人”甚至不主张

隔代照料，认为老人会宠溺孙辈，不利于孙辈的成

长。 重新定义代际责任体现了个体化进程中的“去
传统化”，个体从传统文化规范赋予个体的义务中

解放出来，重新诠释原有的知识、信仰与意义，为个

体自主选择生活方式提供观念上的支持。
　 　 我儿子就是他奶奶带的，独立能力很差。
三年级了还要大人喂饭、扎鞋带。 等我们发现

时已晚了，孩子性格和行为已经养成了，现在都

改不过来。 所以千万别让老人带，老人带跟你

想的肯定不一样，以后只会后悔。 （ＤＢ）
２．重新分配时间和人力

在个体化进程中，个体往往更在意拥有用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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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展的闲暇时间。 隔代照料则要求家庭成员通力

合作，需要人力、物力、时间等资源的充分投入和合

理安排。 城市“新老人”采取重新分配时间和人力

的方式，通过代际轮流合作进行隔代照料，使部分家

庭成员能够暂时抽身于照料劳动。 比如，ＬＳ 平时跟

老伴帮子女带娃，夫妻俩轮流参加合唱团活动。 而

家庭内部人力、时间等资源整合的方式往往面临突

发性紧急事务的挑战。 比如，ＣＲＨ 参加合唱比赛集

训时，孙女感冒高烧，打乱了她的行程安排，她面临

着继续参加社会活动与回归家庭的两难选择。
　 　 我参加武汉市合唱比赛集训时，孙女发烧

了。 大半夜去医院，挂号看病拿药，回到家都凌

晨五点了。 当天还要参加合唱训练，真是累得

不行。 这种大型的比赛五年一次，下次就没有

机会了。 家里就媳妇照顾孙女，又搞不定。 我

都想放弃了。 （ＣＲＨ）
３．赞助子女金钱

与农村老人让渡工作权利不同的是，城市“新
老人”更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经济上也更为

宽裕，他们在履行代际责任方面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他们通过给钱的方式履行代际责任，形成“老人出

钱，年轻人出力”的隔代照料分工，从而达成家庭内

部照料责任的均衡。 赞助子女金钱这种方式也是有

一定代价的，比如牺牲了城市“新老人”与孙辈亲密

互动的机会。 在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的现实情境

中，隔代照料仍被视为老年人应肩负的代际责任，因
而采取这一策略的城市“新老人”面临较大的舆论

压力。 可见，在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

因素交织，个体既有选择自主生活方式的自由，也会

面临传统文化规范带来的社会压力。
　 　 我只帮她带三个月孩子，后面她自己带。
我就出去工作。 孩子更需要的是妈妈，不是奶

奶。 怎么说呢，同龄人都在带孙子，你就给钱还

是会让人觉得不称职。 （ＸＪ）
４．购买家政服务

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城市“新老人”通过购买

家政服务等市场手段转移家务料理、隔代抚育负担，
缓解个体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间的冲突。 一些城市

“新老人”表示，聘请家政工处理家务是一种高效、
低成本、不易引发家庭矛盾的方式。 由于市场经济

中信任的匮乏与家政市场服务品质的良莠不齐，多
数城市“新老人”表示家政工起到的是“补充”而非

“替代”的作用，需要额外付出时间和精力去监督家

政工的劳动，增加了他们的精神负担。 可见，在个体

化进程中，一些老人开始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但也需

要面对自主选择带来的问题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退休了，我还是想跟大家一起参加各种活

动，现在不参加，以后大家的圈子都形成了，人

家都不带你玩了。 现在我家请了一个育婴师，
她帮忙看孩子，我就可以外出活动。 （ＹＳ）
上述城市“新老人”平衡个体实现需求与代际

责任的策略体现了个体化进程中原有的家庭责任重

新分配的问题。 一方面，个体在不确定的“自反性”
中打破了既有规则；另一方面，个体在新规则的塑造

中不断与相关利益群体进行协商，争取自我、他人乃

至社会的认同。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老年人内部代际更替，越来越多的出生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的城市“新老人”步入老年阶

段。 由于成长生活于不同的历史社会情境，城市

“新老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传统老人存在显

著区别。 本文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发现城市“新
老人”的群体特征为经济自足、心态年轻、业余活动

丰富、积极进行社会参与、人生价值观从“为他人而

活”开始转向“为自己而活”。 个体化进程中城市

“新老人”“为自己而活”的生活安排体现在居住上

与子女同城“空巢”、在隔代抚养上祖母撤退、在养

老方式上多依赖自我养老、在晚年生活中注重自身

需求。 城市“新老人”“为自己而活”的愿望，面临着

代际责任伦理约束与外在社会养老、托幼等福利制

度不完善的现实制约，因而采取重新定义代际责任、
重新分配时间和人力、直接赞助子女金钱、购买家政

服务等微观策略平衡两者间的张力。 城市“新老

人”的行为选择既体现出个体化的面相，同时也有

家庭主义的底色，是个体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

交织的表现，同时也与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中社会

福利总体水平较低密切相关。
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新老人”进入老年群体，

我们应扬弃老年人“负担论”“无用论”，树立和培育

积极老龄观。 在个体层面，老年人自身应注重学习，
保持良好的心态。 在家庭层面，家庭成员应合理分

工，不能过于依赖老年人承担儿童照料的责任，应尊

重老人的个体化需求。 在企业层面，应重视“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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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精准发展老年娱乐、老年旅游、老年体育、老
年教育等新业态，创新老年康养服务模式，满足“新
老人”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 在政府层面，应完善

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支持政策。 一方面，通过增

设更多的老年大学和老年培训班，帮助老年人跨越

数字“鸿沟”；另一方面，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设置弹

性退休制度，出台鼓励“新老人”灵活就业、自主创

业、参与志愿服务的支持政策，发挥“新老人”参与

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 未来城市“新老人”终将老

去，我们应未雨绸缪，构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优
化养老服务质量，以主动积极的态度构建老龄友好

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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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构建大学健康学术生态的路径选择∗

田 子 俊

摘　 要：健康学术生态是建设一流大学、培养一流人才和提升大学创新能力的基础条件。 目前，我国大学学术生态

存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现实关系失衡、教学和科研矛盾凸显、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亟待提升以及

学术道德失范等问题。 构建大学健康学术生态的目标是通过持续努力，将大学的学术生态打造成为融育人生态、
公平生态、创新生态、安静生态和合作生态为一体的生态系统。 需要从优化和重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着手，在发挥

政府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政策的强制性执行规范，并为大学健康学术生态的运行和发展提供充分、均衡的

经费和资源保障。
关键词：大学；学术生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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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造健康的学术生态是充分释放科学研究创新

活力的重要基础性条件。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考察清华大学时指出，“一流大学是基

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要完善

以健康学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保障、以
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创

新体系，勇于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强

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①。 构建大学

健康学术生态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凸显。 本文围绕

我国大学学术生态的现状，着力探讨构建大学健康

学术生态的关键点及其实现路径，以期为健康学术

生态的建设和培养提供可行性建议。

一、大学学术生态的概念提出

生态是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学术生态是一个从

生态学派生出来的概念，旨在通过借用生态学的观

点和方法，系统性地研究实现学术可持续发展的问

题。 １９６６ 年，美国学者阿什比在高等教育研究中首

次引入“生态学”概念，并提出“高等教育生态学”的
议题。②我国学者对教育生态学的系统研究始于

１９９２ 年，以任凯、白燕《教育生态学》的出版为标志。
１９９９ 年，杨移贻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术生态》中首

次使用了“学术生态”一词，并结合珠三角新建高校

引进人才的文化基础、学术氛围、研究条件等情况，
提出学术生态环境问题是引进人才面临的最大问

题，并提出相关优化措施。③自此，有关大学学术生

态研究的文章逐渐增加。 ２００１ 年以来，刘贵华从生

态学视角就主体与环境、遗传与变异、平衡与失衡、
共生与竞争等问题对大学学术生态模式、学术生态

环境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④梳理我国有关大

学学术生态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 ２００９ 年以前的相

关研究主要探讨优化学术环境、促进人才作用发挥、
提高学校办学水平的具体实现路径，代表性学者有

杨移贻、刘贵华、戚业国等；２００９ 年以后，随着大学

学术生态问题逐渐累加，并最终演化为“五唯”（“唯
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相关

研究也开始日益关注造成我国大学学术环境遭受污

染、学术原创力匮乏等问题的各种系统性因素和体

制机制原因，代表性著作有《从学术生态视角看当

代大学学术功利主义 》 《 中国大学学术生态的历史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１６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破‘五唯’背景下大学教师职称改革研究”（２０２１ＢＪＹ０１５）。
作者简介：田子俊，男，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科技大学人事处处长，法学博士（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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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现代重建》 《大学学术生态环境优化路径研

究》等⑤。
整体而言，大学学术生态是指大学中的教师及

专业技术人员等学术主体在大学及社会共同形成的

学术环境中进行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活动的有机

整体系统。 具体而言，大学学术生态系统由学术主

体、学术客体和学术环境三部分构成。 其中，大学学

术主体主要指教师，也包含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学术

客体也称为学术要素，主要包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

务活动，近年又拓展出社会传承和国际交流合作活

动等；学术环境主要分为校外环境（主要指政府、社
会与大学、教师的关系环境）和校内环境（主要指行

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交互作用的关系环境），以及制

度环境、文化环境等。

二、大学学术生态失衡的主要表现

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生物与生物

之间相互作用而建立起来的动态平衡联系，即为生

态平衡。 当系统受到外部或内部的干扰和破坏，内
部各部分的组织结构出现紊乱，能量和信息的传递

受阻，结构功能就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出现系统失

衡。 目前，我国大学学术生态系统失衡主要表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
１．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现实关系失衡

纵观我国大学的发展史，学术权力是在行政权

力“一权独大”的环境下缓慢成长的。 清末的大学

以皇权依附为基本特征，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是学

术权力微乎其微，行政权力占绝对主导地位。 民国

时期，以北京大学为例，虽然在蔡元培担任校长期间

（１９１７—１９２７ 年），北京大学建立新的管理体制，使
学术权力居于主导地位，改变了京师大学堂遗留下

来的封建衙门作风，但后来由于社会和政治动荡不

断，作为学术权力重要载体的评议会和教授会曲折

发展，其实践效果并不理想。 １９４９ 年以后，国家以

苏联为样板改造高等教育，并于 １９５０ 年颁行《高等

学校暂行规程》，这是新中国大学内部治理制度的

第一个行政规章，规定了校务委员会是大学最高行

政和学术决策机构，而校务委员会成员的组成是校

长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员，普通教师无缘参与学术决

策。 １９６３ 年，教育部提出，“高等学校可以试行在校

务委员会下设立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党委和行政

在领导学术方面的助手”，学术委员会作为大学的

学术组织第一次在文件中正式出现；但因其“助手”
地位和行政权力运行的惯性，在实际运行和决策中，
学术委员会长期缺乏参与决策的实质性权力。⑥

１９７８ 年，修订后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

条例（草案）》 （简称《高教 ６０ 条》）发布实施，再次

明确规定大学要成立学术委员会这一学术组织。 此

后，许多大学成立了学术委员会，但在实际运行中其

作用仍十分有限。 １９９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

育法》实施，这是“学术权力”首次出现在国家法律

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大学必

须设立学术权力的载体组织———学术委员会，并明

确提出大学的学科建设方案、人才培养方案以及科

研项目的评价事务须经学术委员会通过后才能实

施。 我国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设立过程基本勾勒出我

国大学学术权力的成长过程以及大学行政权力和学

术权力相互协调的动态变化。 时至今日，我国大学

学术权力的地位已经从依附行政权力走向独立自

主。 但是，在大学的实际管理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

力之间仍有不少重叠地带，加之行政权力的先赋优

势，大学过度行政化的倾向时有出现，不利于学术自

由和自主办学权力的有效落实。
２．教学和科研矛盾凸显

自 ２００２ 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以来，我国大学的教学评估已

进行了两轮，但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没有

得到根本解决。 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学和科研

的关系不协调，科研在学校的排名、项目申报、学位

点的评审、学科评估中的权重不断加大，教学工作的

成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激励。 在办学投入、分配

制度等的指标权重设置方面，科研所占的比重越来

越大，教学的权重则越来越小。 在一些学校，教学工

作的重要性更多的只是停留在口头和文字层面。 从

教师的角度看，不断提高职称和工资收入是教师实

现个人利益的主要方式。 随着教学指标在一些地方

的职称评审条件中越来越边缘化，教学质量评价越

来越形式化，教学被一些教师视为职称评审中的

“软指标”，而科研则是“硬指标”，即完成课题的数

量、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刊物级别、获奖项目、专利情

况等，每一项科研成果都具有明确的职称评审分量。
与此同时，学校用于教学的学时费和科研津贴差距

较大，很多情况下，教师在科研投入中产生的现实利

益回报远高于授课薪金，例如上好一节课的津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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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元，而发一篇 ＳＣＩ 论文的津贴一般在数万元，
教学投入的收益和科研投入的收益严重失衡。 长此

以往，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积极性会严重受挫。
３．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亟待提升

目前衡量大学科研能力的指标，大多以论文、专
利、项目、奖励的级别和数量为依据。 其中，论文是

基础指标并以 ＳＣＩ、ＥＩ、ＣＳＳＣＩ 为最高水平。 长期以

论文的数量和刊物的级别为目标的考核体制，使我

国在近 ２０ 年的时间里快速成为论文产出大国。
２０１９ 年度我国科技论文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科技论

文被 ＳＣＩ 收录 ４９．５９ 万篇，占世界份额的 ２１．５％；就
论文数量而言，截至目前，我国连续 １１ 年排名世界

第 ２，仅次于美国；我国科技论文被 ＥＩ 收录达 ２９．９６
万篇，占其世界论文总数的 ３７．５％，排名世界第 １。⑦

然而，我国科技论文的篇均引用率却不高，与此同

时，这些论文对科技发展的实际价值和知识创新贡

献度鲜有人关注。 我国专利申请的情况也大致如

此。 ２０１８ 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的发明专利

申请量排名世界第一，申请量达 １５４ 万件，比第 ２ 至

第 １１ 名的总和还多，占全球总量的 ４６．４％。⑧需要

引起重视的是，我国专利质量差、转化率低，而且

“问题专利”频现，浪费了大量的科研资源和科研经

费。 国家知识产权局《２０１９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
显示，我国高校专利转化率极低，约为 ８．１％，三大技

术转让方式分别为专利许可、转让、技术入股，转化

比例分别为 ２．９％、３．２％、２．０％；而高校产业化率仅

有 ３．７％，远低于企业的 ６３．７％；而 ２０１９ 年我国高校

科技经费总支出高达 ２０００ 多亿元，这些成果转化的

收入，仅能覆盖成本的 ２．５％。⑨多年来，在大学科研

项目的鉴定中，最常见的表述是“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填补国内空白”等，但这

些“成果”在完成鉴定后，大多束之高阁，没有进入

实际应用领域或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在数量上日益

增多的大学科研成果与其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贡

献、对建设教育强国的贡献、对文化传承的贡献、对
社会服务的贡献形成鲜明反差，科研成果服务社会

经济文化发展的能力及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

亟待提升。
４．学术道德失范问题频出

学术生态失衡导致大学的学术道德问题频出。
以下典型案例在近年颇有影响。 ２０１１ 年，因经济效

益数据不实和著作抄袭问题，应学校申请，科技部撤

销了某大学教授李某的 ２００５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的奖励，并收回证书、追回奖金，学校也解除了李

某的聘任合同。 ２０１８ 年，某大学青年长江学者，因
涉嫌学术不端，百余篇论文被撤稿，学校对其进行了

纪律处分，人才称号被教育部撤销。 国际电气电子

工程师协会过去几年撤回 ７３００ 多份会议论文摘要，
其中 ６０００ 多份论文的作者来自我国；Ｓｃｉｅｎｃｅ 发布

的撤稿报告显示，过去 １０ 年该刊撤回论文数量增加

了 １０ 倍，我国在撤稿率最高的国家中排名第 ７。⑩

从生态系统“输入—输出”的平衡视角看，外部

向系统进行一定的输入，系统经过运行，必然产生输

出，如果系统有一个合理的输出或产出，那么可以认

为这个系统是良性运行的；反之，如果输入和输出不

平衡，那么系统即为非良性的。 从大学生态系统看，
在政府、社会向大学输入大量学术资源（包括资金

投入、政策支持、学生输送等）的情况下，如果大学

培养的学生是合格的，教师的科研成果是社会经济

发展所需要的，那么这个大学的生态系统可以视为

是健康的；如果大学培养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不

合格的，科研成果大部分是无法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或者服务国家发展需要的，产出的论文甚至是“垃
圾”论文，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大学的学术生态系统

是不健康的。
从生态学遗传与变异的视角看，大学学术生态

发生问题的最重要表现是“唯论文”现象，它是导致

其他大多数问题的逻辑起点。 “唯论文”广泛存在

于职称评审、人才称号评审、课题申报、奖励、津贴核

算、学科评估以及学生学位授予等几乎所有学术领

域。 论文对学术水平具有衡量尺度，论文水平高低

是一个学者学术水平的体现形式之一，这是毋庸置

疑的。 以职称评审为例，我国在大学职称评审初期

因对论文无定量要求导致评审尺度难以把握，从而

使一部分非专业技术人员进入教授、副教授的行列。
为了规避此类现象，在评审条件中提出了对论文的

数量和质量的要求。 然而，由于衡量论文质量的标

准难以把握，论文发表刊物的级别和层次逐渐成为

评价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尺，在 ＳＣＩ、ＳＳＣＩ、ＣＳＳＣＩ 等类

别的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逐渐成为申请高级职称

的重要硬性条件。 不断加码的职称评审论文发表要

求与相对奇缺的论文发表平台资源的矛盾日益尖

锐，严重影响了大学科研人员潜心进行基础研究的

积极性，使个别科研人员为了论文能够发表在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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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评审有用的刊物上，不顾学术道德，无所不用其

极，导致学术腐败。 论文作为学术水平衡量尺度的

遗传特性发生了变异，出现了功能异化，从而使学术

生态发生了变化，以致失衡。
以上问题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管理体制

方面的，也有工作机制方面的；既有地方行政的因

素，也有社会和学校的因素，还有教师和专业技术人

员个人层面的因素。 其中，最根本的还是要从大学

管理体制层面来探究，对学术管理的过度行政化倾

向是形成“五唯”以及造成学术评价方式变异的最

直接原因。 以“五唯”为集中表现的学术评价方式

严重影响学术生态的平衡，使教师对科研评价、职业

晋升和薪酬分配等的公平感严重受挫；助长急功近

利的不良学术风气，使科研团队合作理念和合作基

础的培育受到冲击；妨碍科技和教学的创新发展，使
教师潜心教学和科研的平稳心态受到强烈干扰。 上

述失衡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互为因果、相互叠加，加剧

大学学术生态问题的严峻性。

三、构建大学健康学术生态的关键点

构建大学健康学术生态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持续

努力，将大学的学术生态打造成为融育人生态、公平

生态、创新生态、安静生态、合作生态为一体的生态

系统。 如同治理环境污染要找准污染源一样，构建

健康的大学学术生态也要抓主要矛盾，找准污染学

术生态的主要污染源，重点从优化和重构大学管理

体制和工作机制着手，营造和培育大学健康学术

生态。
１．重构育人生态

２０２０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 ５ 个方面 ２２ 项重

点改革任务，重点提出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

准、突出教育教学实绩、强化一线学生工作、改进高

校教师科研评价、推进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

５ 项任务。育人工作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
学育人的中心地位得到凸显。 针对多年来大学中存

在的不合理、不科学的评价机制及其导致的重科研

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乃至只教书不育人等情况，构
建大学健康学术生态的首要任务应是培育育人生

态，即从根本上改变大学教师对学生身上出现的问

题不敢管、不愿管、不想管等现象，将立德树人成效

作为评价大学工作的根本标准。

（１）切实落地、做实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根本

工作要求，建立健全旨在保障教师科学履职的体制

机制。 针对立德树人工作难以定量评价的实际情

况，要探索新的评价方式方法，制定具有可行性的师

德师风负面清单制度，完善约束规范机制，实施教师

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同时树立正面典型，尤其要树

教师身边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甚至默默无闻做好本

职工作的“平凡”典型，这是教师“可触摸”的没有距

离感的榜样，也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榜样。
（２）大幅度提高教学工作在津贴分配中所占的

比重。 教学工作是实现育人目标的最主要途径。 在

新的评价机制中，要充分体现教师教书育人的投入，
充分重视教学工作，尽快扭转教学分配投入严重不

足及其与科研投入差距巨大的现实。 要大幅度提高

教学投入和增加教师的课时津贴，用奖励科研成果

的做法奖励教学优秀的教师。 同时，还要制订教学

质量不达标的否决机制，规定教学能力达不到标准、
不能很好履行教学职责的教师不得晋升职称。 通过

这些举措提高教学地位，为认真从事教学工作的教

师提供实现职业晋升的制度保障。
２．重构公平生态

“五唯”评价方式加剧了教学与科研之间的矛

盾和张力。 在投入同样的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专
心教学的教师得到的回报远远不及投入科研的教

师。 几年积累下来，同时进校的教师，前者的职称很

难晋升，后者的职称甚至破格晋升。 另外，因行政权

力的过度滥用造成的不公平是对公平生态最严重的

威胁。 例如，一些个别教师在学术活动中没有付出

努力或付出不足，但通过权力等手段得到不该得的

超值回报（职称、“帽子”、奖励、报酬等），加剧了其

他教师内心的不公平感。 不少大学教师的公平感因

此而严重受挫，并产生扩散效应，进而影响教书育人

的积极性和教学质量。
（１）从学术生态的客体看，健康的学术生态要

体现公平生态。 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和发展需要，按
照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学术要素自身发展规律，
科学制定评价方式，在津贴、职称等涉及教师个人正

当利益的分配中公平、合理地确定各种要素的评价

比重。 要准确把握教师的时间投入、精力投入、结果

质量和收益的平衡，以免轻重失当，规避以量取胜、
以刊论质、以“帽”取人、以分取酬等不公平现象。

（２）从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看，重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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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态最重要的举措是要合理界定行政权力和学术

权力的边界，在学术科研领域用学术逻辑而非行政

逻辑办大学，在存在资源竞争、资源短缺的领域，都
需要对行政权力予以适当的限制，避免因行政权力

膨胀而影响学术生态系统的公平性。 例如，一些学

校部分具有学术头衔同时从事管理工作的所谓“双
肩挑”人员因大量时间用于管理，无暇潜心从事学

术工作，但为了个人名利就利用行政权力和个人影

响争取项目、获得奖励，并将科研项目的任务“分
包”给自己带的研究生，严重影响大学的公平生态。
这是对学术生态非常严重的“污染”。 针对这些情

况，某高校的新校长在履新大会上公开承诺，其任职

期间不申报科研项目、不申报科研奖励、不带研究

生，此举获得了广大教师的广泛赞誉。
（３）革新职称评审工作，积极探索代表作和同

行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和工作机制。职称评审

是大学最重要的指挥棒之一，其评审导向和结果是

否得到教师的认可对大学的学术生态具有显著影

响。 片面强调数量和积分的评审方式使职称评审多

年来饱受诟病。 代表作评价的本质是质量评价，是
对简单的以数量取胜的评审方法的直接否定，有利

于提高科学研究的质量。 同行专家对本学科学术研

究的基本规律最熟悉，对本学科的研究现状和热点

难点问题最了解，对于判断本学科学者的水平高低

最有发言权，因此同行专家是评估候选人学术水平

的最佳人选。 整体而言，代表作评价和同行评价相

结合的职称评审方式，更有利于体现评审过程的公

平性以及评审结果的客观性。 而且，代表作评价和

同行评价相结合的大学教师职称评审方式在世界一

流大学已经是通行的做法。 以产生过 ３ 位诺贝尔奖

得主、７５ 位罗德学者的阿尔伯塔大学为例，该校教

师如果认为自己达到了副教授或教授的学术水平，
可提交自己的代表性论文、论著等职称晋升的申报

材料，同时提交本学科的 ５ 名校外专家作为自己材

料的审阅评价人。 学院在其提供的 ５ 人中，选择 ３
人对其水平进行鉴定评价。 然后，学院评审组织根

据申报人提供的代表性业绩材料和校外专家的意见

进行综合评审，决定是否同意该教师晋升高级

职称。

３．重构创新生态

创新者具有不随波逐流、敢于坚守的个人意识

和工作精神，大多个性鲜明，其工作需要获得具有包

容性的制度保障和文化环境支持。 营造和培育创新

生态，需要坚持科技评价创新导向，改变评价指标单

一化、标准定量化、结果功利化的旧有模式，采取灵

活的评价方式，针对基础研究领域要积极推行小同

行评价，针对应用研究成果要注重行业用户和社会

评价。 针对大学存在的创新能力不适应国家高质量

发展要求的问题，还要重视创新文化的培育，倡导宽

松、包容的文化价值导向。
（１）放宽优秀青年基金的年龄限制。 优秀青年

基金获得者在大学被称为“优青”，作为青年学术人

才的优秀代表，其在大学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因

发展潜力巨大，“优青”成为很多大学人才争夺的焦

点，引进的待遇非常丰厚。 所以，许多年轻的学术人

才都把申请到优秀青年基金、成为“优青”作为重要

的阶段性奋斗目标。 目前，该项目申报的年龄条件

是男 ３８ 周岁以下、女 ４０ 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
这一限定对科技创新非常不利。 囿于年龄要求，大
学有潜力申报“优青”的青年教师为了在 ３８ 岁之前

产出可观成果，往往不敢涉足也不能涉足研究周期

长、成果产出风险高的原创性基础研究，而是将研究

重心放在热门研究领域。 这也成为我国自然科学基

金投入巨大，而原创性成果、创新性发现不足的主要

原因之一。 然而，根据科学研究的规律，３０—４０ 岁

正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黄金年龄，也是创新成果产出

的高峰期。 有学者对诺贝尔奖获得者产出代表性成

果的平均峰值年龄进行了研究，相关统计结果显示

获得生理和医学奖科学家的平均年龄是 ３８．９ 岁，获
得化学奖的平均年龄是 ３８．７ 岁，获得物理学奖的平

均年龄是 ３６．１ 岁。培育创新生态，有必要放宽“优
青”的年龄限制，为更多优秀青年学者提供创新

支持。
（２）科研成果奖由申报制改为提名制，并实行

第三方异地评审。 我国地方政府为鼓励科研人员的

积极性，每个省和大多地市都设有科研成果奖评审

制度，每一至两年进行一次。 成果奖的评审多采取

个人申报制，并在当地由专家评审产生。 成果一旦

获奖尤其是获得一等奖，紧随其后的是可观的奖金，
随之而来的还有人才称号之类的“帽子”以及其他

相关荣誉。 科技成果奖的评审也因此成为各种力量

博弈的焦点。 阎光才关于科技成果奖的实证研究表

明，７４． １％ 的教师认为 “获奖的学术成果名不副

实”。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奖项的创新性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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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需要重视学术逻辑和学术权力。 有必要借鉴

诺贝尔奖的评审方法，由个人申报制改为提名制，由
相关机构或同行知名专家提名推荐，并采取异地评

审的方式，以便能够将真正具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

评审出来。
（３）推行大学二级学院院长有限任期制。 目

前，我国大学二级学院院长大多没有实行任期制，由
于专业的原因，不少院长在同一学院任职时间过长，
甚至直至退休。 长期任职的最大弊端是人情包袱

重、偏好守成，不利于管理创新，影响教学组织和方

法、科研组织和方向及社会服务方式等方面制度革

新。 培育创新生态，有必要推行大学二级学院院长

有限任期制，建议实行最多两个任期的有限任期制，
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招揽校外高层次人才，重视新鲜

血液的注入。
４．重构安静生态

大学学术研究需要安静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

校外环境和大学内部环境。 改变大学环境浮躁、急
功近利的学术生态，营造宽松的、民主的、自由的、和
谐的、自律的学术氛围，最根本的是遏止学术管理过

度行政化倾向，包括大学外部的过度行政化倾向和

大学内部管理的过度行政化倾向。 针对目前大学学

术评价过度量化、科研任务层层压力传导和短期量

化目标考核、过度的科研奖励等学术管理过度行政

化的各种表现，需要从优化大学外部和内部环境的

角度重构安静生态。
（１）减少和控制评比、检查、验收、排名的频次。

国家对大学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各种资源，必然要求

大学有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产出，这是世界所有国

家的共同做法。 因此，各级政府对大学进行评比、检
查、验收和排名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大学时常需要接

受过于频繁的各类评估检查等，势必会对学校的办

学生态造成影响。 大学工作对接政府的管理部门很

多，每到年终，上级各类部门不同的检查组、验收组

到校开展相应工作，使学校应接不暇。 由于很多评

估检查牵扯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完成情况，大
学会把各类任务分解到学院，学院再把任务分解到

教师，从而加剧完成任务的焦虑情绪和浮躁心态。
（２）精简人才称号和各种“帽子”，提高人才称

号评审的科学性。 多年来，政府、行业组织设计了很

多人才称号类的“帽子”，大学往往依据这些称号赋

予教师高薪、住房、医疗保健、子女入学等各种待遇

和利益。 这些“帽子”虽然对教师做好本职工作、表
彰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者具有激励和导向作

用，但过多的“帽子”评审以及帽子戴上后的利益诱

惑，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安于教学科研的氛围

和心态。 加之，一些不科学、不公正的“帽子”评审

工作及其产生的“马太效应”，往往会助长急功近

利、恶性竞争的风气，加剧广大普通教师的不平衡心

态，影响大学清心做学问的整体科研氛围，使科研的

原生动力发生变异。 因此，有必要对目前各类人才

称号进行精简，并规定同层次的人才称号同一人不

得重复申报，避免因人才称号的评选而造成人才内

卷和不良竞争。 人才称号的授予要回归学术性、荣
誉性，对人才称号获得者的激励应倡导精神鼓励和

物质奖励相结合，并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励为

辅。 培育学术研究的安静生态，就是需要政府、社会

和大学为教师营造良好的外部和内部研究环境，从
制度层面保障大学教师以清净的心态投身科学研

究，使教师在发现未知、探讨未知、发现规律、揭示真

理的科研成长道路上不受外界干扰或少受干扰。
５．重构合作生态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高校精品课程建设

需要团队配合才能实现。 科研工作更是如此，要实

现对“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的重大攻克，就
需要强化跨学科交叉，建设适应不同科研组织模式

需要的高水平科研队伍和服务支撑队伍。 而“五
唯”评价方式产生的直接后果是鼓励单兵作战、崇
尚个人荣誉，非常不利于团队意识的培育。 营造大

学健康学术生态，离不开合作生态的支撑，需要打造

具有科研战斗力的学术团队和一批学术团队带

头人。
（１）为科研团队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在

此，可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说明问题。 某大学非

常重视引进高层次人才，“为引进的领军人才组建

团队”也被写入学校正式文件。 在此背景下，学校

曾引进一名领军人才，安家费、科研启动费的支持力

度很大，而且在学院层面抽调最优秀的青年教师为

其组建团队。 但是，经过两年运行，该团队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逐渐降低，多数青年教师逐渐离开团队。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学校、学院的团队制度在工作

机制层面与现实脱节。 例如，在年终分配问题上，由
于该团队是新组建团队，加之科研设备等经招标程

序到位周期较长，所以在团队组建一年多的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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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科研成果很少。 而学校和学院的分配制度是一

年一考核，这直接导致团队成员收入骤降。 但是，学
校对领军人才的考核是合同任期考核，领军人才的

年度收入就与团队成员的收入形成巨大反差。 在实

践中，支持团队建设的政策初衷与微观层面落实不

到位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许多大学比较普遍存在的一

种现象。 因此，培育合作生态，需要重视保障团队建

设及运行的制度在实践层面的可执行性和可落

实性。
（２）为团队带头人提供良好环境和政策支持。

大学教学或科研的团队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形式松

散而目标导向明确的团体。 对稳定运行的科研团队

要减少行政力量不必要的干预，重视团队带头人的

主导作用，不干涉团队内部事务和微观运行，包括内

部分配、成果署名排序等，给学术带头人以宽松的科

研环境。 学术传统的积累和传承是缓慢的持续过

程，需要的是师傅带徒弟般的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

的耐心。 历史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群落”现象表

明，一个学术团体或研究组织内部优良的学术传统，
对于科研人员的研究活动和诺贝尔奖成果的培育起

着决定性影响。学校需从制度层面支持和鼓励学

术带头人通过团队合作、集体攻关等形式开展学术

“传帮带”活动，鼓励青年教师参与团队协作。

四、构建大学健康学术生态的路径方向

１．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力量是构建大学健康学

术生态的重要基础

生态系统受到外部因素或内部因素影响，导致

系统出现不平衡状态时，系统自身会通过一定的反

馈机制进行自我调节以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 但

当受到破坏严重时，生态系统的自调节机制会出现

失灵。 目前，我国大学的学术生态系统被“五唯”污
染，系统平衡状态被打破，而且系统自身调节机制几

近失灵，仅靠大学自身的力量去建立新的健康学术

生态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 因此，必须借助外界的

力量去构建新的学术生态系统。 这个外界的力量就

是政府的推动，这也是由我国大学建立之初的“基
因”所决定的。 回溯我国大学的发展历程，从 １８９８
年京师大学堂初创，再到 １９４９ 年以来我国大学实现

飞速发展，推动大学发展和转折的每一步都离不开

国家和政府的直接推动力量，政府主导是我国大学

办学的鲜明特征。

政府需要用治理环境污染的决心和力度去治理

大学学术生态污染。 针对我国大气污染造成的雾霾

问题，曾有人预言需要至少二十年才能重见蓝天白

云。 但事实是，从党的十八大提出“还老百姓蓝天

白云”开始，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基本实现初步

目标。 当前，大学学术生态污染问题的治理已经提

上国家相关议事日程，相信在政府的强力推动和政

策支持下，大学学术生态的“碧水蓝天”也会在不久

的时间里重新呈现。
２．制定强制性规范和相关执行机制

政策再好，落实是关键。 比如人才称号要回归

学术性、荣誉性，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如
果缺乏强制性规定和相关执行机制，面对有的学校

落实政策导向而有的学校不严格执行的情况，有人

才称号的教师就会流失到能够给予自身更高待遇的

学校，导致政策流于形式。 再比如关于 ＳＣＩ 奖励问

题，科技部等部委已通过《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ＳＣＩ 论
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
明确指出取消直接依据 ＳＣＩ 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

院系的奖励，避免功利导向，但有些学校罔顾国家

政策，偷梁换柱，将直接的现金奖励改变为科研分值

奖励，对这种阳奉阴违的变通行为，必须强制停止，
否则破“五唯”之路将会走更长的时间。

重构健康学术生态是以大学治理结构、制度体

系的转变和革新为前提和基础的重大系统工程。 由

于旧的制度体系具有运行惯性，既有规范极易成为

束缚制度创新的“窠臼”，要建立和运行新的制度机

制，就必须用新的“强制性规范”取代过去不适应学

术发展要求的规范的“合法性”地位。
３．保障充足的经费和资源输入

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需要外部的能量输入，这
个能量输入是生态系统运行的必要条件和基础。 构

建大学健康学术生态，必须要给予大学学术生态系

统充足的资金和资源支持。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列入统

计范围的我国 ３６ 所“双一流”大学的校均支出从

４４．８１ 亿元猛增至 ６６．６８ 亿元。 其中，２０１９ 年清华大

学一个学校的支出总额高达 ２４３．４６ 亿元。 充足的

经费保障是我国一批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地位

能够迅速跃升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还应看到，
其他非“双一流”大学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大学的经

费投入还有待增加。 要构建基于全国的整体层面的

大学健康学术生态，就需要政府在保持对“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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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大力支持的同时兼顾地方大学的经费保障，把
握经费和资源输入的均衡性。 同时，大学也要依靠

自己的力量，向社会、企业、校友争取多渠道的经费

支持，对内实现经费和资源的均衡分配，从整体面提

高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科研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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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与社会正义”研究专题】

全球正义与权力、资本、劳动的国际伦理冲突
———以《棉花帝国》的历史叙事逻辑为例

靳 凤 林

摘　 要：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书是近年来引发国际学界广泛关注的经济史著作，透过该书的历史叙事逻

辑能够清晰地看到，在人类棉花纺织业发展历史上，正是主权国家、跨国资本、全球劳工之间既彼此交织又激烈冲

突的复杂性伦理关系，导致了近现代以来不同民族国家间的贫困和不平等，使得全球范围内南北、东西之间的财富

鸿沟日渐加深。 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全球正义和共同富裕，就必须站在哲学伦理学的视角，深刻检审主权国家、跨国

资本、全球劳工之间的国际伦理冲突，并使其在实践层面实现全方位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全球正义；主权国家；跨国资本；全球劳工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８０－１１

　 　 “全球正义”作为一个歧义纷呈的政治伦理学

概念，其核心内容是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和国家

之间通过对基本正义原则的遵守，实现人类社会对

全球公共产品的合理分配，人类建构全球正义的终

极目的是要通过摆脱国家间的贫困和不平等来实现

共同富裕。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全球正义的研究主要

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回应性研究。 重点是对西方全

球正义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如对以罗尔斯《正义论》
和《万民法》为代表的全球正义研究进行翻译、介
绍、评述，还涉及对罗尔斯的弟子涛慕斯·博格的国

际正义思想研究，阿马蒂亚·森、彼得·辛格等人的

全球贫困研究，布莱恩·巴里、查尔斯·贝茨等人的

全球不平等问题研究等。 二是还原性研究。 重点是

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的正义理论予以深入

研究，如西方学者大卫·哈维通过对《资本论》研究

提出全球空间正义理论，艾伦·伍德对马克思、恩格

斯全球正义理论的研究等。 三是现实性研究。 主要

是针对当代国际社会各种非正义性重大现实问题展

开研究，如中外学界的基辛格、亨廷顿、马凯硕、郑永

年、朱云汉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尽管主要关涉国际

政治、国际法律、国际贸易、东西文明、外交实践等具

体领域，其主要内容并不属于哲学伦理学视域中的

正义范畴，但其所讨论问题的背后却隐含着深层的

全球正义价值指向。 在笔者看来，全球正义一直是

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目标之一，中国古代有对“大
同社会”的恒久向往，西方很早就有对“理想国”和
“上帝之城”的不断探索。 但自从哥伦布大航海开

启资本主义全球化以来，近现代意义上的全球正义

是在全球东方与西方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对照之

下，被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果。 其

间，不仅西方世界内部形成了贫困与富裕持续对抗

的非正义性社会结构，全球范围内也形成了贫困与

富裕彼此冲突的东西、南北之间的非正义性社会结

构。 因此，我们只有站在全球化的视角，从全球东

西、南北之间不断互动的历史中探赜索隐，才能最终

觅得全球非正义结构赖以生成的隐性社会根源，进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２－２４
作者简介：靳凤林，男，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伦理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哲学博

士，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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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证得科学理想的建构全球正义和实现人类共同富

裕之路。
在这方面美国哈佛大学斯文·贝克特 （ Ｓｖｅｎ

Ｂｅｃｋｅｒｔ）教授的《棉花帝国：一本资本主义全球史》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Ｃｏｔｔｏ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以下简称《棉
花帝国》）①，通过叙述棉花产业的发展历史，为我

们揭橥了欧美发达国家如何经过战争资本主义、工
业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三个历史阶段，在数百年

间重塑这一重要产业，在主权国家、跨国资本、非洲

奴隶、全球劳工等各种社会要素共同作用下改变了

整个世界面貌，进而造成了今天全球不平等的国际

格局，并明确预示了求解全球不平等与摆脱国家贫

困的正义之路。 本文试图以该书的历史叙事逻辑为

依据，通过对棉花产业全球发展史的深度解析，借助

以点带面、比较互鉴和视域融合的哲学诠释学方法，
来深入揭示全球正义与权力、资本、劳动的国际伦理

冲突的内在关联，从中开辟出一条不同于回应性研

究和还原性研究的现实主义全球正义理论求索

之路。

一、主权国家与跨国资本的利益博弈

贝克特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区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从 １５ 世纪末至 １８ 世纪中期，由枪炮和账簿开

启的战争资本主义阶段；二是从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１９ 世纪中叶，由欧洲科技革命开启的工业资本主义

阶段；三是从 １９ 世纪后期至 ２０ 世纪中期，亚非拉民

族解放运动兴起后的全球资本主义阶段。 在这三个

发展阶段，全球范围内主权国家和跨国资本利益博

弈的性质与状态各不相同。
（一）先发国家内部权力与资本的利益结盟

主权国家与跨国资本的关系是《棉花帝国》历

史叙事逻辑的一条主线。 贝克特认为，通常情况下

人们在谈及“资本主义”一词时，都会想到“资产阶

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统一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

的主要矛盾。 但是当我们深入资本主义全球发展史

中考察时会惊奇地发现，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所

面对的主要矛盾存在“世殊事异”的质性差别，这种

差别又与特定历史阶段国家权力施政重心的迁移和

资本发展面临的瓶颈密不可分。
在战争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繁荣的主要表

现形式不是在机械化的工厂中完成的，而是借助国

家的军事财政力量，通过暴力掠夺美洲原住民土地

和大量贩卖非洲奴隶，然后再在美洲大陆残酷剥削

奴隶实现的。 贝克特在《棉花帝国》第一章中指出，
早在 ５０００ 年前，棉花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就在地球南

纬 ３２ 度至北纬 ３７ 度之间被亚、非、拉各洲人民所种

植，他们主要以家庭作坊的方式自产自用，少量剩余

产品在乡间集市出售，远程棉纺贸易的数量很少。
其间，印度和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棉纺织品制造

中心，欧洲受地理位置所限，主要是亚麻、羊毛生产

较为流行，棉纺业极端落后，乃至欧洲人经常把棉花

想象成“植物绵羊”的样子。②然而，自从哥伦布发

现美洲新大陆和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发现印度大陆

之后，欧洲先发国家的商人阶层在本国军事和财政

力量的大力支持下，在印度土邦的影响日增，而非洲

统治者特别喜欢用印度花样繁多的棉布换取奴隶，
致使奴隶贸易对棉布需求剧增，欧洲商人开始加大

对印度棉布的采购，以便购买更多的非洲奴隶运往

美洲大陆从事蔗糖、烟草种植和金银矿的开采，将赚

取的利润再回流到欧洲本土消费，由之带来欧洲大

陆的早期繁荣。 再到后来，欧洲商人开始大量窃取

印度纺织技术成果，直接在欧洲生产棉布，到非洲购

买奴隶，再让非洲奴隶到美洲种植棉花，为欧洲纺织

厂提供原料，致使本来不适合种植棉花的欧洲变成

了世界纺织基地，特别是处在地球高纬度上的英国

曼彻斯特，最不适合棉花种植却成了全球最具活力

的棉花纺织中心。 上述以印度纺织品为中介、以非

洲为奴隶贸易转运站、以美洲为种植基地、以欧洲为

生产中心的全球贸易网络，如果没有英国海军力量

的大力支持和远洋运输业的高度发达，单纯依靠商

人阶层的一般性贸易往来，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
其间，国家主权与跨国资本的深刻关联昭然若揭。

如果说奴隶制、殖民控制、军事化贸易、大量土

地的攫取为资本主义提供了破土而出的肥沃土壤，
那么英国发明家的才智、市场规模的扩张、水运和海

运的优势条件、企业家的新教伦理精神等诸种要素，
则构成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崛起的重要内生动力。
学界普遍认同英国纺织业的起步最早源自对印度纺

织技术的窃取，但到了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詹姆斯·哈

格里夫（Ｊａｍｅｓ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发明了珍妮纺纱机，使纺

纱的速度得到极大提高。 １０ 年后塞缪尔·克朗普

顿（Ｓａｍｕｅｌ Ｃｒｏｍｐｔｏｎ）又发明了骡机，能够抽出五英

尺长的更结实更细密的纱线。 到了 １７６９ 年，詹姆

斯·瓦特（Ｊａｍｅｓ Ｗａｔｔ）发明了代替水力驱动的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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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上述发明使得纺织业逐步由家庭纺织转向工厂

纺织。 伴随英国纺纱厂数量的迅猛增加，如何将英

国的纺织品销售到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等地，成为

英国商人和政府关注的重心。 特别是英国商人发

现，从事纺织机械制造更是利润空前，于是，他们开

始通过在世界各地出售纺织机械，进而就地办厂赚

取巨额利润。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利用自己的强大

海军作保障，大力提升本国远洋海运的力量，并在保

护全球市场、监控国家间商业边界、规范全球纺织机

械制造、确保遥远国家的合同得以有效执行、为本国

企业家提供金融支持、通过提高薪酬动员劳工等方

面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实现了英国由战争资本主义

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过渡，也带动了整个欧洲其他国

家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此时的欧洲列强在世

界各地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在亚洲、非洲、美洲继

续采用战争资本主义的方式，为本土工业输送包括

棉花原料、奴隶种植、远洋贸易在内的各种工业血

液，并不断开辟更为广阔的全球棉花市场。
欧洲列强纺织机械和棉纺产品在全球的畅通无

阻，极大地刺激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纺织业的发

展，使得棉花产业逐步由工业资本主义向全球资本

主义转变，形成了全球棉花市场的精细分工：有人专

注于将棉花从种植园运送到港口；有人集中向制造

商销售原棉；有人专门负责进口他国纺织品；有人专

门将进口的纺织品予以销售。 与之配套的国际棉花

和棉布质量标准体系、国际棉花市场经纪人体系、国
际棉纺品金融结算体系等日益完善。 在整个全球棉

花市场中，美国黑奴生产的棉花数量曾长期占据世

界头号位置，对全球棉花制造业影响深远，这也使得

１８６１ 年开始的美国南北战争对欧洲棉花制造业形

成巨大冲击。 伴随内战结束，美国北方工业和南部

棉花种植日益融合，美国自己的棉纺制造业迅猛崛

起，与欧洲棉纺业形成激烈竞争的局面，迫使欧洲棉

纺业开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本国殖民地内寻

求棉花资源和从事棉纺生产。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

扩散，棉花资本更多地与后发国家主权捆绑在一起，
使得后发国家成为支撑棉花产业持续扩展的重要机

构，这极大地带动了中国、印度、埃及、巴西等国家棉

纺业的转型发展，使得棉花产业的全球版图发生重

大重组。 到了 ２０ 世纪初，欧洲列强内部的经济危机

接连爆发，对本国之外各国殖民地资源的争夺更加

激烈，最终引发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 战后全球南

方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

起，各民族均将发展棉纺业作为首选目标之一，今天

全球棉纺业的重心已经重新回到南方各国。 昔日的

全球纺织中心曼彻斯特已经不见棉纺生产的踪影，
只剩下残留的棉纺博物馆供世人参观，成为见证那

段历史荣光的工业遗迹。
（二）先发国家的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与全球不

平等

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对全球棉纺业发展历

史的描述，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先发国家如何依靠

武装暴力占据全球棉纺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构筑起

全球经济发展的非正义性财富鸿沟。 但要深刻洞悉

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对先发国

家所采取的具体政治经济措施予以深度解析。
第一，欧洲先发国家最早通过重商主义政策完

成了初步的财富积累。 重商主义不是一种具体的经

济理论，而是欧洲民族国家出现之后，各国为了增强

自身实力而采取的一种经验主义政策。 重商主义的

核心是以各国拥有贵金属的多少来衡量其实力雄厚

与否，鼓励人们出口货物赚取更多贵金属，限制进口

货物以防本国贵金属流出。 这就使得欧洲各国拼命

提高本国制造业水平，通过生产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的货物赚取国外贵金属，同时也激发了国家之间因

市场扩张引发的领土争夺和殖民扩张。 正是在这种

大背景下，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列强通过经济间谍、
法律禁令、武装贸易等手段，大量窃取印度棉纺生产

技术，努力提高本国制造业水平，通过低价购买北

美、巴西、印度、埃及等地的白棉，再在国内加工成棉

布销往世界各地，以便通过提高本国贸易收入加大

贵金属的国库储备；与此同时，又制定各种措施限制

以印度为代表的其他国家的棉织品进入欧洲市场。
最终结果是原有的松散性、多中心、水平式的棉花世

界，转化成一个集中的、整合式、等级森严的以欧洲

为中心的全球棉花帝国。 上述重商主义棉花产业政

策，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棉纺业带来毁灭性打击，
致使他们逐步沦落成只为英国种植和出口原棉又必

须大量进口英国棉布的国家，后发国家很多依靠纺

织维持生存的手工作坊变成了废墟，织工们流落街

头乃至沦为乞丐。③

第二，欧洲先发国家通过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政

策造就了全球棉纺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 前已备

述，重商主义极大地依赖国家权力的武装保护，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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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制造业初步站稳脚跟后，开始出现以亚当·斯密

为代表的贸易自由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强调自由贸

易高于国家权力，只有让全球贸易自由开展，其最终

结果将泽被人人，从而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 不过

世界各国在后来的产业发展实践中逐步体悟到，率
先实现工业化的英国之所以大力提倡自由贸易，其
根本目的是要让英国商品顺畅地流入世界各地，淹
没整个世界市场。 一个国家如果无视本国制造业的

发展水平，不加保护地任凭其他国家商品流入本国

市场，最终这个国家自己的工业生产将走向自我毁

灭的歧途。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工业发展落后于英

国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很早就派出大批企业

家前往英国获取机器图纸、工具模型，高薪聘请英国

技术人员发展本国棉纺制造业，将英国当作榜样和

模板予以学习和复制，这极大地提高了欧美国家工

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将亚、非、拉各国的棉纺工

业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使之成为欧洲列强随意蚕食

的市场肥肉。 这种局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

后发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才逐步得到改

观。
（三）先发国家跨国资本对后发国家主权的深

度重塑

在全球范围内欧洲先发国家为了充分保障本国

跨国资本的经济利益，除了采取上述重商主义和贸

易保护主义政策外，更要按照跨国资本的意愿来深

度重塑后发国家的主权结构，而后发国家主权意识

的强弱及其维护国家主权能力的大小，决定着它是

甘于先发国家跨国资本的任意摆布，还是努力寻求

自身的棉花产业发展之路。 为此，笔者仅以美国、印
度、埃及为例予以简要分析。

在美国内战爆发前夕，由英国棉花商人塑型的

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是支撑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棉纺业

发展的重要支柱。 “到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末，美国棉花

产量占英国 ８ 亿磅棉花消费量的 ７７％，它也占法国

１．９２ 亿磅棉花消费量中的 ９０％，德意志关税同盟

１．１５亿磅中的 ９２％。”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国曼

彻斯特棉纺业和法、德等国棉纺业的空前繁荣是建

基于美国南部奴隶的艰苦劳作基础之上的。 但是伴

随美国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推进，美国北部自由州和

南部蓄奴州对西部大开发中土地使用权的争夺日益

激烈，坚决反对奴隶制的林肯于 １８６０ 年当选总统

后，以解放奴隶为核心的南北战争正式爆发。 在四

年多的内战中，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棉纺业跨国资

本家们，自始至终坚定地支持南方蓄奴州奴隶主的

利益，暗中为其提供人力、武器、金融等各种支持，鼓
励他们脱离美国独立建国，其根本目的是让南部各

州继续保持奴隶制棉花种植模式，确保对欧洲各国

棉花资源的充足供应。 但随着林肯 １８６１ 年颁布《没
收法案》即没收南方蓄奴州叛乱奴隶主的全部财产

和奴隶，１８６３ 年颁布《解放宣言》即南部叛乱各州奴

隶永远获得自由，使得北方军队在南方自由奴隶的

帮助下最终获得了南北战争的全面胜利。 废除奴隶

制后，南部各州的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为

奴隶主无偿劳动的奴隶制转换成钱租租佃制和棉花

谷物分成制，大多数奴隶转变成自我耕种和经营的

佃农，少数奴隶变为雇佣工资劳动者，这就使得美国

南部各州的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之后，美国开

始大力发展自己的棉纺工业，不断出台各种棉花出

口禁令和严查棉花走私行为，迅速崛起为与欧洲棉

纺业抗衡的纺织大国。 但必须指出的是，由欧洲跨

国资本塑型的美国南部各州的奴隶制政治基因，一
直是日后支配美国这一主权国家政治运演的重要因

素之一，当今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族群撕裂等各种

不安定因素，诸如新冠疫情期间 “黑人的命也是

命”、国会山暴乱等政治运动，皆是一百多年前奴隶

制历史基因图谱的现代表达。
除了北美之外，欧洲先发国家棉纺业跨国资本

对亚洲国家主权的侵蚀更加严重。 以印度为例，自
１７ 世纪开始，欧洲先发国家跨国资本强行嵌入全球

棉花贸易网络之后，就开始在印度建立各种公司，诸
如 １６００ 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１６０２ 年的荷兰联合

东印度公司、１６１６ 年的丹麦东印度公司等，这些公

司的最大特点是将世界分为内外两个区域，在母国

内部高度尊重并遵守本国的法律、体制、习俗等，在
国外则完全不受母国法律规制，而是以屠戮原住民、
奴役人民、强占土地维持其资本运营，而遥远的母国

对其没有任何监督能力，乃至大肆鼓励这种非人道

的做法。 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他们本来是一伙

英王特许公司的商人，后来逐步演化为武装商人，
１７５７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 ３２ 岁雇员罗伯特·克莱

武率领 ３０００ 名雇佣军，击溃了由两万骑兵、五万步

兵组成的印度军队，从此开始了一家公司征服一个

古老帝国的血腥历史。⑤到了 １７６５ 年他们竟然成了

孟加拉的统治者，在此后的几十年，其所控制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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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扩张到南亚其他地区。 这些公司通过暴力、体
罚等各种措施，迫使印度民众按照公司要求种植所

需棉花品种，低价收购各色棉布。 这种国家特许公

司对遥远土地提出私人政治权力的主张，显然是对

经济权力观念的一种革命性定义，这种跨国资本与

政治力量的结合使得印度逐步丧失国家主权，最终

沦落为英国殖民地。
除了美洲、亚洲外，欧洲先发国家棉纺业跨国资

本对非洲国家主权的侵蚀同样值得深入分析。 以埃

及为例，这个国家是最先抛弃非洲模式跟随欧洲棉

纺业发展的典型。 埃及的棉花种植和棉纺产品生产

历史悠久，早在 １８ 世纪埃及就已经开始向法国出口

棉花产品，并向欧洲出口大量粮食。 到了 １９ 世纪初

期，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一心想仿照英国实

现埃及的工业革命，通过购买英国棉纺机器、聘请英

国技师、改造国内产业结构等措施，获得纺织业的巨

大进步，有专家估计，到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埃及人均

棉花纱锭位于世界第五位。⑥这对英国在国际棉纺

业市场上的地位构成巨大威胁，之后，英国开始通过

限制供应埃及棉纺工厂蒸汽燃料、逼迫埃及棉纺市

场全面开放等手段打压埃及棉花产业，使其逐步走

向衰落。 到了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伴随棉花价格下跌，
埃及政府又无法偿还因挖掘棉花灌溉渠道、建设铁

路运输、进口蒸汽泵等经济活动发生的各种国际贷

款，最终因经济崩溃而丧失了国家主权的控制权，于
１８８２ 年被英国政府全面接管。

二、跨国资本与劳工利益的深刻矛盾

如果说对主权国家与跨国资本关系的分析为我

们奠定了把握全球不平等和非正义问题的理论基

础，那么进一步对跨国资本与各国劳工利益的关系

予以深入研究，就为我们探寻全球不平等和非正义

结构生成的根本动因找到了更加直接的历史依据。
笔者试图以先发国家跨国资本对原住民和非洲黑奴

的深度劫掠为起点，进而引申出先发国家跨国资本

对本国工人的残酷剥削，最后再来讨论先发国家跨

国资本对亚、非、拉劳工的多重压榨问题。
（一）先发国家跨国资本对原住民和非洲奴隶

的深度劫掠

在美国独立之前，英国棉花资本家在世界各地

赚取经济财富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最为根本的途径

是通过攫取原住民土地和榨取奴隶劳动这两种战争

性的暴力方式而获得。 质言之，英美两国棉花制造

业的财富扩张取决于大西洋两岸的暴力掠夺和残酷

压榨。
就攫取土地而言，英国资本家要想扩大棉纺工

业的再生产，必然需要充足的棉花原料，而美国南部

各州的土壤与气候又是最适宜棉花生长的地区，如
何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成了英国棉纺业跨国资本家的

首要任务。 为了攫取美国南部各州的大片土地，英
国跨国资本家人体自带和货物携带的各种病菌，使
得缺乏免疫力的美洲原住民罹患各种传染疾病而大

量病亡。 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火枪洋炮驱赶和消

灭原住民。 这些拓殖者通过长期的战争活动，成功

地将原住民的土地变成了法律上的“无主空地”，任
由他们使用、交换、流通和买卖。 此外，他们在美国

西部拓殖过程中，还通过资本运作低价购买了大量

土地，如 １８０３ 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借贷英国巴林银

行的资金成功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州的土地，
１８１９ 年又从西班牙购得佛罗里达州，１８４５ 年吞并得

克萨斯州，使整个美国领土相对于原有的 １３ 个州而

言获得了成倍的增长，南部和西部国土面积的持续

扩张为棉花种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土地资源。⑦

就压榨奴隶而言，如何在广袤的美国南部土地

上获得充足的棉花原料，其基本途径是不间断地将

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贩运到北美，然后再转运到南

部各州，视其为不用花销养育费和天然成熟的劳动

力予以使用，从中大肆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 贝克

特在《棉花帝国》中借助历史学家爱德华·巴普蒂

斯特（Ｅｄｗａｒｄ Ｂａｐｔｉｓｔ）的说法，通过对奴隶心、足、
头、右手、左手、呼吸、脊背、死亡等各个层面的深刻

分析，全面描述了美国种植园的奴隶主如何通过各

种酷刑来提高奴隶的劳动效率。 例如，将一批又一

批身披锁链的奴隶在港口市场分类后贩卖到棉花种

植基地；把试图逃跑的奴隶杀掉后，将其头颅成排悬

挂在奴隶住处，时刻警示奴隶逃跑的后果；通过严酷

的鞭打方式训练奴隶左右手同时采摘棉花的能力；
让其他奴隶对没有完成采棉指标的奴隶拳打脚踢，
通过当众羞辱、饥饿禁闭等手段予以惩罚；随时随地

拆散黑人家庭，强行割断其血缘关系，将成年或年幼

奴隶带到集市上任意买卖；白人监工发明了数百种

惩罚奴隶的恶毒刑具和方法；乃至随意奸污女奴

等。⑧可以说，英国跨国资本家和美国北方商人们正

是踩在广大棉奴的脊背上，通过拼命吸吮他们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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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血汗，先后建立起英国和美国的棉纺工业体系。
这些财富大亨们庄严地端坐在资本的王座之上，镶
嵌在其金色皇冠上的红、蓝、绿各色宝石闪烁着耀眼

的光芒，但王座之下却堆满了无数奴隶的累累白骨。
（二）先发国家跨国资本对本国工人的残酷

剥削

贝克特在深入分析先发国家跨国资本对美洲原

住民和非洲奴隶深度劫掠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跨国

资本在其母国开办各种纺织工厂的状况，特别是就

其剥削本国劳工的问题，进行了深度研究。
贝克特在《棉花帝国》第七章中指出，在英国棉

纺业进入工业资本主义之前，农民种植维持其温饱

所需的粮食，工匠在小作坊中制造用于交换的物品，
人们按时到教堂做礼拜，普通百姓和教士、贵族相安

无事。 但是自从棉纺工业发展起来之后，上述传统

生活方式开始发生重大转型，大批人口被集中到一

个又一个庞大工厂的车间中进行集体劳动，传统农

民变成了工厂里的受薪工人，这些工人被当时的人

们称作“新兴人种”。 加之欧洲由于有着浓厚的家

长制遗产和悠久的等级制传统，男性户主可以根据

自己的意愿支配妻子和孩子的劳动，男性户主在继

续从事农业劳动的过程中，允许孩子和女性到棉纺

工厂中上班挣钱补贴家用，而欧洲女性结婚普遍较

晚，可以有较长时间在工厂内工作。 因此，在欧洲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纺织工厂里，主要以被父母逼迫

去上班的儿童和未婚女性为主，而儿童和女性的工

资非常便宜，儿童只相当于成人工资的四分之一到

三分之一，女性只能挣得男性工资的 ４５％到 ５０％，
且儿童和女性工人相对听话，也比成年男人更容易

接受惩罚。⑨

这些童工和女工在纺织厂内被迫接受工厂主的

各种残酷压榨。 在住宿条件、工作环境和饮食方面，
每天清晨日出之前，成千上万的工人从宿舍床上爬

起来，沿着山谷中的小路，穿过拥挤的街道，去散发

着臭味的河边上的几十个工厂去上班。 工厂车间由

砖块砌成的庞大建筑物构成，无论春夏秋冬，这里的

机器轰鸣声总是震耳欲聋，棉絮和棉尘四处飞扬，潮
湿闷热。 傍晚时分，又回到破败的宿舍，那里好多人

共睡一张床，整个宿舍区脏乱不堪。 他们穿的衣服

破烂便宜，吃的食物很多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以消

化的。⑩其中，８—１０ 岁儿童每天工作时间都在 １０
小时以上，１０ 到 １３ 岁的孩子每天工作 １２ 小时以

上，１３—１４ 岁孩子每天工作 １３ 小时，１４ 岁以上的孩

子还要加夜班。 由于不少童工无法忍受劳动的艰

辛，经常逃跑或上班打瞌睡，一旦被监工发现，就会

受到肉体惩罚，包括皮带抽打、棍子敲打、扇耳光、当
众羞辱等。 可以说，没有数以百万计儿童、妇女和男

人的劳动，就不可能建立起全球庞大的棉花帝国。

有关英国棉纺工业最为发达时期的劳工状况，恩格

斯曾经根据他亲身观察到的可靠材料，专门撰写了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该书远比贝克特《棉花

帝国》对工人生存状况的描写深刻详尽。 恩格斯指

出：“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

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长久，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不停

地一点一点葬送了这些工人的生命，过早地把他们

送进坟墓。”

（三）先发国家跨国资本对亚、非、拉劳工的多

重压榨

在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工业革命爆发前，亚、
非、拉的广大农民在田野里种植棉花的同时，会间作

其他粮食植物，如玉米、稻米、豆类等。 之所以采取

农作物间作的方式进行耕种，一是因为他们的棉花

纺织品主要是家庭成员使用，剩余产品通过集市贸

易交换家庭必需品，如锄头、镰刀等农具；二是他们

还要通过种植玉米、稻米、豆类等其他农作物保证食

物供给，不管棉花价格多么高，他们都不会放弃粮食

作物的种植，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饥荒和挨饿。 但自

从欧洲机械制造的纺织品在全球广泛倾销后，手工

纺织者大量失业，人们开始购买价廉物美的欧洲纺

织品。 据历史学家提尔坦卡 · 洛伊 （ Ｔｉｒｔｈａｎｋａｒ
Ｒｏｙ）统计，１８３０ 年至 １８６０ 年印度手工制造业受到

的打击至少导致 ２００ 万到 ６００ 万人失去工作，完全

摧毁了古代棉花纺织业，给亚、非、拉各地的纺纱工、
织布工和农村种植者带来灾难性后果。

到了 １９ 世纪后半叶，美国内战结束后自身的棉

纺业迅速壮大，出口欧洲的棉花急剧减少，以英国为

代表的欧洲棉纺制造商开始在亚、非、拉殖民地半殖

民地的广大农村，大力推广棉花出口种植，迫使农民

由综合间作种植向单一棉花种植转变，并在棉花种

植区周边直接建立轧花厂和压平厂，将棉花轧花、压
平后通过铁路运往港口，再直接发往欧洲各地的棉

纺厂。 特别是电报业务的出现和 １８６６ 年第一条跨

越大西洋的电报电缆的铺设，欧洲商人可以在世界

各地随时了解全球市场的棉花价格波动，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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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种植中心和制造中心的信息交往更加顺畅，于
是，遍布亚、非、拉各地的进口商、承购商、经纪商等

中介商人逐步被淘汰，欧洲棉商在本国金融业的帮

助下直接操纵全球棉花市场价格。 到 １８７０ 年前后，
在伦敦、纽约等棉花交易场所出现了“棉花期货贸

易”现象，即棉花贸易开始高度抽象化和标准化，不
再涉及具体的棉花，各种棉花自然品通过约定的合

同和标准直接与抽象资本相对应。 毫无疑问，这极

大地简化了棉花交易流程，但同时也带来了棉花交

易的不确定性。 １８７３ 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后，棉花价

格急剧下降，致使世界各地棉农大量破产，而此时粮

食价格又大幅上涨，出现全球粮食危机。 在一降一

升中，巴西、印度、埃及等的大量棉农在棉业破产的

过程中又无法买到粮食，最后被活活饿死。 仅以埃

及为例，它曾经是一个粮食出口大国，受英国商人鼓

动，在美国内战期间开始大面积为欧洲棉纺厂种植

棉花，逐步放弃粮食种植，越来越依靠进口粮食维持

国民生存。 然而，１８７３ 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伴
随棉花和粮食价格的巨大波动，大批人口和牲畜因

缺乏基本的粮食供应被活活饿死。 这充分证明，任
何国家要成功参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化过程，必
须强化自身的经济自主权，并大力提高承担风险和

承受损失的能力。 然而，在先发国家诱导和压迫下

的亚、非、拉落后国家，既没有经济自主性，也没有承

担风险的能力，只能去承受全球化浪潮中跨国资本

压榨带来的各种苦难与死亡。

三、主权国家与劳工利益的复杂互动

在深入研究了国家主权与跨国资本（国家与市

场）、跨国资本与劳工利益（市场与社会）关系之后，
必须对国家主权与劳工利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

利益博弈予以深入分析，才能进一步把握全球非正

义结构生成的深层社会根源。 著名思想家波兰尼在

其《大转型》中指出，权力、资本、劳动之间是相互契

合地粘连在一起的伦理共同体，但伴随近代资本主

义的出现，资本试图摆脱权力与劳动的束缚，从三者

彼此镶嵌的状态中逃逸出来，进入自由放任的疯狂

舞动之中，并转身按照自己的资本逻辑来改造权力

与劳动，但权力和劳动不会甘于资本逻辑的任意摆

布，它们必然会做出自我保护性的反向运动。 就主

权国家而言，它会在需要经济繁荣时，加大油门刺激

资本的活力；需要照顾行动迟缓的劳动群体时，又会

通过刹车制动装置来延缓资本的运行速度。 就劳工

阶层而言，它同样会通过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来节

制资本的疯狂运转，逼迫国家出台限制资本垄断的

各种措施，让三方在动态博弈中不断达到更高层次

的稳定状态。基于上述逻辑进路，我们必须进一步

对主权国家与劳工利益的关系探幽知微。
（一）先发国家政府对本国劳工利益的打压与

让步

早在 １８ 世纪末和 １９ 世纪初，伴随机械化棉花

产业的发展，棉业资本家通过改变成千上万人的生

活和工作方式，迫使其变成无产者而进入工厂工作。
但因极低的工资收入、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等原

因，不断激发起纺织工人的反抗活动。 到了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英、法、德等先发国家的纺织工人砸烧机器

现象接连不断，罢工运动此起彼伏，较具代表性的有

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纺织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

亚纺织工人起义等。 这些国家的政府机构面对上述

现象，最初均采取了极其严厉的镇压措施，如英国政

府 １７９５ 年就出台了《危机治安集会处置法》，１８００
年又出台了《禁止结社法》，单是在 １８１２—１８１３ 年

就公开吊死了 ３０ 多名破坏纺织机器的工人，１８１５
年派驻军队进入纺织厂区，准备随时镇压工人暴乱。
但是，哪里有剥削和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到
了 １９ 世纪中期，欧洲各国政府面对日益高涨的工人

运动，逐步意识到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仅导致警力

不足和国家财政枯竭，也无助于劳资矛盾的最终解

决，只会将国家陷入持续性动荡之中。
特别是欧洲各国工人运动深受马克思无产阶级

革命理论和其他政治理论影响，各类工会力量日渐

壮大，工会从最初的个别工厂发展到地区性组织，最
终出现全国性工人联合会。 工会活动内容也由工人

之间的互帮互助发展到与资本家集体谈判，要求资

本家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资收入、改善福利待遇、
优化工作环境等。 伴随工人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
他们的要求开始由改善经济状况转向获得政治地

位，迫使国家废除各种限制工人罢工和集会的陈旧

法律，并逐步给予工人政治投票权。 而各类工人阶

级政党的出现，不仅使工人运动卷入议会席位的争

夺之中，也使大批工人政党领袖进入各级政府的执

政队伍之中。 以英国工党为例，它最早源自英国纺

织业工人协会，后来逐步扩展至各个行业的工会之

中，最终又从工会运动中脱离出来，成为英国议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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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独立党团，并不断选举出自己的政党领袖，对
２０ 世纪的英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后发国家政府对本国劳工态度的极端复

杂性

先发国家高潮迭起的工人运动抬高了棉纺业资

本家的生产成本，挤压了其纺织品的利润空间，这就

迫使先发国家资本家逐步将其跨国资本向国外生产

成本较低的后发国家转移，在欧洲棉花产业逐步失

去全球优势的同时，新型全球棉花产业分工开始出

现重大重组。 由之，极大地带动了落后的南方国家

和东方国家棉纺业的快速发展，棉纺业逐步由发达

国家的工业资本主义迈向贝克特所说的“全球资本

主义”阶段。 这必然使后发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发

生重大变迁。 由于亚、非、拉各个后发国家的国际境

遇存在重大差别，其政府机构对本国劳工阶层利益

所秉持的行为原则与情感态度也就殊为不同。
以日本为例，由于它没有受到欧洲先发国家的

直接殖民统治，其资本阶层所根植的国内政治条件

和阶级政策偏好完全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 １９ 世

纪中叶，当日本市场面临大量国外棉纺织品的巨大

冲击时，１８６８ 年的明治维新让日本政府摆脱了德川

幕府时期一盘散沙的状态，开始仿照西方先发国家

推行更为积极的民族工业政策，包括大力支持引进

欧洲先进纺织技术、帮助企业家进入国外市场、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压低工人劳动成本、制定纺织业发展

的各种法律等。 １８７９ 年，内务省大臣伊藤博文先后

组织建设了 １０ 家棉纺厂，从英国进口 ２０００ 个纱锭，
制定了各种优惠条件，大力扩张本国纺纱能力。 国

家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政府官员成为纺织企业

家，特别是伴随从中国进口棉花数量的急剧增加，日
本实行了昼夜轮班的新型劳动制度。 日本政府还将

大量妇女赶出农村，然后逼迫其进入工厂工作，这些

妇女大部分年龄在 １３ 岁—２５ 岁之间，直到结婚后

才退出工厂。 她们共同住在工厂旁边宿舍内的大通

铺上，每人只有 ２７ 平方英尺的狭小床铺面积，实行

两班制，每班工作 １２ 小时，让机器 ２４ 小时连续运

转。 资本家全面控制工人的劳动过程，其所支付的

工资仅够维系妇女的基本生存，只相当于同期曼彻

斯特纺织工人收入的八分之一，最大限度地榨取工

人的劳动价值。 且日本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工厂

法》直到 １９２０ 年才出台，比欧洲先发国家推迟了四

十多年。 正是这种极其廉价又毫无政治权力的广大

劳工的存在，保证了日本棉花工业的持续扩张。 到

１９０２ 年，日本国内生产的棉布基本取代了进口的欧

美棉布，到 １９３３ 年，日本棉布出口首次超过英、法、
德等国，成为世界第三大棉花强国。

与日本不同，由于印度、埃及民族工业直接受到

英国控制，印度、埃及殖民政府主要是帮助英国曼彻

斯特的棉纺织品进入印度和埃及市场，致使印度和

埃及的民族工业家们要想发展本国的纺织工业，必
须与欧洲政治家和资本家展开博弈。 但他们开设的

工厂对工人的压榨也同样严重，如印度棉纺资本家

在孟买开设的工厂，纺织工人以男性为主，夏天的工

作日一般要持续 １３—１４ 小时，冬天要持续 １０—１２
小时，经常在 ３２ 摄氏度的高温下工作，尽管殖民政

府时常拿英国本土各种保护工人的法律约束当地棉

纺资本家，但影响力十分有限。 此外，印度、埃及民

族资本家还要面临本国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纺织工

人的排外斗争，这些工人在反对西方先发国家资本

家在印度、埃及工厂内的剥削行为时，也会波及民族

资本家开设的工厂，迫使其同时提高工人待遇，这必

然使得印度、埃及的民族工业很难像日本那样在国

际市场竞争中胜出。
（三）中国近现代政府对棉纺工人态度的历史

流变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大的棉花生产复合体

之一，棉花纺织一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生产活动，
这种传统优势到了棉花生产机械化时代，变成了中

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中国棉纺市场

的对外开放完全是西方先发国家逼迫使然。
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棉纺厂———上海机械织布

局成立于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国

棉纺制造业已经占据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到 １９２５
年，中国棉花出口量超过进口量。近代中国棉纺业

的发展同样依靠妇女和儿童，成千上万的工人昼夜

轮班工作，每周只休息 １２ 小时。 到了蒋介石领导的

“中华民国”时期，为了防止棉纺工人频繁举行罢工

和集会活动，经常派驻警察和部队来进行镇压。 在

１９２５ 年 ５ 月上海纺织工人的罢工活动中，就有 １３
名抗议者被警察杀害，酿成了著名的“五卅惨案”。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解决人们的穿

衣问题，国家将纺织业列为重点发展行业，在上海、
天津、西安、郑州、沈阳、石家庄等多个城市，建立起

一大批纺织和化纤基地，初步建立起完整的纺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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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体系。 广大工人阶级开始在国有纺织工厂中当家

做主，成为新中国占据支配地位的领导阶级，他
（她）们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高，为新中国逐

步成为世界性纺织大国奠定了雄厚的社会阶级

基础。
改革开放后，通过对国有纺织企业的深化改革，

在压锭、减员、重组的基础上，使中国逐步由纺织大

国迈向纺织强国。 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纺织业进入飞速发展阶段，跨国资源配置能力

迅速提升，既吸引了大量海外资金、技术、人才来中

国投资纺织企业，也有大批中国纺织企业走向海外

投资建厂，使得中国纺织品牌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

对象。
近些年，伴随新型科技革命和新一轮全球化浪

潮的兴起，我国棉纺业在全球跨国产业链中的地位

不断升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更加紧密。
据统计，２０００ 年中国纺织品占世界纺织品出口总量

的 １４．８％，２００７ 年则达到 ３０％，成为全球最大纺织

品出口国。 ２０１２ 年在全球棉花产量中，中国占

２９％，印度占 ２１％，巴基斯坦占 ８％，巴西占 ５％，而
美国仅占 １４％，英国只占 ２％。毫无疑问，今天的中

国已经成为对世界纺织业所做贡献最大的国家。

四、《棉花帝国》与全球正义问题的伦理学检审

通过深入探索《棉花帝国》的全球历史叙事逻

辑，分析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

义不同阶段的棉花产业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

到，现代资本主义在处理国家主权与跨国资本、跨国

资本与劳工利益、国家主权与劳工利益的过程中，其
伦理特质在全球不同时空中既有阶段性区别，又有

总体性趋同。 在 ２１ 世纪新型全球化的今天，唯有从

全球正义的伦理学视角，仔细检审资本主义棉纺工

业发展史的是非得失，才能真正洞悉其根本缺陷，进
而对主权国家、跨国资本、全球劳工之间的正义分配

问题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全面性转型升级，不断消除

导致国际贫困和全球不平等的深层诱因，最终引领

人类迈向全球正义和共同富裕的新台阶。
（一）战争资本主义的善恶二重性与主权国家

的多极共治

通过对贝克特《棉花帝国》旅程的全面解析，我
们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早期———“战争

资本主义”阶段，文明与野蛮构成了人类进步的一

体两面。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提出过“恶是历

史发展动力”的命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

宣言》中谈及资产阶级的道德本性时也说：“资产阶

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

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

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

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但在

描述资本主义初期的时代特征时又说：“不断扩大

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
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并特别

强调：“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

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

力还要多，还要大。”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制度的道德二重性有着极其深刻的理性

认知。 而贝克特的《棉花帝国》对战争资本主义弱

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进行了最为真实的刻画。 如

果说火枪意味着暴力，账簿代表着利益，英国东印度

公司的形象就是“左手拿着账册，右手执着火枪”，
正是程度不同的暴力行为造就了资本主义早期蓬勃

发展的国际贸易网络。 由之，迫使印度丧失主权后

沦落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埃及经济崩溃后被英国

政府全面接管，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全球东西南北财

富鸿沟赖以生成的根本动因。 但直到第一、二次世

界大战后，面对跨国资本对国家主权的深度侵蚀，才
有了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兴起，才有了全球南方和

东方各个民族国家对自身主权的坚定维护。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联合国为中心

的各类国际组织蓬勃发展，主权国家之间的多边合

作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维护和平、推动发展、应对共同

挑战的重要机制。 今天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深刻体悟

到，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中，任何一个

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善其身。 只有摆脱近

现代以来西方先发国家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意识，废
除本国利益优先的虚假性多边主义逻辑，避免对多

边主义采取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态度，不能由一个

或几个国家对全世界发号施令，不断消解维持帝国

霸权地位的各种制度支撑，把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解
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多边合作的重要议程，
充分保障后发国家的正当发展权益，帮助后发国家

增强发展能力，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让世界的前

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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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才能不断实现人类全

球正义和共同富裕的恒久期盼。
（二）工业资本主义的制度境遇性与跨国资本

的伦理责任

资本主义发展到了贝克特所说的“工业资本主

义”阶段后，先发国家的跨国资本集团在全球范围

内创制了一系列崭新的现代性生产制度、贸易制度、
金融制度、司法制度等。 例如，纺织工厂的高效管理

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现代企业的运营水平；对民族国

家间商业边界的管控促进了国际市场体系的规范

化；全球纺织机械产品的标准化提高了工业生产的

效率；棉花和棉布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的确立促进了

棉花期货贸易的出现；国际贸易法律规则的制定确

保了遥远国家的合同得以有效执行；全球棉花产品

货币结算体系促进了世界各国金融秩序的稳定运

行，等等。 但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各类制度创新皆是

先发国家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在进行精细考量基础上

逐步创制而成的，正如英国对外贸易政策由重商主

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其根本目的是要让价廉物美

的英国商品顺畅地流入世界市场，但这也反过来极

大地刺激了法国、德国、美国纺织机械制造业的快速

发展。 可见，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项制度设计的形

成和出台，皆有其自身的历史境遇性。 在 ２１ 世纪新

型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对长期以来由先发国家跨国

资本创立的各种生产制度、贸易制度、金融制度、技
术制度等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真正

适应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特别是照顾后发国家的

根本利益，无疑是消除东西南北之间不平等、实现国

际正义和全球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
要完成上述转变，就需要跨国资本阶层必须承

担起自身的伦理责任。 一是在跨国企业微观经营层

面，要通过践行正确的义利观，在信誉经营和守法经

营基础上，努力求得企业股东利益和维护企业利益

相关者责任之间的科学平衡。 任何国家的跨国资本

集团只有坚守“义利相兼，义重于利”的基本商业道

德原则，充分认识企业法人人格的极端重要性，树立

信誉经营形象，坚守国内外法律规范，特别是要遵守

国际社会服务于企业产品的 ＩＳＯ９０００ 标准、服务于

企业环境的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 标准、《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世界人权宣言》等。 此外，
在新型全球化的今天，拥有成千上万名股东的大型

跨国公司不断涌现，公司控制权与管理权逐步分离，

分散化的股东对公司具体的管理运营不感兴趣，只
关心公司股票价值的高低，于是“股东至上主义”应
运而生，公司高管们不再看重企业对员工、客户、供
应商、社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应负的社会责任，如
何切实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显得愈发重要。 二

是在跨国企业宏观政策层面，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民心相通，不断构建互利合作的全球网络，
携手共筑共赢共享的实践平台。 以中国的“一带一

路”建设为例，它虽然源于亚洲，但却联通世界，至
今已有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并有一

大批项目落地开花，它为沿线各国通过商品、资金、
技术、人员的流通，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更好

地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进而释放增长

活力，实现市场对接，拉紧联动纽带，促进贸易和投

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发挥了重要的亚欧大陆桥作

用。从这种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建设决不是对

世界传统贸易体系的推倒重来，恰恰是在经济全球

化的新时代，为实现传统国际贸易体制的全方位拓

展和全面性转型升级而进行的重大机制创新。 只有

这样，才能不断消除全球不平等和国际贫困，让各国

的跨国资本为人类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做出应有的

贡献。
（三）全球资本主义的价值流变性与劳工利益

的保障途径

透过贝克特《棉花帝国》对欧美棉花纺织业跨

国资本流变的历史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跨国资本的

国际流动是人类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内驱力，其间，跨
国资本创造的价值链通过有形的产品和无形的知识

技术在各国不断地交换和流动，从而形成紧密交织

和遍布全球的复杂网络。 每个国家在全球贸易结构

中的地位，取决于该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中获得价

值的多少。 任何国家要想增加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结构性权力，就必须通过增加人工成本、设备加

工、科技投入、流通营销等要素，才能在跨国协作和

国际交换中获得更多的增加值。 增加值的流动虽然

必须通过进出口交换为基本渠道，但它不以双边贸

易为起点和终点，而是要通过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

广泛流动得以实现。 一个国家向全球价值链网络输

出的价值越大，其在全球价值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

也就越大，一个国家向全球价值链输出价值的多少，
虽然受到地理环境、国土面积、人口多少等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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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但关键因素是这个国家的知识创新程度，而知识

创新程度的高低最终取决于该国人力资本的整体样

态。以英国为例，它处于欧洲大陆的边缘，其地理

环境完全不适合棉花种植，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也

极其有限，国民消费棉花产品的能力远不及欧洲大

陆，但由于其纺织机械制造能力和棉花纺织技术的

高度发达，最终成为 １９ 世纪全球棉纺业的中心，其
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后的一系列国

家制度创新，实现了国民整体素质的大幅提升。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要使人类摆脱贫困和不平

等、实现全球正义和共同富裕，全球南方和东方后发

国家必须在提高国民经济收入和改善国民生活状况

的同时，善于将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大
力强化人力资本投资。 美国著名人力资本专家舒尔

茨指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落后，主要是因为

他们只重视物质资本投入，忽视人力资本投资。 一

个国家可以购买先进的发电装置、通信设备、计算机

等，但这些物质资本只有通过那些有技术和经过培

训的劳工才能使用并发挥作用，因此，提高劳工的知

识水平、健康程度和纪律意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

关键因素。正如中国古人所言“家有黄金用斗量，
不如儿童上学堂”。 我国棉纺工业之所以由 ２０ 世

纪 ６０—７０ 年代的纺织大国迅速转变为改革开放后

的纺织强国，直接源自新中国成立后持续性、大范围

的人力资本投入，包括全面普及全国城乡的中小学

教育、提高城乡之间的基本医疗水平、免费强化入职

员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等。 正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持

续数十年的人力资本投入，才为新中国成立十几年

后和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棉纺业在内的各类国有和私

营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使中国终于取

代英、法、德、美等国，成为今天全球纺织工业的大

国、强国和技术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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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与社会正义”研究专题】

共 同 富 裕 与 税 收 公 平∗

———亚当·斯密与罗尔斯税制理论的当代启示

李 　 石

摘　 要：共同富裕的目标包括建构完善的社会保证体系和优质的公立教育。 优良的税收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

度保证。 效率和公平是评价税收制度的两个重要价值。 在何谓“税收公平”的问题上，亚当·斯密和罗尔斯存在分

歧。 亚当·斯密认为，税收公平就是依据人们的财富状况同比例地征税。 罗尔斯的公平合作理论将合作的公平条

件定为最小受惠者的期望最大化，支持累进制的税收体制。 在现实层面，税收制度受到效率原则影响，往往偏离税

收公平。 公平优先于效率，税收制度的设计应优先考虑税收的公平性。
关键词：共同富裕；税收；公平；效率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９１－０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目标。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将浙江省作为共同

富裕的试点，计划到 ２０２５ 年浙江省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我
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促进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 会议提到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

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这些政策决定表

明，共同富裕不仅是我们理想的社会分配模式，也是

现阶段国家发展要实现的具体目标。 共同富裕的实

现与税收制度的设计息息相关。 如何设计出优良的

税收制度，在市场分配的基础上缩小贫富差距，是我

们能否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本文聚焦于税收制度

的公平性问题，讨论在税制设计中效率与公平之间

的关系，以期对我国的税收制度的设计提出具体的

建议。

一、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税收公平

我们说要实现共同富裕，那么，一个共同富裕的

社会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共同富裕的社会一定是

一个有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 党的十九大

报告指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要在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要实现上

述目标就必须构建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一张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基本需求的安全网。 在这张

安全网中，无论人们如何不幸，都不会落入忍饥挨饿

的境地，都不会没有学上，都不会没有房住，也不会

没有钱看病。 第二，一个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一

定不是一个存在贫困的代际传递的社会，一定不是

一个人们出生的起点就决定了其竞争之终点的社

会，一定不是一个没有上升空间、没有社会流动性的

社会。 而要保证社会的流动性，就必须在一定程度

上保证社会成员之间的机会平等。 机会平等使得出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１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多元分配正义”（２０ＦＺＸＢ０５３）；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分配公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２２ＸＮＬ００７）。
作者简介：李石，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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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社会中不同位置的社会成员能够有大致相同的

机会去竞争社会中的较优位置（较好的教育机会、
晋升机会、较优的工作岗位等）。 而保证不同社会

成员之间机会平等的基本条件是高质量的公立教

育，尤其是覆盖发展程度不同地区（例如农村和城

市）的优质的公立教育。 机会平等的维护显然不能

完全依靠市场化的私立教育。 因为，私立教育是付

费教育，只会拉大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而不是缩

小这一差距。 第三，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实现共同

富裕的前提条件。 因此，自由市场一定要发挥其核

心作用，主导资源的配置。 然而，不受限制的自由市

场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因此，在保证经济发展

的同时，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尤其是保障低

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不会降低。 由此看来，建构完

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优质的公立教育，并逐步缩小

贫富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
建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优质的公立教育需

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那么，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呢？ 税

收和慈善是两种不同的再分配机制①，分别被称为

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 税收是强制性的再分配，而
慈善则是自愿的再分配。 当然，大部分公民都是自

愿交税的。 所谓税收的“强制性”指的是，如果某人

不交税的话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我们构建共同富

裕的社会要同时借助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但主要

依赖于二次分配。 原因有三点：第一，构建完善的社

会保障体系和优质的公立教育需要持续的资金投

入。 慈善取决于捐助者的意愿、能力以及相关企业

的营业状况等因素，大多是一次性或短期行为，很难

保证持续的捐赠。 相比之下，税收由于是强制性的，
通常能够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第二，慈善捐助者

并不一定能够将财物捐赠给最需要的人，捐赠者可

能为了名誉而做锦上添花的事情。 例如，英美最知

名的高校也是接受慈善捐赠最多的高校，但这些高

校并不比其他高校更需要这些资金。②与慈善不同，
税款的使用则是通过国家的财政支出统筹安排，能
够更好地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和优质公立教育的建

构。 第三，慈善是由资本主导的，捐赠者捐助的财物

越多，对社会的影响力越大。 但资本的意志并不一

定能够体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 慈善业过于发达

可能会左右政府的决策，有将政府演变为富人政府

的危险。 相反，税收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是全体社

会成员的共同意志，能够更好地限制资本，从而实现

社会的公平。 基于上述三方面的理由，笔者认为，要
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税收公平、加强税制改革是至关

重要的制度建设。
税收制度是国家的核心政治制度之一。 税收不

仅是一个国家之政府维持运转的资金来源，也是构

建社会保障体系③、建立覆盖全民的优质公立教育

的主要资金来源。 一个公平而有效的税收制度是实

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对于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

来说，公平是不可或缺的价值。 无论一种税收制度

如何有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增长，如何有助于提高

经济运行的效率，如果这种税收制度是不公平的，人
在相应的税收安排中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那么这

种税收制度就是需要改进的。 正是由于公平对于税

收制度的重要意义，在税收理论建构之初，税收公平

问题就进入了研究者们的视野。 下面，笔者结合现

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税收平等原则和当代著

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对公平问题的讨论，探
讨“税收公平”的确切含义，并揭示“税收公平”与

“效率原则”之间的内在张力。

二、亚当·斯密论税收公平

１７ 世纪中叶，在西方经济学创立之初，人们就

已经开始探讨税收公平的问题。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

始人威廉·配第（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ｔｔｙ）在《赋税论》和《政
治算术》等著作中阐述了自己对税收公平的看法。
威廉·配第认为，所谓“公平”就是税收要对任何

人、任何东西“无所偏袒”，应根据纳税人的不同能

力征收数量不同的税，而且税负也不能过量。 亚

当·斯密继承了配第的思想，在《国富论》中进一步

阐发了税收公平的含义。 在亚当·斯密看来，税收

应该由所有国民共同承担，他反对贵族的免税特权。
而且，税收应该由地租、利润和工资三种个人收入共

同负担。 在具体的税收额度上，应该按照自然形成

的社会财富分配情况，按同比例税率征税。 亚当·
斯密将自己关于税收公平的理论总结为平等原则，
并将其作为四种税收原则的第一种原则。 他论述

道：“一国的国民，都须在可能的范围内，按照各自

能力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 一个大国的各个

人必须缴纳政府费用，正如一个大地产的公共租地

者须按照各自在该地产商所收益的比例提供他的管

理费用一样。 所谓的税负的平等或不平等，就看对

这种原则是尊重还是忽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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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对税收平等原则的规定一直延续到

当代讨论之中。 当代学者将亚当·斯密的税收公平

思想总结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 横向公平指的

是：条件相同的人应缴纳相同的税；纵向公平指的

是：条件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⑤然而，横向公

平和纵向公平的说法是含混不清的，这两条公平原

则只是大概指出了支付能力强、在经济活动中处于

优势的公民应该承担较多的税负，而支付能力弱、在
经济活动中处于劣势的公民应承担较少的税负。 至

于这种多、少是绝对差值还是比例差值，收入极低社

会成员是否可以不承担税负等具体问题都没有给出

明确的规定。 然而，这些细节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

都将成为有关税收是否公平的焦点问题。 因此，本
文试图回到亚当·斯密，探究他是否对税收公平给

出了具体的、可量化的规定。
亚当·斯密在讨论税收的平等原则时，对于何

谓“公平”进行了确切地规定：在具体的税收额度

上，应该按照自然形成的⑥社会财富分配情况，按同

比例税率征税。 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规定。 依据这

一论述，税收制度应该在搞清楚社会财富分配状况

（即每个社会成员的收入＋财产）的前提下，按照同

样的比例对所有人征税。 例如，如果 Ａ 所拥有的财

富总量是 １ 万元，而 Ｂ 所拥有的财富总量是 １００ 万

元，那么，按照同样的比例征税，假设税率为 ３％，Ａ
就应缴纳 ３００ 元税款，而 Ｂ 则应缴纳 ３００００ 元税款。

亚当·斯密如此设计税收公平原则，有两个论

证理由。 第一，人们联合起来形成国家和政府，所有

人都从这一政治结构中获益，所以人们有义务共同

承担维持这一政府的各种费用。 在亚当·斯密著书

立说的时代，社会契约论正流行于西欧各国，亚当·
斯密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因此，他对税收公平的讨

论与社会契约论对国家和政府的理解是一致的。 依

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们放弃一部分自然权利、缔
结契约组成国家，其目的就是要获得国家的保护，而
这种保护不仅包括对人们生命的保护，还包括对人

们财产的保护。⑦同时，对人们生命的保护意味着国

家和社会有责任以集体之力为人们生命的延续提供

各种必需品。 正是为了筹集资金为每个社会成员提

供保护和必需的生活条件，税收制度才成为一种必

要的、合法的政治制度。 依据这一推理，在确定谁应

该缴纳多少税款的问题上，公民从国家获得的保护

越多、受益越多，应该缴纳的税款就越多；而公民的

财产越多得到的保护就越大。 所以，正如亚当·斯

密所言，应该按照财富的自然分布状况，向所有公民

同比例地收取税款。 这种对税收的解释也被称为税

收制度的“利益说”，与社会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一脉

相承，霍布斯、亚当·斯密、卢梭等思想家都曾阐述

过这种理论。 第二，税收平等原则依据人们所占有

的财富征收同比例的税收，这一原则没有偏袒任何

社会成员，是一个中立原则。 人们通常认为，一种规

则如果没有偏袒任何一方的参与者，那么它就是一

种公平的规则。 亚当·斯密给出的税收方案正是这

样，这一方案将依据人们的财富状况以同等比例收

取税款，无论人们财富的是多还是少，都缴纳同样比

例的税收。 从绝对数值来看，富裕者缴纳的税款多，
贫穷者缴纳的税款少，但比例是一样的，这就是一视

同仁。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税收方案不会改变社会

财富的自然分配状况以及贫富之间的力量对比。 因

此，同比例税收的方案是最尊重自由市场的税收方

案，同时也就是最尊重人们自由的税收方案。 可以

说，在亚当·斯密建议的税收方案中“平等”和“自
由”两种政治价值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从上述两方面看，亚当·斯密的税收平等原则

确实有平等待人的“公平”特征。 然而，出于两个方

面原因，亚当·斯密最初给出的税收公平方案却是

欠公平的。 下面，我将结合罗尔斯的公平合作理论

具体分析亚当·斯密的税收公平理论的两个问题。

三、约翰·罗尔斯论公平合作

亚当·斯密的税收平等原则要求依据社会财富

的自然分配情况，同比例地征税。 出于下述两个原

因，这一原则有可能偏离真正的公平：一是对于非常

穷困的社会成员来说，缴纳税款可能意味着他们的

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二是中立的税收制度是

否公平依赖于市场的初次分配是否公平，而后者的

公平性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保证。
第一，如果对所有公民依据其所拥有的财富

（收入＋财产）同比例地征税，那么，对于一些挣扎在

生存线上的公民来说，这样的税收就会危及他们生

命的延续。 假设，一个刚参加工作的非熟练工人，其
每月收入都必须用于养家糊口，这时如果政府还要

从其微薄的收入中收取一部分税款，那他就会被逼

到崩溃的边缘。 依据社会契约论的理解，如果一个

人通过一份全职的工作，其税后收入还不足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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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体面的生活，那么这就违背了人们最初缔结社

会契约的初衷。 保证每个公民获取足够的生活必需

品，这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而不应该被看作完全是

公民自己的事。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为其社会成员提

供生活下去的必需品，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缔结社

会契约进入社会，也就不再对他人和社会负有任何

义务；相应地，也就不应再缴纳任何税收。 正如美国

学者迈克尔·沃尔泽（Ｍｉｃｈａｌｅ Ｗａｌｚｅｒ）所说，对于社

会契约的准确解释是：“它是一个对成员的资源进

行再分配的协议，它依据的是成员们对其需要的共

识，随具体的政治决定而变化。”⑧也就是说，社会契

约是一个关于如何分配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的约

定。 在共同体成员对何谓“需要”达成共识的情况

下，社会分配必须首先满足每一个政治共同体成员

的需要。 因此，如果一种税收制度危及某些人的基

本生活需求，那么这样的制度就丧失了合法性，就是

不道德的。
实际上，所谓同比例的税收对于财富量不等的

社会成员来说，其影响是有很大不同的。 对于拥有

的财富量越少的社会成员，其影响越大。 例如，对于

一个月收入 １０ 万元的白领来说，上缴其收入的 １０％
作为税款，并不会对其生活质量产生多大的影响。
但是，对于一个月收入低于 １０００ 元的工人来说，上
缴其收入的 １０％的税收就将对其生活造成实质性

的影响。⑨由此看来，亚当·斯密所说的税收平等原

则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公平。 税收制度不能危及人们

对生活必需品的获取，不能毁掉穷苦者的生活。 因

此，在亚当·斯密所说的平等原则的基础上，至少应

该加上一个“起征点”的限制；亦即个人所拥有的财

富（收入＋财产）在某一起征点之下的社会成员应该

免除税负。 而且，从税收对于财富拥有量不同的社

会成员的福利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角度来看，真
正公平的税收应该是累进性质的，而不是同比例的。

第二，亚当·斯密的税收公平理论的显著特征

“中立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平性。 税收制度在富

人和穷人之间保持中立，这是亚当·斯密对公平性

的阐释，体现了他对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的尊重。
然而，将“中立性”等同于“公平性”的必要前提是：
自由市场对财富的初次分配是“公平的”。 因为，只
有当自由市场对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是公平的，按
照社会财富的自然分配同比例征税才可能是公平

的。 如果自由市场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本身就混入了

不公平的因素，那么对自由市场的尊重并不能维护

社会合作的“公平性”。 然而，自由市场对社会财富

的分配却往往并非公平。 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

对社会合作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
罗尔斯将包括生产、销售、分配等各个环节在内

的自由市场看作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合作形式。 在这

种合作中一些人获利多，一些人获利少。 罗尔斯将

获利较多的一方称为“禀赋较好者”，这些人通常有

较多的财富、权力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 较好的

“禀赋”使得他们在社会合作的议价过程中处于优

势地位，能迫使社会合作的条件偏向自己一方。 相

反，在社会合作中一些人获利较少，这源于他们较低

的议价能力，这些人所拥有的财富少、权力小，社会

地位不高，在议价过程中处于劣势。 事实上，亚当·
斯密对于自由市场中广泛存在的议价能力不对等的

问题也有论述。 在讨论劳动力市场上雇主与工人之

间的工资博弈时，亚当·斯密写道：“在一般情况

下，要预知劳资两方谁占有利地位，谁能迫使对方接

受自己提出的条件，决非难事。 雇主的人数少，团结

较易。 加之，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

律禁止。 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 有许多

议会的法令取缔为提高劳动价格而结合的团体，但
没有一个法令取缔为减低劳动价格而结合的组织。
况且，在争议当中，雇主总比劳动者较能持久。 地

主、农业家、制造者或商人，纵使不雇佣一个劳动者，
亦往往能靠既经蓄得的资本维持一两年生活；失业

劳动者，能支持一年的简直没有。 就长期说，雇主需

要劳动者的程度，也许和劳动者需要雇主的程度相

同，但雇主的需要没有劳动者那样迫切。”⑩从这段

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主由于占有生产资料，所
以在议价过程中占有相对的优势，能够将付给工人

的工资压得足够低。 因此，从不对等的议价能力来

看，自由市场对社会财富的最初分配并不总是公平

的。 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总是倾向于议价能力较强

的一方，其结果总是将更多的社会财富分配给既有

财富较多的人。 从罗尔斯关于公平合作的观点来

看，亚当·斯密的平等原则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保持

中立，这并不意味着税收“公平”，真正的公平应该

是站在穷人（禀赋较差者）一方，向富人（禀赋较好

者）一方提出合作的条件，而这种社会合作的公平

条件就是罗尔斯正义学说中的“差别原则”。
在罗尔斯的正义学说中，平等和效率是社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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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要考虑的两种重要价值。 如果一种社会分配过分

强调平等，那么就使得社会合作缺乏效率，社会生产

的财富总量就会减少；相反，如果经济活动一味地追

求效率，社会财富总量虽然大大增加，但由于分配的

不平等，社会中的“最小受惠者” （即从社会合作中

获利最少的一部分人）的所得就会减少。 罗尔斯认

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使得最小受惠者的利益达

到可能的最大值。 在罗尔斯看来，差别原则表达了

一种“互惠”的观念（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在

一种合作机制中，当一些人的所得以另一些人的损

失为代价的时候，这个合作就不再是“互惠”的，也
就不再是正义的了。 所以，当“最小受惠者”的利益

达到最大值的时候，社会中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就不

应该再加剧。 如果不平等程度继续加深，人们之间

的互惠关系就会被破坏，而社会分配就是不正义的

了，社会合作也就不公平了。 当然，罗尔斯也同意，
在一种合作关系中，合作中的优势方（禀赋较好的

一方）和弱势方（禀赋较差的一方）有着平等的权利

要求期望的最大值，这似乎意味着合作的公平条件

是“最大化两种期望的一个加权均值”。 然而，罗尔

斯却认为，如果将合作的公平条件设定为“最大化

两种期望的一个加权均值”而不是“弱势方的最大

期望值”，就不恰当地给予了优势方某种重视，这将

再次优惠在禀赋方面已经受惠的一方。 而这种禀赋

上的“优势”无论是自然的（例如较高的智商），还是

社会的（例如继承了一大笔遗产），都与行为者个人

的努力无关，都是“不应得”的。 因此，一种公平的

社会合作，其合作条件应该偏向禀赋较差的一方，而
不是在禀赋较好者与禀赋较差者之间保持中立。 由

此，罗尔斯认为差别原则才是互惠的社会合作的公

平条件，而不是“双方期望的加权均值最大化”。
罗尔斯的公平合作理论为我们讨论税收公平提

供了新的思路。 按照罗尔斯的理解，自由市场对社

会财富的初次分配并不能保证公平，因此，可以借助

税收等政府手段主动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也就是

进行“再分配”。 通过税收等再分配手段对社会财

富分配进行调节，缩小贫富差距，其最终的目的是使

得社会合作中的“最小受惠者”的期望达到最大值。
具体说来，罗尔斯的公平合作理论主张对禀赋不同

的社会成员收取不同比例的税款。 相比于禀赋较差

者，禀赋较好者应承担更多税负，这样才能矫正自由

市场的初次分配所带来的不公平。 所以，罗尔斯的

公平合作理论将支持“累进”性质的税收制度而不

是等比例的税收制度。
对比亚当·斯密的税收平等原则和罗尔斯的公

平合作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亚当·斯密的平等原则

所规定的税收制度只具有为社会的公共部门筹集资

金的功能，而以罗尔斯的公平合作理论为基础的税

收体制则具备了再分配的功能，能够改变禀赋较好

者和禀赋较差者之间的博弈格局。 亦即通过税收制

度增进社会中最小受惠者利益的期望值，调节自由

市场中“禀赋较好者”和“禀赋较差者”之间的力量

对比，保证在强者与弱者的合作中，弱者的利益达到

可能的最大值。

四、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张力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到，一种公平的税收制度

应该是针对人们在初次分配之中所获得的财富设定

一个起征点的、“累进性”的税收制度。 但在具体的

制度设计中，税收制度往往会偏离这个目标。 在笔

者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之间

的紧张关系。 “效率原则”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

托（Ｖｉｌｆｒｅｄｏ Ｐａｒｅｔｏ） 提出的，也被称为 “帕累托最

优”。 这是一种经济学中常用的、判断某种制度结

构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原则，其含义是：“一种结

构，当改变它以使一些人（至少一个）状况变好的同

时不可能不使其他人（至少一个）状况变坏时，这种

结构就是有效率的。”对于税收制度来说，如果一

种税收制度能够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情况下最大

限度地增进社会整体利益，那么这种税收制度就是

有效率的。 与政治哲学强调公平不同，效率往往是

经济学最看重的制度价值。
结合亚当·斯密对税收公平的讨论，我们可以

依据下述思路来探讨税收制度的效率问题。 亚当·
斯密认为应该依据人们所拥有的财富量来征税。 但

在具体的社会现实中，这些财富的成分非常复杂，有
增量也有存量，有从各种来源获得的收入如地租、利
润、工资等。 为了突出税收与效率的关系，本文从财

富之用途的角度将人们所拥有的所有财富分为两

类：用于投资的财富和用于消费的财富。 人们手里

的财富，无论其来源如何、性质如何，其用途只能有

两种，一是投资，二是消费。 相应地，税收也可以

被分为针对这两种用途的财富而征收的税种：本文

将针对人们用于投资的财富而征收的税种称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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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税”，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税、增值税、房产

税等；将针对人们用于消费的财富而征收的税种

称为“消费税”。 下面就从投资税和消费税两方面

分析税收制度偏离公平原则的根本原因。
第一，任何针对人们用于或打算用于投资之财

富的税收都将打击人们投资的积极性，都将减少投

资的总量。 而如果投资总量变少了，那么社会财富

的增长就会变慢，经济活动的效率就会降低。 正是

出于这一原因，各国政府都致力于刺激和吸引投资，
增大投资总量，而减税则是最重要的政策之一。 税

收与投资总量的关系很早就被经济学家们注意到

了，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从古至今的经济学家们纷纷

主张减少与投资相关的税收。 例如，活跃于 １９ 世纪

初的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认为，税收不可侵蚀税

本。 也就是说，人们用于投资的财富是经济增长的

“基础”，所以不能对这部分财富征税。 如果对资本

或者潜在的资本征税，那将侵蚀经济增长的根基。
又如，与西斯蒙第同时期的另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庸
俗政治经济学派的创始人让·巴蒂斯特·萨伊认

为，税收制度应该遵循“最低程度地妨碍再生产”原
则。 这也是主张最大限度减少对人们用于投资之财

富的税收。 再有，１９ 世纪末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认

为，在税种的选择上，如果将资本和财产作为税源将

危害资本，阻碍经济增长。 在税种选择的问题上，亚
当·斯密也反对向资本和财产征税。 他认为，这样

会导致资本向国外流动：“一国税收如有驱逐国内

资本的倾向，那么，资本被驱逐出去多少，君主及社

会两方面的收入源泉就要枯竭多少。 资本向外移

动，不但资本利润，就是土地地租和劳动工资，亦必

因而缩减。”可以预见的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

之下，如果一国增加对“投资”的税收，那么这一资

本就很有可能转移到税收较低的其他国家，而该国

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严重打击。 皮凯蒂构想了一种

全球资本税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目前的国际关

系状况下，这一制度设计还只能是纸上谈兵。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看到，依据效率原则，为了最

大限度地增进社会总体福利，税收制度应该减少

“投资税”而增加“消费税”。 然而，这样的税收制度

显然是与税收公平背道而驰的。 人们拥有的财富量

不同，财富较多者的财富用于投资的比例必然大于

财富较少者。 因为，对于财富较少者来说，其大部分

财富都必须用于维持基本生活，都必须用于购买必

需品。 特别是对于较低收入阶层的社会成员来说，
他们或许倾其所有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根本没有

“闲钱”来投资。 因此，如果一种税收制度减少“投
资税”而增加“消费税”，那么就是间接地减少针对

富人的税收而增大对穷人的税收。 这种“累退”性

质的税收违背了税收公平的基本理念。 对于税收制

度的设计，要追求公平就应增加“投资税”，而要追

求效率就应减少“投资税”；那么，在公平和效率之

间应如何取舍呢？ 用于投资的财富与用于消费的财

富之间应保持什么样的比例呢？ 罗尔斯提出的公平

机会的平等原则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具体的答案。
“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ａｉｒ ｏｐｐｏｒ⁃

ｔｕｎｉｔｙ）是罗尔斯第二条正义原则的第二部分。 这一

原则力图保证“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

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

和成就前景”。 这是一种实质性的机会平等观念，
要求通过社会分配的调整确保社会中处于不同社会

境况中的人们拥有获得相应才能的同等机会，是一

种试图“补偿”一些人较差的社会境况的平等理想。
在罗尔斯的正义学说中，“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是
处于第二优先地位的正义原则。 罗尔斯认为，在设

计正义的社会制度时，要保证人们的基本自由，保证

人们的机会平等（即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所规定的

机会平等），还要让最小受惠者的期望最大化（差别

原则），最后才考虑社会财富总量最大化以及经济

活动的效率。 因此，在罗尔斯看来公平机会的平等

是优先于社会合作的效率的。 换句话说，为了人们

之间实质性的机会平等，可以牺牲经济活动的效率。
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拿出多少财富来投资再生

产，以多少财富向人们提供公共产品并保证人们之

间的机会平等？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罗尔斯提出了

“正义的存储”这一观念。 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存储

不仅向人们提出了为了下一代的利益而进行储存的

要求，而且也给出了积累率的上限，即这种积累不能

破坏人们之间的公平机会的平等。 由此，罗尔斯对

社会财富之存储率的限度给出了更为精准的阐述：
一种过高的储存率必须最终减轻承受这一重负的人

们的负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决定增加存储

率（亦即增加投资，人们存在银行里的钱最终也用

于投资），那么这部分增大的投资应该最终使得那

些为此而承担重负的人们获益，而且不能影响到维

持人们之间机会平等的公共产品的供应。 这里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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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对投资征税，实际上是将一部分本来用于存

储的财富用于消费。 因为，税收的目的是提供公共

产品，筹集到的财富最终将被消耗掉。 所以，如果增

加“投资税”就降低了社会财富的存储率，而减少

“投资税”则增加了社会财富的存储率。
在罗尔斯的分析中，一个社会的存储率是通过

税收制度调节的，而存储率又与人们之间的机会平

等直接相关。 举例说明，一个社会如果降低了针对

投资的税收，筹集的公共基金就会减少，那么在教

育、医疗等领域提供的公共产品就会减少，或者质量

变差，而这将直接影响到人们之间的机会平等。 那

些出身贫寒、社会地位不高的社会成员就很难获取

到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这会影响到他们才能

的培养，并最终使得他们在争夺资源的社会竞争中

处于劣势。 因此，罗尔斯的观点即是，我们如何确定

对于社会财富的存储率，要以保证机会平等为限，对
投资减税的程度要看减税是否最终危及不同社会成

员之间的机会平等。 在增大投资和维护平等的两难

问题上，罗尔斯批评了凯恩斯的观点。 凯恩斯认为，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有助于资本的急剧增加，较高的

积累率使得社会整体利益的快速增长成为可能。

然而，罗尔斯认为，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会危害公

平机会的平等原则。 相比于社会财富的增长，以及

一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阶层人们的公平机会的平

等具有更大的道德意义，是更为重要的。
第二，我们再来看看针对消费的税收是如何偏

离税收公平原则的。 对人们将用于消费的财富征

税，这在制度设计中是通过征收消费税，即对消费品

征税而实现的。 对消费品征税，将导致消费品价格

升高，税负最终通常由消费者承担。 如果对所有消

费品征收同比例的税收，那么消费品之间的相对价

格就不会改变，税收就不会改变人们的消费结构。
相反，如果对一些消费品征收较高的税，而对另一些

消费品征收较低的税，人们就会倾向于购买税收比

例较低的商品，就有可能改变人们的消费结构。 如

果征税引起市场相对价格的改变，干扰人们的选择，
导致市场机制扭曲，这将带来经济福利的损失，这种

损失被称为“税收超额负担”。 相反，不改变社会

的消费结构、不改变市场相对价格的税收满足“中
性原则”，从效率的角度看是更为有效的税收策

略。 因此，如何最低限度地影响商品的市场相对价

格，最大程度地减少“税收超额负担”，就成为提高

税收效率的关键。
对于不同的商品，人们的需求弹性是不同的。

例如，对于生活必需品，人们的需求弹性非常小，可
以说是“刚性需求”。 也就是说，无论其价格多高，
生活必需品都是要购买的。 因此，如果对生活必需

品征税，导致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并不会使得人

们对必需品的需求减少。 相反，对于奢侈品，人们的

需求弹性很大，如果对奢侈品征税，则很有可能导致

需求减少，扭曲原有的市场结构，产生税收超额负

担。 因此，从提高税收效率的角度考虑，为了最大限

度地减少税收超额负担，应该对奢侈品减税而对必

需品增税。 显而易见，上述针对消费品的税收方案

是不公平的。 生活必需品是每个人都要消费的，而
奢侈品则仅仅是少数富人的消费品。 而且，对于财

富总量较少的人来说，对必需品的消费占其消费总

量的比例远远大于奢侈品消费所占的比例。 于是，
再一次，一种有效率的对消费品征税的方案是“累
退”性质的穷人多交税而富人少交税，这完全背离

了税收公平原则。
第三，税收公平原则不仅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

处处受阻，而且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很难实现。
本文仅从“税收转嫁”的角度讨论实现税收公平的

困难。 在具体的税收制度中，“累进制”的个人所得

税通常被认为能够很好地发挥税收的再分配功能，
实现税收公平。 然而，由于税收转嫁的存在，这一制

度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例如，通
常来说，在经济活动中，垄断行业（如金融业）从业

人员的收入会比较高，而充分竞争行业（如农、林、
牧、渔等行业）的收入则相对较低。 为了缩小人们

之间收入的不平等，国家征收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
按理说，高收入行业的人员多交税，而低收入行业的

人员少交税，然而，对于垄断行业来说，消费者没有

别的选择，他们可以轻易地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并
由此保证税后收入不变；相反，充分竞争行业却无法

很好地转嫁税收，而必须从自己的所得中扣除税收。
所以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可能会适得其反，不
仅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增大了贫富差距。可

见，通过税收制度的设计和实施而改变社会财富的

分配结构、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公平正义很困难。
综上所述，为了增大社会财富的总量，一种旨在

提高效率的税收制度主张对人们用于消费的财富收

税，而不是对人们用于投资的财富收税；并且主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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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弹性较低的必需品征税，而不是对需求弹性较

高的奢侈品征税。 在这样的税收制度中，税负将完

全由财富拥有量较少的社会成员承担。 因为，他们

几乎没有可用于投资的财富，而且也没有用于购买

奢侈品的财富。 他们的财富大部分用于购买必需

品，以及需求弹性较小的商品，而这部分商品则是主

要的税源。 由此看来，在税收制度的设计中，效率原

则往往与公平原则背道而驰，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
在维护公平还是提高效率的问题上，正如罗尔斯所

说，公平是优先于效率的，只有在保证公平的前提条

件下，才能考虑效率问题；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效

率而保证公平。 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
们的税制改革一定要优先考虑公平性问题，加大资

源税、房产税、资本税等直接税的征收力度，同时避

免向必需品征税，并努力将财产和收入都纳入征税

的范围。 另外，除了如何收税的问题之外，税款怎么

使用的问题也与税收制度的公平性息息相关。 就实

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来说，税款的使用除了维持

政府运转所需的必要资金外，其余的资金应该主要

用于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和优质的公立教育。 只有当

税款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切实保障所有社会成

员的基本生活，促进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机会平等，
这样的税收制度才可能得到人们的认同，才可能体

现公平原则，并成为人们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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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与社会正义”研究专题】

论相对剥夺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左 高 山　 　 　 赵 　 琦

摘　 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奋斗目标，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实现共同富裕要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相对剥夺的现象，这是人们容易

忽视的问题。 不消除实现共同富裕中可能出现的人民群众的相对剥夺感，将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甚至引发严重危

机。 因此，实现共同富裕应当避免或者消除相对剥夺，而不是简单地治理或消除相对贫困，因为消除相对剥夺比消

除相对贫困更为艰难。 当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之后，不同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对剥夺感将自然消失。
关键词：相对剥夺；共同富裕；价值判断；道德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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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

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①这一论断表明了

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那些简单地把共

同富裕等同于相对贫困治理②或者理解为提高相对

贫困治理能力③的观点，没有充分认识到共同富裕

作为一个长远目标其实现过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

和复杂性。 共同富裕既包括物质上的共同富裕，也
包含精神上的共同富裕，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④，这也意味着实现

共同富裕要防止或者消除人民群众可能出现的相对

剥夺感。 因为物质上的共同富裕不等于精神上的共

同富裕，不消除实现共同富裕中的相对剥夺感，就没

有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本文主要从道德心理学

的维度反思相对剥夺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深入

分析消除或减少人民群众尤其是“后富”的相对剥

夺感，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关于

相对剥夺及其本质问题，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

本》一文中有过精彩的论述。

一、“小房子”与“宫殿”：
马克思的“相对剥夺”隐喻

　 　 马克思善于利用“隐喻”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

无情的批判，隐喻在马克思这里不仅仅是一种修辞

艺术，更是一种独特的认知和批判方式。 例如，马克

思用“机械怪物”隐喻指称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器大

工业⑤，“吸血鬼”隐喻指称资本⑥，“魔术师”隐喻

指称资本主义社会⑦，这些形象的隐喻道出了资本

主义社会的本质。 马克思用“小房子”与“宫殿”隐
喻因贫富差距而导致的工人的相对剥夺心理，他指

出：如果没有比较，“小房子”是能够满足居住者的

“一切要求”的。 但是，一旦与“宫殿”比较，“小房

子”就变成了“茅舍”，意味着居住环境之差。 随着

社会的进步，即使“小房子”的规模扩大，但只要“宫
殿”继续扩大，“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越发觉得不

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⑧，这种感受即

相对剥夺感。 虽然“小房子”居住者的条件得到了改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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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但是在与“宫殿”居住者的比较中产生了严重的

心理失衡。 马克思进一步对工人工资的增加和生产

资本的增长进行比较，他指出：生产资本的增长是工

人工资增加的前提，会导致财富、奢侈、需要和享受

的增长。 然而，尽管工人的享受增加了，但是与社会

发展水平和资本家的享受相比，工人的满足感反而

下降了。 因为工人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
不是以满足他们的物品为衡量标准，而是以社会为

尺度。 因此，工人的需要和享受具有 “相对的性

质”⑨。 马克思的经典论述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相
对剥夺”概念，但已经提出了类似的思想，比当代西

方流行的相对剥夺理论早了 １００ 多年，这一概念被

广泛地用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 影响较大的是美国

著名社会学家泰德·罗伯特·古尔的相对剥夺理

论，他认为相对剥夺是行动者对价值期待和价值能

力之间不一致的感知，人们的价值期待往往高于价

值能力。⑩例如，社会成员对国家现代化不断增长的

期望值与国家发展的实际状况之间存在的巨大差

距，容易导致“相对剥夺”现象。 从马克思的论述

可以看出，“相对剥夺”主要是针对经济或物质上被

剥夺的感觉，相对剥夺感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群

体的一种心理感受，而且这种剥夺心理是在其物质

条件得到改善的情况下由于比较群体增长速度更快

而产生的，也体现了工人要求改变被剥夺状况的愿

望，而这种愿望往往会转化成积极的或者消极的社

会行动。
“小房子”和“宫殿”的相对剥夺隐喻是针对资

本主义社会贫富严重分化现象而言的，根据马克思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小房子”的居住者要像

“宫殿”的居住者一样实现“共同富裕”，在资本主义

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剥夺了剥夺者”的社

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性。 因此，实现

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目标。 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包括：通过社会化生产，保
证一切社会成员拥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并保证其体

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通过劳动

共享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恩格斯指出：“在人人

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

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

智力所需的资料。”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保障所

有成员参与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和管理，使社会生

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从而满足每一个人的合理

需要。马克思的隐喻强调了心理或精神因素的影

响，我们在讨论实现共同富裕时，要充分地认识到

“需要和享受”的相对性，防止出现严重的相对剥夺

感。 尽管相对剥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
是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出现

的相对剥夺现象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
人们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感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因素有

着根本的区别。 不过，马克思的“小房子”与“宫殿”
隐喻对于我们深入共同富裕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

值和启发意义。

二、共同富裕：从政治遗嘱到价值判断

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他的系列重要论述尤其是“南
巡讲话”中，由于他提出的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

没有实现，因此可以将其称之为邓小平向人民提前

交代的一份“政治遗嘱”或者“政治遗产”。 邓小平

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根

本特点，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而非两极分化，才是

社会主义的目的。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最大

的优越性，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强

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

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允许先富”—“先富带后

富”—“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
“允许先富”是邓小平反复考虑和强调的重要

问题，他认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
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如果我们

不能充分地认识邓小平提出的“允许”一词的政治

意义，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先富共富”战略和实现共

同富裕的最终目的。 允许“部分先富”，是以邓小平

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和平均主义导致的共同落后和共同贫穷开出的

“药方”，这一战略决策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伟大政治

家的巨大政治勇气和高超政治智慧。 然而，由于部

分人忽略了“允许”的重要性，导致部分“先富”对共

同富裕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也导致部分“后富”对共

同富裕产生了质疑。 “允许先富”包含着先富与后

富、先富与共富的关系，也涉及目的善与手段善的关

系问题，正确理解这些关系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有着

决定性的作用。 不可否认，“允许先富”是通向共同

富裕的前提，但它也可能导致两极分化，因此必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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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先富”与“共富”具有同一性而非对立性关系，“先
富”只是实现“共富”的手段，“共富”才是“先富”的
目的。 具体而言，其同一性体现为：“先富”示范和

带动“后富”，“后富”学习“先富”，从而推动全国人

民共同富裕。 同时，“先富”还可以通过精准扶贫支

援“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问

题的复杂性，“先富”与“共富”存在差别和矛盾。 因

为“允许先富”并不必然导致共同富裕，甚至存在两

极分化的可能性。 “先富”带“后富”并不是自发的、
自动的过程，有些“先富”甚至忘记了“共富”这个终

极目标，不愿意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先
富”的示范、带动作用也不是无限的。 因此，需要党

和政府做好顶层设计，积极推进“共富”工作，包括

必要的宣传、斗争和科学的决策，否则，就可能出现

“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

生”。 “允许先富”主要依靠物质利益驱动首先实

现物质上的富裕，而共同富裕则需要物质利益动力

机制和精神激励机制的双重作用，通过坚持社会主

义集体主义的原则，大力弘扬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

高尚精神，实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共同富裕。

需要指出的是，“先富”带动“后富”是一种“义
务”。 邓小平强调：“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

义务。”很多人忽略了“带动”是“先富”的一种责

任，进而言之，“先富”对于“后富”在道义上有一种

不可推卸的义务。 因为“先富”比“后富”先富起来

是科学决策的结果，是由于改革开放的相关政策对

某些个人、企业和地区进行了适当的倾斜和特殊优

惠。 例如，广东成为“先富”，离不开中央允许的财

政上先行大包干体制、利用外资的灵活政策等。 尽

管广东毗邻港澳地区，具有地理位置优势，但都不能

与“体制”和“政策”优势相比，没有中央的“允许先

富”和优惠政策，就不可能成为“先富”。沿海地区

由于受到政府的“先富”政策和市场力量的“双重”
优惠，因而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更为迅速，实际

上出现了对“后富”的相对剥夺，如果地区贫富差距

持续扩大将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

现。 “先富”在政策和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住上了“宫
殿”无可厚非，但是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住上了

“宫殿”的“先富”还需要带动住在“小房子”里的

“后富”有朝一日也能住进“宫殿”，即实现共同富

裕。 然而，由于存在部分“先富”通过不正当手段暴

富，与“后富”形成了极大的对比，从而引发人民群

众的不满。 少数“先富”大肆挥霍、炫耀性消费，甚
至大搞封建迷信活动，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忘记

了国家“允许先富”的初衷，也忘记了带动“后富”的
义务。 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先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

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 “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

题”。
习近平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一步丰富

和发展了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思想，并把共同富

裕作为改革发展成功与否的“最终判断标准”。
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社会理想，也是一种重

要的价值判断标准。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少

数人的富裕”，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

队”。 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人民，“允许先富”
的主体是少数人，是党和政府科学决策而非随机选

择的结果，即通过政策允许哪些人和哪些地区先富

起来。 因为共同富裕惠及全体人民，人民群众就会

满意和支持，在道德上就具有正当性；如果只是少数

人的富裕，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人民群众就会不

满和反对，在道德上也得不到辩护。 习近平强调的

“全体人民”，是其“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具体体

现，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也体现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 “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实现共同富裕

需要将人民利益置于首要位置，也需要全体人民的

参与，真正实现“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
牢植根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既然共同富裕是

“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必须以人民是否满意作

为最终的评价标准，具体体现在以人民是否满意作

为改革标准、工作标准和政治标准。

共同富裕靠勤劳智慧来创造。劳动是实现共

同富裕与幸福生活的源泉，“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

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
劳动是人赖以存在的前提，体现了人存在的本质。
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有着本质区

别。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

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

生活的一种手段。”通过勤劳智慧实现共同富裕就

是要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产劳动给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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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

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
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从一种负担变

成一种快乐”。 全体人民通过劳动实现共同富裕，
劳动构成了劳动者实现体面而有尊严生活的一部

分。 实现共同富裕要靠各行各业人们的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科学劳动。劳动不仅是促进社会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也是人们获得幸福生活的手

段。 这样，劳动本身就具有不可或缺的伦理价值，是
实现人类终极目的的途径。

共同富裕应当“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 换言之，增强人民群

众四种重要的心理感受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目

标之一，同时也表明，实现共同富裕应当避免或者消

除人民群众的相对剥夺感。 进而言之，我们说共同

富裕成为一种价值判断，不仅意味着共同富裕带来

的好处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
而且让人民群众在心理上感到满足、精神上感到愉

悦。 习近平指出：“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也
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的人。”在实现共同富

裕的过程中，劳动者不仅通过劳动创造更多的物质

财富，而且使自己的人格在创造中升华，主动承担起

个人幸福、社会发展、民族复兴的重任，在各自的岗

位上做好自己的事情，从而实现精神上的富足。
综上所述，邓小平提出的“允许先富”具有重要

的示范力量，为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习近

平根据中国国情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其作为

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作为改革成功与

否“最终的判断标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对

共同富裕的价值认识。 “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

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

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稳定

压倒一切”中的“稳定”、“效率优先”中的“效率”一
样，“共同富裕”实际上成了一个价值判断词。 换言

之，共同富裕是好的，贫富两极分化是不好的；“先
富”带动“后富”是好的，反之则是不好的。 显然，共
同富裕并非指的是当下的实然状态，而是指向未来

理想社会的应然状态，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价值导

向和目标约束作用，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

一，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基于“人
民至上”的价值选择。 邓小平和习近平都指出了实

现共同富裕要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也就是要

消除绝对剥夺，我们也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实现

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相对剥夺，这就需

要我们重新反思马克思的“小房子” 与“宫殿” 的

隐喻。

三、绝对优胜抑或绝对平等：“先富”与“后富”
期待共同富裕吗？

　 　 通常而言，人们都企求符合正义和平等的原则，
但是平民期待“绝对的平等”，而“财富方面优裕的

人”则主张“绝对地优胜”。 亚里士多德所言的这

种状况在阶级社会一直存在着，甚至成为阶级冲突

和社会革命的重要原因。 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
“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他人占着便宜，心中就

充满了不平情绪，企图同样达到平等的境界。 另一

些人的确有所优越，看到那些不能和自己相比拟的

人们却所得相等，甚至反而更多，也就心中激起了不

平情绪，企图达到优越（不平等）的境界。 ———这些

情绪也许都有道理，也许都不应该———于是，较低的

人们为了求得平等而成为革命家，同等的人们为了

取得优越（不平等）也成为革命家”。 亚里士多德

的论述隐含了“相对剥夺”的两种状况：前者可以称

之为基于追求平等而产生的相对剥夺，即物质上类

似的群体中有人“占着便宜”，而没有占到便宜的人

因此产生了不平等感，并试图达到平等的情况，由此

引发相对剥夺感；后者可以称之为基于维护不平等

而产生的相对剥夺，即物质条件存在明显差别的群

体中处于“优越”地位的一方被劣势方追平或者反

超而产生不平情绪，试图恢复原有的“优越”地位，
由此产生了相对剥夺感。 上述两种情况都可能诱发

社会革命或者变革。 当代相对剥夺理论大多只考虑

第一种情形，即认为相对剥夺主要是弱势群体的心

理特征，也是导致弱势群体出现反社会行为的心理

前提。 事实上，强势群体也会产生亚里士多德意义

上的相对剥夺感，只不过它的表现及其带来的社会

影响很难进行评估。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对于我们反

思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相对剥夺感仍

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的“小房子”和“宫殿”的隐喻，比亚里士

多德的表述更为形象具体，虽然针对的是资本主义

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而产生的相对剥夺现象，但
对我们反思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贫富差

距和相对剥夺现象仍然具有理论解释力。 我们姑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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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宫殿”指代“先富”，借用“小房子”指代“后
富”。 如前所述，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实现共同

富裕的可能性，因此，实现共同富裕绝不允许“绝对

优胜”的存在，但也不等于实现“绝对平等”。 然而，
住“宫殿”的“先富”与住“小房子”的“后富”相比较

而共同存在是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他们对“共同

富裕”的理解一样吗？ 他们都期待实现共同富裕

吗？ 按照“共同富裕”思想和国家战略，不论“先富”
和“后富”如何理解共同富裕，也无论他们是否想共

同富裕，都必须参与和实现共同富裕，因为这是由社

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
既然相对剥夺主要是行动者的价值期待和价值

能力之间不一致产生的心理感知，我们要防止或者

消除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相对剥夺现

象，就有必要了解“先富”与“后富”对共同富裕的价

值期待与价值能力是否一致。 我们先分别看看他们

对共同富裕的价值期待。 在现实生活中，一部分

“先富”通常会接受“共同富裕”观念，也会积极支持

共同富裕政策；而另一部分“先富”则想维持“绝对

优胜”的不平等状态，并且通过“龙生龙，凤生凤”的
代际传递来固化这种经济上或物质利益上的不平等

的状况。
如果“先富”期待和支持实现共同富裕，问题相

对简单，只是选择何种最优路径实现共同富裕的问

题，即在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和

养老等领域提供共同的基本生活条件，保障“后富”
具备共同富裕的底线；否则，问题就相对复杂，需要

解决“先富”不想带动“后富”的原因，亚里士多德的

理论可以部分地予以说明。 需要指出的是，共同富

裕不是“先富”想不想或者应不应该实现的问题，而
是“先富”必须履行的一种义务和责任，“共同富裕”
的倡导者和政策制定者要求“先富”必须带动“后
富”。 因此，共同富裕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和成熟的

社会制度，是经过大家的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而不

会是“富人的地狱”。
“后富”是否期待共同富裕？ 如果答案为是，问

题就较为复杂。 因为“共同富裕”主要取决于“共同

富裕”政策的制定者和“先富”的带动，即共同富裕

的政策要有利于“后富”参与和实现共同富裕，同时

“先富”要赞同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当然，
实现共同富裕也离不开“后富”的积极参与和主观

能动性，共同富裕绝不是“穷人的天堂”。 如果答案

为否，问题就相对简单，因为只要“后富”安贫乐道，
愿意接受“先富”和“后富”业已存在的事实，自得其

乐，彼此尊重，自然会相安无事，天下太平。 与此相

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后富”是否希望“先富”带富？
因为共同富裕除了“先富”带动“后富”，还可以继续

通过政策红利让一部分“后富”再次“先富”起来，如
此循环往复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问题本文不在

此进一步讨论。
上面的分析针对“先富”和“后富”群体全部“同

意”或者“不同意”的情况，实际情况更为复杂，由于

本文重点是分析相对剥夺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因此

不打算对“先富”与“后富”中可能存在的部分同意

或部分不同意的情况进行分析。 倘若“先富”与“后
富”都希望共同富裕，那么实现共同富裕只是一个

时间问题。 如果仅有一方同意，问题就相对复杂。
如果双方都不同意，问题也相对简单，但是“共同富

裕”的决策者将会陷入较为尴尬的局面。 无论怎

样，实现共同富裕应当尽量消除可能出现的相对剥

夺问题。

四、应当消除“共同富裕”可能带来的相对剥夺

共同富裕并不必然带来相对剥夺，恰恰相反，实
现共同富裕就是要避免或者消除相对剥夺，而不是

简单地治理或消除相对贫困，因为消除相对剥夺比

消除相对贫困更为艰难，相对剥夺比相对贫困带来

的影响和危害更大。 但是，共同富裕可能伴随相对

剥夺现象，这是人们容易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恩

格斯指出：“社会分裂为人数很少的过分富有的阶

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这就使得这

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社会的绝大多

数成员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免除极度贫困的任何

保障。 社会的这种状况日益显得荒谬，日益显得没

有存在的必要。 这种状况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

消除。”恩格斯的论述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

而言的。 居住在“小房子”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处于

极度贫困或绝对贫困之中，这种荒谬的、不道德的状

况应当被消除，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消除这

种现象，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真正消除这种

状况。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应当

实现共同富裕，也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在实现共同富

裕的过程中应当消除相对剥夺，也能够消除相对剥

夺。 但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相对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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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心理问题，而是一个复杂

的结构性社会问题。
如前所述，共同富裕既是一个政治目标，也是一

种价值期待，是指一种理想的而非已经实现了的社

会状态，因而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也可能导致人

民群众出现相对剥夺感。 换言之，部分相对贫困的

“后富”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可能产生于他们对“共同

富裕”目标的追求，而不是来源于与“先富”群体的

比较。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共同富裕”的目

标被宣传得越高远，“后富”被激发出来的相关需求

就越多。 当被刺激起来的“后富”的个人需求在短

时间内不能通过“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得以满足

时，“后富”可能由于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较大而产生

相对剥夺感，由此质疑或者怀疑“共同富裕”的目

标，或者对“先富”产生不满情绪。 与此同时，“先
富”也可能出现相对剥夺感，对“共同富裕”相关政

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产生不满，从而出现“先
富”仇视另一部分“先富”，也仇视“后富”的情况。
所以，对“共同富裕”政策的“宣传”要合理和到位，
否则可能会加大实现共同富裕的成本，导致严重的

社会心理问题。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后富”对共同富裕

的价值期待往往高于其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能力。
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后富”对实现共同富裕后的美

好生活也充满着期待和向往，并且认为他们应当获

得那些地位。 当然，“后富”的价值期待应当与正当

的价值地位相关，这就意味着“后富”有权获得或享

有与“先富”同样或者类似的物质条件，而不仅仅是

“后富”期待获得的条件。 价值期待主要源于参照

群体、过去的生活条件和公平理念等方面的影响。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现在乃至未来的生活条

件通常都会比过去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公平理念

也更深入人心，因此，价值期待的主要来源就是参照

群体。 如果我们运用古尔的理论来分析共同富裕中

的相对剥夺问题，就涉及先富与后富、先富与共富、
先富与先富、后富与后富之间的相互比较。 亚里士

多德意义上的“先富”想要维持“绝对优胜”，在社会

主义的共同富裕阶段是不允许存在的。 但是，在实

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由于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
“先富”群体也会出现分化，“先富”之间也会出现比

较，因而部分“先富”也会出现相对剥夺感。 因此，
共同富裕作为一个政治目标具有极强的激励作用，

但是也可能给“先富”和“后富”都带来相对剥夺感，
我们此处主要探讨 “后富” 可能出现的相对剥夺

问题。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后富”的价值期待

与其参照的群体的状态对其产生的刺激相关，因为

他们期待拥有与参照群体类似的生活条件，从而达

到心理平衡。 如果他们无法达到这种生活状态，就
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通常而言，“后富”的参照群体

是与之地位相近但又不完全等同的另一群体。 也就

是说，“后富”通常只跟“后富”相比较。 而在新旧体

制并存的社会转型时期，“后富”既会跟“后富”群体

相比较，也可能会跟“先富”群体相比较，由于参照

群体的泛化，价值期待与价值能力之间就很难一致，
因而“后富”容易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后富”
与“先富”比较的群体主要是官员群体和商人群体，
“仇官”和“仇富”现象是一种典型的参照群体比较，
但由此产生的剥夺是“绝对剥夺”而非“相对剥夺”。
因为这一部分群体如果是通过制假贩假、走私护私、
买空卖空、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财产等非

法手段而成为“先富”的，则属于共同富裕过程中需

要打击和处理的对象。 党提出“允许先富”的政策

是鼓励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科学劳动以及合法

经营致富，这样的“先富”群体才能起到示范和带动

作用，因此“先富”实际上成了一个价值符号，具有

非常重要的道德象征意义。
上文讨论了应当消除共同富裕中的相对剥夺问

题及其理由，至于如何消除相对剥夺则不属于本文

的任务，要完全消除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相对剥

夺尤其是人们的“相对剥夺感”，既无可能也无必

要，但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要把党的领导

贯穿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
优化消除相对剥夺的舆论环境，加强实现共同富裕

的舆论环境；不断完善“先富”带“后富”的帮扶机

制，取缔和惩治非法牟利而出现的“先富”；完善再

分配制度，重视精神富裕与物质富裕的统一。 当共

同富裕的目标实现之后，不同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的

相对剥夺感将自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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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精 一 之 传∗

———王阳明道统思想探幽

许 家 星

摘　 要：道统论是王阳明良知学的重要内容。 阳明道统论以“精一之传”为宗旨，阳明认为此道始于尧舜禹之十六

字心法，经孔颜（孟）仁学、周程道学而最后为其心学所传承。 阳明在极力摒除朱子学于道统之外时，对作为同调的

象山、甘泉心学之不够精一皆有所不满，并以明人伦之学极力驳斥心学为禅学之诬评。 阳明道统论有其动态发展

历程，其若干“出格”之论体现了阳明学的理论创新与儒学传统、理学共识之间同异交错的紧张关系：“颜子没而圣

学亡”作为阳明早年未定之说，实质上是对宋儒所揭示的颜孟之别这一道统分判的接续；孔子九千镒之论与“夫子

贤于尧舜”之传统实相背离，体现了阳明学因病发药所隐含的矫枉过正之处。 阳明的道统论呈现了阳明学与朱子

学的继承发展关系，也表明道统论依然是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须面对之重要课题。
关键词：精一之传；王阳明；道统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４－０１０６－１０

　 　 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哲学，形成

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思想学术话语，儒家的“道统”
就是最具中国哲学个性的话语之一。 道统作为儒家

思想的重要话语，它的每一次出场与更新，皆意味着

儒学进入了新的理论发展时期。 尧舜禹“十六字心

传”构成了作为儒学开端的道统之源；孔子面对“礼
坏乐崩”之时局，毅然以“斯文在兹”自任而开出以

仁学为核心的道统观；在天下非杨即墨的时代，孟子

以强烈的“辟异端”精神和担当意识，高举以仁义心

性为核心的道统思想。 以董仲舒、韩愈为代表的汉

唐诸儒，皆在各自时代课题下弘扬了儒家的仁义之

道。 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全面系统地阐释了

以天理为核心的理学道统思想，以应付佛老之挑战。
王阳明作为理学发展的继承者与革新者，力图以

“良知”学作为儒学道统的内在精髓而摒朱子于道

统之外。 阳明良知道统思想丰富而复杂，它以“精
一”之传为宗旨，视尧舜禹十六字心法为此学之创

立，以孔颜、孔孟之仁学为此学之发展，判周程之学

为此学之重续，而阳明所创之良知心学则是对周程

精一之传的接续。 阳明的道统论还蕴含着诸多创新

“出格”之语，不仅当时即引起弟子之惑，而且迄今

仍是阳明学中颇具意味之话题。 故本文拟在时贤已

有研究基础上，对阳明道统论提出一些浅见，权为抛

砖之论。

一、精一之传

朱子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

厥中”十六字心传为儒学道统之开端，此为阳明所

认可。 不仅如此，阳明且以其中的精一之传作为圣

学、心学的道统之源。 徐爱亦以“精一之功固已超

入圣域”赞阳明悟道后达到的大中境界。 今人陈荣

捷则做出“阳明最重精一”之论断①。 诚然，“精一”
可谓阳明道统思想题眼所在。

阳明以精一之德作为决定圣之为圣的根本所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２１ＶＧＱ０１８）。
作者简介：许家星，男，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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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提出“只论精一，不论多寡。 只要此心纯乎天

理处同，便同谓之圣”②。 此所谓精一，指的是内在

德性而非个体才力。 精一之学是通向圣人之途的必

要途径，只有从事精一之学者，才有可能察觉通往圣

人之路上的种种工夫缺失，从而矫正与圣学毫厘出

入所在，此似暗批朱子学偏离精一之学而自以为是。
“非诚有求为圣人之志而从事于惟精惟一之学者，
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发其神奸之所由伏也。”③

阳明以“精一”为绳尺，批评朱陆之学皆不够精

一。 指出尧舜精一之论说尽一切道理，而朱子《大
学或问》析之、合之之论过于分合，盖理本不容分析

凑合。 “此理岂容分析，又何须凑合得？ 圣人说精

一自是尽。”④批评象山致知格物之说沿袭前儒，正
是其学未能精一之真实表现。 “然此毕竟亦是象山

见得未精一处，不可掩也。”⑤阳明也以“精一”批评

思想不纯而有偏差者，如既主致良知而又求之见闻

者，与专门求之见闻者，皆是学未精一而庞杂之表

现。 “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

为二；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

一之旨，则一而已。”⑥

阳明以精一评价经典著作所论工夫是否精密。
认为《孟子》集义养气之论虽大有功，却是随时立

方、因病发药的对治之学；虽切中学弊，直指要领，但
却不如《大学》三纲八目之功精一简易，周遍精密，
无所不包而纯粹无瑕。 在阳明看来，精一是一种极

高的评价尺度，即便 《孟子》 亦担当不起。 他说：
“《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

病立方，说得大段。 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
极精一简易。”⑦

精一在阳明看来既可分论“精”与“一”，又可合

论“精一”。 阳明常把“精一”合论，当作为学成圣的

致良知工夫。 “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

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⑧另一方面，阳明又

以精、一为主意与工夫关系，二者本来为一，贯通一

体。 学问思辨行是“惟精”工夫，指向“惟一”本体。
“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复

有惟一也。”⑨阳明还认为精、一近乎中、和之体、用
关系，“一”是作为天下大本，“精”是作为天下大用，
精一无所不能。 “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

用也。”⑩此解与朱子不同，朱子把精、一皆解为“允
执厥中”之工夫，中才具有目标意义，精、一乃是精

察、守一工夫。

阳明以精一来理解道心人心，认同于程子而批

评朱子人心道心说不够精一。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

命。’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先生

曰：“然。 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

伪谓之人心。 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

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 程子谓人心

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 今

日‘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

阳明主二程道心天理、人心人欲说。 认为心一

也（朱子也是心一论），以是否掺杂人伪作为判定人

心道心的标尺，此与朱子以性命与形气分辨说不同。
阳明认为心得正即道心，失而不正即人心，本无

（非）二心。 批评朱子“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似有

两个同时存在之心，而程子道心天理、人心人欲说看

似对说，但实与朱子不同。 盖其理欲不能并立而存，
有理则无欲，有欲则无理，故实主一心。 其实朱子早

期亦主二程说，但晚期对人心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已
经不再把人心简单理解为人欲，而是指一般意义上

的中立的心，尽管它易于滑向人欲，但毕竟还不是人

欲，故只是危险而已。 道心在阳明看来不仅是天理，
也是良知本体，“道心者，良知之谓也”。 把道心

作为传心之要，视为本体之微。 “千圣传心之要，只
是一个微字，所谓不睹不闻也，是所谓道心也。”阳

明对“人心”没有好印象，认为它不是人欲，即是“人
过”，以人心之危即是人心之过，提出只有通过精一

之功方能免过。 “彼其自以为人心之惟危也，则其

心亦与人同耳，危即过也。”

宋儒重视“允执厥中”的“执中之传”，视为尧舜

心法根本所在。 相形之下，阳明则特重精一之传。
从经典脉络而言，“允执厥中”与“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并非必然一体，而是各有其独立意

义。 “允执厥中”说出现年代在前而真实性似乎更

高。 朱子《中庸章句序》开篇即指出，作为道统之

传，首见于经者，唯尧舜授受“允执厥中”四字，此后

作为工夫补充的“精一”三句，乃是舜禹之授受，故
就道统而论，仅“允执厥中”即足矣。 此外，此十六

字心传因见于《古文尚书·大禹谟》还涉及真伪之

辨，而“允执厥中”之传见于《论语·尧曰》首章尧舜

授受，而无真伪纠葛。 再则，子思对道统的接续发

扬，亦被认为体现于《中庸》，即对“允执厥中”之发

明。 自然，包括阳明在内的宋明儒皆极力构建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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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中之传与舜禹精一之学的内在关联。 但其实在儒

学道统的叙述中，尧舜与禹始终有所差异，如阳明即

以尧舜为万镒，而仅以大禹为七八千镒，分两才力相

差不少。

二、精一之传的道统叙述：心学、支离之学、禅学

壬申（１５１２）《别湛甘泉序》、庚辰（１５２０） 《象山

文集序》、乙酉（１５２５）《重修山阴县学记》《万松书院

记》四篇文字充分表达了阳明以精一之传为宗旨的

道统思想。 它们从不同角度体现了阳明在不同时期

对道统的认识，反映了阳明道统思想的延续性与差

异性。
《别湛甘泉序》写于龙场悟道后三年，体现了阳

明道统意识的初步觉醒与树立。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 曾子唯一贯之旨传

之，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 自是而

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

本……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 而世

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而圣人之学遂废。
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虽其

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独且以为贤，彼其心

犹求以自得也……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

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 赖天之灵，因有所

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甘

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 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
疑其为禅……则如甘泉者，非圣人之徒欤！

阳明首先提出了“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这一

看似惊人的观点，进而又肯定曾子以忠恕一贯之道

传孟子，此似与“圣人之学亡”相冲突。 而在孟子没

后两（当为一）千余年，此道复为周程所接续，自周

程后，又失其传。 阳明猛烈批判朱子的支离之学，言
说特详，分析益精，学术更加支离逐末向外，章句之

学大为流行。 批评此等精密雕琢、详细分析的精详

之学为学术之最大祸害，此说近乎《朱子晚年定论》
所引吴澄对陈淳、饶鲁“况止于训诂之精，讲说之

密”的批评。 可见阳明道统论的批判矛头指向支离

的朱子学。 与之相应，阳明对被痛斥的异端之学杨

墨、释老反有所称赞，认为较世俗章句训诂之学，犹
是身心性命之学，与圣人之学同属求道自得之学，不
过有所偏颇而已。 阳明反思自身曾经沉溺的章句学

为“邪僻之学”，反思曾以释老之学为中介，经由周

程之学方才入道，表达了对朱子所树立的周濂溪、程

明道传道之说的认同。 阳明极力反驳了以甘泉为禅

学的批评，认为甘泉与其志同道合，皆为自得之学，
是传承圣学的圣徒，隐然将甘泉与自身共同当作接

续周程之学的道统继承者。 当然，这篇文字论述简

略，诸多重要问题如精一之学、圣学为心学等皆未提

出，但排斥朱子的道统意识已沛然而发。
八年后的《象山文集序》充分表达了阳明道统

思想，可视为阳明道统观的宣言。 阳明于此明确提

出精一之学就是心学之源，孔孟之学即是精一之学

的论断。 他说：
　 　 圣人之学，心学也。 尧、舜、禹之相授受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此心学之源也。 中也者，道心之谓也；道心精一

之谓仁，所谓中也。 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

一之传也。 而当时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

贡致疑于多学而识……迨于孟氏之时……心学

大坏。 孟子辟义外之说而曰……不知既无其心

矣，而尚何有所谓天理者乎？ 自是而后，析心与

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 世儒之支离，外索于

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其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

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 佛、老之空虚，遣弃

其人伦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谓吾心者，而不知

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遗也。

阳明先从正面立论，打出“心学”旗号，进而以

十六字心传作为心学之本原发端，证明了心学的合

法性与神圣性。 通过道心、精一这组概念，把中与仁

关联起来，认为中即是道心，道心做到了精一则是

仁，也即是中。 孔孟仁说是传承自尧舜禹的精一之

学。 以精一贯通三代与孔孟的传承关系，这是阳明

道统说的特色处。 阳明继而从反面入手，指出“外
求”之学的流弊在孔子时已经出现，如子贡之学表

现为对知识的推崇、对功利的向往。 夫子告之以一

贯之教，强调求心之学。 至孟子时，墨子兼爱之仁、
告子仁内义外之说，大大伤害了心学。 故孟子以仁

即人心、求放心、仁义礼智固有等说辟除“义外”之

论。 此后功利之学兴盛，假天理仁义而行其私欲，实
无任何道德意义。 盖一切道德皆须建立在本心基础

上，既然已丧失本心，自然谈不上天理了。 作为内在

道德根源的本心优先于作为外在道德规范的天理，
并决定了理的存在与意义，道德意志先于法则，否则

一切皆是伪善。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道统大坏，心理

为二，道德意志与道德法则脱节，内外分裂，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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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一”之传消亡。 阳明用“析心与理而为二”说指

责朱子学造成了精一道统的衰亡。 批评朱子学非但

不是儒学道统的继承者，反而是断灭者。 阳明之论

大体以心、物、理三者为中心，总结精一之学失传于

两种逆反思潮，首当其冲的是朱子的支离之学，是追

求物理名物的枝末之学，此学未能领会吾心即理、不
假外求。 其次则是与之相反的佛老之学，不知物理

即心，排斥伦理伦常而专求于心。 二者之中，阳明对

朱子学之支离尤为警惕痛斥。
在序文下半部分，阳明阐发了儒家道统发展的

新阶段，推崇周程，表彰象山简易之学实得道统精一

之传，反驳以象山为禅学的诬枉之论。
　 　 至宋周、程二子，始复追寻孔、颜之宗，而有

“无极而太极”，“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之

说；“动亦定，静亦定，无内外，无将迎”之论，庶
几精一之旨矣。 自是而后，有象山陆氏，虽其纯

粹和平若不逮于二子，而简易直截，真有以接孟

子之传。 其议论开阖，时有异者，乃其气质意见

之殊，而要其学之必求诸心，则一而已。 故吾尝

断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 而世之议者，以其

尝与晦翁之有同异，而遂诋以为禅。

阳明认为，精一之学重现光明于濂溪、明道，二
子接续孔颜之传，重开精一之旨。 特别点出濂溪

《太极图说》的无极太极、仁义主静，明道《定性书》
的动静皆定、无将迎内外之说，极为契合孔颜之学。
与朱子不同者，阳明之程独指明道。 如他说，“濂

溪、明道始复追寻其绪”。 阳明对周程表达由衷钦

佩，甘愿以二人继承者自居，亦以私淑二者之高弟为

荣。 《答储柴墟》言：“仆常以为世有周、程诸君子，
则吾固得而执弟子之役，乃大幸矣。 其次有周、程之

高弟焉，吾犹得而私淑也。”阳明推崇《太极图说》
“无极而太极”说，认为主静当从无欲而非动静理

解，它实兼顾动静。 又以无极解主静，以定之以中正

仁义为太极，认为此二句前后相应。 批评朱陆太极

无极之辨皆未得其实，此乃周子洞见道体，发前圣未

传之绝学，断儒佛之关联处。 阳明对明道天资极表

赞赏，将之与颜子相提并论，说“虽颜子、明道亦不

敢当”。 视明道学之高明纯粹为朱、陆所弗逮。
周程之后，道统则为象山接续，象山造诣虽不如

二子精纯，未能摆脱个人气质和意见的影响，但其学

具有简易直截之优长，故能接续孟子之学。 象山之

学，是反求诸心之心学，是心理即一之学。 故阳明以

极为肯定之语气，断定陆学为孟学，而非朱子所谓的

禅学。 因象山学根本就无禅学遗弃伦理事物之论，
以象山为禅学者，皆是附会偏见。 阳明大有为象山

辩诬之意味，肯定象山为孟学，而将伊川、朱子排斥

于道统之外。 但同时要注意，象山与阳明只是同调

关系，阳明学并非对象山学之自觉继承与发展。 一

方面，阳明从孟学这一道统传承的路径认可象山心

学。 “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 但阳明同时

又从精一之学或孔颜之传的角度，批评象山虽接周

程而难免“粗些”。 其“粗”体现在象山对格物、知行

等诸多问题仍是“沿袭旧说”，不够精一。 明确批评

象山的致知格物说：“毕竟亦是象山见得未精一处，
不可掩也。”且阳明对吾人所津津乐道的象山“心
即理”说非但不感兴趣，甚或持批评态度。 故阳明

始终以周程之继任者自居，而不自认为是象山继任

者。此与今人强调陆王之传不同。
阳明于此揭起以精一为宗旨的心学道统论之大

旗，其主要关切是心与理的内外分合关系，这也是阳

明学与朱子学的根本分歧所在。 阳明简略论述了从

三代至象山的儒家道统简史，鲜明表达了对以道统

发扬者自居的朱子学的批判，也极力划清自家心学

与禅学的界限。 此与《别湛甘泉序》开篇即言“颜子

没而圣人之学亡”之意味确乎不同。
在五年后所作《重修山阴县学记》中，阳明再次

表达了类似的精一道统思想，所论有所异同。 他说：
　 　 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
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谓而未

杂于人。 无声无臭，至微而显，诚之源也。 人

心，则杂于人而危矣，伪之端矣。 见孺子之入井

而恻隐，率性之道也；从而内交于其父母焉，要

誉于乡党焉，则人心矣。 饥而食，渴而饮，率性

之道也；从而极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则

人心矣。 惟一者，一于道心也。 惟精者，虑道心

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 道无不中，一于道

心而不息，是谓“允执厥中”矣。 一于道心，则

存之无不中，而发之无不和。 是故率是道心而

发之于父子也无不亲……盖教者惟以是教，而

学者惟以是为学也。

此文新颖处在于：一是围绕道心人心这组概念，
采用诚伪及率性、中和说专门阐释精一之学；二是强

烈批评污蔑心学为外伦理事物之禅学的观点，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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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道统观的深化与正名。 这篇文字开头两句与

《象山文集序》几乎相同，不过补充“学以求尽其心”
六字，强调为学宗旨在于孟子所论之尽心。 此记着

重剖析了道心与人心这对范畴之别，引入《中庸》的
率性解释道心，一则有心性为一义，二则受朱子《中
庸章句序》“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的影响。 阳明

界定此道心是未杂人伪之性，具有无而有的特点。
一方面，现象上它是无形象、声音、味道的至微者，非
感官所能认识把握；另一方面，本体上它又是真实不

虚的昭昭显露者，无所不在。 道心作为无形之实在，
构成诚的根源。 “诚之源”来自《通书》 “‘大哉乾

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 周敦颐以乾元天道作

为万物创生的本始和诚之根源，阳明则以道心作为

诚之源。 道心作为诚实之本原，与构成伪善之开端

的人心相对应。 “杂于人”之人当指“人欲”，人心掺

杂人欲则危险，故成为伪善之始。 阳明赞同程子的

道心天理、人心人欲说，故此处对道心人心之解，实
则以天理、人欲对应而论，只不过未改其名而已。 阳

明举道心与人心相对的两个情景，二者可谓“同情

而异行”。 一则来自孟子，即当下恻隐之心是率性

之道，转念纳交要誉是人心；一则来自朱子，即自然

需要的饥食渴饮是率性，追求美味放纵口腹则是人

心。 朱子本以天理、人欲解此。 阳明以《中庸》中和

说解道心人心所指向的“允执厥中”，提出了与朱子

不同的理解：“惟一”是指向道心之“一”，“惟精”作
为工夫，则是如何实现道心之一而不落入人心之二。
因为道内在含有中，无有不中，故做到了道心即自然

实现了允执厥中，纯一于道心则心之所存无有不中，
所发皆一一中节。 只有秉持道心，率此道心而发，才
是合乎仁义礼智信之和，方为天下共通的普遍永恒

必然之道。 故所有人皆同具此道心、此天性、此达

道。 自舜之五伦之教以至于古人之学，皆以此中和

之道以为教学主旨。 可惜好景不长，此道心之教在

圣人去世后即发生扭曲，即进入道统失传时代。
　 　 圣人既没，心学晦而人伪行，功利、训诂、记
诵、辞章之徒纷沓而起，支离决裂……人心日炽

而不复知有道心之微。 间有觉其纰缪而略知反

本求源者，则又哄然指为禅学而群訾之。 呜呼！
心学何由而复明乎！ 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

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 圣人之求尽其心

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使其未尝外人伦，
遗事物，而专以存心养性为事，则固圣门精一之

学也，而可谓之禅乎哉！

“心学晦而人伪行”，即道心遮蔽而人心猖狂，
功利、辞章、记诵、训诂等各种学说涌现，圣学被割裂

为支离破碎之学，此习非成是之风导致人欲放纵而

天理遮蔽。 在阳明看来，儒家心学有两种：一种是作

为圣学之道的道心之学，一种是作为邪说的人心之

学，二者存在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正邪对立关系。
从历史来看，道心流行主要出现于孔子之前的三代

上古。 自孔子后，即沦为人心充斥的世界而不知道

心之存。 偶有能反求道心之本源者，如象山等，反被

诬指为禅学，遭到攻击封杀，使得心学一直沉沦而无

法恢复光明。 阳明最后指向当下，认为自己与甘泉

所倡导的心性之学，也遭到象山之学同样的命运，被
诬指为禅学。 故阳明着力辨析圣人心性之学与禅学

之不同，这也是阳明道统论与朱子之又一不同所在。
阳明指出，尽管儒佛皆以尽心为学，然圣人心学以天

地万物为一体，包含伦常之道、礼乐教化、纪纲制度

等，是“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之学，与禅学

分别内外、自私自利、抛弃人伦物理恰好相对。 故自

己所从事者乃是儒家正传，是专门的存养心性之学，
是圣门精一之学，不可谓之禅学。 阳明如此费力论

述心学与禅学之不同，可能与其被诬称为禅学有关。
事实上，在阳明有关心学道统的几篇重要文字中，皆
不离对禅学的批评及对被诬为禅学的反驳。 可见，
此篇文字强调圣学是精一之学，尤重心学与禅学之

辨，而未特别论支离之学，是有其考虑的。
为了划清与禅学的界限，阳明于同年写作的

《万松书院记》中专门论述了圣贤精一之传即是明

伦之学的思想，以强调坚守人伦的心学始终固守了

儒学之本分，与《重修山阴县学记》恰相呼应。
　 　 夫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古圣贤之

学，明伦而已。 尧、舜之相授受曰……斯明伦之

学矣……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

天下平矣。 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

阳明首先指出，三代之学的宗旨就是 “明人

伦”，以此确立明伦之学乃儒学固有本质之学。 进

而批评后世科举功利、训诂、辞章、功利之学流行，导
致学者仅知举业而不知圣贤之学。 其实圣贤之学极

为简易切实，众人可谓日用而不知，它不过就是“明
伦而已”。 进而以十六字精一之传作为明伦之学。
并以率性、诚伪、中和、五伦阐发道心、人心，其文字

大体同于《重修山阴县学记》，仍是就道心人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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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道心是率性，人心是人伪。 不掺杂人伪而顺道

心发用，则是中节之和，表现为喜怒哀乐之情、三千

三百之礼、父子等五伦之道。 故舜以此五伦为教，五
伦为人所先天普遍具有，无所不备，只因物欲遮蔽，
故假求于外。 明伦之学又是良知良能之学，一方面

孩提皆能，但另一方面，圣人亦无法穷尽，故又是极

为精密深远之学。 它包括了一切学问，自修身齐家

至于平天下，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 非此之学则

是异端、邪说、霸术、文辞、功利。
阳明作于不同时期的这四篇文字，体现了其道

统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核心内容，表现为立与破两

方面。 所谓立，指的是确立了以精一之传为宗旨的

道统观，围绕心的问题，即道心与人心，结合《中庸》
的诚伪、中和、率性等范畴展开论述。 同时也确立了

自尧舜禹发端、孔颜孔孟传承、周程接续、阳明心学

重振的道统谱系。 所谓破，指着力批评了朱子的支

离之学，旁及功利、训诂、辞章等学，皆是对精一道统

的偏离；同时以万物一体和明人伦为根据，着力反击

了以象山心学、甘泉心学及阳明心学为禅学的批评。

三、“出格”之论：标新立异与因袭宋儒

阳明还就道统提出了不少新奇之论，这些观点

不仅在当时即引起弟子困惑，且即便时至今日，仍然

足以引起学者之惑。 重新思考这些“惑论”，对于准

确理解阳明思想的内涵、表达方式，审视其中得失，
具有重要意义。

１．“才力分限不同”与“贤于尧舜”
儒家道统的建构无疑体现于对传道圣贤的阐

释。 在对待圣人的观点上，阳明以流畅的语言表达

了论成色不论分两的圣人观，强调圣人的核心就是

“存天理灭人欲”，即成色圣人论；以此针对朱子学

重视知识才能的圣人观，即分两圣人论。 阳明的论

辩有个鲜明的特点，善于制造对立，通过一立一破的

方式攻击对方之说，从而证明自家之说的唯一合理

性。 阳明在这里制造了两种必须二选一的势不两立

的圣人观，即论成色还是论分两，实质是道德与知识

的对立。 他将知识与人欲相等同，痛斥了“无所不

知无所不能”的知能圣人观。 这也是阳明典型的因

病发药的指点方法，重病下重药。 但是在破除朱学

支离之病的同时，阳明开出的只论成色不论分两的

药，即要德不要知的药方是否有其副作用（至少在

此语境中是如此），阳明对何为圣人提出“只论精

一，不论多寡”之说，主张分两多少无关圣人，计较

分两是功利之心，是“躯壳起念”？ 故当学者面对阳

明的尧舜万镒、孔子九千镒的分两之别提出疑惑时，
当即遭到阳明的迎头痛斥，认为此等不用心领会成

色，却偏偏挑出分两论者，乃是桀纣一般邪恶的求知

求能之心，以此心求学，永远无法接近尧舜之学，必
将老死而无为。 但是也有弟子宁愿冒“躯壳起念”
之骂名，而坚持要求阳明给出夫子才力分两不如尧

舜的理由。 下面这条被《传习录》编者有意删除的

材料记录了这一过程。
　 　 童克刚问：“惟谓孔子分两不同万镒之疑，
虽有躯壳起念之说，终是不能释然。”师不言。
克刚 请 之 不 已。 师 曰： “ 看 《 易 经》 便 知 道

了。”……克刚曰：“怀疑而死，终是一憾。”师乃

曰：“伏羲作《易》，神农、黄帝、尧、舜用《易》，至
于文王演卦于羑里，周公又演爻于居东……况

孔子玩《易》，韦编乃至三绝，然后叹《易》道之

精……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以求之

者。’又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抑之为不

厌。’乃其所至之位。”

在童克刚再三逼问下，阳明给出的理由是夫子

对《易》的理解有所不足。 即夫子是学易者，文王周

公是演卦爻者，尧舜则是用易者，此间存在两个等级

之别。 且夫子只是以文王、周公为典范而志在东周，
晚年方学《易》，且学习多次才对《易》有所领悟，显
然不如文王、周公对《易》之解悟。 故孔子“所至之

位”不过是一个渐修好学者之境界。 在阳明心目

中，孔子似乎不大合乎他的高明顿悟简易之教。 也

就是说，从才力分位而言，孔子其实是处于第四档。
伏羲作易一万，黄帝尧舜用易九千，文王周公演易八

千，孔子学易七千。 故阳明判夫子九千已经是提升

其至与文王同一级别，仅次尧舜了，而把禹、汤、武王

都降低一格，伯夷伊尹更是只有四至五千镒。

但阳明这一说法显然与儒门推崇孔子为儒家大

成至圣、“贤于尧舜”的共识相冲突。 关于圣人之

别，孟子有详细议论，他区别了孔子作为大成之圣与

柳下惠、伊尹、伯夷叔齐之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是风

格上的清、和、任与时之别，而且是圣之品质上的偏

全。 故孟子再三强调，“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宰我

发出“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之论。 这一点

也为朱子所继承，《中庸章句序》认为夫子“继往圣

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 再就阳明成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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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论，其实质即程朱的天理圣人论，如朱子即讲圣人

“浑然天理”。 但朱子不仅仅以天理论圣人，因为站

在至圣或至善的立场，儒者完全有理由希望所推崇

的圣人是德智合一者，而不是德智分离者，此即朱子

的思考所在。 况且阳明的圣人同质论也忽视了圣人

品质的差异性，正如酒与水自然不同，但酒与酒之间

确乎存在酒精纯度之别，此即孟子“愿学孔子”之真

意所在。 三圣与夫子之别在孟子语境中，显然是一

个关乎圣之品质问题，不是是否为圣，而是究竟如何

为至圣的问题，阳明所主张的圣人同质论显然忽视

了此一话题。
在有关金声玉振、巧力之说中，阳明正面讨论了

才力分限之说，反对朱子的伯夷等三圣“力余巧不

足”说割裂了巧力的一体，主张巧力实为一事而不

可分离，孔子与三圣之别在于 “才力分限有不同

处”。 阳明的“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则其力反过孔

子”实误解了朱子之意，所谓有余不足皆是就三子

自身而言，并非与孔子相比。 阳明讨论三子“圣而

不知”的原因，认同弟子“所知分限只到此地位”说，
提出致知也要“各随分限”，如此，则孔子所到地位

也即其所知分限了。
总之，阳明的“夫子才力不如尧舜”之论及其给

出的解释，表明阳明对孔子的态度，确乎不如宋儒之

推崇，实与“夫子贤于尧舜”之儒学共识相冲突。 阳

明成色论圣，只是集中火力批判朱子学的知能圣人

论之一面，而忽视了自孔孟以来对德智合一的至圣

至善人格的追求。 故所论不免有偏而引发弟子之

疑。 颇为奇怪的是，阳明师徒从未涉及“夫子贤于

尧舜”之论，而阳明后学罗近溪等则对此有正面肯

定和精彩发挥。

２．“颜子没而圣学亡”与颜、孟之别

阳明在《别湛甘泉序》中提出“颜子没而圣人之

学亡”之说，此即阳明道统意识的初次显现。 意味

着在阳明心中，孔门只有颜子之学才最纯正，代表了

圣人之学。 学界对此话题已有深入探讨，此处提出

三点看法。
其一，此说实为阳明悟道初年之见，不可视为阳

明定论。 晚于此说且更具代表性的《象山文集序》
等皆不再有此说法，表明晚年阳明已放弃此说。 故

是否能将此论作为阳明悟良知学之后方有之观点

呢？如据《年谱》，阳明 １５２１ 年方提出致良知说，则
以此时为良知之悟，似稍有不足。 当然，如把阳明良

知学的形成视为一长期过程，则亦不能断定阳明此

时定无良知思想，但笃定为悟良知后之新说则说服

力不够。 在此说提出两年之后，面对弟子质疑，阳明

之表述即有所变化。
　 　 问：“‘颜子没而圣学亡’，此语不能无疑。”
先生曰：“见圣道之全者惟颜子，观喟然一叹可

见……道之全体，圣人亦难以语人，须是学者自

修自悟……颜子没，而圣学之正派遂不尽传

矣。”

阳明把“亡”修改为“全”与“不尽传”之说，语
义有所缓和，强调颜子与曾子等别在于见道传道之

偏全，而非是否见道。 即修改后可包容颜子之外的

弟子对道亦有所见，尽管不如颜子全面深刻。
其二，“颜子没而圣学亡”这一说法彰显了颜子

传道的唯一性，却难免有意无意贬低了曾子孟子之

地位，亦与阳明自己主张的孔孟之传说相互矛盾。
即便此后修改的“圣道之全”与“圣学正派不尽传”
较“圣学亡”有所缓和，但“全” “正” “不尽”之语显

然又将曾子等推向了圣道之偏与圣道所传不正之处

境，诚可谓正不尽传，传不尽正。 故“颜子没而圣学

亡”强调的是只有颜子才真正全面继承了孔子的全

部学术思想，只有颜子才做到了与孔子 “心心相

印”，其他弟子限于能力，只能是部分传承，故谓“不
尽传”。 阳明此论潜在的意思是“乃所愿为颜子而

不愿为余子”。 陈建等即以此批评阳明：“信斯言，
则曾、思、孟子皆不足以语圣学，而阳明直继孔颜之

绝学矣。”乙酉《博约说》认为颜子“末由也已”之
叹，是其真实见道之语，而颜子博约之学又与阳明倡

导的格物致良知学同为一学。 故说亦佐证阳明确有

接续颜学之用意。 “故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盖颜子至是而始有真实之见矣。 博文以约礼，格物

以致其良知也，亦宁有二学乎哉！”

其三，阳明这一“尊颜”之表述是对宋儒“学颜”
思想之继承，实质上是儒家道统中一直存在的“尊
颜”与“尊孟”之别这一隐而不彰线索之再次呈现。
孟、荀之别一直是孔子之后儒家道统的显性话题，但
对颜、孟之别这一线索则不够重视。 “学颜子之所

学”实由道学宗祖周濂溪提出，并在伊川名作《颜子

所好何学论》中得到更充分阐发，从而使得“学颜”
成为理学的基本共识。 以偏全尊颜贬孟也是宋儒的

做法。 只不过他们是从工夫粗细、境界高低比较而

论，如批评孟子“论性不论气则不备”，认为孟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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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高明有余而含蓄不足，圭角突出而英气逼人，不如

颜子浑厚而更近圣人。笔者曾撰文指出，以颜子得

圣学之全，曾子仅得圣学之一体或仅传圣人之道的

看法，乃宋儒普遍之见，彼此观点大异的朱子、象山

与水心于此所论皆同。 如朱子《通书注》提出：“故
孔子之教，既不轻发，又未尝自言其道之蕴，而学之

者唯颜子得其全。”象山早已提出颜子亡而夫子事

业不复传说。故阳明此说其实并不稀奇，实不过是

宋明理学之共识而已，它再次提醒学者注意儒门内

部存在的颜子与孟子之别。 分判颜、孟，不仅是对宋

儒这一看法之传承（如朱子再传饶鲁专门写有《颜
孟论》），也符合阳明精一之学的立场。

尽管阳明并未如宋儒般直接将颜、孟相较而批

评孟子，但阳明对孟子实含蓄表达了不满。 如指出

孟子“集义”工夫“则一时未见头脑”，不如致良知当

下即有工夫。 阳明对孟子的论述可注意者有三：一
是重视集义养气之说。 关于志至气次说，阳明反对

程朱的志气具有等差说，认为“‘志之所至，气亦至

焉’之谓，非极至次贰之谓”，主张志气一体，相互

作用。 二是突出孟、告之辨，以此批评朱子。 阳明特

别强调孟告之辨是义内与义外之别，矛头指向朱子

的心理为二之说。 批评朱子之学实即告子学，已沦

落为孟子的对立面，成为儒学异端了。 这正如朱子

指责象山为禅学，为“不读书”“硬制心”的告子之学

一般，体现了儒学内部的思想批判和道统之争之激

烈。 “告子”成为攻击对方非常有力的靶子。 （而阳

明后学则对告子形象加以带有正面意义的重塑，以
反击朱子。）三是不认可程朱以“论性不论气则不

备”批评孟子，主张“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

之可分也”的性气相即的一体观。 阳明不反对告子

的“生之谓性”“性无善无不善”说，同情荀子的性恶

论，体现出对性的认识持一种通达开放态度。 在他

看来，拘执性之善恶没有太大意义，他反对的不是性

之善、恶论，而是性之执定论。 此与阳明“四句教”
所主张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相通。 阳明以孟子辟

杨墨自况对朱子学之批判，直接将朱学之祸比作甚

于洪水猛兽的杨墨，表明在天下崇朱之一边倒的局

面中，纠朱子学之偏、树儒学之正的抱负。
阳明弟子后学对此问题之解读，皆出于对颜子

的推崇而实合乎阳明之意。 如邹守益坚持“正派遂

不尽传” 说，认为 “是圣学脉络之偏正，其有剂量

矣”。 王畿视此为“千古公案”，以有迹与无迹区

别曾子孟子等与颜子之学，认为颜子更为高明。但

在对克己复礼的解读上，阳明弟子与阳明产生分歧。
阳明同于朱子，解为克除私欲，但包括邹守益、罗近

溪在内的一大批弟子，皆主张汉唐之解，反对阳明之

说，解为“能使自身恢复于礼”。
其四，回赐之学。 阳明居于良知与知识之辨，常

将颜子与子贡比较，其弟子大为发明之，形成“回赐

之学”这一固定表达。 阳明在讨论“汝与回也孰愈”
时指出，子贡是见闻之学，是博学而识的闻见之知，
与颜子在心地用功的德性之知完全不同。 故圣人对

子贡颇为叹惜之。 阳明反对朱子把 “吾与汝” 的

“与”解为夫子对子贡闻道之赞许，而是“叹惜子贡

最终仍未闻道”，此与朱子解针锋相对。阳明认为

子贡的“多学而识”之问，不能领悟夫子一贯之教，
而留心多闻之学。 阳明的意图是把朱子之学等同于

子贡之学，乃“务外讲求考索之学”，正与孔颜之学

相对，此与其排朱子于道统之外同一作用。

３．“曾子中行之禀”与曾点“圣人真血脉”
曾子气质被定为鲁钝，但宋儒对其“鲁”有两种

评价。 程朱认为曾子正因其“鲁”而传夫子之道，而
象山、叶适则批评曾子正因资质太笨，故传失夫子之

道。 阳明一反“鲁钝”之看法，而断定曾子乃是中行

资质，已经超越狂狷资质，所以才能领悟圣人之道。
此可谓对曾子形象之重塑。 “曾子中行之禀也，故
能悟入圣人之道。”朱子对曾子忠恕一贯评价极

高，视为“孔门末后亲传密旨”，为曾子默契道体之

证。 阳明一方面认同此说，如《别湛甘泉序》言“曾
子唯一贯之旨传之”。 但在龙场悟道后数次表达此

并非曾子悟道之语，认为此表明曾子尚未得门而入，
夫子见其如此，故指点忠恕一贯为工夫入门之法。
此据曾子一日三省、问礼等零碎工夫即可知，此处曾

子“唯”之应答，并非如朱子等认为的是对道的快速

领悟。 在阳明看来，三省、一贯皆非悟道语，而是用

功语。 “或问曾子一贯。 先生曰：想曾子当时用工

也不得其要。”阳明又以任重道远、君子不可不弘

毅的弘毅为曾子见道之言。 认为曾子弘毅作为工夫

论，是针对学者而发，是曾子穷理工夫的根本，是已

洞见仁之本体后方有之言。 “故曰 ‘不可以不弘

毅’，此曾子穷理之本，真见仁体而后有是言。”此

显出阳明在如何判定曾子传道工夫上有所矛盾。
曾点气象与狂者胸次。 阳明对曾点评价甚高。

认为曾点言志体现了曾点之狂，大加赞许而无贬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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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与朱子褒贬兼具不同。 阳明对曾点狂者气象之

真、直、乐、通表达了强烈的共鸣和自我认同，以此批

评程朱过于敬畏的束缚之学。 赞许曾点的狂者气

象，体现了率真、自信、洒脱、通达、乐观的心态，是真

实的为己之学，是“圣人真血脉”。 阳明对曾点的评

价尚不止于狂者，甚至认为他已达到了无意必固我、
素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的洒然中庸境界，具有君子

不器之意，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功利富贵不动于心可

比，即曾点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境界，达到

了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 阳明对曾点的喜爱，体
现了其学术中所蕴含的愉悦、洒脱向度，在这个意义

上，曾点之学也应该构成阳明道统中具有特色的内

在因素。
４．文中子、甘泉之道统地位

阳明对汉唐道统的叙述，不同于程朱之肯定董

仲舒、扬雄、诸葛亮、韩愈等，而是对文中子情有独

钟，评价最高，将之几与颜子相提并论，“文中子庶

几具体而微”。 面对文中子拟经的质疑，认为“《续
经》亦未可尽非”，且以“更觉良工心独苦”为之辩

护。 赞文中子为孔孟之后，周程之前此段道不得行

之晦暗时间中最杰出的儒学大师，董、韩皆无法与之

相比。 “予尝论文中子盖后世之大儒也，自孔、孟既

没，而周、程未兴，董、韩诸子未或有先焉者”。 但

阳明并未给出推崇文中子传道的任何具有实质内容

的解释。
关于湛甘泉是否入道统。 在阳明看来，甘泉之

地位如同象山，亦不过是同调而已，并非道统的真正

继承者。 甘泉是同时代学人中给予阳明影响最大的

道友，但两人思想始终存在分歧，最后分道扬镳。 如

在格物问题上，最初甘泉持朱子即物穷理说，后主

“随处体认天理”说，与阳明的致良知不同。 因各主

致良知与体认天理，关系一度紧张，处于“离合异同

之中”。 阳明以致良知斥责甘泉的“体认天理”为告

子义袭之说，“勿忘勿助”亦非为学要领，是捕风捉

影的无根之学。 即使能够向内心用功，与圣门致良

知仍然相隔一层。 阳明始终担心体认天理说与朱子

物上求理说相通。 甘泉则认为阳明之说有排斥经典

和忽视实践工夫、空说觉悟之弊病。

四、结语

综上所述，阳明的道统观随思想演进而有所变

化，《别湛甘泉序》提出“颜子没而圣学亡”，实为阳

明道统思想初步形成之反映；《象山文集序》代表了

阳明道统思想之成熟，于此正式提出了“心学”和

“精一之传”，确立尧舜禹至孔颜（孔孟）、周程以至

于阳明的道统传承脉络，斥伊川朱子于道统之外；
《重修山阴县学记》和《万松书院记》在继续阐述精

一之学的同时，尤注重以明人伦之学划清心学与禅

学的界限。 阳明对道统人物提出的新诠释，实有与

儒学传统共识相矛盾处，如夫子劣于尧舜与“夫子

贤于尧舜”说。 而“颜子没而圣学亡”看似惊人，其
实亦是宋儒所提出的颜孟之别这一道统线索的再次

呈现，孔颜与孔孟之别，也正体现了阳明对精一之学

的推崇。 阳明对孟子并未表达出对颜子般的推崇，
而是始终带有反思之眼光。 阳明关于从《易》看夫

子不如尧舜，及曾子中行之禀等看法，皆为《传习

录》编者所刊除，或反映了编者已察觉此等说法不

利于树立阳明之几圣形象，故删之。

阳明自我认同于接续了濂溪、明道之学，特别发

挥了二者有关工夫境界之论述。 他并不认为象山是

真正的道统接续者，更多的是将之作为不够精一的

心学同调。 阳明晚年反复颂扬致良知的道统嫡传意

味，采用诸如“千古圣贤相传一点骨血” “千古圣学

之秘”“尧舜之正传而为孔氏之心印” “乃是孔门正

法眼藏”等极具宗教信仰色彩之词，渲染良知独得

孔孟真传之意。 在正面宣扬自家道统论之时，阳明

也竭力抨击朱子学为支离之学，判其为儒家精一之

道的断灭者。 经过阳明及其后学的努力，阳明跻身

道统谱系的目标得以实现，１５８４ 年陪祀孔庙即是阳

明进入儒家道统的符号，阳明也获得了“集孔孟以

后诸儒之成”的崇高赞誉。 且阳明之影响不仅在

国内，在日本也获得了广泛认同，成为足以与朱子学

相抗衡的思想体系和现实力量。 阳明排斥朱子于儒

家道统之外的思想影响深远，如牟宗三的“朱子别

子为宗”说可谓对阳明道统论的一种现代呼应。 可

见道统思想对于儒学发展实具重要风向标之意义。
在儒学复兴的当下，如何看待包括阳明在内的儒家

道统思想，仍然是一个具有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的

重要话题。

注释

①陈荣捷还说：“总言之，精一之说，基于其知行合一与致良知两说

而言。”陈荣捷：《从〈朱子晚年定论〉看阳明之于朱子》，《王阳明传

习录详注集评》，重庆出版集团，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６１ 页。 ②③④⑤⑥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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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⑨⑩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３１、２０６、１５、２１０、７１、８４、
９６、１３、２２９、７、５２、１７２、２３０—２３１、２４５、２４５、１２７、８１２、９２、２１０、２５６、２５７、
２５３、１１７６—１１７７、２４、２６７、２２、１１６８、１４８、１０２２、１５３３ 页。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新编》，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６０７、１５９８ 页。 
此句标点有不同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阳明全集》作“曾
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吴震《心学道统论———以“颜子没而圣学

亡”为中心》作“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 “二千余年”恐误，
《朱子晚年定论序》为“千五百余年”。 陈荣捷对象山与阳明之关

系有精辟论述，指出阳明 １５０９ 年前与象山无任何特殊关系，对朱陆

之辨毫无兴趣，是友人席书才引起他对象山的注意及表彰。 参陈荣

捷：《从〈朱子晚年定论〉看阳明之于朱子》，《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

评》，重庆出版集团，２０１７ 年。 也许察觉阳明此条评论确有不妥之

处，故编纂者删除之。 比较《朱子语类》与《传习录》，会发现朱子

弟子善于刨根究底，朱子亦常能虚心反思己说，接纳弟子意见而自我

修正，体现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师生互动风格。 而阳明弟子极少就同

一问题反复质疑，且阳明亦极少采纳弟子意见而修正己说，而更多体

现了一种宣教布道的色彩。 学者认为，“我们有理由断定‘颜子没

而圣学亡’必是阳明在领悟了良知之后才有的道统新论。”吴震：《心
学道统论———以“颜子没而圣学亡”为中心》，《浙江大学学报》 （人
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陈建：《陈建著作二种》，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３１ 页。 张伯行亦以此批评阳明，“阳明每云‘颜

子没而圣学亡’，将置曾子、子思、孟子于何地乎？ 其过中失正，大抵

皆此类。”《困学录集萃》，第 ４９ 页。 “孟子有些英气。 才有英气，
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 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间。
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
第 １９９ 页。 朱熹：《朱子全书》第 １３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２２ 页。 “颜子问仁之后，夫子许多事业皆

分付颜子了……颜子没，夫子哭之曰‘天丧予’。 盖夫子事业自是无

传矣。 曾子虽能传其脉，然参也鲁，岂能望颜子之素蓄，幸曾子传之

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颜子事

业，亦竟不复传也。”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年，第 ３９７
页。 邹守益：《邹守益集》，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５７ 页。 “曾
子、孟子虽得其宗，犹为可循可守之学，与颜子所悟微涉有迹。 圣人

精蕴，惟颜子能发之。”王畿：《王畿集》，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４５２
页。 朱子也区别了回、赐之别，但仅仅限于知识上，称“颜子明睿

所照，即始而见终；子贡推测而知，因此而识彼。”又引胡寅说认为是

生知与学知之别，是为学境界上，而非阳明的为学性质上。 并肯定子

贡最后终于闻道，故夫子许之。 学者通过王畿的视角特别讨论此

点。 申绪璐认为此颜子没而圣学亡否定的是子贡、子张的外求闻见

之学，体现了阳明学内部良知与知识的紧张关系。 这启示我们可

从另一角度思考被刊除语录的原因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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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一之传———王阳明道统思想探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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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陆西星庄学中的礼学思想初探∗

———以《南华真经副墨》为基础

丁 四 新　 　 　 费 春 浩

摘　 要：陆西星对庄学中的礼学思想的探讨，是在其道论视域下进行的。 陆西星认为，道与礼之间存在“自本生末”
和“逐末忘本”两种本末关系。 在礼的起源问题上，陆西星从圣人法天道以立人道和礼发自人的真性两个方面提出

了道为礼之源的主张。 在何为“至礼”的问题上，他又提出了“至礼则质任自然”和“礼不忘其始”的观点。 在前者

中，“自然”既有“无心”义，又有“本体”义，既主张不执着于具体的礼仪制度，又强调道德本体的自然流露。 而后者

则一方面强调道在礼中的重要性和礼返回于道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大化流行就是天地之礼，尊重、理解并安

于此天地大化之流行而始终与化俱化，方为懂礼。 陆西星庄学中的礼学思想，是其沟通儒道思想的理论成果，不但

为其诠释《庄子》中某些疑难问题提供了资源，还将道家礼学思想提升到了更为广阔的生命境域。
关键词：陆西星；庄学；礼学；《南华真经副墨》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４－０１１６－０７

　 　 陆西星（１５２０—约 １６０６），字长庚，号潜虚（子），
又号方壶外史、蕴空居士，江苏兴化人，道教内丹学

东派之祖。 其晚年所著《南华真经副墨》一书，是一

部最能代表明代庄学特色的注《庄》著作。 此书一

经刊印，便受到时人的特别关注和褒扬。 这从明代

焦竑的《庄子翼》对其多达 ３０ 大段的引用，令其成

为焦书中引用最多的五大注家之一，便可见一斑。①

不但如此，在陆西星之后，重要的庄学研究者如释德

清、林云铭等都受其影响。 就连现代著名的注《庄》
著作，如钱穆的《庄子纂笺》、王叔岷的《庄子校诠》、
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乃至最新出版的章启群

的《庄子新注》等，都对其有不少引用，可谓影响深

远。 但目前学界关于陆西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

道教内丹学方面，而对其庄学研究仍付之阙如。
在先秦思想特别是儒家哲学中，“礼”是一个具

有分别特征的重要观念。 例如，《礼记·乐记》就

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②《荀子·乐论篇》也表

达了相同的看法：“乐合同，礼别异。”③因此，以道

论为旨趣归宗的陆西星庄学，特别对礼学相关问题

进行了探讨。 本文拟从道礼有本末、道为礼之源、
“至礼则质任自然”与“礼不忘其始”等四个部分，对
陆西星庄学中的礼学思想进行探讨。

一、道礼有本末

陆西星庄学首先认为道与礼之间存在本与末的

关系。 陆西星在《副墨序》中即云：“盖自几蘧以逮

羲轩，莫不通于道而合于德，退仁义而宾礼乐，明于

本度，系于末数，理之所以穷也，性之所以尽也，命之

所以至也。”④在这里，陆西星直接将“通于道而合

于德，退仁义而宾礼乐”与“明于本度，系于末数”对
举，即以道德为“本”，仁义礼乐为“末”。 其在注释

《庄子·天道篇》（下引该书，只注篇名）“通于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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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德，退仁义，宾礼乐”句时，也明确指出，“此谓知

本”⑤。
在陆西星这里，道与礼之间存在的本末关系，又

因礼的不同而呈现出“自本生末”和“逐末忘本”两
种形态。 这首先可从其对《缮性》首章之释义来看。
其释义云：

　 　 中心纯实而反其情以归于性，则乐之名所

由立矣。 信容体之所行，而顺其自然之节文，则
礼之名所由立矣。 凡此者，自和理中出，如木之

有根，华实并敷，而不得谓之偏行。 若礼乐而偏

行，则人皆逐末忘本，狃于俗学之支离，而天下

于是乎乱矣。⑥

在这里，礼有“不得谓之偏行”与“偏行”两种。
“不得谓之偏行”之“礼”是“自和理中出”者。 陆西

星释“和理”云：“和即德也，理即道也。”⑦所以，此
“礼”是自道中而出。 由此可见，道与此“礼”之间存

在一种“生成”关系。 陆西星又以木之“根”与花果

（“华实”） 比喻此种关系 （“如木之有根，华实并

敷”），所以我们将这种关系称作“自本生末”。
道与礼之间的这种“自本生末”的本末关系，并

非是从生成论，而是从存在论上而言的。 陆西星所

谓“如木之有根，华实并敷”，即是强调“根”作为“华
实”的根本支持，而非指“根”之实际生“华实”。 由

此可知，此种“自本生末”的本末关系实际是主张以

道作为礼的本体根据。 陆西星的如上观点，在其对

《天道》篇“本在于上”至“非所以先也”段的注释中

表达得更加清楚。 此段《庄子》原文为：
　 　 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
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赏罚利害，五刑之辟，
教之末也；礼法度数，形名比详，治之末也；钟鼓

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哭泣衰绖，隆杀之

服，哀之末也。 此五末者，须精神之运，心术之

动，然后从之者也。 末学者，古人有之，而非所

以先也。⑧

对于此段文义，历来批判甚多。 陆西星在题解

中却指出：“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君，详在于

臣，皆极醇无疵之语。 尝谓《庄子·天道篇》辞理俱

到，有蔚然之文，浩然之气，苍然之光。 学者更当熟

读。”⑨可见，陆西星对此篇非常重视。 其注此段云：
　 　 又自“有为无为”上翻出“本末”二字。 盖

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道之本也。 自朴散为器，
则有为之法缘是以生。 故详举五者皆世法之末

务，其精神心术之运则主者执之，故无为之道要

在于主，有为之法详在于臣。 末学者，古人有

之，非帝王之所以先也。 所以先，则虚静恬淡寂

寞无为而已矣。⑩

在这里，陆西星指出“礼法度数”“降杀之服”等
五者皆“世法之末务”，是自道朴散之为器而有之

的，都是“有为之法”。 这些有为之法都是缘道而生

的，而道是无为自然的，是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
为其主要性相的，故为诸“末务” 之“主”，也就是

“本”。 所以，在陆西星看来，庄子此所谓“主” “臣”
“先”“后”，并非是就事论事讨论君臣关系，而是以

君臣的主次关系来譬喻无为之道与有为之礼、法间

的关系，是要指出道为本为先，而礼、法等诸“务”为
末为后。 在这里，道之为“先”，是就其为“本”而言

的；换言之，此“先”并非指时间上的“先”呈现，而是

指存在论上“先”在，也就是强调道作为礼、法等诸

“末务”的本体根据。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知礼之为

“末”为“后”，并非是指要完全摒弃“礼”。 实际上，
陆西星对存在“自本生末”之本末关系的道与礼，采
取的是“崇本举末”的态度。 例如，其上言“通于道

而合于德，退仁义而宾礼乐”，除了强调首要“明于

本度”，同时也要“系于末数”；又如此处陆西星同时

也承认礼、法等诸“末学”是“古人有之”的。
与上不同，陆西星指出“偏行”之“礼”与道之间

主要体现为“逐末忘本”的关系。 “偏行”是相对于

“非所谓偏行”而言的，所以此所谓“偏行”之“礼”
也就是指不是自道中而出的、人为造作的俗礼。 道

与俗礼之间的这种“逐末忘本”的本末关系，表示二

者之间有种此存彼亡的紧张冲突，其强调的则是对

固定形式化的俗礼的反对。 这点更直接体现在陆西

星对《田子方》篇“温伯雪子适齐”这个寓言的释义

中。 此篇《庄子》原文讲到温伯雪子去往齐国，途经

鲁国。 鲁人前后两次求见，才见到他。 但每次见完

鲁人后，温伯雪子都嗟叹不已。 其仆人见此便怪而

问其故。 温伯雪子答曰：
　 　 吾固告子矣：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

人心。 昔之见我者，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

若龙一若虎。 其谏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
以叹也。

对于温伯雪子的回答，陆西星注之曰：
　 　 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言习于末学而昧

于本体。 彼其进退成规矩，从容成文章，谏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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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而不知抑末也，本之则无，是以叹耳。

在陆西星看来，温伯雪子之所以嗟叹不已，是因

为见到了鲁人的行为。 所谓“一成规一成矩”“一若

龙一若虎”，就是指鲁人的动容周旋皆合于礼仪规

范。 不但如此，就连劝谏他人，也还讲究一定的章程

法则。 所以，温伯雪子说鲁人是“明乎礼义而陋乎

知人心。”陆西星指出此所谓的“明乎礼义”，就是

“习于末学”；而“陋于知人心”，就是“昧于本体”。
在这里，陆西星将礼义与末学、人心与本体，两相对

举。 由此可见，在陆西星看来，礼是末，而人心本体

才是本。 此人心本体实际上又是形上道体在人身上

的落实，所以陆西星此处即是以道为本、礼为末。 另

其还指出此“末学”与“本体”之间是此“明”彼即

“昧”的，即这种本末关系是此存彼亡的。 所以，陆
西星说鲁人“不知抑末也，本之则无”，即不懂得这

种本末之间的存亡关系。 反之，要存“本”则必须要

“抑末”，即要反对“一成规一成矩”般的具体形式化

的俗礼。 所以，就价值判断而论，陆西星对这种存在

“逐末忘本”之本末关系的道和俗礼，采取的是“崇
本抑末”的态度。

陆西星的道礼有本末之说，强调道为体，礼为

末。 他的此一理论框架为其解释《庄子》中某些疑

难问题，提供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 例如，上文中

其对“要在于主，详在于臣”等的解释就别出心裁，
其诠释全未从君主治理的角度入手。 由此，也就不

会产生李勉以此段为“尊卑先后之言，则颇不类老

庄之旨”，以及冯友兰以此段为“严格地维持封建社

会等级和秩序”的问题。又例如，《大宗师》篇云：
“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 以刑

为体者，绰乎其杀也。 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

也。”一般解释者多直接将“刑”理解成“刑法”，成玄

英即疏云：“用刑法为治，政之体本；以体乐为御，物
之羽仪。”但是直接将其解释为“刑法”，存在两个

问题。 第一，以“刑法”为“体”不但与《大宗师》篇

以“道”为“本”为“根”的中心思想不合，且在《庄
子》中也找不到其他相关文本支持。 第二，以“刑
法”为“体”有一种将庄子哲学诠释成权谋术或法家

化的倾向。 例如，成玄英释“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

也”句即云：“绰，宽也。 所以用刑法为治体者，以杀

止杀，杀一惩万，故虽杀而宽简。 是以惠者民之雠，
法者民之父。”有种明显的权术与法家的意味。 陆

西星对此句的解释则与此不同、别开生面。 其释义

云：“刑主肃杀，故以之为主，为道日损，损之又损，
至于无损，故曰：绰乎其杀也。 杀者，降杀之义。 以

礼为翼者，柔和谦退，所以辅翼人道而行于世者，故
曰：所以行于世也。”在这里，陆西星实际上是从道

礼有本末的角度来诠释的。 “体”与“翼”实际相应

为“本”与“末”的关系：“以礼为翼”就是以礼为末；
而“以刑为体”则是以道为本。 按照陆西星的观点，
之所以以“刑”说“道”，就是因为“刑”具有的“肃
杀”之性，与入“道”的“日损”功夫相通。 所以，“绰
乎其杀”就是“损之又损”。 如果说成玄英式的从字

面直译的方式是实解，那么陆西星这种在道礼有本

末的框架下，从性质上对“刑”进行的解释则为虚

解。 通过这样的虚解，陆西星将形下具体的 “刑

法”，上升到了需要“损之又损”才可入之的形上之

“道”上，这样才可称之为“本”。 陆西星的如此释

义，对其后之释庄者有不小影响。 例如，憨山德清即

从心体的角度来释义此句，其云：“刑者，不留其私，
谓中心一私不留，以为之体。”

二、道为礼之源

在道礼有本末的基础上，陆西星对礼的起源问

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道为礼之源的观点。 首先，陆
西星认为可从圣人法天道以立人道的角度来看道为

礼之源。 他的这一观点在其《天道》篇“君先而臣

从”段的释义中有所表述。 其云：
　 　 言凡物有先有从，乃造化之定理。 圣人取

象于天地，观变于四时，体撰于万物，则见尊卑、
先后、区状、盛衰皆有一定自然之序，用是而主

张纲维以立人道之极，故以宗庙则尚其亲而昭

穆之有序也，以朝廷则尚其尊而官职之有序也，
以乡党则尚其齿而少长之有序也，以行事则尚

其贤而承乘之有序也，是皆大道之自然。

陆西星指出圣人通过观天地之诸象、四时之变

易、万物之情状，而见天尊地卑上下有位、春夏秋冬

顺序而行，由是便知“尊卑” “先后” “区状” “盛衰”
等自然之现象，都有一定的“自然之序”，并都内含

了一定的“造化之定理”。 自然世界中的万物都是

自在且无主观意识的，所以都能顺应此天地造化的

必然之理而行。 但人却有主观意识，且能够通过理

智调整并选择自己的行为，所以经常会做出与此必

然之理相违之事。 因此，圣人便效法天道运行之序，
“以立人道之极”，即将天地造化必然之理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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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道礼仪的建设中去，而建立宗庙之昭穆制度、朝
廷之官员职分、乡党之亲疏长幼，乃至个人行事的先

后轻重之准则。 这样，人便能由践履此法天道而制

定的礼，以合于天地造化之理与自然之一定之序。
所以，道是礼制定的标准，且礼的最终导向是回归到

道中去。 由此可说，道为礼之源。
其次，陆西星认为还可从礼自人之真性而发的

角度来看道为礼之源。 陆西星在《缮性》篇首段的

注释中，对此即有所阐述。 兹引于下：
　 　 性非学不明，而俗学不可以治性；明非思不

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 谓之俗者，对真而言。
言俗学障性，俗思乱明，凡为此者，谓之蔽蒙之

民。 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此一句最好，乃缮性

求明之要诀。 认取“知”字，即本初之元性也，
儒者谓之良知，佛氏谓之觉性，道家谓之元神，
可以恬养之，而不可以俗学障之、俗思乱之。 恬

者，无为自然之义。 盖能以恬养之，则一定之中

自然生慧，日用之间，本体莹然，莫非真性之发

越。 才认得性，便属识神，已不是性，故生而无

以知为。 生，即周子所谓 “神发”。 无以知为

者，常自混溟，韬其光而弗耀也，又谓之以知养

恬，何者？ 用知则不能恬，无以知为，则恬者常

自恬矣。 即恬之时，知在恬，即知之时，恬在知，
故曰：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 和即德

也，理即道也。 德而无所不容，于是有仁之名；
道而无所不理，于是有义之名。 义明而物亲，则
各尽乃心，而忠之名所由立矣。 中心纯实而反

其情以归于性，则乐之名所由立矣。 信容体之

所行，而顺其自然之节文，则礼之名所由立矣。
凡此者，自和理中出，如木之有根，华实并敷，而
不得谓之偏行。

在这里，陆西星首先依承庄子，将“蔽蒙之民”
与“古之治道者”二者相对而论。 “蔽蒙之民”因求

索于外在的“俗学”“俗思”，而为之“障性”“乱明”。
与此不同，“治道者”则“知与恬交相养”。 按照陆西

星的理解，此处的“知”当为“本初之元性”。 可见，
在陆西星这里，此“知”不是分别之知，而是形上本

体，所以他又以儒家的“良知”、佛家的“觉性”和道

家的“元神”比拟之，且还直接将其称作“本体”与

“真性”。
在陆西星看来，此本体之“真性”，“可以恬养

之，而不可以俗学障之、俗思乱之”。 所谓“恬”，取

“无为自然之义”。 相对于“蒙蔽之民”而言，就是不

向外有为地求索于俗学俗思，如此便能 “本体莹

然”，而“日用之间” “莫非真性之发越”。 而当本体

之“真性”“发越”之时，又“无以知为”，即不以所知

为知，便是“以知养恬”。 陆西星指出：“即恬之时，
知在恬，即知之时，恬在知，故曰：知与恬交相养，而
和理出其性。”所谓“恬在知”“知在恬”，就是说本体

不滞于外物，率性而照，即本体即发用。 由此，“治
道者”便能自本体之“真性”自然而行为之，呈现于

外的便是合乎天地之理的仁义忠乐礼。 具体而言，
人的性德，无所不包，见之于人，则慈爱弘博，于是有

“仁”之名；物我同理，故行则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
于是有“义”之名；与物有宜，则物自来亲，见之于

外，必以为各尽其心，于是有“忠”之名；中心纯实，
发之于外，不离其性，所适皆和，于是有“乐”之名；
信体而行，动容周旋而无不合自然天理之节文，于是

有“礼”之名。 又庄子有所谓“和理出其性”的说法，
陆西星释之云：“和即德也，理即道也。”即此“真性”
又是自道德而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道为

礼之源。

三、“至礼则质任自然”

在提出道礼有本末以及道为礼之源后，陆西星

展开了对“至礼”的思考，首先提出了“至礼则质任

自然”的主张。 陆西星的此一主张，是在其对《庚桑

楚》篇“蹍市人之足”段的释义中提出来的。 “蹍”为
踏、履义。 成玄英疏云：“蹍，蹋也，履也。”陆德明

《释文》也指出：“司马、李云：‘蹈也。’ 《广雅》云：
‘履也。’”所以，“蹍市人之足”就是踩踏到他人之

足。 《庚桑楚》篇此处，就是通过人对踩踏到不同人

之足的不同态度，来批判俗礼和诠释至礼。 陆西星

释此段云：
　 　 蹍，踏也。 踏市人之足，则辞谢以放骜。 兄

踏弟足，则以气而嘘，妪拊之而已，无庸谢也。
若父母踏子之足，则并与妪拊而忘之，故曰：大

亲则已矣。 夫踞足而辞谢，礼也，礼以相伪。 至

礼则质任自然，不见人我而生逊让，故知亲之已

矣，真至礼也。

在此，陆西星指出踩踏到不相识的市人之足，则
“辞谢以放骜”，即当向人道歉，并说明自己是不小

心踩到的，非故意为之。 这里所要突出的重点是

“辞谢”，即道歉。 与此不同，踩到弟弟的脚，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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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谢也”，并且很自然地“以气而嘘，妪拊之而已”。
如果说兄踏弟足，仍有怜爱轻抚的反应和表现。 父

母踏子之足，则连这些一并忘之。 由此，陆西星指出

踩踏到人之足必须向人辞谢道歉，实际上是“礼”。
礼是现实世界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和行事准则，故
人必须遵守。 但陆西星却认为“礼以相伪”。 “伪”
取人为义，也就是说“礼”是人为设定的。 显然，这
里的“礼”就是指前文中讨论过的没有道作为本体

支持的俗礼。 与俗礼之“伪”相对的，便是天性之

“自然”。 所以，陆西星相应提出了“至礼则质任自

然”的主张。
在陆西星庄学这里，“自然”首先取“无心”义。

陆西星主张“至礼则质任自然”，并认为“亲之已矣”
即为“至礼”。 在陆西星这里，“亲之已矣”又是相对

“踏市人之足”的“辞谢以放骜”，和“兄踏弟足”的

“以气而嘘”“妪拊之”而言的，是指“父母踏子之足，
则并与妪拊而忘之”。 由此可见，这里的“已”取“停
止”义，是放下对前面这些“辞谢”“妪拊”之“礼”的
执着，所以陆西星释之为“忘”。 此“忘”又当取“无
心”义。 陆西星在释义《大宗师》篇中颜回的“忘礼

乐”“坐忘”一段功夫时，即特别强调：“此个忘字，与
外道所谓‘顽空、断灭’者，万万不侔。 即是一个‘心
普万物而无心，情顺万事而无情’，乃其宗旨。”所

以，“至礼则质任自然”中的“自然”当取“无心”义。
在《副墨》中，陆西星经常将“无心”与“自然”

连用。 例如，其在《大宗师》篇“意而子见许由”章的

注释中即云：“又且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若有工巧

以制御之，而不得以巧名者，无心自然故也。”其在

《达生》篇“复仇者不折莫干”章的释义中也指出：
“修道者知无心自然之妙也，是以不开人之天而开

天之天。”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无心自然”几

乎成了陆西星庄学中的一个专用名词。 从这个角度

而言，“至礼则质任自然”就是指“无心”于礼，也就

是指不执着于具体的礼仪制度。
另外，在陆西星庄学这里，“自然”还取“本体”

义。 在提出“至礼则质任自然”的主张后，陆西星还

对“至义”“至知”“至仁”“至信”进行了诠释：“至义

则不待物物裁制而皆得其宜。 至知则自然先觉而

已，故至知不谋。 至仁则无所不爱而已，故至仁无

亲。 至信则不待金玉以为质，故至信辟金。 此皆因

‘至礼不人’而绪及之者。”在这里，“至义”的“不
待物物裁制”，“至信”的“不待金玉”等，都直接显示

了“至礼则质任自然”中“自然”的“无心”义，即不

执着于具体的形式。 但同时， “至知” 的 “自然先

觉”，“至仁”的“无所不爱”，乃至“至义”的“皆得其

宜”和“至信”的“以为质”，又都显示出某种形式。
在对《在宥》篇“贱而不可不任者”章中“节而不可不

积者，礼也”句，以及与之相关的“仁”“义”句的释义

中，陆西星也表达了相近的看法。 其释文云：
　 　 义主分别，视仁则远矣，而亦不可以不居。
仁主联属，视义则亲矣，而又不可以不广。 礼主

节制，节则止而不过，积则加厚无已，故礼虽节

而不可以不积。 此皆相矫之辞，具言有为之

法……至于德也、道也、天也，皆形而上者，本不

容于有为，然而无为之道，有作为基，不可以不

为也……此亦相矫之辞，皆无为中之有为。

在这里，陆西星指出“仁” “义” “礼”等都必定

会呈现出某种形式来，是“有为之法”。 但这种“有
为”却是“无为中之有为”，即这种“有为”是自“无
为”本体中自然流露出来的。 由此可见，“至礼则质

任自然”中之“自然”还有“本体”义。
在《副墨》中，“自然”取“本体”义的例子很多，

陆西星常将“自然”与“天”“天理”“天性”等表示本

体的词汇相连而言。 例如，在《大宗师》篇首章的注

释中，其云：“何谓知天之所为？ 知天之自然也。”

在《齐物论》篇“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段的注释中，
其云：“天理之自然，物则之固有。”在《齐物论》篇
“天倪”一词的释义中，其云：“天倪者，天理自然之

分。”在《列御寇》篇末章的释义中，其亦云：“神则

天性自然之灵觉。”从这个角度而言，“至礼则质

任自然”就是强调“至礼”是道德本体中自然流露而

出的。

四、“礼不忘其始”

关于“至礼”的思考，陆西星庄学除了提出“至
礼则质任自然”的主张，还提出了“礼不忘其始”的
经典命题。 此一命题是在陆西星对《大宗师》篇“子
贡吊唁子桑户”章的注释中提出来的。 此章《庄子》
原文描写道：子贡去参加子桑户的葬礼，见到子桑户

的好友孟子反与子琴张“或编曲，或鼓琴”，完全

与常礼不侔。 对于履仁蹈礼的孔门大弟子子贡而

言，这自然是极为荒唐怠慢之事。 所以子贡趋而进

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文中对于子贡此时的

动作描写非常形象，所谓“趋而进”，有种气急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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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味。 与子贡此时的心境不同，孟子反与子琴张

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在好友丧礼上

“相视而笑”，一方面表示二人对死生的透彻领悟；
另一方面则表示二人认为子贡的理解还极为肤浅。
林希逸云：“礼意，犹言礼之本也。”所谓“恶知礼

意”，也就是不懂礼的本义。 所以，此处所要讨论的

就是何为礼之本的大哉问。 对此，陆西星的诠释是：
　 　 子贡不知达者之意，却以世礼绳之，故二人

者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 盖礼之意，重在返

始，故曰：“礼不忘其始”。 始，即未始有始也

者。 故圣人制礼，老子薄之，以为滋伪首乱。 论

大道者，本来无物，其见自是如此，宜非世儒之

所知也。

在陆西星看来，孟子反与子琴张所谓的“礼意”
就是“重在返始”。 由此，他提出了“礼不忘其始”的
命题。

将“始”与“礼”关联起来，最早应该是在儒家的

典籍中。 《礼记·郊特牲》即云：“万物本乎天，人本

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

也。”“郊”就是郊祭天礼。 孔颖达《正义》曰：“天
为物本，祖为王本，祭天以祖配，此所以报谢其

本。”可见，在《礼记》这里，“本”和“始”主要是指

天和祖宗。 “报本反始”则主要表达对天、祖先的崇

敬和感恩之情。 另外，陆西星“礼不忘其始”的提

法，应该还是化用了《礼记》中“礼” “不忘其初”的

说法。 《礼记·礼器》云：“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

其初者也。”孔颖达《正义》云：“修者，定本及诸本

作‘循’，字当作‘修’。”王念孙云：“循古者，遵循

古道而不失，正所谓 ‘不忘其初’ 也。” 在这里，
“初”是指古制、古礼。 所以，《礼器》原文中解释此

句所举例子是“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鸾
刀之贵”，即重古初之“玄酒”“鸾刀”。

与此不同，在陆西星庄学这里，“始”并非是指

“天”“祖宗”或“古制”，而是指“道”。 在上面引文

中，陆西星即明言：“始，即未始有始也者。”“未始有

始也者”一语出自《齐物论》篇：“有始也者，有未始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
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

者。”“始”是指一事物在时间上的开端，既然有一

时间上的开端，那在此开端之前，当另有一时间，即
“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是指一事物在空间上的存

在，既然有一个存在上的“有”，那在此“有”之前，当

有没有此“有”的“无”，又既然有一个“无”，那么

“无”之前当还有一个没有此“无”的状态，即“有未

始有无也者”。 时间之前后，空间之有无，都是指具

体之事物而言的。 所以，此“未始有始也者” “未始

有无也者”，乃至“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和“未始

有夫未始有无也者”都是表示对具体事物的形色性

质的超越。 对具体事物这样那样的形色性质的超

越，实际上就是对形上道体的回归。 所以，“未始有

始也者”一语在陆西星的庄学体系中非常重要，经
常出现在与道相关的诠释中，基本可看作是“道”的
代名词。 比如他多次用“未始有始”训“宗”：“宗，即
所谓‘未始有始也者’。”又以“德”训“未始有始”：
“盖未始有始也者，混合和融，一而不分，谓之滑和，
上篇所谓‘游心于德之和’，意盖如此。” “未始有

始也者”即指代“道”，所以陆西星此所谓的“礼不忘

其始”，也就是强调道在礼中的重要性；而“礼之意，
重在返始”，也就是强调礼对于道的返回的必要性。

另外，在陆西星看来，道体是自然无为的。 其在

《大宗师》篇题解中便指出：“道者，自然而已。”其

在《庚桑楚》篇首章的注释中也指出：“道则无为而

常自然。”所以，陆西星“礼不忘其始”中的“始”既
为道体，而道体又是自然无为的，那么“礼不忘其

始”也就是强调“至礼”也要“自然无为”。 就形体之

存在而言，人亦为天地中之一物，生老病死也只是自

然规律的一种表现、天道变化的一种节文。 所以，成
玄英有所谓“大礼与天地同节”的精到说法。 就

死亡而言，“礼不忘其始”中的“自然无为”义，一者

要求理解死亡即天地之节文（“自然”）；再者则要不

因死亡而内伤其心（“无为”），如此才是“自然无

为”。 陆西星在注释子桑户三人所因以为友的“相
与于无相与”等三句时指出：

　 　 相与于无相与，言无心也。 相为于无相为，
言无为也。 登云游雾，挠挑无极，言行无辙迹

也。 相忘以生，无所终穷，言不悦生、不恶死也。
此个学问，同志者少，而三人皆莫逆于心，故相

与定交。

此三句话描述的是子桑户三人“莫逆于心，遂
相与友”的基础，所谓“无心” “无为”即顺应天地变

化；“不悦生、不恶死”即以死生为一条，不以死生而

内伤其心。 所以，陆西星说三人是“忘其肝胆，遗其

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而

不知身世之何有，逍遥乎无为之业而一任来去之自

１２１

陆西星庄学中的礼学思想初探———以《南华真经副墨》为基础



然”。 “来”为“生”，“去”为“死”。 “忘其肝胆，遗
其耳目”，就是指来去不系于心，一任自然，且安之

若命。 如此便可“反复终始，不知端倪”，也就能与

化偕行。 从这个面向来讲，“礼不忘其始”所强调的

是天地大化之流行就是天地之礼，尊重、理解并安于

此天地大化之流行，而始终与化俱化，方为懂礼。

五、结语

陆西星庄学中的礼学思想，首先即从整体上提

出了道礼有本末的观点。 在此基础上，陆西星又对

礼的起源问题和何为“至礼”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分
别提出了道为礼之源、“至礼则质任自然”以及“礼
不忘其始”等重要主张与经典命题。 总体而言，陆
西星对庄学中的礼学思想的探讨，是在其道论视域

下进行的。 这从他认为道礼有本末、以道为礼之源、
发掘出“自然”的本体义以及释“始”为“未始有始”
等方面都可看出。 另外，在礼的起源问题上，陆西星

指出可从圣人法天道以立人道和礼自人之真性而发

两个角度来看，此一理论框架极具儒家色彩；而在何

为“至礼”的问题上，他提出的“礼不忘其始”又有以

道家思想涵摄儒家礼学的意味。 可见，陆西星庄学

中的礼学思想还是其沟通儒道思想的理论成果。 但

需指出的是，与儒家“报本反始”的礼学思想相比，
陆西星庄学中的礼学思想更加关注人的道德心体之

自然流淌，与人对天地大化之流行的体认。 人的道

德心体之自然流淌是就个人心体之发用而言的，而
人对天地大化之流行的体认，则直接将人与整个天

地万物相贯通。 如果说前者使陆西星庄学中的礼学

思想摆脱超越了具体的礼仪形式，而后者则使其提

升到了更为广阔的生命境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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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４７０ 页。 ③王先

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中华书局，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７１
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
陆西星撰，蒋门马点校：《南华真经副墨》，中华书局，
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２、２０５、２３２、２３２、１９７—１９８、１９３、１９８、２９７、２９７、９４、１９８、
２３１—２３２、３４８、１１１、１１０、２６９、３４８、１６４、８８、２７、４１、４７４、１０４、１０４、１０４、
１０５、３２、４７７、８３、８８、３３２、１０５、１０６ 页。 转引自陈鼓应：《庄子今注

今译》，中华书局，２０２０ 年，第 ３５５ 页。 郭庆藩：《庄子集

释》，中华书局，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４３、２４４、８０３、８０３、２７２ 页。 憨山德清

撰，黄曙辉点校：《庄子内篇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６ 页。 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鬳斋口义》，中华书局，１９９７
年，第 １１５ 页。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第
１０７０、１０７０、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 页。 王引之撰，虞思徵、马涛、徐炜君校

点：《经义述闻》，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７８０ 页。

责任编辑：涵　 含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ｕ Ｘｉｘ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Ｚｈｕａｎｇ Ｚｉ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ａｎｈｕａ Ｚｈｅｎｊｉｎｇ Ｆｕｍｏ

Ｄｉｎｇ Ｓｉｘｉｎ　 　 　 Ｆｅｉ Ｃｈｕｎｈ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ｕ Ｘｉｘ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Ｚｈｕａｎｇ Ｚ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ａｏ． 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ｕ Ｘｉｘｉｎｇ

ｈｅｌ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ｔｗｏ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ａｏ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ｅｎｄ ｆｒｏｍ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 ｃｈａｓｉｎｇ ｅ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ｏｒｉ⁃
ｇｉｎ＂ ． Ｔｏ ｂ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Ｌｕ Ｘｉｘ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Ｄａｏ ｗａ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ａｇｅ ｉｍｉｔａｔｅｓ ｈｅａｖｅｎ′ｓ ｗａｙ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ａｔ ｉｓ ＂ ｔｈｅ ｕｌｔｉ⁃
ｍａｔｅ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 ｈｅ ａｌｓｏ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ｉ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ｆｏｒｇｅｔ ｉｔｓ ｂｅｇｉｎ⁃
ｎｉｎｇ＂ ．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 ｎａ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 ｕ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 ｎｏｕｍｅｎｏｎ＂ ， ｗｈｉｃｈ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ｎｏｔ ｃｌｉ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ｉｔｕ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ｎｏｕｍｅｎ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ａｏ ｉｎ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Ｄａｏ； ｉｔ ａｌｓｏ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ｂ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ｐｕ⁃
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ａｌｗａｙ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ｉｔ． Ｌｕ Ｘｉｘ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ｗａ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ａｏ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ｈ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Ｚｈｕａｎｇ Ｚｉ，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ａｏｉｓｔ ｒｉｔｕ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ｌｉｆｅ ｆｉｅｌ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ｕ Ｘｉｘ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Ｚｈｕａｎｇ Ｚｉ； ｒｉｔｕ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Ｎａｎｈｕａ Ｚｈｅｎｊｉｎｇ Ｆｕｍｏ

２２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中 州 学 刊 Ａｐｒ．，２０２２
第 ４ 期（总第 ３０４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４

【历史研究】

邵雍的学术渊源、思想特性及其与政治理念之关系∗

范 立 舟

摘　 要：邵雍乃宋明理学史上的“北宋五子”之一，他善于借历史之思辨来发挥政治意见，既有对政治体制、政治结

构、制度运作、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的系统性的思想，也不乏对时局的看法与专门领域的对策性的主张。 他作为主

角之一，借助洛阳这个文化舞台，演出了一幕充满各种政治隐喻的“戏剧”。 邵雍在洛阳的交游对象，既有因政见歧

义而闲居林下的政府高层官员，也有知识精英，形成与首都开封相对峙的文化重心。 他们在情感上相互扶持，在政

治立场与思想倾向上相互影响，对北宋中晚期政治、文化与学术走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他的思想特性既有

陈抟的承接，也有自己的创发，其“先天之学”就有着极深的主观色彩。
关键词：邵雍；理学；“先天之学”；政治理念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４－０１２３－１０

　 　 邵雍（１０１１—１０７７ 年）是北宋中期思想家，宋明

理学史上的“北宋五子”之一。 字尧夫，谥康节。 为

人“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
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①，所著《皇极经世》，阐述

“自帝尧至于五代，天下离合，治乱兴废，得失邪正

之迹，以天时而验人事，以人事而验天时，以阴阳刚

柔穷声音律吕，以穷万物之数”②。 从自然世界到文

明史迹，“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穷天地万

物之理；述皇王帝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③。
邵雍为学，“包括宇宙，终始古今”④。 “本朝自嘉祐

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四人

者，皆以道学德行名于当世，公卿大夫之所钦慕而师

尊之者也。”⑤邵雍与同时代的思想家一道，力图创

造一个囊括宇宙、社会、政治与人生的思想体系，找
寻并把握贯穿于此思想体系的最高规则。 而邵雍之

为人，“器识弘远，学问渊源，胸襟洒落，有得于中者

甚大，故思致如是之幽远，真命世之人杰也”⑥。 邵

雍之政治思想，深嵌于他的历史哲学之中，借历史之

思辨来发挥政治意见，既有对政治体制、政治结构、
制度运作、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的系统性的思想，也

不乏对时局的看法与专门领域的对策性主张，显示

出邵雍关心民瘼、留意政事的典型士大夫人格范式

与价值取向，“学者来从之问经义，精深浩博，应对

不穷，思致幽远，妙极道数。 间与相知之深者开口论

天下事，虽久存心世务者，不能及也”⑦。 与二程等

人一样，邵雍把学术情怀和政治意识绾为一体，在求

“物之理”的同时求“人之理”，并试图将两者的内在

关联性勾勒出来。

一、邵雍的早年生涯、学缘关系及其

社会政治观形成的环境

　 　 邵雍之学，“探幽索隐，曲畅旁通”⑧，他对宇

宙、自然、社会、政治与人生有贯通性的领悟与认识。
但究其世系，却出自普通的平民家庭。 邵雍祖父德

新，“读书为儒者，早卒”⑨。 父亲邵古，“生衡漳，才
十一岁而孤。 能事母孝，力贫且养。 长益好学，必求

义理之尽。 余二十年，而终母丧于卫”⑩。 仁宗天圣

年间（１０２３—１０３２ 年），“尝登苏门山，顾谓其子雍

曰：‘若闻孙登之为人乎？ 吾所尚也。’遂卜隐居于

山下”。 显然，魏晋时代孙登隐居苏门山的传说和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３－０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北宋五子政治思想研究”（２０ＦＺＳＡ００１）。
作者简介：范立舟，男，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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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脱世间的生活意识对邵雍的人生观会有微妙影

响。 后来邵古去了洛阳，属意洛阳的舒适生活环境，
“见山川水竹之胜，人情舒暇，始得闲旷之地，架屋

竹间，水流其门，浩然其趣也。 因自号伊川丈人”。
邵雍 ３０ 岁时，邵古去世，始定居于洛阳，由此他绚

丽多彩的人生活剧便获得了一个理想的表演舞台。
邵雍青少年时就具备高度的自觉意识，“自雄

其才，慷慨欲树功名。 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

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 其苦

心孤诣、发奋自励之情跃然纸上。 晚年作诗，邵雍依

然有“五十年来读旧书，世间应笑我迂疏。 因思偊

女忘今古，遂悟《轮人》致疾徐。 道业未醇诚可病，
生涯虽薄敢言虚”之句，对逝去的光阴并不感到伤

痛，因为他度过得很充实。 年少时，邵雍亦有功名

心，“予自壮岁，业于儒术”。 据邵雍之子邵伯温

说，时贤李之才“闻先君（邵雍）好学，苦心志，自造

其庐，问先君曰：‘子何所学？’先君曰：‘为科举进取

之学耳’”。 他也曾经游学天下，以广见闻，“逾

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久之，幡然

来归，曰：‘道在是矣’”。 “又游于河汾之曲，以至

淮海之滨，涉于济、汶，达于梁、宋。 苟有达者，必访

以道，无常师焉。 乃退居共城，庐于百原之上，大覃

思于《易经》，夜不设寝，日不再食，三年而学以大

成。”在接受李之才的启发后，邵雍逐渐回归儒学

本位。 在李之才的指导下，他涉猎《周易》象数学并

入其精微，“受《河图》、《洛书》、《宓义》八卦六十四

卦图像。 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悟

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 他泛

观博览，“于书无所不读，独以《六经》为本，盖得圣

人之深意。 平生不为训解之学”。 庆历五年

（１０４５）李之才去世后，邵雍再度出游，交游更广，层
次也更高。 此时邵雍年已 ３５ 岁，作为卓有识见的学

者，他“来游于洛，以为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观四方

之士，乃定居焉”。 当他真正在洛阳定居下来时，
已是皇祐元年（１０４９），他也接近不惑之年了。

在洛阳，邵雍开启了新的生活，并迎来了自己学

术生命的顶峰。 起先，邵雍借居天宫寺内，设馆授

学，从学者日益众。“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
躬樵爨以事父母，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
莫能窥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邵雍结交的朋友越

来越多，其中不乏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富弼、司
马光、吕公著诸贤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从游，为市

园宅。 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 名其居曰 ‘安乐

窝’”。
邵雍定居洛阳之后，感叹自己“身为男子，生于

中华。 又居洛阳，为幸何多。 天地中央，帝王真宅。
汉唐遗烈，气象自佳。 圣贤区宇，士人渊薮。 仁义场

圃，闻见无涯”。 邵雍以其深邃的哲思，纯粹的经
行，幽深的隐遁，秀颖的辞华被主流士大夫所主动接

受、欣赏。 在洛阳，邵雍与暂居于此的蔼蔼多士讲经

论道，吟哦唱和，对其思想体系与政治理念之定型，
有重大的模铸效用。 在邵雍广泛的交游对象中，那
些因政治交锋暂时失利而退居洛阳的上层官僚群体

与洛阳本地世家巨族成员的交往最令人关注，而这

两个群体，对邵雍思想的定型影响最为深刻。
仁宗在位的后期到神宗继位初，北宋朝廷酝酿

着一次大的政治变革，伴随其而来的，则是深层的社

会变革。 王安石主持朝政后展开的变法浪潮，更是

把大批的反对者从权力中心“放逐”了出来，由此，
这些被“放逐”者自发地在洛阳形成了相对于开封

中央王朝政治权力中心的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
“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在葛兆光看来，“宋
代的洛阳不仅是贵族世家聚集的地方，也是知识阶

层集中的地方，除了一个思想史上地位很有疑问的

周敦颐和独在西部的张载之外，北宋思想史特别是

理学史上的几个最重要的学者，如邵雍、程颢、程颐，
都同时居住在这里，这些学者都与闲居在洛阳的司

马光、文彦博、富弼等有相当深的关系。 于是，在洛

阳渐渐形成了当时学术与文化的重心，形成了一个

以道德伦理为标榜，以思想与学术为号召的知识集

团，表达着当时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另一种声

音”。 事实上，１１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的洛阳，
不仅是这样一个学术与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议政

的中心，还是一个有组织、有针对性的政治反对者聚

集的中心。 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刻原因暗含于北宋国

家的政经难题以及配合皇权运作的以相权为代表的

士大夫阶层试图摆脱与解决这些难题所做的策略选

择之中。 这些策略取向生产出大量的反对者，这些

反对者自动地脱离开封而聚合在洛阳，他们借助洛

阳这个文化舞台，演出了一幕充满各种政治隐喻的

“戏剧”，而邵雍则是这出“戏剧”的主角之一。

二、邵雍定居洛阳的人际交游、政治立场的

强化及其象数思想体系

　 　 邵雍在洛阳定居，前后达 ２８ 年之久，“名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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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 旦则焚香燕坐，晡
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

自咏。 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
一人挽之，惟意所适。 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

候，童孺厮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复称

其姓字。 或留信宿乃去。 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
以候其至，名曰‘行窝’”。 这其中过从最密者，司
马光首屈一指。 “司马光兄事雍，而二人纯德尤乡

里所慕向，父子昆弟每相饬曰：‘毋为不善，恐司马

端明、邵先生知。’”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因与王安石

论政不合，司马光自请出朝，先知永兴军（今陕西省

西安市），后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开始了长达 １５ 年

的洛阳居住生活，在主修《资治通鉴》的同时，和士

大夫多有交往，与邵雍过从甚密。 “熙宁三年，司马

温公与王荆公议新法不合，不拜枢密副使，乞守郡，
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 后数月，神宗思之，曰：
‘使司马在朝，人主自然无过举。’移许州，令过阙上

殿，公力辞，乞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遂居洛，买园于尊

贤坊，以‘独乐’名之，始与伯温先君子康节游。 尝

曰：‘某陕人，先生卫人，今同居洛，即乡人也。 有如

先生道学之尊，当以年德为贵，官职不足道也。’”

司马光“尝问康节曰：‘某何如人？’曰：‘君实脚踏实

地人也’”。 又有评价“君实九分人也”。 司马

光对邵雍道德文章的赞誉也从来不吝辞章。 邵雍自

名所居为“安乐”，司马光自名所居为“独乐”，这表

明，两人有比较接近的生活价值观。 所谓的“乐”并
非不问世事、不问民瘼的自私而物欲充斥的“乐”，
而是一种获得真理印证的精神愉悦。 正如《安乐窝

铭》所称的那样：“安莫安于王政平，乐莫乐于年谷

登。 王政不平年不登，窝中何由得康宁。”他们更

有共同的学术志趣，邵雍通达《周易》，把《周易》研
究作为阐释自己思想的载体，他不仅是《周易》象数

派在北宋时代的核心人物，而且借助象数理论作为

构筑解释宇宙、自然和社会政治理论的工具。 而司

马光则著《潜虚》，也是试图以象数的形式阐发儒家

思想，对世界作贯通天人的思考，将自然世界与社会

政治的各种活动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加以考察与说

明。 邵雍与司马光的惺惺相惜，跟他们具有共同的

政治观点与政治立场更是密切相关，“司马文正与

康节同时友善”，体现在政治上最为典型，邵雍对

王安石变法的态度，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早在英宗

治平年间（１０６４—１０６７ 年），“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

杜鹃声，惨然不乐。 客问其故，则曰：‘洛阳旧无杜

鹃，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节先公曰：
‘不三五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
下自此多事矣！’客曰：‘闻杜鹃何以知此？’康节先

公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
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
尽管这只是一个传言，却折射出尧夫对变法以及变

法事业主持者与支持者的态度。 不过，邵雍从不对

熙宁变法大张挞伐，他与司马光一样，自退居山林

始，就对朝政不置一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政

治，而是体现出另一种关心，“朝廷初行新法，所遣

使者皆新进少年，遇事风生，天下骚然，州县始不可

为矣。 康节先公闲居林下，门生故旧仕宦四方者，皆
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康节先公。 康节先公答曰：‘正
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

分之赐矣。 投劾而去，何益？’”这种政治态度，固
然是将新法看作是“严”，严就意味着人民备受其

害，而各处官员要做的是“宽”，宽就意味着为人民

争取出路。 邵雍对人民的疾苦未尝不感念在心，
“谁言为利多于害，我谓长浑未始清。 西至昆仑东

至海，其间多少不平声”。 邵雍过着貌似清高的生

活，但对政治还是有自己的关切，他也有老于世故、
回避现实的倾向，但对世道陵夷、政治得失不乏真知

灼见。
如果说司马光“兄事”邵雍，则邵雍“兄事”富弼

（１００４—１１８３ 年）。 富弼在仁宗至和二年（１０５５）拜
相，英宗继位，出任枢密使，神宗熙宁元年（１０６８）再
度入相，“王安石用事，雅不与弼合。 弼度不能争，
多称疾求退，章数十上”，于是退居洛阳，“富韩公

熙宁四年以司空归洛，时年六十八。 是年司马端明

不拜枢密副使，求判西台，时年五十三。 二公安居冲

默，不交世务”。 邵雍安乐窝对面的园林，即富弼

为其所购。 事实上，在退居洛阳之前，在漫长的仕宦

生涯里，富弼曾几次举荐邵雍出仕，但都被谢绝。

对友人慷慨的馈赠，邵雍也不想据为己有，“宅契司

马温公户名，园契富韩公户名，庄契王郎中户名，康
节初不改也。 康节盖曰：‘贫家未尝求于人，人馈

之，虽少必受。’尝谓伯温曰：‘名利不可兼也。 吾本

求名，既为世所知矣，何用利哉？ 故甘贫乐道，平生

无不足之意’”。 定居洛阳后，富、邵多有往来，富
弼甚至对家人说：“先生来，不以时见。”对熙宁变

法这项国政，他们当然也会时时议及，“公一日有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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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康节问之，公曰：‘先生度某之忧安在？’康节曰：
‘岂以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参知政事，惠卿凶暴过安

石乎？’公曰：‘然。’康节曰：‘公无忧，安石、惠卿本

以势利合。 惠卿、安石势利相敌，将自为仇矣，不暇

害他人也。’未几，惠卿果叛安石，凡可以害安石者，
无所不至。 公谓康节曰：‘先生识虑绝人远矣。’”

两人也有价值相悖之处，那就是对佛教的态度，富弼

笃信佛教，而邵雍坚守儒家本位，对佛教保持一定的

距离。 “邵康节与富韩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

舍，韩公每过佛寺、神祠必鞠躬致敬，康节笑曰：‘无
乃为佞乎！’韩公亦笑，自是不为也。”对佛教的态

度的微妙差异，折射、反映出两人思想价值的些许不

同。 那就是，无论在人生价值还是政治理念上，邵雍

都是儒家价值的维护者和坚守者，而富弼则在人生

态度上略有漂移。
在洛阳，邵雍的另一位友人是后来担任过宰相

的吕公著（１０１８—１０８９ 年）。 王安石变法伊始，吕公

著是御史中丞，极力反对青苗法的施行：“时王安石

方行青苗法，公著极言曰：‘自古有为之君，未有失

人心而能图治，亦未有能胁之以威、胜之以辩而能得

人心者也。 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生

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

乎？’”由此拂逆了王安石，辞官闲居洛阳。 在洛

阳，吕公著与邵雍还是会谈起朝政，“一日，对康节

长叹曰：‘民不堪命矣。’时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
皆新进险薄之士，天下骚然。 申公所叹也。 康节曰：
‘王介甫者远人，公与君实引荐至此，尚何言！’公作

曰：‘公著之罪也’”。 这段出自邵雍之子邵伯温

的追记未必是真切发生过的对话，但是，王安石任参

知政事前，朝野士大夫对他的如潮好评和积极引荐

对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崛起有直接的关联，而吕公著

也是这支庞大的积极引荐队伍中的一员。 在那段闲

居洛阳的岁月里，“康节、温公、申公时相往来，申公

寡言，见康节必从容，终日亦不过数言而已”，唯有

人生价值、政治价值诸观念相近相知，才能有这样的

从容与默契。 吕公著三子“希哲、希积、希纯，皆师

事康节”。
邵雍在洛阳的交游对象，除因政见歧义而闲居

林下的政府高层官员外，还有当时的知识精英，他与

知识精英的交往也令人印象深刻。 作为程颢、程颐

的长辈，邵雍与兄弟两人有密切往来，双方对对方的

评价都很高，程颢说：“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

子厚（载）、邵尧夫（雍）、司马君实（光）。”“一日，
二程先生侍太中公（二程之父程珦）访康节于天津

之庐，康节携酒饮月陂上，欢甚，语其平生学术出处

之大。 明日，怅然谓门生周纯明曰：‘昨从尧夫先生

游，听其论议，振古之豪杰也，惜其老矣，无所用于

世。’纯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内圣外王之道

也。’”既然是内圣外王之道，就是三纲领八条目

之学，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学，并非个人心性的提升和

道德实践的砥砺。 而邵雍则将晚辈程颢与富弼、吕
公著和司马光并列，将其看作是不世出的英俊，“彦
国之言铺陈，晦叔之言简当，君实之言优游，伯淳之

言调畅。 四贤洛阳之观望，是以在人之上。 有宋熙

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 程颢对邵雍“观物”思

想的理解和对《周易》之理的提炼把握也是认同的，
“命之曰易，便有理。 若安排定，则更有甚理？ 天地

阴阳之变，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虚刚柔，初未尝停息，
阳常盈，阴常亏，故便不齐。 譬如磨既行，齿都不齐，
既不齐，便生出万变。 故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而庄

周强要齐物，然而物终不齐也。 尧夫有言：‘泥空终

是著，齐物到头争。’此其肃如秋，其和如春。 如秋，
便是‘义以方外’也。 如春，观万物皆有春意。 尧夫

有诗云：‘拍拍满怀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怀中

照，杨柳风来面上吹。’不止风月，言皆有理。 又曰：
‘卷舒万古兴亡手，出入几重云水身。’若庄周，大抵

寓言，要入他放荡之场。 尧夫却皆有理，万事皆出于

理，自以为皆有理，故要得纵心妄行总不妨”。 这

说明，在精神境界和人生理想诸层面，程颢是比较认

同邵雍的，对邵雍的思想有一定的亲附。 邵雍去世

后，程颢为其撰写的墓志铭更是把邵雍看作是古今

第一等的哲人，“先生德气粹然，望之可知其贤，然
不事表暴，不设防畛，正而不谅，通而不污，清明坦

夷，洞彻中外，接人无贵贱亲疏之间，群居燕饮，笑语

终日，不取甚异于人，顾吾所乐何如耳”。 “志豪

力雄，阔步长趋，凌高厉空，探幽索隐，曲畅旁通。 在

古或难，先生从容。 有《问》有《观》，以饫以丰。”

但是，对邵雍的“先天易学”，程颢在一定程度上持

保留态度，“邵康节先天学自李挺之、穆伯长相授，
推其源流，远有端绪，其实自陈希夷来。 尝云：‘天
下聪明过人，唯程伯淳、正叔，其次则章惇、邢恕可传

此学。’程先生问几年可成，曰：‘二十年。’先生曰：
‘某兄弟无此等闲工夫’”。 这种直截了当的拒

绝，是一种态度的宣示，也是某种排斥情绪的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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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夫豪杰之士，根本不帖帖地。 伯淳尝戏以乱世

之奸雄中，道学之有所得者，然无礼不恭极甚。 又尝

戒以不仁，己犹不认，以为人不曾来学。 伯淳言：
‘尧夫自是悠悠’ （自言须如我与李之才方得

道）”，显然，这是对邵雍某种精神垄断说的不满

与排斥。 生活态度比较严谨甚至刻板的程颐对邵雍

的为人和学术有着更大的拒绝，“尧夫之学，先从理

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须出于四者，推到理处，
曰：‘我得此大者，则万事由我，无有不定。’然未必

有术，要之亦难以治天下国家。 其为人则直是无礼

不恭，惟是侮玩，虽天理亦为之侮玩。 如《无名公

传》言：‘问诸天地，天地不对。 弄丸余暇，时往时来

之类’”。 就如程颐与苏轼不合，很大程度上是性

格的不合一样，拘谨的程颐对邵雍恃才放旷的生活

态度不以为然，“尧夫诗‘雪月风花未品题’，他便把

这些事便与尧、舜三代一般。 此等语，自孟子后，无
人曾敢如此言来，直是无端”。 在对《周易》的解

读上，邵雍是象数派大家，对象数之学有突破性的贡

献，而程颐则坚持用义理解《易》，不作高深尖刻之

论。 对于邵雍的学术和为人处世方式，二程既有肯

定，“世之信道笃而不惑异端者，洛之尧夫，秦之子

厚而已”，“尧夫道虽偏驳，然卷舒作用极熟，又能

谨细行”，也有不留情面的批评和否定，“伊川谓

尧夫：‘知《易》数为知天？ 知《易》理为知天？’尧夫

云：‘须还知《易》理为知天。’因说今年雷起甚处。
伊川云：‘尧夫怎知某便知？’又问甚处起？ 伊川云：
‘起处起。’尧夫愕然”。 在这段戏剧性的文字中，
程颐利用邵雍自己的回答肯定了《易》理高于《易》
数，雷的具体起处不重要，雷必然会起才重要，对事

物的必然性规律的认识理应高于对偶然性的探知。
至于“伊川曰：‘邵尧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

快乐’”这样的话语，与其是在赞美邵雍的明哲保

身，毋宁说已有一些担当意识不足的责备暗含于其

中了。
北宋中期的洛阳，以其独特的魅力诱惑着形形

色色的人物，成为众多睿智的哲人、才情浪漫的文人

和政界失势的耆老重臣退身之所，形成与首都开封

相对峙的文化重心。 他们在情感上相互扶持，在政

治立场与思想倾向上相互影响，对北宋中晚期政治、
文化与学术走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批人物，
年岁相当，教育经历相仿，所受教育内涵相近，政治

与哲学观念亦相似，后人赞许“宋乾德五年，五星聚

奎，占启文明之运。 逮后景德四年、庆历三年复两

聚，而周子、二程子生于其间”。 “五星聚东井，天
下王业开。 五星聚奎宿，天下多贤才。” “本朝五

星之聚奎，而斯文百川之至海。 自伊洛出，有洙泗风

气，岩岩立尽三更之雪；精神盎盎，坐余一月之

春。”“我朝五星聚奎，诸儒辈出，文章雄视千

古。”“五星聚奎，异人间出。”夫如是，岂濂溪、伊
洛独擅之功哉？ 康节不与哉？ “在洛阳士大夫既有

极高声望与极厚背景，又处在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

时候，他们就会通过历史的叙述、伦理的解释以及宇

宙论的重建，表达着来自民间士绅社会的另一种声

音。”不仅如此，他们包括邵雍所创制的政治思想，
代表着部分在野士大夫的意志与愿望，这种富有特

色的思想，经百年努力，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三、邵雍思想的根源与政治价值的展开

程颢作墓志铭，追述邵雍的学术渊源时明确指

出：“先生得之于李挺之（子才），挺之得之于穆伯长

（修），推其源流，远有端绪。”而南宋象数派《易》
学大师朱震指出：“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

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邵雍结识李之

才，还是他早年隐居苏门山百源的时候，“北海李之

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闻物

理性命之学乎？’雍对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
《河图》、《洛书》、《宓义》八卦六十四卦图像”。 在

聆听了李之才的一番高见后，邵雍才对“物理性命

之理”恍然有悟：
　 　 所谓康节先生邵尧夫者，时居母忧于苏门

山百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 以养其父。 挺之

叩门上谒，劳苦之曰：“好学笃志，果何似？”康

节曰：“简策迹外，未有适也。”挺之曰：“君非迹

简策者，其如物理之学何？”他日则又曰：“物理

之学，学矣，不有性命之学乎？”康节谨再拜，悉

受业。 于书，则先视之，以陆淳《春秋》，意欲以

《春秋》表仪《五经》。 既可语《五经》大旨，则

受《易》而终焉。 世所谓康节先生之《易》者，实
受之挺之。

这说明，李之才本人的学术取向和思想价值，也
是以儒家为本位，试图对自然、社会与人生做一番贯

通性的思考与解释，“能为古文章，语直意邃，不肆

不窘，固足蹈及前辈”。 “其为人敦朴真率，不自

矫厉，安于卑位，颇无仕进意。”李之才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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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穆修（９７９—１０３２ 年），“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
天圣八年同进士出身。 为人朴且率，自信无少矫厉。
师河南穆伯长，伯长性卞严寡合，虽挺之亦频在诃怒

中，挺之事先生益谨”。 李挺之从穆修受《易》，而
穆修《易》学渊源有自，“伯长之《易》受之种征君明

逸（放），种征君受之希夷先生陈图南（抟），其流源

为最远。 究观三才，象数变通，非若晚出尚辞以自名

者”。 “初，华山陈抟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修授

之才，之才授雍。”“抟好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伯

长，伯长授李之才挺之，挺之授尧夫。”邵雍本人多

次提到陈抟，景仰之深，溢于言表：
　 　 未见希夷真，未见希夷迹。 止闻希夷名，希
夷心未识。

及见希夷迹，又见希夷真。 始知今与古，天
下长有人。

希夷真可观，希夷墨可传。 希夷心一片，不
可得而言。

邵雍从李之才那里，接受的是《先天图》，它是

所谓先天之学的内核，“修传《先天图》于种放，放传

于陈抟”，北宋以来，学者众口一词。 陈抟精于

《易》学，恐为不争的事实，“抟好读《易》，手不释卷，
常自号扶摇子。 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导养及还

丹之事”。 陈抟思想的内核，是关于世界形成及其

本源的说明，它对北宋理学的生发以及解释路径的

启示，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他认为，阴阳是宇宙万

物变化的要素，阴阳的变化推动着天地的运行和四

季的变换，从而使万物孕育而生。 这种思想，直接启

发了北宋理学的宇宙生成论，“濮上陈抟以《先天

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
放以《河图》、《洛书》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

牧。 修以《太极图》传敦颐，敦颐传二程”。 这里

的两个关键问题是，何为《先天图》？ 又何为“先天

之学”？ 清初学者黄宗炎指出，陈抟同时拥有两份

图，一是《太极图》，它的前身就是《无极图》，“创自

河上公，乃方士修练之术也。 实与老庄之长生久视，
又属旁门。 老庄以虚无为宗，无事为用，方士以逆成

丹，多所造作，去致虚静笃远矣”。 周敦颐推陈出

新，“更为《太极图》，说穷其本，而反于老庄，可谓拾

瓦砾而得精蕴”。 “陈又得《先天图》于麻衣道者，
皆以授种放，放以授穆修与僧寿涯。 修以《先天图》
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天叟，天叟以授子尧夫。”

《先天图》的内涵与实质，就是以六十四卦的循环往

复说明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先天图》直是精微，
不起于康节。 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传。 次第

是方士辈所相传授底。 《参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

似”。 邵雍说的“先天”，指的是以乾坤坎离为四

正卦之图样，是伏羲所画，故以“先天”称之；而汉代

《易》学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的图样，是文王所画，
是文王对伏羲所画之推演，故称“后天”。 其实，《先
天图》是否具有道教的血统，就判定是否具有儒家

学说的纯洁性和正统性而言，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就

解释世界的功能或价值而言，是否具有道教的血脉，
并不是太要紧。 邵雍的先天之学，是建立在对《先
天图》的理解与阐述之上的思想体系，“先天学，心
法也。 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也。 先天学

主乎诚，至诚可以通神明，不诚则不可以得道”。
某种意义上，邵雍所构筑的时空起源及其展现形式，
不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而是一种主体的观念。

邵雍对世界本源的认识，来自他的《易》学：
　 　 混成一体，谓之太极。 太极既判，初有仪

形，谓之两仪。 两仪又判而为阴、阳、刚、柔，谓

之四象。 四象又判而为太阳、少阳、太阴、少阴、
太刚、少刚、太柔、少柔，而成八卦。 太阳、少阳、
太阴、少阴成象于天而为日月星辰，太刚、少刚、
太柔、少柔成形于地而为水火土石。 八者具备，
然后天地之体备矣。 天地之体备，而后变化生

成万物也。

从表面上看，邵雍在解释世界本源时所使用的

概念体现出一定的将世界视作物质的意思，但事实

上，他的太极，即是“道”，而何谓“道”？ “心为太极。
又曰：道为太极。”“太极”尽管是终极存在，但是，
“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 “太极不动，
性也。 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之变，复
归于神也。” 他在另一处则说： “太极，道之极

也。”这里的意思，无非是在强调，“太极”与“心”
“一”“性”一样，同是精神的范畴，“人之神则天地之

神”，更是强化了对主体精神的肯定，不仅是“太
极”，他的“先天之学”都是主体精神的放射。

所以，尽管从表面上看，宇宙是由“数”构成的，
一切都表现为“数”的形式。 象数系统似乎是邵雍

学说的支配性法则，世界是在“数”的法则下衍生

的。 但是，究其实在，“数”及其所支配的时空形态，
都是“心”的放射，“用天下之心为己之心，其心无所

不谋矣”。 “天地之心”与“己之心”既然打通了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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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地”的客观存在也就成为疑问，“物有声色气

味，人有耳目口鼻。 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

备”。 物质的空间存在和时间展开不过是人之一

心的先验形式，“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

坤。 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

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 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

行只在人”。 “心”“太极” “道”等通为一，离开了

“心”的理解与把控，世界是难以解释的存在，“天地

之心者，生万物之本也”。 邵雍坚持认为宇宙万物

之间，一切事物皆有其“数”，也有其“象”，前者是本

质，后者是现象，这个象数系统有其内在的演变法

则，他通过神秘的手法能够知晓这复杂而又微妙的

演变法则，“所著《皇极经世书》，以元会运世之数推

之，千岁之日可坐致也。 以太极为堂奥，乾坤为门

户，包括《六经》，阴阳刚柔行乎其间，消息盈虚相为

盛衰，皇王帝伯相为治乱，其肯为训解之学也哉”。
《皇极经世》绘制了大量的图表，对这些演变法则作

了烦琐的推论。 而事实上，一切事物不过是“天地

之心”的流转。 圣人作为理想人格的典范，“其能以

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

者焉。 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功，
身代天事者焉。 又谓其能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
徇物情，通照人事者焉。 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

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焉”。 因而，圣人在历

史和政治中的功能是独一无二的。 从时间的角度

看，“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间，犹旦暮也。 以今观今，
则谓之今矣；以后观今，则今亦谓之古矣。 以今观

古，则谓之古矣；以古自观，则古亦谓之今矣。 是知

古亦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皆自我而观之也。 安

知千古之前，万古之后，其人不自我而观之也？”时

间不过是自我观照的尺度，离开自我意识，也就无所

谓时间的逝去和当下的感受。 从空间的角度看，
“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
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
声、色、气、味者，万物之体也。 目、耳、鼻、口者，万人

之用也。 体无定用，惟变是用。 用无定体，惟化是

体。 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 那个“天
津桥上闻杜鹃”而预判南方人把控政局会变坏祖宗

法制的政治预言，不就是用先验的形式从空间上

（自南而北）和时间上（若干年后）预测了影响国家

的重大事件的发生的吗？
“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此乃所谓的

《易》之“一名三义”。 邵雍之“道”或“太极”与《易》
理相仿佛，它首先是一种格式化的最高原则，“天地

之本，其起于中乎？ 是以乾坤屡变而不离乎中，人居

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则盛，月中则盈，故君子

贵中也”。 “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

作为“中”的“太极”是不动的精神实体，而生发出能

动的“二”，即阴阳，是阴阳的运动催生了万物。 而

说到底，这个不动的“太极”又是“居人之中”的存

在。 所以如果说 “太极” 是不易，则阴阳就是 “变

易”。 自有“变易”，世界也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 反过来，知晓“太极”
之奥妙，洞察“天地之心”（“圣人之心”）的精微，需
要“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数。 数立则

象生，象生则言彰，言彰则意显。 象数则筌蹄也，言
意则鱼兔也，得鱼兔而忘筌蹄，则可也；舍筌蹄而求

鱼兔，则未见其得也”。 这是一个反向推论的过

程，从对“数”的理解为起点，经过作为媒介的“意”，
最后掌握“天地之心”（“圣人之心”）的微妙，“身生

天地后，心在天地前。 天地自我出，自余恶足言”。
既然天地都是自我感觉的统合，那么任何天地之间

的运行变化也无不是自我感觉的统合形式而已，
“意亦心所至，言须耳所闻。 谁云天地外，别有好乾

坤？”“道不远于人，乾坤只在身。 谁能天地外，别去

觅乾坤？”这与南宋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

即是宇宙”不是相仿佛，而就是心学鼻祖的言说了。
邵雍思想的心学倾向作用于人生与社会政治，其含

义就在于，他认为重要的不是什么政治的、经济的和

法律的制度改变或自以为是的“优化”，而是人心的

砥砺和觉悟的提升，“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

应物，皆余事也”。 “一国一家一身皆同。 能处一

身，则能处一家；能处一家，则能处一国；能处一国，
则能处天下。 心为身本，身为家本，家为国本，国为

天下本。 心能运身。 苟心所不欲，身能行乎？”如

此，尽管世界是自我意识的反射，但自我意识却是世

界的主宰性力量。 所以，所谓的“先天之学”，不过

是“心法也，故 《图》 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

也”。 “先天学主乎诚。 至诚可以通神明，不诚则

不可以得道。” “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

也。”究其实，“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

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

的“先天之学”不过是“心法”的显现而已。 邵雍说

得很清楚：“天地亦万物也，何天地之有焉？ 万物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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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也，何万物之有焉？ 万物亦我也，何万物之有

焉？ 我亦万物也，何我之有焉？ 何物不我，何我不

物？ 如是则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况于人乎，
况于物乎？”“心”成为世间一切存在衍生的根源

和支配性的力量。
邵雍具备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他说：“身地

也，本乎静，所以能动者，气血使之然也。”“‘寂然

不动’，反本复静，坤之时也。 ‘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阳动于中，间不容发，复之义也。”于是就生

发出“静”与“动”的对立统一运动，“八卦相错者，相
交错而成六十四也”。 在矛盾中曲折前进，是事物

发展的自然规则，“为今日之山，是昔日之原。 为今

日之原，是昔日之川。 山川尚如此，人事宜信然”。
“天道有消长，地道有险夷，人道有兴废，物道有盛

衰。”因为运动变化，一切事物都有其不可抗拒的

生死、消长、盛衰、兴亡之规律，“元亨利贞，变易不

常，天道之变也。 吉凶悔吝，变易不定，人道之应

也”。 而人类历史的演进，政治大局的变迁，也必

定遵循这样的规律，这便是“元、会、运、世”的绝对

法则，“日经天之元，月经天之会，星经天之运，辰经

天之世”，这便是以日、月、星、辰配元、会、运、世。
仅从时间的角度考察，“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
其神运于上，为百千万亿之时，则天之变也，其精散

于下，为百千万亿之物，则地之化也。 日为元，月为

会，星为运，辰为世。 一元统十二会，一会统三十运，
一运统十二世，一世统三十年。 故一元之数得三百

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也”。 这 １２９６００ 年就是世界运转的整个周期，它
的运动变化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尽管这种想

法没有摆脱循环论的痕迹，是对世界的周期律的

解读，但邵雍毕竟认识到世界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

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并不稳固，“天变而

人效之。 故元、亨、利、贞，《易》之变也。 人行而天

应之，故吉、凶、悔、吝，易之应也”。 万物都有始

终，政治的历史也不会例外，“《易》之数穷天地终

始。 或曰：‘天地亦有终始乎？’曰：‘既有消长，岂无

终始’”。 旧世界的毁灭意味着新世界的开端，只
不过支配新世界的价值归宿，恐怕也只能落实在儒

家的伦理规训里面。
邵雍的政治治理成效与政治统治形态的思想所

依托的根据是人性的善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

草”，封建统治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就是

社会主导性的思想意识，封建统治者的人性与道德

之善是决定国家政治命运的根本性因素，所以，“是
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 行之于身，不若尽之于

心。 言之于口，人得而闻之。 行之于身，人得而见

之。 尽之于心，神得而知之。 人之聪明，犹不可欺，
况神之聪明乎？”封建统治者的自律与自我约束是

治乱的根本，“财利为先，笔舌用事，饥馑相仍，盗贼

蜂起。 孝悌为先， 日月长久， 时和岁丰， 延年益

寿”。 于是，邵雍也特别重视义利之辨，“利轻则

义重，利重则义轻。 利不能胜义，自然多至诚。 义不

能胜利，自然多忿争”。 封建统治者的人性与道德

之善要通过对“义”的追求体现出来，“君子尚义，小
人尚利。 尚利则乱，尚义则治”。 儒家在不否认

“利”的价值的前提下，讲究“以义制利”，用合理的

分配制度调节社会财富，强调封建皇帝的道德意识

与道德水平在安排公共事务中的重要性，“国不以

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封建统治者个人的良好品

质和公正合理的制度设计既是“义”，也能够给社会

全体成员带来更大更多的“利”。 邵雍继承了这样

的思想，“夫义者，让之本也。 利者，争之端也。 让

则有仁，争则有害”。 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

者，必须在价值选择上确立“义”的优先性原则，对
封建社会政治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要确立这

种优先性有一定的困难，但至少也要有这方面的认

识，保持道德意识的自觉。 和传统儒家一样，邵雍坚

持认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共同体同时也必须是一个情

感共同体和伦理共同体，唯有如此，才有希望回归三

代之治。
杨荣国认为，面对交织着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危

机，一部分政治精英试图用变法的手段来从根本上

彻底破解困扰北宋国家几十年的种种难题。 而邵雍

却以“贤者所当尽力之时”为托词，号召中下层官员

软性地抵制变法的开展。 杨荣国进而指出，邵雍本

人不愿意直面血色惨淡的现实，就把客观的存在转

而解释为主观意念的产物。他把复杂的社会现实

高度虚拟化，并把这个高度虚拟化的存在说成是唯

一的真实，其用意不过就在于肯定 “大中不变之

体”，将社会苦难虚拟化、模糊化的同时，将现行的

政治体制、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格式化。 此外，伴随

着北宋中期工商业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教育文

化事业的日益发达和社会经济的显著提升，邵雍思

想中也自然地生发出“飞走草木类既别，士农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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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自成”的思想，从而顺理成章地激发出对立统一

和变化发展的辩证思想，这是邵雍思想的合理内核。
无论是唯意志论的世界观还是拥有方法论合理内核

的辩证思想，都对邵雍政治思想有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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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董其昌的书画应酬策略与明代书画商业模式的形成∗

刘 中 兴　 　 　 杨 　 峰

摘　 要：明代中期之后，随着书画消费的逐渐盛行，书画家的书画应酬渐至频繁。 董其昌通过婉拒、拖延、旧作以

应、印制专门名帖、选择字体等策略，以及雇人代笔等方式以应时需，亦激发了书画伪作现象丛生。 书画应酬虽然

会影响艺术创作的形式与内容，但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董其昌书画作品的保值、增值空间和可获利性也得到不断

提升，代笔创作这种新型书画商业模式形成，书画代笔者群体增多，书画逐渐具备“炫耀性商品”的特性。
关键词：董其昌；书画应酬；代笔；明代书画市场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４－０１３３－０７

　 　 近些年来，明清时期的艺术品消费成为艺术史

研究关注的热点，具有“商品”与“礼物”属性的艺术

品，逐渐成为艺术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论题。 如

有学者从分析书画家应对书画请托的方式入手，进
而探讨应酬对于艺术品形制、样式乃至艺术品风格

的影响。①在中文发表的学术著作中，白谦慎先生的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

究》是最早从“应酬”角度讨论艺术家创作、作品周

转及使用的论著。②此后，柯律格、何炎泉、吴国豪、
柳扬、薛龙春等众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中国

古代书画创作的应酬现象③。 “应酬”作为中国古

代书画创作过程中一个普遍而又独特的现象，逐渐

引起学界的关注。
明代中期之后，社会风尚的变迁、商品经济的发

展和政治生态的变化，促使社会各阶层对书画的需

求激增，书画家的应酬渐至频繁。 董其昌擅画山水，
倡导“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其画作

在明末清初画坛颇具影响，由此其书画应酬也随之

剧增。 晚年的董其昌曾感叹：“余自十七岁学书，今
七十二人矣，未知一生纸费几何、笔退几何！”④面对

应酬之繁，董其昌如何应对，交往与应酬等社会性因

素是否会影响其艺术创作的形式与内容，是本文尝

试探求的问题。

一、以为世家光：书画消费的盛行

与董其昌的应酬之“需”

　 　 明代中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逐

渐发生转变，“兼之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

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

端”⑤。 及至晚明，商业氛围浓郁，经商者日众，社会

风气普遍崇尚奢华。 晚明社会商业的繁荣和阶层等

级界限的模糊，促使社会结构逐步发生转型。 “古
者右儒而左贾，吴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于

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⑥

“士农工商”这一传统等级阶层观念受到巨大冲击，
弃农从商、弃儒从商、商有儒行、士商相混成为一大

时代特色。
晚明社会重商、经商渐成风气，商人的社会地位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传统价值观念的长期

束缚下，商人重利的形象依然根深蒂固，即使在物质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０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美术史学史研究”（１９ＺＤ１９）。
作者简介：刘中兴，男，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杨峰，男，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３３１



生活方面接近甚至超越士人阶层，但商人缺乏文化

内涵的特性依旧被时人所轻视。 由于文人士子的社

会地位备受推崇，与名士结交、仿效名士生活，成为

提高商人社会认可度最直接的方法。 同时科举之途

壅滞，文人求生之途惨淡，使得文人名士不得不直面

生存的压力，商人的雄厚财势可为文人维持生活、提
高声望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两者间彼此互动频繁，渐
至士商相融。 “文人名高，商人多金。 名士以商人

为经济后盾，可以照样风雅，照样赋诗度曲；商人由

名士捧场，奸贪说成义廉，俗物谀为雅士，生意越做

越大，与民众的矛盾也得以缓和。 一文一商，相得益

彰。”⑦

士商之间彼此依赖互利，商贾通过消费具有精

神文化属性的书画，模仿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以缩小

与士人阶层的身份差距，填补自身所缺乏的文化属

性，由此出现了商贾广泛搜求书画的现象，“时四方

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

多”⑧。 然而，商人群体整体上欠缺鉴赏书画艺术品

的能力，亦不能真正品鉴书画艺术所蕴含的精神意

境，其动机主要在于通过消费书画以彰显其财势和

品位，“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

蓄画，遂买数十幅于家。 客至，悬之中堂，夸以为

美”⑨。 书画作品成为士商交往的重要媒介，而在商

人夸耀性消费的促动下，书画消费日渐兴盛。
文人士大夫以其“四民”之首的地位，成为书画

消费的引领者，商贾加以推动，促使书画消费蔚然成

风，消费群体亦随之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 据张岱

《陶庵梦忆》记载：“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

画；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丝竹管弦，不
胜其摇鼓颌笙之聒帐；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

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⑩面对多

元化的市场需求，部分书画家主动“进入”书画市

场，直接创作符合市场审美需求的世俗化作品以迎

合消费。
明代中后期书画消费热潮的兴起，为文人投入

书画市场提供了契机，“明人作画虽也标榜自娱，实
则基本上每一幅画都有制作商品”。 在书画市场

交易中，书画创作主体的经济意识亦随之增强，逐渐

转型为职业书画家，进而形成画派，与其他书画家群

体在竞争上形成明显的区别。吴门画派是最早与

商品经济紧密结合，并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画

派之一。 虽然吴门画派的崛起与商品经济发展关系

密切，但吴门后学过于主动迎合书画市场，致使其书

画创作趋于庸俗化、世俗化，进一步造成了晚明江南

地区书画市场的复杂多变性。 同时，书画市场中模

仿名家之风渐行渐盛，致使书画风格趋于雷同，技法

上难以变革、创新，最终导致了吴中地区书画创作模

式僵化，吴中的书画核心地位逐渐转移至松江地区。
董其昌作为松江地区画坛领袖，曾指出吴门没

落的主要原因在于画学传统的中断，“近代沈石田，
去胜国百年，名迹犹富，观其所作卷轴，一树一石尺

寸前规。 吴中自陆叔平后，画道衰落，亦为好事家多

收赝本，谬种流传，妄谓自开门户”。 董其昌作为

江南地区文人后起之秀，在政治声望与文化声望相

互作用下，逐步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领袖之一。 随

着董其昌文化声望的隆盛，其书画作品兼具艺术价

值和商业价值，在书画市场中的行情甚高，甚至经由

董其昌转手的书画价格亦较高，“王叔明花溪渔隐

一全幅，纸写，大树千余株，似王笔作树身与点叶，并
有逸趣。 作小柳树数十株，乃大失步，山与石有佳

者，有失步者，点苔则大失步，作小楷七八十字，落款

乃生硬不成章，想是当时高手临本。 云间董翰林思

白卖于黄开先，取价五十金”。
对于世人对董其昌书画创作的追捧，陈继儒曾

言：“宗伯之笔，顿令枯者荣，短者修，士大夫每有家

庆，数千里舆金辇璧，恨不能乞其片言只字，以为世

家光，以为子孙重。”董其昌的书画艺术名重当时，
求其书画者络绎不绝。 董其昌在书跋《李司勋告身

册》中称，“予在史馆时，承乏掌词头，先后五载，每
为人所强，书一副本，刻石传之家庙。 既还山中，继
请者不绝，遂有黎丘之混，几焚砚矣”。 面对众多

求画者，为避免落入频繁的书画应酬创作，董其昌亦

采取相应的策略，以面对应酬之烦。

二、旧作应请与《宝鼎斋帖》：
“意违势屈”的无奈之举

　 　 唐代书法家孙过庭《书谱》就外部条件对书法

创作的影响做了深入的总结：“神怡务闲，一合也；
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
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 心遗体留，一乖也；意违势

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
怠手阑，五乖也。”其中，二合之“感惠徇知”，即为

酬谢知己，或以书法形式表达亲朋对自己之恩惠，此
种心绪可充分调动书写者的积极性。 而“二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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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违势屈”，即为违背自身心意，或迫于某种情势，
在极不和谐、舒畅之情境下作书。

对于董其昌而言，面对频繁的书画请托，他也经

常感叹应酬太繁，很难有“感惠徇知”的状态，更多

的是“意违势屈”的被动之作，甚至出现想要封笔的

念头。 董其昌的书画应酬之作，大致可分为自由性

和非自由性创作，其中部分求索者并不限定创作的

内容，遵从董其昌自己的意愿，在此类应酬创作时，
董其昌拥有绝对的自由。 但亦存在特殊情况下的非

自由创作，一般请托者多为至交、长辈、上级官员，要
依从请托者的具体要求而作，此类应酬创作一般限

定创作内容。 董其昌面对非自由性应酬时，常常用

“征”“命” “索”等生硬的字眼，表达限于创作环境

的无奈。 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董其昌所作金笺山水

画皆为友人所征，“是岁凡作画五幅，振之得其三，
其二则霅川社友米偕之所征也”。 万历二十九年，
董其昌曾被命仿作书，“尝被命仿《黄庭》作千文一

本以进，今观其迹，但以妍媚飞动取态耳”。 万历

三十五年二月，董其昌专门仿照李邕笔意书 《大

学》，以应杜冠军求索，“秦吴相去可万里，杜冠军专

使索《大学经》，咄咄奇事，为仿李北海笔意应之。
使予得见冠军舞剑，作书当不啻此也”。

面对频繁的书画应酬，董其昌一般会委婉拒绝

并说明缘由，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求索者不被满

足的尴尬情势。 万历二十七年，好友黄邻初以其所

藏王羲之《疗疾帖》嘱董其昌作跋，董其昌直言此卷

乃是摹本，婉言拒绝作跋。 后黄邻初将此卷寄予董

其昌，董遂将其摹刻入《戏鸿堂》内回敬好友，“台州

二守黄邻初，余同年同座主友也。 丁酉典试江右，黄
为分考，谈及此卷，恨无缩地术得一寓目。 乙亥春

正，忽走书属予作跋，乃摹本耳。 然所谓下真迹一

等，即唐人双钩填廓者也。 余为黄道破，不复作跋。
及推守 福 州， 以 此 卷 相 寄， 余 摹 刻 之 《 戏 鸿 堂

帖》”。 崇祯八年（１６３５）二月，友人玄默上人索

书，董其昌托以生病婉言拒绝，“乙亥二月朔，玄默

上人刻《金刚经》石本成，复就余索书此经，病暑无

以应也”。
同时，董其昌面对权贵、权臣的求索，亦间有直

接拒绝的状况，“山僧逸民狎而得之，而上相巨卿豪

珰贵戚欲乞公尺寸而不可得，则甚奇”。 显然此言

有虚，但是董其昌确实有对权贵拒绝的情况，此类举

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彰显文人高洁秉性，对于提升

其文化声望有一定作用。
但也有特殊征作情况，如求索者不远百里、千里

专门到访，此时不便婉言拒绝，即使心存忧烦，也只

能应其所请，“今日写各体书，烦稿未平，对客拈笔，
每仿一种，不能百字，仅尝一脔，似穷五技，然使纸有

馀地，凉风嘘之，当不止此。 商丞百里见访，不孤其

意，未知得如贾耘老换羊书否？ 偶背临钟王楷书各

一种，失其文句，不能与原本相合”。 万历四十三

年八月，好友蒋道枢专门到访，留十余日征图，董其

昌遂作《山居图》应请，“蒋道枢见访，留西楼十余

日，为索余《山居图》，以此赠之”。 万历四十五年

春，穆中翰不远三千里到访求跋，董其昌特应其所

请，“此卷《阳关诗》，自余定为米南宫笔意无疑，盖
乙未年于长安见之，未为飞凫点破，意欲购之，空橐

为窘，不知何年落东明穆中翰手。 中翰余门下士，曾
于丁巳之春，不远三千里走吴山荐蔚，出此卷求

跋”。
董其昌较为常用的应酬策略，是拖延或将其旧

作、或之前应其他场景所创作的诗文书画用于应酬，
“右余庚子岁所临《阁帖》，凡得五卷，一为余门人魏

澹明工部所请去，其一卷为东昌许周翰太守藏之，今
止存一卷，又一卷不甚全，亦为友人分割，渐散失尽

矣。 此二谢书亦其余也。 俞彦直以高丽纸征余书属

趣装，多酬应不能辄暇，因拾箧中书，所谓神怡务闲，
所称合作者，以之塞请云”。 好友俞彦直持高丽纸

求书，无奈应酬烦扰，便将其往时所作应请。 万历三

十七年六月，韩公祖索书，因天气炎热难以创作，董
其昌便将其旧作应请，“侍御晶宇韩公祖以生绢征

书，书旧作请教。 伏蒸挥汗，殊不能佳，只堪覆瓿

耳”。 十月，董其昌令儿子专门将其所藏各种书帖

印制《宝鼎斋帖》，以应频繁征书者，“甲辰秋，余得

此于西湖，因以名藏书之室。 儿子刻余真行各种书

稍称合作者为《宝鼎斋帖》，有徵余书者，以此塞请，
足以简应酬之烦，壹似永师作铁门限也。 因书宝鼎

名斋之意以系之”。
面对应酬，董其昌或限于笔力，或限于心境，常

常不能应时而作，以至出现应酬创作的延迟状况，如
“正宇赵使君数征余画，久已搁笔，而伪本甚多，不
敢以应。 青溪雷山人大纶为公门下士，收得此图，裨
题以赠”。 面对好友数次征求，限于自身笔力，只
能拖延待日后应承。 “米元章好书《天马赋》，赋亦

沓托少韵，独以书传。 余所见三本，时复书之，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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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法。 然非以《禊帖》用笔之意为之，终不得似也。
生甫好余书，余游武林，数以此册嘱书米赋，萧寺酬

应之烦，未有以副，归山居，方复修诺。 时已巳三月

望。”董其昌首肯好友所请，无奈应酬太烦，直到家

居休闲后才得以守诺。 好友李孟白求索楷书《华严

经》，董其昌直到四年后方允诺完成，“始余书《华
严·普贤品》及半卷，会西陵李司徒孟白开府天津，
以一札征余小楷，即以寄之，孟白精心《内典》，既留

半卷，复趣余续成完帙。 余欲下笔，不能记忆过去所

书当于何止、当于何起，往复四年，迢遥万里，终未免

也。 今年春余北上，已于书簏中简得《华严》合论，
有朱笔点记，起至莞然，自喜可应孟白之教，谨藏书

笥，行过甓社湖朱水部官舍，属以便舟寄至京邸，而
余以单车就道，坐未煖席，孟白有陪京大司空之命，
更有申请，且曰：‘即不能盈卷，可跋数语，庶几了

义’云。 余故不敢食诺，有愿书完却寄”。 “久已

搁笔”“不敢以应”“萧寺酬应之烦”“方复修诺”“不
敢食诺”等语，可见董其昌日常应酬频繁，对于部分

应酬只能推迟。
董其昌为了提高应酬效率，还常常会谨慎地选

择字体，即会考量受书人的身份、双方关系、具体情

境，从而运用不同的书法来应酬，“吾书无所不临

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 但以行草行世，
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酬应耳。 若使当其合处，便不

能追踪晋魏，断不在唐人后乘也”。 小楷书法结构

严谨、优美雅致，但用笔费时费力，不适用于频繁的

应酬，而行书、草书率性而作，快捷高效，董其昌会依

据应酬情景而审慎选择，如在为好友项元汴撰写墓

志铭时特意用楷书撰写，但行草应征实则是其书法

应酬的主要选择。 董其昌对于古人书法创作时注重

心神专注，而自身因无奈却率性而为的行径常有反

思，“苏端明遇佳纸精笔，横陈几案，辄自作书不休，
有从索书者，辄怒不许近，时祝希哲亦然。 余虽好

书，都不自作书，每胜日闲窗，为人所强而应者，当时

率意涂抹，宁知后来尽用入石，不得少藏其拙也耶！
因观书种续刻题此”。 董其昌深知为了应酬，一味

追求效率，实则会有损自身书画艺术成长与声名传

播，“吾乡陆俨山先生作书，虽率尔应酬，皆不苟且。
尝曰：‘即此便是写字时，须用敬也。’吾每服膺此

言。 而作书不能不拣择，或闲窗游戏，都有着精神

处。 惟应酬作答，皆率尔苟完，此最是病。 今复遇笔

砚，便当起矜庄想。 古人无一笔不怕千载后人指摘，

故能成名。 因地不真，果招迂曲，未有精神不在传远

而幸能不朽者也”。

三、心知其伪而不辨：代笔体系的形成

名家书画代笔现象自古有之，“古书名家，皆有

代笔。 苏子瞻代笔，丹阳人高述。 赵松雪代笔，京口

人郭天锡。 董华亭代笔，门下士吴楚侯”。 明代中

后期，伴随着商业经济发展、市民阶层的崛起、文化

消费的盛行，书画消费群体逐步拓展至社会各阶层，
民众的社会生活日趋享乐化、艺术化，书画消费渐渐

成为流行风尚。 面对文化市场的发展以及书画消费

需求的扩大，书画家群体的经济意识日趋萌动，部分

书画家主动参与，甚至迎合市场的多元化需求，书画

创作渐至功利化、商业化。 名家请人代笔行为应需

而行、应时而盛，例如唐寅的书画多由周寅代笔以应

时需，“唐六如画法受之东村，及六如以画名世，或
懒于酬应，每倩东村代为之。 今伯虎流传之画，每多

周笔，在具眼者辨之”。 吴门画派由文征明引领走

向了高峰，而其请人代笔颇为寻常。 面对广泛的书

画需求以及社交应酬，文征明书画创作实难以满足

多元化的需求，便通过门人弟子代笔以应多方求索，
其请人代笔的事实甚至一度受到了时人认可，“朱
朗，字子朗，为衡山高足，征仲应酬之作，多出子朗

手。 金陵一人客寓苏州，遣童子将币于子朗，求征仲

赝本。 童子误送征仲宅，致主人意。 征仲笑而受之

曰：‘我画真征仲，聊当假子朗，可乎？’一时传以为

笑”。 而文征明面对书画交易市场中出现的涉及

自身书画的作伪状况，常本着忠厚之心，顾虑到代笔

者、作伪者的现实境遇，多持以保留、包容的态度，
“衡山精于书画，尤长于鉴别。 凡吴中收藏书画之

家，有以书画求先生鉴定者，虽赝物，先生必曰此真

迹也。 人问其故，先生曰：‘凡买书画者必有余之

家。 此人贫而卖物，或待此以举火，若因我一言而不

成，必举家受困矣。 我欲取一时之名，而使人举家受

困，我何忍焉？’同时有假先生之画求先生题款者，
先生即随手书与之，略无难色。 则先生虽不假位势，
而吴人赖以全活者甚众”。 其时，底层社会文人多

以此为谋生手段，大众更是多加包容，致使晚明时期

书画代笔、作伪交易状况愈演愈烈。
明代中后期名家书画代笔、作伪现象泛滥，名家

书画代笔者一般多为书画家门人子弟，他们的书画

风格相近，雇人代笔不仅可以解决应酬疲劳，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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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门人带来一定的润笔收入，这也成为代笔者谋生

的一条途径。 部分书画代笔者凭借自身技艺，主动

投入书画市场，专职代笔以应广泛的书画需求，进而

发展成为职业化的书画作伪，“（朱殿）顷遂自作赝

物售人，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 又有苏人为之搬

运，三百里内外，皆其神通所及”。 同时亦间有出

现部分谋利者，抓住大众书画消费心态，专事书画作

伪，俨然形成了规模化、系统性的书画作伪生产和销

售产业链，深刻影响着明代书画市场。
董其昌一生历经六朝，结交好友遍及全国各地，

好友身份涵盖仕宦、商业、文人、佛道等各个领域。
面对代笔市场的渐趋规模化，董其昌也有请人代笔

之作。 对于一般求索者，董其昌会选择请人代笔，但
对至交、赏鉴家时常亲自着手，“崇祯癸酉，余游燕

都，适思翁应宫詹之召，年八十余矣，政务闲简，端居

多暇，余时过从，而楚侯恒在座隅。 长安士绅祈请公

翰墨无虚日，不异素师铁门限，公倦于酬应，则倩楚

侯代为之，仍面授求者，各满志以去。 楚侯之寓堆积

绫素更多于宗伯架上焉，虽李怀琳之拟右军不是过

也。 惟知交之笃，及鉴赏家，公乃自为染翰耳。”

董其昌的书画代笔人主要是其好友以及门人弟

子，其中有史可考的有赵左、常莹、赵泂、叶有年、沈
士充、吴易、吴振、杨彦冲等十余人。 董其昌与松

江地区诸书画名家共同开创“松江派”，并奠定松江

派的绘画风格特点。 “云间绘事，自董宗伯思白为

文人建幢，于是崇雅文士，竞趋秀逸，第蹑迹则涉于

肤浅，若竹屿者，可谓接云间之正派也。”实际上，
赵左、沈士充、吴振等人皆是松江府内画艺出众的代

表人物。 赵左擅长山水画创作，画艺超然绝俗，画名

远播，被时人冠以“苏松派”首创者之名，“赵左，字
文度，华亭人，善山水，笔墨秀雅，烟云生动，烘染得

法，设色韵致，虽自成一家，间有临仿宋元家法者，亦
用焦墨枯笔为之。 吴下苏松一派，乃其首创门庭

也”。 沈士充为赵左的弟子，为云间派的中坚，
“沈士充，字子居，松江人。 写山水丘壑蒨葱，皴染

淹润。 云间画派，子君得其正传”。 赵左是董其昌

的好友，其画艺与董其昌平分秋色，甚至高于董其

昌，赵左“与董思白为翰墨友，流传董迹，颇有出文

度手者。 两君颉颃艺苑，政犹鲁卫，若董画而出于文

度，纵非床头捉刀人，亦所谓买王得羊也”。 赵左

与常莹实则为董其昌重要的绘画代笔人，董其昌应

酬不暇时，便会请二人为其代笔，“董文敏疲于应

酬，每倩赵文度及雪公代笔，亲为书款”。 “尚书

雅得钟王真，画通书理空前人，下笔森瘦秀彻骨，吴
振、赵左皆逡巡，左之淡逸得天趣，振也潇洒工枯树，
董公墨妙天下传，润饰特资两君助。”显然，赵左、
吴振等人画艺超绝，名重一时。 “赵左，字文度，松
江人，山水宗黄子久，而秀润之气则其天赋，为董太

史所重，多令代写，董自书款。”对于赵左等人的画

艺，董其昌亦十分看重。 这些人愿意为董其昌代笔，
其中重要原因在于彼此相互熟知，或友情互助。 对

于代笔人而言，为名人代笔亦会得到相应的经济收

益，“子居与思翁同时同里，能貌董画。 曾见陈眉公

与子居老兄尺牍云：‘送去白纸一幅，润笔银三星，
烦画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

也’”。 显然，为董其昌代笔，亦会获得一定的声

望和经济收入。 可见董其昌与代笔人之间的关系并

非单一、纯粹的代笔关系，而是彼此互惠互利的。
董其昌一生虽然长期寓居松江，但亦常游历在

外。 宦游在外时，董其昌常常培养、寻找适当的代笔

人，“元宰门下士则有吴楚侯。 楚侯名翘，后改名

易，以能书荐授中翰。 为诸生时，思翁颇拂拭之，书
称入室弟子”，“长安士绅祈请公翰墨无虚日，不异

素师铁门限，公倦于酬应，则倩楚侯代为之”。董其

昌在京师期间亦常请杨彦冲为其代笔，“杨彦冲者，
余友杨彦履宫谕之弟，庶常元章之叔，善诗画，尤好

余书。 常从余为玄真钓舫之游，所得余行楷甚具，又
时有摹本，且十卷矣。 余既入长安，而彦冲尽以入

石，念余书多赝本，又懒役手腕，以此为马文渊铜马

之式，命之曰《铜龙馆帖》云”。 董其昌晚年时，杨
彦冲是其重要的代笔人，“思翁晚年酬应之笔，出于

彦冲者居多”。 在一定程度上，董其昌以书画“赞
助人”的身份，培养了众多门人弟子，锻炼他们的书

画艺术，提升他们的社会声望，使其成为自己书画社

交应酬中的重要代笔人。
面对广泛的社交圈以及人情义务，董其昌的书

画代笔逐渐形成了规模性、系统化操作流程，“先君

云，与思翁交游二十年，未常见其作画，案头绢纸竹

箑堆积，则呼赵行之泂、叶君山有年代笔，翁则题诗、
写款、用图章以与求者而已。 吾故不翁求，而翁亦不

吾与也。 闻翁中岁，四方求者颇多，则令赵文度佐代

作，文度没而君山行之，继之真赝混行矣，然真赝区

别，一目击而知之。 但真迹时有诖误处，不可听人之

指谪，轻为去取也，望其神骏斯得矣”。 董其昌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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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书画代笔之行为是长时期持续性的行为，且具有

一定的规范化程序、灵活化组织。 面对请托，一般先

由他人代笔，董其昌只负责书画创作过程中最后的

题跋、下款用章等工作。 所谓二十年间未尝见董其

昌亲自作画，虽然有社会应酬频繁的原因，但其深层

次原因实则与董其昌自身书画艺术存在短板有关。
“董文敏笔甚健，书画皆勤敏，但不耐长卷大轴，往
往零星小册四页、六页者最多，若巨制，率为捉刀。
曾见杨氏藏仿巨然高头大卷，长几二丈有奇，乃王元

照代作也，款亦元照所书（余所见玄照代董画共三

四事），知此者，甚鲜也。”对于长卷大轴等书画巨

作，董其昌并不擅长，唯有请人代笔以应。 “受之太

史示余李营丘寒林落日图，精妙绝伦，因篝灯仿之，
但不耐设色，留置案头，适文度过访，遂足成之。 逊

之玺卿于余画有昌独之嗜，并旧摹九册寄呈，尚有泛

柳图，当续请教也。”董其昌仿《李营丘寒林落日

图》，但不擅于绚丽设色，等到赵左为其捉刀，方才

完成此作。
董其昌门下弟子为其代笔，进而发展为其他人

也依托其声名行作伪谋利之事，最终超出董其昌自

身可控范围，造成大量书画伪作流传于世。 “新安

一贾人欲得文敏书而惧其赝也，谋诸文敏之客，可令

具厚币，介入谒，备宾主之礼。 命童磨墨，墨浓，文敏

乃起，挥毫授贾，贾大喜拜谢。 持归悬堂中，过客见

之，无不叹绝。 明年，贾复至松江，偶过府署前，见肩

舆而入者，人曰：‘董宗伯也。’贾望其容，绝不类去

年为己书者。 俟其出，审视之，相异真远甚，不禁大

声呼屈。 文敏停舆问故，贾涕泣述始末。 文敏笑曰：
‘君为人所绐矣！ 怜君之诚，今可同往为汝书。’贾

大喜再拜，始得真笔。 归以夸人，而诚者往往谓前者

较工也。”诸如此类假冒董其昌作伪欺人之事比比

皆是。 晚明时期，伴随着书画作伪水平、书画临摹技

艺的提升，以至董其昌也难以进行准确的书画鉴定，
“思翁常为座师某公作书，历年积聚甚多。 一日试

董甲乙之，乃择其结构绵密者，曰：‘此生平得意作，
近日所作，不能有此腕力矣’。 某公不禁抚掌曰：
‘此门下所摹者也。’乃相视太息”。

四、结语

人情酬酢与间接的买卖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的

特点，白谦慎先生认为：“凡创作时不是为抒情写

意、旨在应付各种外在的社会关系———或出于维系

友情、人情的往还而书写的作品，广义地来说，都可

以视为应酬作品。”很多应酬作品是用来维系社会

关系的，并无直接的经济动机。 但“应酬”的“应”是
对某种需求或期待的“回应”，“酬”则带有“报偿”
或“酬谢”之意，点出了书画者和请托者之间的互惠

关系。书画应酬作品并非纯粹的传统文人抒情达

意之作，其中确实会有一些草率敷衍之作，世人对其

评价不高，而傅山就曾评价自己的应酬作品“无一

可观”，可见交往与应酬等社会性因素确实会影响

艺术创作的形式与内容。 从董其昌的书画应酬来

看，影响其创作应酬作品的因素，既有请托人和接受

者的喜好、文化修养、鉴赏水平、交往层次等客观因

素，也有其自身的重视程度、彼时心境等主观因素。
虽然应酬作品并无直接的经济价值体现（否则就成

了商业作品），且不论向董其昌求取书画者的目的

如何，不论其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是否名实相符，在
当时市场环境下，董其昌书画作品的保值、增值空间

和可获利性的不断提升是显而易见的。 董其昌的书

画应酬，反映了其政治影响、艺术地位、商业价值的

融合，形成了其特有的文化资本。 这种文化资本对

书画市场产生影响和作用，形成了一种新型书画商

业模式。 自从明代中后期书画进入大众日常消费之

后，书画逐渐具备“炫耀性商品”的特性，董其昌

所代表的“文化资本”和书画市场长期相互作用，对
书画艺术发展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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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语境下的当代文艺评论”研究专题】

云 中 漫 步 还 是 退 而 却 步∗

———论社交媒体与文艺评论的转型

胡 疆 锋　 　 　 刘 　 佳

摘　 要：以微信、微博、Ｂ 站、抖音、豆瓣、百度百科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推动了当代文艺的生产和消费，也促成了当

代文艺评论的转型。 文艺评论体系中出现了新的标准即网民权威，社交媒体催生了新的评论方式和语体风格，拓
展了文艺评论的公共空间。 社交媒体带给文艺评论的不仅有赋权，也有剥夺或阻碍。 当社交媒体出现反连接的情

形时，旨在获得注意力、流量或商业利益的“锁定”，不再具有互联网开放精神的“隔离”和无法选择的“退出”，使得

文艺评论出现了景观化和圈层化的趋势，文艺评论被流量和算法劫持，表达方式日益表演化、浮夸化，难以完成有

效的对话；圈层中的舒适区、同温层和过度连接使评论者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排他性，加速了审美固化的形成，
导致文艺评论丧失生命力、创造力和行动力。
关键词：社交媒体；文艺评论；赋权；景观化；圈层化；反连接

中图分类号：Ｉ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４－０１４０－０８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以来，人类的生活、学习和

工作越来越离不开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即“一系列

建立在 Ｗｅｂ２．０ 的技术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网络应

用，它允许用户生成内容（ＵＧＣ）的创造和交换”①。
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和智能手机、无线互联网、移动

支付系统的发展，人类已经处于“永远在线”的状

态，生活实现了网络化，彼此的连接也达到了最密切

的程度。
从网络的属性看，社交媒体属于互联网发展的

第二代。 在它之前是第一代互联网，属于 “功能

型”，个人通过网络与工作、生活系统连接起来，形
成在线社区或支持离线群组，如电子邮件、网上书

店、报刊网络版等。 第二代互联网属于“社交型”，
也被称为“新新媒介”，网络开始加入各种通信媒体

应用程序，在线服务从提高网络通信质量转变为交

互式双向的网络社交工具，把强大的信息生产力交

到每个人手里，人们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这一新

的能力改变了人类生活、工作和游戏的方式。②第三

代互联网属于“虚拟型”，用户借助虚拟的数码化身

或代理，在虚拟世界里生活、娱乐、工作，近年来风生

水起的“元宇宙”就属于这一形态。 作为最新潮的

互联网形态，第三代互联网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离
普及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第二

代互联网还将长期伴随着人类，主要代表有：博客

（ Ｂｌｏｇｇｅｒ， １９９９ ）、 维 基 百 科 （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２００１ ）、
Ｍｙｓｐａｃｅ （ ２００３ ）、 脸 书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２００４ ）、 Ｆｌｉｃｋｒ
（２００４）、ＹｏｕＴｕｂｅ（２００５）、豆瓣（２００５）、推特（Ｔｗｉｔ⁃
ｔｅｒ，２００６）、百度百科 （ ２００６）、优酷 （ ２００６）、微博

（２００９）、Ｂ 站（Ｂｉｌｉｂｉｌｉ，２００９）、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２０１０）、ＬＩＮＥ
（２０１１）、微信（２０１１）、快手（２０１１）、抖音（２０１６）等。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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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平台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当代文艺的生产和

消费，对中国文艺评论影响巨大。 借助社交媒介的

赋权，文艺评论拥有了强大的包容力和渗透力，确立

了新的知识权威，开辟出新的展示路径和文风。 新

媒介也直接催生和影响了新的文艺评论主体、评论

方式、语体风格，文艺评论获得了宽广的展示空间和

强劲的发展活力。 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的连接和

反连接之间的摇摆运动中，文艺评论也出现景观化

和圈层化的发展趋势。

一、社交媒体语境下的云端文艺生活

社交媒体是中国当下最主流的网络媒体，有着

庞大的受众群体和惊人的使用规模。 据统计，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１０．３２ 亿，手机网民

规模达 １０．２９ 亿，占网民的比例为 ９９．７％，使用微信、
ＱＱ 等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 １０．０７ 亿，使用抖音、快
手等短视频（视频时长在 ５ 分钟以内）的用户规模达

９．３４ 亿，微博的月活跃用户为 ５．７３ 亿，平均日活跃

用户为 ２．４９ 亿，各种网络直播用户（游戏、真人秀、
演唱会、电商直播等）规模达 ７．０３ 亿，网民人均每天

上网超过 ４ 个小时。③

在社交媒体语境下，一个关注当代文艺的中国

学者或网友的数字化生活或许会是以下的场景：
　 　 清晨，他打开自己申请的或经常关注的公

众号，查看或转发最近更新的学术论文，并与留

言的读者互动，同时在公众号、朋友圈上发布最

近完成并发表的评论文章。
上午，作为 ５２３ 名“百科蝌蚪团”④成员的

一名，他阅读了百度百科的新兴概念 “元宇

宙”，并热心地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建议。 接着，
他在知乎上回答了网友的一个问题：“《雪崩》
真的是最早的元宇宙作品吗？”顺便在微信和

ＱＱ 里回复了编辑、同事或学生的一些提问，在

线接收了需要校对或审读的书稿或论文。
下午，按照约定时间，他打开腾讯会议室，

以“网剧《开端》不是无限流”为题进行了演讲，
同时在 Ｂ 站开了直播。 期间，他又忙中偷闲在

微博上发布了对 ２０２２ 年春节电影档的回顾和

展望。
晚上，他打开起点中文网和番茄小说，通过

付费或免费的方式追看了一直关注的几部作

品，并在“本章说” 里留下了自己的评价。 接

着，他又浏览了豆瓣上《雪中悍刀行》的小组讨

论，作为原著党他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打了

分，他注意到评分的人已超过 １４．４ 万。 然后，
他阅读了一些书评公众号，通过京东和当当订

购了一些最新出版的书籍。 最后，他刷了一会

儿抖音和视频号，浏览了朋友圈的微信和视频，
点赞或转发了几条，在文艺评论的几个微信群

里表达了对同事发表或出版新著的祝贺。 此时

手机的电量已经不足，忙碌的一天就这样逝去。
如上的媒介体验，是当代文艺评论者在网络时

代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缩影。 虽然各自的密度和

频率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每个人都获得了

社交媒介的充分赋权。
美国学者彼得斯在《奇云：媒介即存有》 一书

里，深刻地揭示出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介作为生命“元
素”的作用和赋权功能：“媒介构成了城市、蜂巢、档
案和星群。”⑤“我们可以将互联网视为一种存在方

式，它在塑造环境的基本能力上，在某些方面已经类

似于水、空气、土地、火或以太。”⑥彼得斯注意到一

个有趣的现象：网络时代人们常常把新媒介和云联

系起来，如云储备、云服务、云计算，等等。 彼得斯分

析了网络媒介和云的很多共性：云是人类的生命元

素，“云是人类家园的标志之一，也是人类赖以生存

的大气层”⑦。 云既飘忽不定，缺乏边界，难以呈现，
又饱含意义，代表着一种创造性的虚无，天然地具有

抵抗本体论的功能。 这些和网络媒介、社交媒体的

特点和功能是相似的。⑧这些观点充满智慧和哲思，
对我们理解社交媒体的“存有”和魅力有着直接的

启发。 社交媒介具备彼得斯所说的“元素型媒介”
的功能，它允许用户生成内容，鼓励用户进行内容创

造和交换，这天然地形成了一种“赋权”之道，让评

论者得以在云中漫步。 社交媒体悄然改变了当代文

艺的生态结构，影响着日常生活的审美形态和审美

体验，也促成了数字时代文艺评论的转变。

二、社交媒体与当代文艺评论的转型

根据加拿大媒介理论家伊尼斯的观点，媒介在

生产和传播信息时形成了自己的倾向性，当媒介轻

巧便于运输时倚重时间，当媒介笨重耐久不适合运

输时倚重空间。 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媒介的重要性

总有一定的偏向。 “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

新文明的产生。”⑨社交媒体既不倚重时间，也不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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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空间，它催生出了一种新的网络文化形态。 社交

媒体时代，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产消者”或

“生产型用户 ／生产型消费者”⑩日益增多，传播媒介

已转变为交互时代的“读写”多媒体，大众进入自我

出版的时代。新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模式逐渐

形成，也促成了文艺评论的如下转型。
１．文艺评论体系中出现新的标准：网民权威

社交媒体最鲜明的特质是便捷性、参与性和互

动性，它是直接而即时性的，“将读者和作者重叠在

一起，同时又导致出版商、发行商、书商、评论家和教

授的技术性失业”，改变了他们的权威角色和授权

任务。 网民可以通过弹幕、本章（段） 说、留言、发
帖、点赞、催更、投票、创造同人文化等方式发表即时

评论，微博、微信（群）、ＱＱ 群、贴吧、Ｂ 站、抖音、豆
瓣、猫眼等网站上每天都有大量普通网友在发言，参
与评论，这也成就了新的文艺评论群体。 正如瑞士

学者考夫曼所说，“每个人自此，拥有属于自己的文

学思考，属于自己的信仰、喜好，点赞和狂踩、朝上或

朝下的大拇指”，“社交网络在当代美学标准评判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前，在文艺作品的评价体系

和场域中，职业批评、艺术家批评的知识或话语经常

占据着上风或主流地位。 借助社交媒体的赋权，职
业批评形成的“把关人”角色随着社交网络上浩如

烟海的大众点评、跟帖等互动评论而趋于边缘化，文
艺评论变得非职业化。 社交媒体不仅支持网民以前

所未有的参与者身份出现在文学领域，还重新分配

了这一领域内部的权力和规则，让曾经是被动的消

费者—阅读者有机会提供生动、真实、多元的文艺评

论，参与到文学领域的认定和评价过程中。
以全球规模最大的“女性向”文学网站晋江文

学城为例，在 ２０１４ 年的净网行动中，晋江建立了审

核系统，号召普通网友也参与到章节内容的审核中：
每三位有权限但是互相不知道的网友同时审核投

票，如果有一个人不通过，这个章节就会投放到专业

的审核团队再次审核，最后主动参与的网友数量多

达 １００ 万人。在晋江 ２０１６ 年公布的积分算法规则

中，点击与字数、评论与打分、文章与作者收藏，每部

分各占三分之一。在这里，网友的角色既是读者，
也是编辑和把关人。 网民的这种参与建构了一种新

权威：网民权威或公众权威。 这是“一种作者和活跃

的网民读者（ ｌｅｃｔｅｕｒ－ｕｓａｇｅｒ）之间的融合”，“公众

权威，也就是网民权威，如今它被一致公认为衡量所

有事物的新标准”，取代了“受到同行认可（或不认

可）的权威”。 在中国，这种网民权威或公众权威

的代表是“网络文学原生评论家”（“网评家”）。

维基百科、百度百科、搜狗百科等在线百科全书

的出现和发展，也揭示了社交媒体时代知识权威的

变化。 以百度百科为例，作为内容开放、自由的在线

百科全书，百度百科最主要的特点是“大众参与”。
和维基百科类似，它不是通过点赞、加好友、关注与

趋势等人气原则来进行网络社交，而是通过构建一

个基于中立原则的分享平台来实现该目标。 自

２００６ 年上线以来，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百度百科已经

收录了超 ２１００ 万个词条，参与词条编辑的网友超过

７１７ 万人。 百度百科倡导“专业精英＋热情网民”的
编辑模式，核心撰写者是百科蝌蚪团和百科热词团

队，普通网友只要注册，也可以参与词条的编辑和修

改。 在其中广大文艺评论学者大有可为，比如“艺术

百科”和“秒懂百科”的撰写就需要艺术类协会机

构、艺术院校、学术期刊的学者，文艺评论学者可以

在创建、修改、完善百科词条中完成知识的分享，满
足大部分网民迅速获取权威、可信的知识的需求。
类似的平台还有知乎，只不过它把“词条”变成了

“问题”，其对知识权威的重构与百度百科一致。
作为新的知识权威，网民权威直接参与和影响

了网络文艺生产者的创作过程，这或许是网络文艺

和传统文艺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网民批评借助网络

形成一种巨大能量，这是一种不同于经济资本、文化

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与数字媒介息息相关的新的资本

形式，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网络人气资本”。这种资

本是网络文艺的核心资源。 以阅文集团为例，阅文

在 ２０２１ 年度的订阅、收藏、销售等网络文学记录全

面刷新，这得益于阅文旗下各大网站的读者所创建

的积极互动的社区氛围。 阅文在年度盘点中专门列

举了读者的巨大作用和成绩：“２０２１ 年评论超 １００
万的作品增长量同比上涨 ３０％，读者在 １７ 万部作品

中创作了新的章评和段评论内容，起点读者为热爱

的角色比心超 １ 亿次，在读者的摇旗呐喊下，１８５ 个

起点角色的星耀值增长超 １０ 万起点。”起点中文

的签约作家———网文大神爱潜水的乌贼坦言：网络

评论是对网络作家最大的考验，当遇到一些“差评”
的时候，精心准备想写的东西被别人否定的时候，一
定会有自我怀疑的阶段。 但同时，评论也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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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互动可以成为一种提升的方式”。

网民评论重构了一种知识权威，归根结底是广

义的粉丝文化的一部分，有时具有同人文化的性质。
网民的解读方式有时与主导审美逻辑不一致，可能

会游离、违背、改变甚至颠覆、扭曲了作者的原意。
根据约翰·费斯克的观点，网友评论群体是“文化生

产者”而非“文化消费者”，属于詹金斯所说的“文
本盗猎”行为。 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原作不

断的否定和再创作之中，他们对所喜爱的文化产品

的典型反应除了喜爱和沉迷，还包括不满和反感，正
负两方面的反应促使他们与文本积极互动，从而成

为参与建构并传播文本意义的积极参与者。“盗猎

者”致力于解决故事漏洞，发掘多余的细节和未充分

发挥的可能性，建造出比原文本更丰富、更复杂有趣

的元文本，提升了原作的知名度。

２．社交媒体催生新的文艺评论语体和话语风格

社交媒体上的文艺评论类型非常丰富，既有论

证严密、史论结合的长篇论文，也有大量松散、随性

的评论帖。 前者如著名网评家 Ｗｅｉｄ（段伟）的《网上

阅读十年事（１９９８—２００８）》《一部标签的丰富史，一
则原创小说类型谈———试论二十一世纪以来大陆网

络类型小说的兴起与演变》、裴培的《网络文学二十

年：让我们从头认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巨大市场》
等，就发布于“龙的天空”“互联网怪盗团”等论坛和

公众号上。 后者如“龙的天空”之类的专业网络文

艺评论平台上的短评。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８ 日，“龙
的天空”仅“网文江湖”“原创评论”“推书试读”等核

心板块上的帖子总数就超过 １１５ 万，多数是只言片

语的短评，宛如古人诗文评传统的复兴。 知乎的影

视区板块延续了类似“如何看待……”的知乎式发

问，对各类文艺作品进行点评与讨论；豆瓣网以评

分、短评、长评构成多元的大众网络文艺评论阵地。
在 Ｂ 站、抖音、微博等社交平台中，许多吐槽式的文

艺评论采用视频、文字、弹幕、跟帖融合的方式，创造

了前所未有的新语体。
和传统的学院派文艺评论相比，网友评论形成

鲜明的风格。 它们看似随性、散漫，实则敏锐、犀利，
往往某一部文艺产品刚刚开播或更新，网友评论就

新鲜出炉。 在社交媒体时代，“媒介就是速度”。
社交媒体非常善于把握话题，标题抓人，文字生动。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的即时文艺评论，大多简洁

灵活，有配图，有评分，可弹幕，便于随时随地发布、

查收、转发和搜索。 网友借助剪辑软件等技术，将评

论立体化、图像化，或梳理剧情，厘清线索，嬉笑怒骂

皆成文章，或针砭时弊，入木三分，获得诸多粉丝的

点赞和转发。 与评论家的正襟危坐和高谈阔论相

比，网友评论或许有失专业，不够厚重和坚实，但它

们更接地气，更有活力，更有锐气，也不乏温度和深

度，增强了当代文艺评论的影响力、感染力、说服力。
如 Ｂ 站上有很多以“吐槽烂片”为内容的自媒

体 ＵＰ 主（上传视频音频文件的网友），他们常以粗

制滥造的网络影视剧为批评对象，对剧中不合情理

的叙事逻辑、冲突、台词或套路进行无情嘲讽。 这些

吐槽式的评论恰好挠到受众的痒处，好评如潮，点击

量几百万、弹幕上万条不算是难事，它们甚至成为网

友的看剧避坑指南。 Ｂ 站近期推选出 ２０２１ 年度百

大 ＵＰ 主，其中“大象放映室”“电影最 ＴＯＰ”“泛式”
“木鱼水心”“小片片说大片”“１９００ 影剧室”等因其

专业性、影响力以及创新性而入围。 诸多影视类

ＵＰ 主因制作吐槽视频时话风犀利而热度持续增加，
受到网友们的认可。 以 ＵＰ 主开心嘴炮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上传的《这剧是人拍的？ 逆天吐槽〈程序员那么

可爱〉》为例，这个视频细致地分析了剧中“十个烂

片套路”，得出“现在这些烂片，烂得都没有灵魂”的
结论，最后还以点带面，剪辑了《程序员那么可爱》
《燕云台》《长歌行》 《有翡》 《风起霓裳》 《燕归西窗

月》等热播剧的诸多镜头，分析了其中的三条“贪吃

蛇”，让人忍俊不禁，拍案叫绝。这里所说的“贪吃

蛇”，原指一款经典的小游戏，别的游戏往往以操作

者的胜利而告终，但贪吃蛇的结局永远是失败：贪吃

蛇最要命的一点就是贪婪，当游走自如的小蛇越长

越长、积分越来越高时，它却意识不到危险，往往在

最得意扬扬的一刻突然死亡。 这种“贪吃蛇”和当

下的一些文艺作品何其相似！ ＵＰ 主的这种评论，文
风通俗，见解深刻，其中对“贪吃蛇”的细读和批评，
让人汗颜，也让人警醒。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初，这个

视频评论仅在 Ｂ 站就获得 １５９．８ 万次播放、总弹幕

数 ２ 万条。 除了 Ｂ 站，这条视频评论也在豆瓣、知
乎、腾讯、优酷等网站上转发，受众数量难以统计。
类似这样的视频不断创造当代文艺评论的新纪录。

３．社交媒体为文艺评论开辟更广阔的公共空间

日趋活跃的社交媒体提供了和读者直接对话交

流的空间，塑造了学者、网友或学术期刊敏锐而专业

的文艺评论形象，成为其从事文艺评论、积累文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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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公共空间。 以公众号为例，公众号是用户在微

信上申请的应用账号，可以实现和特定群体的文字、
图片、语音、视频的全方位沟通、互动，受众的点赞、
分享和转发不仅扩大了文艺评论的影响力，及时传

播了新近的学术信息，也促进了作品、学术研究与读

者、作者之间的互动，增添学者、网友和作品的人气。
和个人的公众号相比，一些运营较好的学术期

刊公众号的受众 ／粉丝往往过万甚至数十万，粉丝活

跃度高，推送文章的阅读量众多，转发、评论、点赞的

数不胜数，运行出色的公众号“以用户体验为中心，
注重激发并引导用户的阅读兴趣与互动愿望，增强

了用户黏性，扩大了期刊的传播力”。 一个季度的

总阅读量就接近 ３００ 万，篇均阅读量达到 ２２１００ 次，
最热论文的阅读量达到 １０ 万以上。《探索与争鸣》
公众号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的推送就体现出这样的效

果。 当天推送了南开大学周志强教授发表的《元宇

宙、叙事革命与“某物”的创生》一文，原文的题目中

规中矩，稍显平淡，因此公众号新拟了一个更吸引

人、更网络化的标题：《能够再造“邓丽君”的元宇

宙，会将人类引向一个由快感支配的世界吗？》，推
文在正文开头特意增加一段 ２ 分 ４１ 秒的视频，视频

中邓丽君的虚拟形象与一群嘉宾进行了跨时空的实

时对话、合唱，令人惊叹不已，还补充增加 ４ 张关于

虚拟现实、互联网科技、科幻世界的图片，开放了读

者评论，从而完成社会热点吸睛—视频 ／音频播放加

持—精美版式展示—互动交流与回应的推送程序。
通过公众号的推送，原本抽象的元宇宙批评获得更

多的关注，受众也得以和专家平等对话，对文艺作品

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奇云之奇，在于其千变万化而魅力无穷，正如社

交媒体。 借助社交媒介的赋权，文艺评论得以在云

中漫步，天马行空，姿态万千。

三、社交媒体的反连接与文艺评论的景观化、圈层化

社交媒体建构出网络传播和人际双向交流、连
接所形成的符号系统，在这种巨大而细微、透明而混

沌的介质里，琐碎而庞杂的信息在瞬息之间鲸吞海

吸，建构出深广繁杂的复杂现实和世态万象。 社交

媒体带给当代文艺评论的不仅仅是赋权，也有可能

是剥夺或阻碍。 正如荷兰学者迪克所说，“社交媒体

的赋权能力是一把双刃剑”，连接媒体在常态化的

生活中总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开心地接受使用与批

判地抵制并存”。 也正如特克尔所说：“我们坚信

网络连接是接近彼此的方法，即使它也是同样有效

地躲避和隐藏彼此的方法。”具体地说，连接虽然

是互联网的内在法则，但是当社交媒体的使用成了

彻底的商业或消费行为，人们过度使用、依赖社交媒

体时，连接就会走向反面：反连接。
社交媒体的反连接表现之一是“锁定”。 基于

流量和算法，社交媒体会出现某种“锁定”现象，如
吸引用户并将其锁定，管理者和用户对数据的操纵，
“用户会被几大平台所过滤的内容‘锁定’，最终导

致其只会看到系统的信息、购买相同的产品，观看相

同的剪辑”；“内容是自发的，也是受控的；是无中

介的，也是被操纵的”。 表现之二是“隔离”，平台

“隔离”竞争对手，形成限制用户的“围墙花园”。

表现之三是“（无法）退出”，即“选择退出连接媒体

几乎不可能”或成本过高。 这些反连接的情形也

被学者概括为互联网运动中的“连接与反连接的摇

摆”：当现代人饱受过度连接之苦后，适度不连接或

反连接思维变得必要，这也可能成为互联网未来发

展中的另一种法则。

连接媒体生态系统所出现的“锁定”“隔离”“退
出”等反连接现象，对文艺评论的负面影响是直接而

明显的。 旨在获得注意力、流量或商业利益的“锁
定”，不再具有互联网开放精神的“隔离”和无法选

择的“退出”，使文艺评论出现景观化和圈层化的趋

势，让文艺评论难以在云中漫步，只能退而却步。
１．文艺评论的景观化趋势

“景观”一词出自德波的《景观社会》，原指被商

品驯服和统治的消费社会，后被考夫曼用来描绘新

媒体语境下的当代文学变迁。 考夫曼认为，在当下

“注意力”已经取代传统的商品生产和消费的统治，
注意力经济规律变成了“不可或缺的商品”，“变成

了一张崭新的通用交换货币”，景观的核心是“注
意力和公众关注度经济”，“在媒体膨胀的情况下，
‘注意力’和‘公众关注度’已经成为最为宝贵的东

西”。 “网民正在被他们使用的软件格式化和奴性

化，这就是景观当今的格局。”考夫曼重点分析了

文学创作中“作者的景观化”：“一位不在照片墙（Ｉｎ⁃
ｓｔａｇｒａｍ）上晒自拍 （ ｓｅｌｆｉｅ） 的作者，一位不在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或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平台回复读者、和无数

读者朋友交流分享的作者，就不能成为一位严肃认

真的作者。”他同时指出：文学的景观化已经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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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媒体系统影响了整个文学创作链和整个知识

生产链：从作家的形象到文学“圈”的形成，再到读

者的阅读方式，全过程都出现了景观化的趋势。考

夫曼的分析对我们理解当代文艺评论具有明显的启

发意义。 在社交媒体时代，当代文艺评论也出现了

景观化的趋势，以注意力和关注度为最终追求，主要

有以下具体表现。
一是文艺消费和文艺评论被流量和算法劫持。

在算法的操控下，文艺评论者看到的多数只是平台

愿意提供推荐流量的作品，是平台最希望受众注意

和评价的作品类型，也希望受众的评价可以引来更

多的注意力和关注度。 正如考夫曼所说：“电子也

好，数码也好，注意力经济主导着一切，它‘配置’权
威，它决定权力的等级、先后顺序和出现的时机。”

注意力经济像“学院大奖的有权之士那样，有决定

‘生’与‘死’的权力”。 在这样的情形下，“关注”
“收藏”“转发”“分享”或“热搜”背后的算法功能确

保了平台对用户的“管控”和“引流”，多次占据微博

热搜榜单的作品未必是真实的排名和口碑，可能只

是源于强势营销的推动，多次的刷屏推送淹没或排

挤了真实的文艺评论。
二是文艺评论日益表演化、浮夸化。 出于收割

流量、吸引广告或带货的需要，景观化的社交媒体要

求文艺评论首先要能够被看到，被关注到，这也使得

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和 ＵＰ 主根据类似语法规则的具

体法则去适应景观，满足注意力经济、公众关注度和

数据的需要。 “大数据是连接媒体生态系统的生命

线，决定了它的生命”，因此，评论者变得越来越角

色化、表演化，公众号的推文变成标题党，习惯于蹭

热点，成为即时文化和消费文化的一部分。 甚至衍

生出大量的营销号，披着媒体评论的外衣行营销之

实，在网络空间中“带节奏”，严重干扰网络文化生

态，割裂受众的真实审美过程。
三是文艺评论只能传达出虚幻的体验而不能实

现有效的对话和连接。 微博号称“随时随地发现新

鲜事”，抖音希望“记录美好生活”，视频号试图“记
录真实生活”，媒体信息看似流动不居，鲜活丰富，但
刷来刷去，评论者看到的多是算法操控下的数据，逃
不开自我的设限和无限的重复，无法实现异质主体

间的对话，也不能在对话中邂逅“陌生化的、可爱的

灵魂”，无益于“主体的丰满与反思”，此时的消费—
评论状态就是反连接或“萎缩的连接”。评论者试

图在阅读中寻找“心灵回音室”，但最终体验的只是

被控制的“客房服务”。这种体验或许就是“交往在

云端”的“云孤独”，或者是雪莉·特克尔所说的“群
体性孤独”：“我们在网络上与他人的联系越来越紧

密，却变得越来越孤独。” “我们因网络连接而同

在，但是我们对彼此期待的期待却削弱了，这让我们

感到彻底的孤独。 可能存在的风险是：我开始把其

他人视为实用性的客体而去接近，并且只愿意接近

对方那些实用、舒适和有趣的部分。”这些虚幻或

孤独的体验，相信是每一个刷完手机后沮丧而后悔

的当代人的共同感受。
当连接成了反连接，就难免会出现这样的尴尬

后果：“我们把自己看作是骄傲而自由的网民，但事

实上，我们却是数码文盲。”当文艺的生产和消费

都成了景观化的一部分，文艺评论就失去了广阔的

知识生产、传播、普及和积累的空间，也无法再保持

真实而充沛的活力和创造力。
２．文艺评论的圈层化趋势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盛，网络平台在当代文艺中

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有人提出：“平台，是你我每

秒钟生活的代名词。”不同的平台形成不同的圈

层，即社会中的分类化动态场域。 文艺评论存在某

种圈层，这并不稀奇，鲁迅先生就曾经反问道：“我们

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

吗？ 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

是前进的圈。 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

汉子呢”，“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

他这圈子对不对”。鲁迅先生所分析的“圈子”，指
的是有着不同批评标准、知识体系和生产秩序的团

体，主要基于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学缘等，依托某

个群体，主要出现在印刷媒体等旧媒体时代。 在社

交媒体兴盛之后，圈层的密度、丰富度和复杂程度都

不同于以往，圈子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阶级属性、
文化背景虽仍有关联，但与平台所强调的兴趣、爱好

和品位的联系即“趣缘”更为密切。 著名的同人文

化平台 ＬＯＦＴＥＲ（乐乎）的口号就是“让兴趣，更有

趣”，平台也因此被称为“趣缘空间”，把同一代人隔

离在不同的圈层和折叠空间里。
圈层化的发展给文艺评论者的解读带来更大难

度和更多挑战。 在社交媒体时代，评论者需要深入

趣缘空间内部，“了解不同的圈层与不同的文艺形态

之间的对应关系，辨认出趣缘空间（社交平台）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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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群体。 比如，要研究饭圈文化 ／粉丝文化，得
去新浪微博；要研究二次元文化，需要去 Ｂ 站、有妖

气、ＡｃＦｕｎ、Ｓｔａｇｅ１ｓｔ、Ｂａｎｇｕｍｉ；要研究弹幕和鬼畜，得
去 ＡｃＦｕｎ、Ｂ 站、有妖气；研究同人文化，得去 ＡＯ３、
ＬＯＦＴＥＲ；要研究土味文化、恶搞文化，不能忽视快

手、抖音和视频号；要研究恶搞文化（搞笑配音），胥
渡吧、淮秀帮是最佳的选择；要研究小清新、邪典电

影，需要去看豆瓣网、桃桃淘电影、独立鱼、时光网和

公路商店等；要研究耽美，需要去看晋江文学城、长
佩文学、海棠线上文学城；要分析丧文化 ／佛系青年，
要看 Ｂ 站、 微博、 人人视频； 要阐释游戏文化，
ＳＴＥＡＭ、３ＤＭ、ＮＧＡ 是最好的选择，等等”。 不过，
要进入这些圈子，评论者先要破解不同圈层之间的

各种行话、密语和层出不穷、数不胜数的“梗”，但这

又谈何容易！ 文艺作品的破壁、出圈现象之所以会

给人们带来惊喜，也显现出化解圈层间隔阂的艰难。
对圈层成员而言，圈层文化形成某种舒适区和

同温层，使得圈层内的评论者对圈层文化也产生更

为强烈的认同感和排他性。 社交媒体的强连接或过

度连接，也使得人们对圈层过度依赖，加速了审美固

化的形成。 圈子里的人对不符合自己这个“圈子”
的见解，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打压。 评论者很难脱

离不同圈层之间所建构的标签化的观念藩篱。 于是

我们看到：即使“快手”上苦练街舞的萌娃已经登上

了 ２０２２ 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也无法消弭很多评论者

在提及“快手”与“抖音”差别时对前者的“低俗”嗤
之以鼻的刻板印象。 即使在同一圈层，评论者也面

临着论争时的认同难题。 在 ２０２１ 年“清朗行动”整
顿饭圈文化之前，圈层内外的粉丝一言不合就互撕、
控评的乱象，让人记忆犹新。 文艺评论者想表达质

疑的权利和自由在实际上被剥夺了，除了退圈、退
群、退组、屏蔽朋友圈、注销账户，实现“反连接”，似
乎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但这注定要付出难以承受

的代价。
需要强调的是，社交媒体的圈层化和景观化在

很多时候同时存在。 以微信为例，微信群具有明显

的圈层化特征：朋友圈大体上建立在好友之间实名

认证的基础上，只不过微信添加好友的方式、屏蔽和

删除等功能使得朋友圈显得较为松散而不断变化，
这其实是一种不稳定的共同体或圈层。 微信（群）
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只允许点赞或转发，不支持否

定性意见和质疑，这主要是出于圈层文化的约束。

社交媒体的过度连接和强互动导致人们无法坦诚地

在朋友圈说“不”，我们要么沉默，要么点赞，缺乏其

他选择。 那种坦诚相见、唇枪舌剑、以理服人的学术

争鸣很难出现。 大家都在转发和祝贺彼此的新作，
气氛融洽，其乐融融，微信群里看似生机勃勃、丰富

多彩、风景怡人，但实际上都是景观化的表演。 甚至

有学者说，“我们已经不知不觉进入一个‘点赞社

会’”，“在朋友圈里，点赞以赤裸裸的数码景观的形

式表现出个人的交换价值”，“我们越来越多地依靠

点赞的多少来评价自身乃至身边的事物”，“点赞也

因此成为可以‘观看’的权力和金钱”。在这里，微
信的点赞功能同时展示出了文艺评论的景观化和圈

层化及其后果，这也符合景观化的特点，“没有排他

性，就没有公众关注度”。
德里达指出：“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

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

述一切”，“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

这就是说，真正有效的文学制度的目的就是保障和

庇护文学“讲述一切”的自由和合法性。 然而，在景

观化和圈层化的网络空间里，文艺评论容易失去文

学制度的保障，也就有可能丧失生命力、创造力和行

动力。
“元宇宙”世界的最早构想者之一，美国科幻作

家、数学家、计算机科学教授弗诺·文奇面对网络

的复杂变化，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在我看来，计算

机和网络是会推动人类自由，还是会损害人类自由，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身

处于这个世界之中。 我们未必知道自己能飞多高

（也有可能坠落消亡）。 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后

代可能会在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展翅翱翔……”

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科幻大师对网络世界谨慎的乐

观态度。
在社交媒体兴盛的时代，文艺评论者既要接受

连接的赋权，也要直面反连接的困境；既要敢于云中

漫步，也要舍得退而却步。 只有这样，文艺评论者才

能适应新的互联网法则，完成自己的使命。

注释

①Ｋａｐｌａｎ， Ａ ＆ Ｈａｅｎｌｅｉｎ． Ｕｓ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ｉｔ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２０１０，５３（１）：ｐｐ．５９－６８．
②［美］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 “序”，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４—７ 页。 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４９ 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ｎｉｃ． ｎｅｔ． ｃｎ ／ ｈｌｗｆｚｙｊ ／ ｈｌ⁃

６４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ｗｘｚｂｇ ／ ｈｌｗｔｊｂｇ ／ ２０２２０２ ／ Ｐ０２０２２０３１８３３５９４９９５９５４５． ｐｄｆ． ④ “ 百度蝌蚪

团”是百度百科撰写者的中坚力量，比普通用户拥有更多的编辑权，
具有较强的词条编辑能力、评审能力及判断能力，其成员可以建立工

作室，成为普通科友（网友）与百度公司沟通的桥梁。 ⑤⑥⑦⑧［美］
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复旦大学出

版社，２０２１ 年，第 ２３、５７、４１８、２７６—２８３ 页。 ⑨［加］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２７—２８
页。 ⑩［澳］格雷姆·特纳：《普通人与媒介：民众化转向》，许静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５ 页。 ［澳］约翰·哈特利：《数字

时代的文化》，李士林、黄晓波译，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０
页。 ［瑞士］樊尚·考夫曼：
《“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李适嬿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第 ３６、１２、３５、４１、４２、５２、８、４、２０６、１６、１４、１７、２３６、２４１、５５、４３
页。 邵燕君、肖映萱主编：《创始者说》，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９ 页。 有学者提出了“网络文学原生评论”这一

概念，指的是在网络原生环境下生发、主要在网络空间内部产生影响

的评论，这方面卓有成就者可称为“网络文学原生评论家”，简称“网
评家”，主要指在网文圈内发言的著名粉丝评论者和推文大 Ｖ。 邵燕

君、肖映萱主编：《创始者说》，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９０—９１
页。 黎杨全认为，忠实的网文支持者，借助点击、订阅、推荐、打赏

与讨论逐渐增加新人的人气，群造经典，让小说崭露头角，并最终大

红大紫。 详见黎杨全：《数字媒介与文学批评的转型》，上海三联书

店，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０—３１ 页。 阅文集团：《２０２１，网络文学纪录全面刷

新！》，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７ＶｔｎｍＣＨａＦＵＹｇ８０ｗｏａＣ８Ｐ４ｇ．虞

婧：《茅盾文学奖得主、网络文学名家首度同台：所有的文学都来吧》，
中国作家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ｗｒｉｔｅｒ．ｃｏｍ．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２ ／ ０１１３ ／ ｃ４０４０２７－

３２３３０８９２．ｈｔｍｌ．［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钰等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７９ 页。 ［美］亨利·詹金

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文化》，郑熙青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２—２３、２６６、４５ 页。 郑兴：《媒介就是速度》，《读

书》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 数据参见《２０２１ 年 Ｂ 站百大 ＵＰ 主名单正式

揭晓：你关注了几个？》，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５１５８９８６４７＿１７０５２０，
获取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ｉｌｉｂｉｌｉ． ｃｏｍ ／ ｖｉｄｅｏ ／
ａｖ９７５６１０３６６ ／ ．林春香：《融媒体时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微信公众

号的传播力分析———以 ＣＳＳＣＩ（２０２１—２０２２）来源期刊为中心》，《闽
江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ｄＴＨ⁃
ｖＱＱｇＫＹｉｊｅＭ＿－ｖｘ０ＲｂＶｇ．［荷兰］何塞·范·迪克：
《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晏青、陈光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８０、１７６、１９３、１８４、１８５、１９５、１８２—１８３ 页。 ［美］雪
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

能更亲密》，周逵、刘菁荆译，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３００、１、１６５
页。 彭兰：《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荷兰］何塞·范·迪克：《连接：社交媒体批评

史》“译者序”，晏青、陈光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第 ６
页。 陈威如、余卓轩：《平台革命》，（台湾）商周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０ 页。 鲁迅：《批评家的批评家》，《鲁迅全集》第 ５ 卷，人民文学出

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４４９ 页。 胡疆锋：《作为事件的网络文艺与新文

艺评论的再出发》，《中国文艺评论》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张生：《点赞

社会的来临：数码景观，虚假承认与权力的复古》，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ｃｏｍ ／ ｓ ／ ｋｖＤＲｋ－ＸｂＭＲｕｘＤｏｇ＿ｋｋＳ５Ｗｗ．［法］雅克·德里达：《文学

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３ 页。 人们

一般把“元宇宙”追溯到 １９９２ 年的《雪崩》，但早在 １９８１ 年，弗诺·文

奇就在小说《真名实姓》里畅想了“元宇宙”世界的大部分架构，他当

时使用的是另一个词：另一境界（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ｎｅ）。 ［美］弗诺·
文奇：《真名实姓》“序言”，李克勤、张羿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２０１９
年，第 ＩＸ、Ｘ 页。

责任编辑：采　 薇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ｏｕｄｓ ｏｒ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Ｈｕ 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　 　 　 Ｌｉｕ Ｊｉ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ＷｅＣｈａｔ， Ｗｅｉｂｏ， Ｂｉｌｉｂｉｌｉ， Ｄｏｕｙｉｎ， Ｄｏｕｂａｎ， ａｎｄ Ｂａｉｄｕ ｂａｉｋｅ ｈａ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 ｎｅｗ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ｔｉｚｅｎｓ，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ｈ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ｎｅｗ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Ｗｈ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ｂｒｉｎｇｓ ｔｏ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ｄｅｐｒｉｖｉｎｇ ｏｒ ｈｉｎｄｅｒ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ａｎｔｉ－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 ｌｏｃｋ－ｉｎ＂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ｏ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ｅ ＂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ｈａ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ｃｈｏｓｅｎ， ｗｉｌｌ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 ｓｐｅｃｔａｃｕｌａ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 ｃｉｒｃｌ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ｐｐｅａｒ，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ｈｉｊａｃｋ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ｎ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ｎｄ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ｄ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ｚｏｎｅ， 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ｌｅ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ｈａｖｅ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ｉｄｅｎ⁃
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ｌｅ ａｌｓ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ｓｏｌ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ａｃｕｌａｒｉｓ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ｌ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ｍａｙ ｍａｋｅ ｉｔｓｅｌｆ ｌｏｓｅ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ｓｐｅｃｔａｃｕｌａ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ｃｉｒｃｌ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ｔｉ－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７４１

云中漫步还是退而却步———论社交媒体与文艺评论的转型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中 州 学 刊 Ａｐｒ．，２０２２
第 ４ 期（总第 ３０４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４

【“社交媒体语境下的当代文艺评论”研究专题】

从“作品”到“说话”：建构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

黎 杨 全

摘　 要：在社交媒体时代，大众文艺评论等互动活动成为文艺消费的内容，评论者需要摆脱作品中心主义，建构涵

盖“作品”与“活动”的大文艺观。 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与人们时常提到的“大文艺”观有两点不同，一是将作品外

的“活动”包括在内，二是“作品”与“活动”并非机械叠加，而是被交流所贯穿，成为一条条话题素，不再有作品内外

的区别。 中国传统的“说话”概念可有效涵盖数字时代大文艺观中“作品”与“活动”的二重性。 同时，这构成了一

种 ＳＮＳ 社区式集体生产，既承认了传统的著作权，又体现了网络的开源精神。 在文化参与的背后，我们也需要注意

到数字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逻辑走向了精神政治。
关键词：社交媒体；大文艺观；“说话”；精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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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介对文艺评论造成了剧烈冲击，学院评论

不再一家独大，大众文艺评论崛起。 尽管在符号资

本上大众文艺评论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但随着微

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对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其力量

不容小视，突出表现就是弹幕文化的兴起。 动漫、电
影、游戏、音乐、文学等几乎所有的文艺样式都有了

弹幕，文艺消费变成了盛大节日，人们已经习惯在群

体评说中共同欣赏，并在集体交互中获得共鸣与温

暖。 社交媒体时代，大众文艺评论已深刻改变了文

艺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模式。

一、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作品”与“活动”的交互

社交媒体时代大众文艺评论的爆发，带来的重

要变化就是评论成为文艺内容，人们开始由“追剧”
“追文”走向“追评”。 新媒介语境下的文艺消费与

传统文艺消费的不同，在于它消费的并不只是作品

本身，还包括互动体验。 这种差异在新媒介文艺刚

开始兴起时就体现出来，读者的阅读快感既源于欣

赏故事，也源于阅读评论。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评
论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以网络小说《大王饶命》

为例，整本书几乎变成一个论坛，读者在里面评论剧

情、谈天说地，把互动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一些

神评论，会引来读者大量回复，其质量甚至高于作品

本身。 网友们对这些评论也看得兴致勃勃，网友

“欧文子”这样说：“现在看小说根本停不下来点击

本章说的手，以前只能在文章末尾的时候还好，现在

每句话后面都有本章说，我的手根本停不下来，每条

本章说都忍不住看过去并且点赞。 花在看本章说上

的时间比看正文还多，以前看过的书还要再回去看

本章说。”① 这里提到的“本章说”，有些网站又称

“间帖”，实际上就是文学版的弹幕。 有网友甚至表

示评论才是本体，“没了本章说就像菜没放盐，以前

一章可以看十多分钟，现在三分钟”②。
看评论显然会影响故事欣赏的流畅性，但伴随

社交媒体长大的“Ｚ 世代”热衷于这种边看边聊的断

续模式，这构成对印刷文化线性模式的解构，也出人

意料地让文艺欣赏变慢，改变了固有的刷屏模式。
这种以评论为基础的文艺欣赏的时空结合体，跟以

前的媒体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社交媒体时代以评

论为中心的互动构成文艺体验的重要内容， 客观上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２－０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资本主义与新媒介文艺的转型研究”（２１ＡＺＷ００２）。
作者简介：黎杨全，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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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反思印刷文化语境的作品中心主义，将作品外

的互动活动视为文艺的一部分。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社交媒体带来的

广泛聊天互动表现的就是媒介理论家沃尔特·翁所

说的“次生口语文化”（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ｏｒａｌｉｔｙ），这是继“原
生口语文化”（ｐｒｉｍａｒｙ ｏｒａｌｉｔｙ）之后新的口语文化。③

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认为，媒介总是会放大、
遮蔽、再现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或逆转为其他东

西。④莱文森也提出“补救性媒介”（ｒｅｍｅｄ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的说法，认为媒介演化历史是一种补救过程，后兴起

的媒介往往是对前面媒介的改进。⑤在社交媒体时

代，次生口语文化勃兴的意义在于，它构成了逆向再

现或“补救”，释放与重建了被印刷文化压抑的文化

可能性。
对于文艺评论来说，被印刷文化压抑的是什么

呢？ 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作品外的交互

活动。 随着印刷文化语境中文艺的案头化、精英化，
我们形成以“作品”为核心的思维模式，与这种思维

模式相适应的文艺审美方式就是静观。 对于社交媒

体语境下的文艺欣赏来说，我们需要重视作品外的

活动。 既然它表现的是次生口语文化的后果，那么

我们结合口头传统可能会看得更明白。
传统研究经常错误地以文本去理解口头传统，

按照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Ａｌａｎ Ｄｕｎｄｅｓ）的

说法，这种倾向甚至表现在代表性学者帕里、洛德的

口头程式理论中。 尽管他们在南斯拉夫的田野作业

是演述理论的先驱，但口头程式理论在方法上侧重

对史诗不同文本的比较考察，以确定其程式与主题，
因而“将侧重点放在文本上而非语境上”⑥。 但准确

地说，不能把口头艺术等同于文本或作品，而应将其

理解为“演述”（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这一概

念在口头传统研究中的运用，来自洛德《故事的歌

手》中提出的“演述”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与“创编” （ 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的关系。⑦国内民俗学界一般将其译为“表
演”，但“表演”容易被“狭隘地理解为‘舞台上的表

演’”。⑧而口头艺术的演述主要是指互动交流与“言
说方式” （ａ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

戈里·纳吉（Ｇｒｅｇｏｒｙ Ｎａｇｙ）指出，他对“演述”一词

的使用，无意于传达任何有关舞台表现（ｓｔａｇｅ－ｐｒｅｓ⁃
ｅｎｃｅ）的意涵；而强调的是其语用学效应。⑨在此基

础上，我国学者巴莫曲布嫫主张采用“演述”这一译

法，以替代通常概念上的“表演”。⑩演述理论深受言

语行为理论的影响，也受到交流民族志（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启发。 也就是说，作品之外的

语境、交流活动需要进入评论的视野，从“以文本为

中心”转向“以演述为中心”，对口头传统的理解由

一种“事物”（文本、事象、精神产物），转变为一种现

场、语境的“行动”与“交流方式”。 我们对次生口语

文化语境中的新媒介文艺也应如此理解，不能只是

将它理解成一个作品，而应把情境性的说话行为作

为考察的重点，强调文本与语境的相互依赖关系。
由此，艺术事件、情境或场景，讲述人与听众之间的

互动，文本在交流中动态而复杂的形成过程等，成为

文艺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学者已经在反思“作品中心主义”，如高小康

认为，传统研究是以作品为中心的，在对象、目的、范
式与方法四个方面的核心就是文本，这似乎具有理

所当然的正当性，但遮蔽了文本外许多活生生的文

学经验，为此他提出“非文本诗学”的说法，主张在

研究对象上从文本向活动的扩展。高小康的说法

是就传统语境而言，联系到数字时代文艺活动要素

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非文本诗学”对于我们转变

文艺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在高小康的研究基础上，
我们可推进这一问题的探讨。

笔者认为高小康的观点还有两点不足。 一是他

虽然强调“以活动为对象”，但侧重的是还原文学文

本发生和传播的活态过程，以认识文学意义生成的

生态根据。 然而，在社交媒体语境下，以评论为主导

的交互活动并不只是意义生成的根据，而是具有了

独立审美价值，显然，我们也应该把活动视为文艺内

容。 二是“非文本诗学”这一提法不够严密，容易让

我们忽视作品。 这种倾向也体现在人们对次生口语

文化的理解中，沃尔特·翁虽然提出“次生口语文

化”，但侧重的是口语文化的遗存（Ｏ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

这实际上也是不少学者口语文化研究的思路，即从

口语文化到“书写—印刷”文化的历史转变并不是

一种断裂，而是呈现为口语文化的韧性，需要注意口

头传统在印刷文化大一统过程中的“抵抗”与“遗
留”。但笔者认为，如果只是从“遗存”角度来理解

次生口语文化，将其视为口头传统的残留物，就很容

易抹杀新生口语文化的特点。 次生口语文化毕竟是

“次生”的，经过印刷文化的中介，不能将其与口头

传统完全等同。 在社交媒体语境中，我们需要重视

作品外的活动，但也要重视作品本身，两者应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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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研究，建构一种能够涵盖“作品”与“活动”的“大
文艺”观。

关于“大文艺”观或“大文学”观的说法已经很

多了，笔者所说的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与之前的

说法有以下两方面重要而显著的不同。
一方面，传统“大文学” 观忽视了作品外的活

动，主要强调的是从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或者从

“纯文学”观念转向中国传统的“杂文学”观念。 这

种观念对于数字时代“大文艺”观也有启发意义。
数字时代各种博客、日志、短信写作、非虚构写作等，
难以用“纯文学”观去容纳，同时文学、动漫、影视、
游戏等新媒介文艺形式也彼此相通，难以截然分开，
因此有必要重建中国传统的“杂文学”观念，从宽泛

意义上去理解作品，将其视为“大文艺”观的内涵之

一。 但是，这种“大文学”观深受印刷文化的“作品”
视野的限制，只是从纯文学作品扩展到了非文学作

品，而忽视了作品外的活动。
另一方面，本文提出的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所

主张的“作品”与“活动”相结合，并不是指两者的机

械叠加，而是强调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作品与作品

外的活动已经交互在一起，这种交互是一种动态的

拆解与贯穿。 例如，弹幕是针对作品中一个个剧情

片段展开的，拆解了作品。 而受此影响，作者在文艺

生产中也开始强调“弹幕思维”，有意在作品中营造

一个个可供消费者吐槽的剧情点。 从结构层面看，
作品与作品外的评论已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被社

交媒体的交流所贯穿，沦为一个个话题素，它们已融

为一体，不再有作品内外的差异，这是数字时代文艺

对象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迁。

二、从“作品”到“说话”：文艺理论中国话语的建构

从社交媒体时代大众文艺评论的这种独特性可

以看出，新媒介文艺实际上是一种活态文化。 因此，
我们既需要反思“作品中心主义”，也需要反思源自

西方的作品、文本观念，进而建构新的文艺理论中国

话语。 在笔者看来，我们可以激活中国传统的“说
话”概念，将新媒介文艺理解为类似于古代“说话”
的活动，这一概念能够较为清晰地揭示出数字时代

“作品”与“活动”的双重关系。
著名汉学家浦安迪曾激活中国传统的“说话”

概念，以此来理解中国的叙事文。 不过他将“说话”
理解成“小说的成品”，仍是从“作品”意义上去理解

“说话”，这与他深受西方叙事理论的影响，并为寻

求可比性而“以中就西”的思维方式有关。 比如，他
还将叙事理论中的“叙述者”等同于“说话人”，但
两者显然存在重要区别：叙述者是文本中的话语，
“说话人”则置身于故事外部，指向的是现场的说书

活动。 “小说的成品”与“说话”同样存在这种差异，
这是口头与书面两种文学与两种传统的区别。

中国传统的“说话”概念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

容，一是话本，即说话艺人用以“说话”的底本；二是

“说话”这一活动本身。 鲁迅曾对平话有这样一段

议论：“观其简率之处，颇足疑为说话人所用之话本。
由此推演，大加波澜，即可以愉悦听者，然页必有图，
则仍亦供人阅览之书也。”这段话表明话本有两种

发展走向，一是指向案头阅读，即“供人阅览之书”，
也就是发展为书面文化；二是指向现场的“说话”活
动，即“说话人所用之话本”，“由此推演，大加波澜，
即可以愉悦听者”。 这两种走向跟新媒介文艺“作
品”与“活动”相交互的二重性是一致的，我们可以

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从作品与活动相交互的大文艺观出发，

我们可以先将网络文学等新媒介文艺理解成作品，
肯定其具有书面或案头文化属性，是“供人阅览之

书”，但又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传统印刷文化，而
应将其视为一种类似于说书的“话本”。 这种类似

于说书的“话本”，实际上就是一种“底本” 或“手

稿”。 从印刷文学的标准看，它在艺术上可能比较粗

糙，如果要将它转换成纸质出版物（印刷文学），需
要一个文人化的提升，这与说书等活态艺术案头化

的历史过程相通。 同时，这种艺术的“粗糙”，可能

只是从书面文化观察的结果，而并非真正的 “缺

点”。 这种“缺点”实际上与现场交流的需要有关。
这个问题涉及文学史价值的重新评估。 胡适曾

认为西洋小说谨严统一，而中国小说“差不多都是没

有布局的”，即便如《金瓶梅》 《红楼梦》者，“结构仍

旧是很松的”。这也是近现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比较

视野中的普遍看法，如陈寅恪也认为：“至于吾国小

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这种评价

与一些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小说“缀段性”的消极评

价相似。但中国小说这种结构特征实际上与中国

的说书传统相关，复杂紧凑的高潮结构是书面文化

发展的结果，松散结构与活态文化在文本中的遗留

有关，是适应现场演出的需要：“口语文化里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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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松散的场景模式里活动。”因此，也很难说松散

结构就是艺术上的失败，这种结构在西方小说中也

存在。 从中世纪传奇故事一直到狄更斯的《匹克威

克外传》，借助主人公的游历把松散场景串联起来，
表现的是“口头叙事世界迟迟不肯退场的鬼魂”。
如果只是从书面文学或文本本身来看，难以看出渗

透其中的活态文化特性。
口头传统依赖记忆，因此口语化的故事在流传

交互中不可能永恒不变地保存下来。 “既然没有一

个固定的文本来矫正，那么，变异就永远会悄悄地溜

进来，部分是由于遗忘，部分地是由于改进、调整和

创造的不自觉的企图。”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作品

的形态是手稿，而手稿是变动不居的，“还比较贴近

口头表达那种有来有往的特点”。 与之相比，印刷文

本是桀骜不驯的，“印制出来的文本绝不可能再做改

变（删除、插入）”。 到了网络时代，数字化让文本

重新获得变动性。 这导致新媒介文艺跟口头艺术一

样，总是处于变动之中，这是新的文艺存在论。 由于

新媒介文艺类似于手稿或底本，它天然地具有这些

文本变动不居的特点，这揭示了新媒介文艺“作品”
层面不同于印刷文学的动态性。 不过笔者这里所说

的动态性与交流情境有关，由于弹幕等作品外的活

动已成为文艺内容，作品与活动都被交流所贯穿，成
为一条条话题素，因此，随着评论的不断加入，网络

文本不断生长。 这并不只是单纯量的叠加，而是每

一次回应与互动都改变了文本整体的存在状态，构
成新的情境，成为永未完成的开放叙事。

另一方面，“说话”指向的又是一种活动。 社交

媒体时代的文艺不能仅仅理解为一个“话本”，还需

要将其看成一种活动。 文本或作品难以替代现场活

动的丰富体验，新媒介文艺不是静止的客体世界，而
是进行中的事件世界。 这也说明，从数字时代的大

文艺观出发，除了关注作品，还要关注作品外的评论

等活动，进行立体性研究。 这种研究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研究文艺活态现场的文艺经验价值，以及虚拟

社群对审美体验的生成作用，这类似于文艺地理学

的研究思路，但拓展的是其虚拟维度；二是研究后续

的各种衍生活动，具体包括线上线下、跨媒介、跨国

界的生产、改编与传播行为，这构成更大的文化文本

语境。
在研究方法上，“大文艺”观强调研究者摆脱以

诠释文本为中心的传统方法，走向文本阐释与田野

考察的结合。 相比传统田野考察，这种研究应采用

网络民族志与线下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民族志

研究在数字时代有其必要性与优势，文艺活动在

数字时代变得相当频繁，相比传统的无形文化空间，
网络上现场的活态文化，通过各种帖子、留言得到事

无巨细的记录与保存。普通人的心态史、日常生活

是西方年鉴学派、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传统研究只

能依据脱离现场的文本，数字媒介却为这些研究提

供了便利。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借用中国传统的“说

话”概念，我们可以有效理解社交媒体时代的文艺活

动，这可视为对文艺理论中国话语的当下建构。

三、文艺的 ＳＮＳ 社区式集体生产

在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视野下，文艺生产机制

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种 ＳＮ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的简称，指社会性网络软件）社区式集体生

产。 ＳＮＳ 社区的本质是指通过网民共同的兴趣爱好

发展社会关系，ＳＮＳ 社区式生产指内容的生产基于

网民的社交关系与群体贡献。
福柯把作者界定为话语的功能，而不是话语的

主体，作者的功能在整个话语中并不具有永恒、普遍

的意义。 从口头传统来看，这是实际情况。 口头艺

术往往是集体创作，将其归功于某一位文化英雄是

十分常见的错误。 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作者”的重

要性开始得到凸显。 一方面，印刷文化有利于个人

表达，并带来了整齐划一的个人风格，在此基础上，
“‘文人’遂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印刷文本的线

性排列、物质稳定性与读写的空间隔离，也促成了个

体的批判意识与独立思考，提升了作者、知识分子和

理论家的权威。

网络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作者，形成类

似于口头艺术集体创作的特征。 常见的集体生产有

三种情况：一是不同作家对一部作品的合作，如早期

网络文学的接龙游戏；二是在网络流传中不同作家

对同一部作品的修改；三是新媒介文艺如网络类型

小说形成了集体的套路生产。 这三种情况都类似于

口头传统根据套语、程式等“预制件”的现场创编。
第一种情况作为文学实验有其价值，但缺乏现实性，
接龙写作往往半途而废。 后两种情况具有相似性，
都是基于原有共同设定、要素而做出的新创造，它们

代表一种新的文艺生产关系，更具有理论探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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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卉娟认为这种新生产关系相当重要：“我们就

进入了一场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关键讨论。 这场

讨论以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为核心命题，重新评估互

联网技术所激发的文化潜能。”言下之意是说，基
于共同设定或套路的生产体现了网络共享文化，有
可能突破印刷文明的私有化，形成人类社会新的知

识生产与联合方式。 这一说法似乎有些夸大其词，
传统文艺也存在套路的互相借用，但在以前并未成

为一个重大问题。
借用福斯特（Ｍ． Ｄ． Ｆｏｓｔｅｒ）的理论，可以深入理

解这种新的创作状况。 福斯特将流行文化对民俗产

品的运用分为改编、精确用典（民俗主义）与模糊典

故（类民俗整合）三种方式。 改编与民俗主义对典

故的运用容易辨识，要求作者和读者熟悉先行文本；
“类民俗”则是模糊用典，需要作者和读者“熟悉共

享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就是人们所说的设

定。 面对无限的互文，约定俗成的东西已无从溯源，
各种套路、设定成为共有财产，网络文学界常见的

“融梗”“抄袭”指控似乎已没必要，这是以印刷文化

的著作权来要求新生产模式的误置。 这种讨论有些

道理，但也有夸大之嫌。 忽视作者的著作权，文化生

产的创新动力难以持续，也变相地为时下新媒介文

艺抄袭的不正之风张目。 现在毕竟不是缺乏著作权

意识的口头文化时期，而是经过了印刷文化中介的

次生口语文化时代，作者的原创及著作权仍需肯定；
但同时也不能忽视网络带来的集体生产的可能性。

从前面论述来看，社交媒体促成了一种新的集

体生产模式，即作者创作的故事提供了基本话题，但
更多内容需要网友在交往中来填充，而作者也会根

据网友的填充而调整，在这种循环交互中构成了源

源不断的合作生产，这正是“知乎”等基于社交关系

的 ＳＮＳ 社区内容生产模式。 笔者曾把这种新的生产

模式称为“维基百科式的联合生产模式”，现在看

来并不十分确切。 尽管它的内容生产原理也是如同

维基百科那样依靠无数网友的集体贡献，但维基百

科并没有突出社交关系，而社交关系才是当下文艺

内容生产的动力与源泉，因此称其为“文艺的 ＳＮＳ
社区式集体生产”或许更合适。 同时也要注意到，以
前人们对集体生产表示怀疑，认为这会导致作品主

题与结构混乱不堪，典型的如接龙小说。 但这是一

种错误的思维定式，在社交媒体语境中，集体生产已

经摆脱了“作品”的限制，它不需要统一的线索，文

艺内容是由大量拼贴的、碎片化的话题素组成。
文艺 ＳＮＳ 社区式集体生产模式的意义在于，它

不是储卉娟所说的在网络文化的分享 ／合作与印刷

文化的占有 ／个人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结合的

可能，既承认了作者著作权，提供了文化生产的动

力，又释放了受众联合生产的潜能，体现了网络的开

源精神。 故事文本的确表现了作家的著作权，但由

不计其数的网友创作并在不断生长的弹幕，却很难

说是某个人“拥有”的，也是不可能拥有的：“谁真正

‘拥有’互联网的电子公告版上文本的权利并因此

对之负责：作者、体系操作者还是参与者的社区？”

在这种 ＳＮＳ 社区式集体生产中，交往媒介应被

视为文艺活动的要素之一。 在现代传媒强势介入文

艺活动的今天，学者单小曦提出在传统“世界、作家、
作品、读者”四要素之外，增加“传媒”作为第五个要

素。考虑到当今传媒对文艺活动的深刻影响，将
“媒介”视为第五要素是很有必要的。 从媒介这一

要素出发，在社交媒体时代应充分注意交往媒介在

文艺活动中的重要性。 在传统语境中，往往先有一

个写好的作品供个人欣赏，交往媒介的作用尚不突

出。 在社交媒体语境中，更多内容需要受众在交往

中生成，只有搭建了交往媒介后，这些内容才能持续

不断地生产出来。 比如在当下文艺评论中，弹幕就

是一种交往媒介装置，它是内容生产的基础设施，起
到“触媒”作用。 当弹幕被引入作品时，作品就产生

了越来越多的变化性，引发网友贡献无穷无尽的内

容。 在今后的文艺活动中，应重视交往媒介的构建，
因为这决定了文艺生产、文艺生活的性质与水平。

四、从生物政治到精神政治

文艺的 ＳＮＳ 社区式集体生产充分表现了受众的

主体性与文化参与，它与 Ｗｅｂ２．０ 以来的 ＵＧＣ（Ｕｓ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用户生成内容）的网络文化精神

相一致。 Ｗｅｂ１． ０ 的特点是自上而下的 “发布”；
Ｗｅｂ２．０ 的特点则是“参与”，赋予用户更大的主动

性，依靠网友的群体贡献进行内容生产，社交媒体进

一步强化了这种文化精神。 关于这种文化生产，国
外也有“交往资本主义”“产消者资本主义”的提法。
但从马克思主义视野看，这表明社交媒体时代资本

主导下的文化生产逻辑发生了深刻变化。
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曾经低估社交在资

本生产中的作用，他认为后现代社会是购物社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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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带有乡愁性质的拱廊街已让位于大型商场，这些

公共空间“鼓励的是行动，而不是‘互动’”，因为“聊
天和社会交往”妨碍了“购物的愉悦”。但结合前面

论述来看，鲍曼的说法可能需要改写，或者说正好相

反，利用社交媒体，促成并鼓励用户之间的互动，是
新媒介时代重要的商业策略。 以游戏为例，游戏社

区延长了玩家决定注销和离开的时间。 它涉及所有

类型的人与人交流，有时会超越虚拟世界的关系。
玩家在游戏社区的“生存”时间常常要长于游戏对

局，也就是说，社区的互动甚至比玩游戏本身更重

要。 因此，在设计游戏的时候，重要的关注点应在于

积极营造游戏社区，并“提供所有的交流渠道”，如
公告板、电子邮件、即时聊天系统，甚至视频会议。

从实际情况看，玩家在游戏中的聊天互动成为重要

的现代生活内容，并深刻影响了玩家的个人生活与

心理结构。 这种互动不仅仅是一种社交需要，在社

交媒体作用下，它也构成了内容的集体生产。 从数

字资本主义的视角看，这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理

念，体现了资本生产方式从生物政治走向精神政治。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对福柯的规训权力进行了反

思，认为规训权力主要是一种生物政治，虽然福柯提

到的全景监狱不局限于肉体，也对个体道德进行了

改造，但总体来看，精神并非规训权力关注的核心。
与之相比，新自由主义更依赖灵魂，精神政治是其统

治形式。 在此之前，斯蒂格勒已认识到福柯的生物

权力概念在当下有些不合时宜，精神权力的心理技

术正在取代生物权力，不过他理解的精神权力是指

电视等远程节目让人们成为被欲望操纵的消费客

体。 在韩炳哲看来，斯蒂格勒对电视节目的过度看

重是有问题的，他几乎没有研究过互联网、社交媒

体，由此错失了广泛依赖数字技术的新自由主义精

神政治学这个领域。也就是说，数字媒介真正体现

了新自由主义理念。
我们借助韩炳哲的观点，结合文艺 ＳＮＳ 社区式

集体生产模式来看，从生物政治到精神政治的转向

包括从身体到精神、从否定性到肯定性、从外在视觉

到内在无意识三个方面的变化。
福柯的规训机制施加于个体身体之上，是以作

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构建了关于人体的

生理常规管理，它在终极意义上仍是肉体政治学。
尽管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福柯从“规训权力”走
向“生命权力”，关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寿命、健

康状况，强调对生命的监视、干预、扶植、优化与调

节，但这仍是社会意义上的身体，是以人口统计学为

基础的安全技术。 从文艺的 ＳＮＳ 社区式集体生产来

看，它侧重的是精神政治。 在弹幕引发的集体哄笑

或共鸣感中，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个体获得了温暖。
它是大叙事终结后“想象的共同体”的替代物，是一

种“情绪资本主义”。
福柯的规训权力仍受到否定论的控制，包含了

禁止、压抑的侧面。 尽管生命权力也注意到生产性，
但主要还是规范化、规则化意义上的“生命管理”，
而新自由主义的权力技术更加微妙而精明，它强调

肯定性，借助社交媒体时代人们的主动性与 ＵＧＣ 生

产，激发其参与热情。 如果有网友发出了 “神弹

幕”，会引起众多的点赞与叫好。 它不是打击灵魂，
而是向灵魂示好；它不用“苦药”，而是通过“点赞”
来实现目的。 动力、项目、竞赛、优化与倡议成为当

代资本的治理术，生产不再是以异化的方式进行，而
变成了自由和自我实现。

规训权力依靠视觉的凝视与规训，全景监狱与

视觉媒介有关，在此意义上，规训权力的矫正技术比

较粗糙，无法突破个体隐藏的愿望进入更深层的精

神层面并侵占它。 精神政治则依赖于大数据，可以

破译人的内心世界，预测人的行为，使未来变得可

控。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但在网络社会

中，人成了数据动物，网友集体生产及日常行为留下

的无数网络痕迹就是大数据。 大数据往往是不经意

留下的行为轨迹，是人无意识的外化，通过大数据分

析，能真实地描摹出人物的内心肖像。 福柯也强调

人口统计学，不过人口统计的记录并不是精神活动

的记录。 “人口统计无法对精神活动进行推断。 在

这点上，统计学和大数据是截然不同的。 大数据不

仅能刻画出个人的，也能刻画出群体的心理图景，也
就可能对潜意识进行心理刻画，因此可以照亮心灵

深处，从而实现对潜意识的利用。”

全景监狱体现的是从外部监控个人身体的视觉

主义，大数据则让个体的外在肉体与内在灵魂都无

所遁形。 大数据并不只是数据，而是蕴含着重要的

商业价值。 由于做到了对无意识的清晰把握，它可

以向个体精准推送内容。 这样既提升了广告价值，
也让受众投入的热情更大，因为推送的内容不再是

消费社会培育起来的虚假欲望，恰好是个体涌动在

心头与指尖的真正需求。 这样就带来一种互相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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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一方面，在迎合心意的推送下受众会积极生

产内容，而这种生产构成了免费的数字劳动；另一方

面，这种积极生产又会生成新的大数据，由此促成新

的推送与生产，最终驱使主体不断投入奔忙与奋斗

的人生。 按照韩炳哲的看法，这就是现代功绩社会

的主体命运，新自由主义主体“因自我优化，即因被

迫产出越来越多的成绩而走向衰亡”。
文艺 ＳＮＳ 社区式集体生产体现了从生物政治到

精神政治的变迁，这种转变与当下资本主义非物质、
非肉体的生产模式是一致的：“今天的资本主义是由

非物质和非肉体的生产模式所确定的。 被生产的不

是物质的，而是像信息和计划这类非物质的东西。
作为生产力的肉体再也不如在生物政治性规训社会

里那么重要了。”韩炳哲的说法虽然有悲观和夸大

的成分，但提醒我们注意数字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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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Ｔｈｉｓ ａｌｓｏ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ＳＮ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ｓ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ｈａｓ ｍｏｖ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 ｇｒｅａ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ｉｅｗ； ＂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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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语境下的当代文艺评论”研究专题】

社交时代的文艺批评与数据库诗学的建构∗

何 　 榴

摘　 要：社交媒体语境中的文艺批评呈现出从“整体性”批评走向“碎微化”评点的趋势。 受此影响，文艺消费和生

产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线性、完整的消费模式转向对叙事碎片的消费，文艺生产开始强调“弹幕思维”，“段子化”生
产瓦解了传统线性整体的生产方式。 在文化象征意义上，这表征了文艺从传统叙事文化到社交时代数据库文化的

转向。 针对这一转向，有必要构建数据库诗学，数据库诗学的引入并非完全取代传统叙事文艺观念，而是有助于深

入理解社交时代的文艺活动。
关键词：社交时代；文艺批评；弹幕；数据库诗学

中图分类号：Ｉ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４－０１５５－０６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大众文艺批评呈现了值

得关注的新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弹幕。
“弹幕”一词源于军事领域，指对某一区域进行密集

火力进攻。 日本著名动画分享网站 Ｎｉｃｏｎｉｃｏ 于

２００６ 年首次尝试在视频画面中实时显示用户评论，
因评论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形态类似飞行中的子弹

被形象地称为“弹幕”。 中国于 ２００７ 年成立的第一

家弹幕视频网站 ＡｃＦｕｎ，以及 ２００９ 年创建的年轻人

潮流文化娱乐社区 Ｂｉｌｉｂｉｌｉ（简称 Ｂ 站）均效仿此项

功能。 这类弹幕视频网站逐渐从早期以发布动画视

频为主，演变为发布包括音乐、综艺、影视、游戏、二
次创作、同人等视频在内的大众文艺作品。 近几年，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社交网络媒体的深入

发展，爱奇艺、搜狐、腾讯、优酷等在线视频网站也具

备弹幕功能，同时以抖音和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

Ａｐｐ（手机软件）也相继引入弹幕，弹幕的盛行使之

从小众的二次元文化进入广泛的大众文艺视域。
弹幕评论的大众化凸显了文艺批评在社交时代

的新变，即从“整体性”批评走向“碎微化”评点，进
而引发文艺消费和生产领域的一系列变革，从整体

上表征了从传统叙事到社交网络时代数据库的文化

转向趋势。 在此背景下，传统叙事文化语境中的文

艺观念将面临新的变革。

一、从“整体性”批评走向“碎微化”评点

弹幕最明显的特点是改变了传统文艺批评的

“整体性”论述模式。 在传统印刷文化语境中，文艺

批评需要经过长时间酝酿、构思、沉淀并书写，最终

以具有严密逻辑分析的论述见诸纸质报刊。 这种批

评模式主要对作品进行整体观照，具有整体性的思

维特征。 进入网络时代，随着新媒介的快速发展，文
艺欣赏和批评从纸质载体转移到数字化的网络空

间，豆瓣网、贴吧、论坛等网络社区中出现了随笔、杂
谈、漫笔等多种形式的大众文艺批评。 这类文艺批

评篇幅大小不一，文体形式不拘一格，语言通俗易

懂，不刻意追求理论建构。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消解

了印刷时代文艺批评的学理性阐释，但这类评论维

持的依然是文艺欣赏过程中作品的整体性。 社交媒

体时代兴起的弹幕则摒弃了对文艺作品的整体评

价， 表现出将有机完整的作品切分为零散的碎片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２－１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资本主义与新媒介文艺的转型研究”（２１ＡＺＷ００２）。
作者简介：何榴，女，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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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进行评论的趋势。 这一趋势已经覆盖当下各类文

艺形式，并在文艺欣赏场景中愈发盛行，我们可称其

为“碎微化”评点。 相比传统的“整体性”批评，弹幕

的“碎微化”评点呈现出重要的新质。
与传统“整体性”批评范式注重深度模式和宏

大阐释不同，弹幕大多是文艺欣赏过程中的瞬间联

想。 以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为例，当出现赵处长

“吃面”的场面时，观众便联想到《大秦帝国之裂变》
里的秦孝公，其相关性在于两个角色均是演员侯勇

扮演，于是发出“老秦人穷怕了”①的弹幕，一语双

关。 观众也会将《大秦帝国之纵横》中“张仪入秦”
的经典片段与《武林外传》里的吕秀才串联起来，弹
幕直接化用剧中台词“宣张仪进殿”为“宣秀才进

店”②，将同一演员饰演的不同角色特征叠加在一

起。 这些插科打诨、只言片语式的戏谑弹幕显然无

意对剧情本身进行阐释，而是对视频片段进行调侃，
在观众与文本之间产生“间离”效果，解构了原作的

美学与意义感。 又如《伪装者》中，当明楼要返回上

海时，弹幕及时进行劝阻： “不要去上海，房价太

贵”③。 《琅琊榜》中，霓凰对比林殊和苏兄的字迹

发现不一样时，弹幕随即“解释”：“我苏，换输入法

了”④。 《甄嬛传》中，甄嬛要去倚梅园祈福，弹幕打

出“回来记得隔离十四天”和“你戴口罩了吗你就出

门”。 弹幕将不同事物和文化情境进行交织杂糅和

想象关联，重构了文艺作品内外的对话关系。
如果说传统文艺批评注重完整的线性逻辑分

析，弹幕则将众多碎微化的评论汇集起来，通过彼此

印证、呼应、反馈、强化，在形式层面凸显作品的感染

力，使观众于集体无意识中认同弹幕的符号意义而

忽视文本的深层内涵，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往往会

强化情绪感染力。 在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中，当齐天大圣冲破内心阻碍、破除封印的那

一刻，屏幕集体打上了“前方高帅，请控制手抖并防

止屏幕帅裂”的弹幕，密集弹幕反复强化剧情高潮，
引爆观众的童年记忆，传递的是观众的情感共鸣体

验而非理性思考。
弹幕不仅出现在视频文本中，还被引入网络小

说，被改造为与文字文本相适应的本章说。 本章说

使网络小说评论从 ＰＣ 端的长篇书评进入移动端的

微观要素评点，即并非宏观上对小说故事世界、思想

主题、人物关系、作者意图等进行评价，而是从微观

角度对某段落、句子、词语等进行评点。 本章说的微

观评点还表现在读取形式上，本章说紧附于小说相

关段落后，与特定文本片段一一对应，因而对本章说

的读取与理解需回归相应段落。 换言之，它们不断

给读者提供多个选择入口，每个入口都在相关段落

聚合中显现出来，读者欣赏的并非作者给定的一套

完整固定的叙事，而是自己构建的多条叙事路径中

的一种。 同时，本章说总是对情节片段中的关键词

展开日常生活的引申，脱离故事本身语境，从而大大

扩展了社交时代文艺欣赏抵达的边界。
麦克卢汉认为：“马赛克是团体的或集体形象

的形态，它要求受众作深度参与。 这种参与是公共

的而不是隐私的，是包容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⑤

社交时代文艺批评的碎微化与麦克卢汉的论述有一

定的契合度，但麦氏讨论的是电视这一旧媒介的马

赛克形态。 相比电视图像的马赛克呈现出块状拼贴

的共时性，弹幕的“马赛克”实现了共时性与历时性

的异时空深度互动，历史弹幕与当下弹幕在剧情的

时间点会同时出现，这使弹幕具有前所未有的互动

性、灵活性和可塑性。
社交时代文艺批评的“碎微化”深刻地改变了

文艺消费体验。 传统文艺消费强调作品的连贯性，
形成线性消费模式，弹幕则倾向从故事中提取“梗”
“桥段”“槽点” “笑点” “萌点”等细节要素进行消

费。 同时，文艺消费对象也从叙事文本扩展到弹幕

本身，不少网友表示在网上看综艺节目主要是为了

看弹幕。 弹幕在观众之间产生“连接”效果，在此意

义上，社交时代的文艺消费与其说是内容消费，不如

说是一种社交行为。
弹幕不仅使文艺消费“碎微化”，也让文艺生产

呈现相似趋势。 传统创作大多按照开端、发展、高
潮、结局的线性叙事模式进行构思，在弹幕语境下，
文艺生产开始吸收评论中富有创意的观点、段子等

要素，并根据观众的消费倾向，针对性地生产剧情点

和相应片段，这就是文艺生产所谓的“弹幕思维”。
日本学者东浩纪将这种根据消费者的喜好而不断进

行调整的行为称为“客制化”（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ｅ），认为这种

方式可以不断地制造出读者去想象其他故事的“宽
容空间”。⑥

社交媒体语境中的文艺批评呈现出“碎微化”
趋势，有些学者对此持消极态度，认为其缺乏深度、
趣味低俗，是将文艺“玩坏了”的表现，但这忽视了

弹幕蕴含的丰富文化景观与意义。 文艺批评的“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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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化”不仅改写了传统文艺批评的定义，体现了新

的文艺生产观念和消费秩序，也呈现了人类文化的

深层变迁。

二、文化转向：从叙事到数据库

社交时代文艺批评的“碎微化”在整体上表征

了从传统叙事文化到数据库文化转向的趋势。
美国当代媒介理论家马克·波斯特于 １９９５ 年

提出了“数据库”的说法。 波斯特认为，与福柯通过

“全景监狱”的话语 ／实践构建主体的方式不同，随
着电脑数据库的降临，一种新的话语 ／实践在社会场

中运作，这个社会场可被称为“超级全景监狱”，它
重新构型了主体的构建。⑦数据库话语作为一种运

作于主体构建机制之中的文化力量，对抗着把主体

视为中心化的、理性自律的霸权原则，加强了主体的

多重化和去中心化。 如果说福柯“全景监狱”中的

主体构成过程属于“主体化”（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即通

过某种特有内在性机制生产这些个体，那么作为

“超级全景监狱”的数据库中的主体构建则采取“客
体化”（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这一相反路线，即通过分散的

身份生产这些个体。⑧波斯特看到了数据库对分散

性、多重化主体的生成作用及其深刻的政治后果。
如果说波斯特从政治权力层面透视了电脑数据

库对主体性的影响，那么俄罗斯媒体思想家列夫·
马诺维奇则深化了对数据库文化意义的探讨。 在

《新媒体的语言》中，马诺维奇发展了符号学理论的

“横组合”与“纵聚合”概念，“横组合”的核心要义

在于词语的横向组合关系，“纵聚合”关系依赖的心

理基础则是联想 ／纵向替换机制。 马诺维奇认为，在
印刷文化语境中，组合维度的元素与“在场”相关，
是显性的、真实的；而在聚合维度，元素与“缺席”相
关，是隐性的、想象的。⑨新媒体反转了这种关系，数
据库（聚合）具有了物质存在，被突出强调，而叙述

（组合）开始去物质化。 换言之，聚合成为真实的，
组合却是虚拟的。 这表现在新媒体对象并不讲故

事，它们没有开端或结局，也缺乏任何从主题、形式

或其他方式上将一系列元素组织成序列的发展脉

络。 相反，它们只是诸多单个项目的集合，每个项目

有同等的重要性。⑩在此意义上，“数据库和叙述是

天敌，它们争夺人类文化的同一领域，每一方都声称

拥有在世界上创造意义的专属权利”。
日本学者东浩纪也对数据库文化有深入研究。

在《动物化的后现代》一书中，通过对日本御宅族文

化的深入考察，他提出“数据库消费”理论。 御宅族

们重视虚构的态度，倾向于从碎片化叙事中选取自

己所需的元素进行排列组合，形成向往的故事，这样

一个不指涉现实，缺乏深度的“作品”，很难说是“叙
事”，而是“大叙事的凋零”。东浩纪认为，在后现

代情境下，故事的力量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文化层

面都已式微，随着故事所包含的意义结构被消解，取
而代之的便是数据库文化。 御宅族消费的是缺乏深

度叙事与实质性内容的纯形式的东西，即从各个人

物身上搜集、分类、整理成的“萌要素”。
波斯特、马诺维奇与东浩纪的分析虽各有侧重，

但都表明数据库文化已强势介入当代媒介文化领

域。 社交媒体时代的文艺实践与这些学者的数据库

理论有一定契合性，但也有新的变化。
首先，社交媒体的便捷互动生成了海量的媒体

数据，聚合为一个个不断拓展的数据库，进一步解构

了叙事文化。 在马诺维奇那里，新媒体对象具有

“模块化”的结构特征，即所有的媒体元素都具有各

自的离散性和独立性，这些片段要素可以被单独存

储、使用、移动、修改以构成更大规模的对象，也可以

实现将任意要素加入到对象中而不必考虑叙事逻辑

性。这种方式使数据库的内容不断增加，永远处于

生成的状态之中。 社交媒体的发展加快了数据库的

生长速度，人工智能、普适计算（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ｕ⁃
ｔｉｎｇ）与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让大量用户通过交往

活动介入到数据库结构中。 新媒体的网页设计考虑

了板块划分，提供直观的菜单列表分类和指引图标，
而社交媒体的这种设置特点更为明显，活跃其中的

内部人员具有高度相似性，便于交往互动，在互动中

又可以自主生成新的聚合标签，实现数据库要素的

自动迁移。
其次，在社交媒体语境中，数据库文化从显性技

术层面进入隐性文化心理层面。 技术与文化之间是

一种辩证关系，与传统印刷设备建构的连续性、静观

性、整体性文化心理结构不同，各类社交媒体 Ａｐｐ
建构了一种新的数字化的文化心理与生存方式。 美

国学者尼葛洛庞帝曾总结“数字化生存”具有“分散

权力”“全球化” “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四个特

质，这主要还是宏观层面的探讨，社交媒体的发展

则凸显出“数字化生存”背后微观的文化心理结构

变迁。 社交网络媒体提供了多重“在线性”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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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存，这导致文化心理感知被重新分配。 弹幕和

本章说采用“短平快”的话语方式，揭示的正是碎片

化文化心理构架。
最后，社交媒体时代的数据库文化也是新的口

语文化———次生口语文化的结果。 沃尔特·翁提出

次生口语文化的说法，认为电子媒介重建了原始的

口头传统。 社交媒体的聊天互动显然强化了这种次

生口语文化。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文

化逻辑。 口语文化中没有文字记忆，因此在讲述故

事时依据的是块状结构。 比如《荷马史诗》的讲述，
需要说书人（讲故事的人）借助大量固定词组的套

语、箴言，富有节奏感的模式，这些固定搭配往往是

高度程式化的，被说书人分类聚合起来，不断重复使

用以生成大段的口语表达。在口语文化中，这种程

式化、套语化等已经显现出数据库的文化特点。 而

在社交媒体生成的次生口语文语境中，口头文化的

数据库特点得以复兴与重建。 原生口语文化中的套

语和陈词只能留存于记忆中，这种数据库思维是无

法显现的，但社交媒体让它们以数据集合的形式得

以记录和更新，数据库的联想机制从想象层面进入

实操层面。 如 Ｂ 站用户界面融入语音、视频、图像、
文字、表情包、颜文字等数据库化语言形式，并借助

网络传播，其意指不断流变迁移。 这印证了马诺维

奇的说法，建立一个纯粹数据库的唯一方法就是

“空间化”，即将元素分布在空间中而不是以任何方

式排序。网络的反叙述逻辑就在于，随着时间的推

移不断添加新元素，得到的是一个 “集合” 而非

“故事”。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数据库已经触及当代每

一个人的文化感知结构与生存方式，表征了网络兴

起后从叙事到数据库的文化转向。 分散的整体、高
度聚合的片段化已经渗透到网络游戏、数据库电影、
新媒体艺术、电视、社交、营销等领域，数据库文化正

在与大众文化深度交融。

三、走向数据库诗学

社交媒体时代的文艺生活已被深刻烙上了数据

库文化的印记，这也要求文艺理论有新的建构。
弹幕和本章说类似于美国学者马库斯倡导的

“表层阅读”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这一文艺阐释方法，
即关注被专业批评家所忽视的表层东西。 大数据时

代，量化和计算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使美国文

学批评逐渐从细读转向表层意义的快速解读。 随着

“表层阅读”挑衅性地要求读者更喜欢表面而非深

度，传统文本细读的批评模式将逐渐丧失主导地

位。马库斯的观点给我们一些启发，在数据库文化

转向的背景下，传统深度模式的文艺批评能否有效

应对新兴的网络文艺？ 在社交媒体时代，文艺欣赏

与生产制作均被数据库文化深刻地改变着，对文艺

的理解也应从数据库角度出发，建构数据库诗学。
数据库诗学的建构可从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在文艺观念上，从传统有机整体作品观走

向碎片化作品观。 詹姆逊认为，一种确定的文学形

式总是能够反映该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可能的经

验，“对情节完整性的满足，也是某种对社会的满

足，它通过这样一种事件安排的充分可能，已经将自

己呈现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而且暂时与个体单位、个
人的生活不相矛盾”。 传统文艺观念把作品中的

人物、情节、环境与故事世界预设为不可分割的整

体，这与现代性完整有序、权威自洽的社会结构相适

应；而社交媒体语境中的文艺作品呈现出片段化的

数据库特点，这与后现代社会无数分散的小叙事相

对应。 事实上，形式主义对作品的细节化分析已具

有数据库诗学的雏形。 作为与传统的实证主义批评

和浪漫主义批评相对立的批评方法，形式主义将作

品条理化和抽象化，对表现手法、修辞技巧、语言材

料等要素进行分析，表现出对作品整体性的肢解。
但形式主义仍试图从各个要素及相互关系中建构作

品的有机整体性。 数据库诗学将视线从整体的作品

转向作为部分的细节要素，侧重的是对作品中的

“片段”进行联想、发散式研究，具有解构叙述对象

的后现代冲动。
碎片化的作品观有利于受众展开发散式联想，

获取群体间的情感认同。 托尔斯泰曾言“艺术是情

感的交流”，碎片化作品观也许弱化了对文艺作品

冷静客观的理论阐释，但却转向对受众真实情感反

应的关注。 有学者认为，中国儒家礼乐仁学正是通

过仁—仁乐—美建构起来伦理交往之乐和审美交往

之乐的统一，这揭示了传统审美交往行为中对个体

情感心性结构和审美愉悦感的关注。法国文学批

评家蒂博代认为“趣味是批评的起因”，从这个角

度看，受众对作品细节要素的戏谑取乐可以弥补传

统文艺理论过分重视理性批判而感性缺失的问题，
呈现了某种观念的先锋性。 在先锋派那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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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意义被体验为一种震惊”，“震惊”可以打破审

美内在性，从而导致接受者的生活实践产生变化。

第二，在文艺批评范式上，弹幕和本章说这类评

论可看作是中国传统点评在社交时代的重建。 中国

传统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模式也具有一种片段

性，虽不是长篇大论但却灵活机趣。 弹幕、本章说依

托社交媒体的信息分享机制，实现了流动性与交互

性，拉近了文本与批评、读者与作者、不同读者之间

的距离，文艺批评的现场感大为增强，弱化了文艺评

点的私人化而走向公共性。 在虚拟公共空间中，文
艺评点既回归了口头传统的自由交谈，又具有传统

文艺评点难以企及的灵活性，表现出对中国传统评

点的吸收和更新。
同时，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当下批评机制中的西

方中心主义倾向。 正如民族叙事的开放性既体现在

时间上对民族传统的反思性传承和对民族未来的创

造性建构，也体现为空间上与“世界舞台”上的“他
者”共在和对话。 中国文艺批评范式也理应如此。
中国文艺批评受西方影响，借鉴西方理论与批评规

范对本土文艺现象进行长篇大论的阐释。 这种阐释

有深度，但很多情况下也偏离了批评的本意，远离了

普通大众。 虽然这种批评模式在线性文化叙事语境

中有其合理性，但是在面临网络文艺这类文艺现象

时，便显得阐释乏力。 以弹幕和本章说为代表的文

艺评点显然已经偏离西方文艺批评范式，其数据库

文化新质为文艺批评范式的建构提供了可资探讨的

方案。
第三，在研究视野上，从数据库建构的知识谱系

中去把握社交时代的文艺，有助于增强研究的科学

性、客观性与全面性。 数据库作为一种知识形态，体
现了科学的认知模型与技术特点。 它将世界建构为

一个秩序化、条理化、菜单列表式的复杂系统，符合

我们对当前文化情境的总体感知。 正如凯瑟琳·海

勒所言，数字文本的去物质化特点与印刷文本的区

别凸显了从物质的“在场 ／缺席”到信息的“模式 ／随
机”的认知转换，随之而来的是对表意的理解和体

验方式的转变，计算机媒介对人类复杂系统的渗透

形成了“认知集合”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人们通

过认知集合参与各类互动与流通信息。

认知集合为数据库诗学的建构提供了启发，从
数据库角度研究网络文艺，可以实现对多个文本相

关或相似要素的聚合，破除单一文本研究的思维定

式。 数据库思维还有利于打通各文艺研究门类之间

的壁垒，实现跨文本、跨艺术门类乃至跨虚实空间的

互相阐发。 如文艺研究可以从小说文本联想到电

影、戏剧、音乐、绘画等多门类的艺术作品，由日本动

画、游戏作品中的虚构角色联想到现实中的人物，解
构二次元与三次元的界限。 而这些也与当下网络文

艺实现跨媒介改编、虚实的越界相一致。
第四，在技术维度上，可开发将文艺活动纳入数

据库进行研究的软件程序，大幅提升研究的水准与

规模。 马诺维奇的文化分析学阐明了软件工具和量

化分析在处理文化数据中的作用，这挑战了传统人

文学科的研究。 他在《文化分析学》一书中认为，社
交媒体上的海量信息使原有的针对单一文本进行解

读的方式不再适用，为此需要寻求对文化数据进行

收集、组织、分类和标识的方法；探讨内嵌于旧有文

化观看方式之中的偏见和缺陷，以完善文化数据的

收集、组织、分类和标识进程。英国媒体研究学者

加利·霍尔也认为，走出当前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

困境的途径，是将定量分析法与文化分析结合起来，
再辅之以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和数据分析方面的专

业知识，而这正是人文学者明显的不足之处。人文

学者长期受印刷思维影响，导致其研究多以定性的

文化分析为主，定性分析难以适应数字时代海量的

数字化知识文献，因而需要引入定量分析法。 定性

分析和定量分析分别是印刷思维和数字思维的产

物，各有其利弊，如何做到两者的合理兼容，正是数

据库诗学在技术维度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数据库软件可以将网络时代兴起的新批评行话

与印刷文明积淀的理论化批评话语整合在一个数据

库系统中，实现多元认知的融合。 数据库强大的包

容性使任何个体都可进入其中进行学习和交流合

作，这非常符合当下“文艺的社区化”现实。具体

而言，可以将网络文艺现象按内容、形式、文献、句
式、风格、理论知识等要素标签化，再进行菜单目录

式的分类编码，通过数据更新与算法分析来反映不

同时期用户的口碑、偏好、价值观念。 不仅如此，数
据库还提供丰富多样又彼此相对独立的分析单元，
这些单元之间通过相关性设置链接，形成一个共享

开放的系统，这意味着任何用户在面对文本时，都可

以通过数据库软件的搜索引擎功能了解到与该文本

相关的系统完善的数据资源。
当然，数据库诗学并不完全排斥传统印刷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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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数据库诗学的反叙述并不是不要叙述，而是反

单一叙述。 从数据库诗学角度去理解和阐释社交媒

体语境中的文艺现象及交往活动，既是一条重要的

研究路径，也是对当代文艺批评的积极探索和必要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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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张力与情境诱发：网络谣言的生成及其治理∗

张 广 利　 　 　 赵 时 雨　 　 　 王 伯 承

摘　 要：网络谣言作为舆论的一种特殊形态，并非偶然性的虚假信息流瀑，而是社会架构更迭中结构性张力的聚合

与呈现。 在社会学视野下，我国转型期语境下的网络谣言蕴含着“结构张力—情境诱发”的生成机理：风险社会境

遇中的网络谣言，充当着个别人满足脱域性团结需求、缓释焦虑情感的工具；信息交互不畅态势下的网络谣言，扮
演着实现畸形化信息突围的社会公器；利益张力格局中的网络谣言，充当着释放消极社会心态的重要出口；网络意

识形态紊乱情形下的网络谣言，本质是民粹思维驱动下的极端行为展演；“文化堕距”状态下的网络谣言，是由直观

化经验主义惯习勾勒的日常思维图景。 消减网络谣言负面效应、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从善治思维起步，搭
建面向网络谣言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桥梁，将国家、社会、个体间的张力结构串联为协作默契的有机系统。
关键词：网络谣言；结构紧张；生成机理；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４－０１６１－０８

　 　 在新时代，网络谣言治理不但关乎网络秩序稳

定，更指涉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宏大结构。 互联

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

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

态安全和政权安全。①然而，当前网络场域中的谣言

往往未能在制度性实践、技术性介入下迅速消散。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冗杂的网络谣言时常得到大

规模扩散。 网络谣言何以经久不息？ 如何更有效地

治理网络谣言？ 这些问题皆待进一步探讨。

一、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

１．网络谣言与结构紧张

谣言是人类历史实践中经久沉淀的社会图像，
孔飞力笔下的“叫魂”便是谣言于传统时期的生动

写照。 随着信息时代到临，去中心化、脱域化的网络

场域不断穿透时间、空间边界，为谣言的生成注入了

额外的不确定性变量，以至于网络谣言不时构成扰

乱社会秩序的风险因素。
在此情形下，对网络谣言的研究日渐增多，但

“谣言”“传言” “流言”等概念的混用也广泛存在。
我国语境中的“谣言”，往往被视作一种充斥蓄意动

机、消解社会稳定的“病症”②，并被置入风险防治

框架之中③。 西方语境中的“传言”或“流言” （ ｒｕ⁃
ｍｏｒ），则更富有中立意涵。 如卡普费雷认为“传言”
是未经官方证实或已被辟谣的信息，并将其看作一

种“反权力”的大众传媒工具。④

显然，“谣言”“流言”在概念内涵上，存在着“是
否存在刻意动机、信息是否真实”的差异。 然而，网
络场域中“谣言”“传言”的参与主体数量甚为庞大，
并时常随事态走势迅速延展互动边界， 因此最初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１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系统治理研究”（１６ＺＤＡ０８３）；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城市

更新中的社会风险再生产与韧性治理研究”（２１ＢＳＨ０４１）。
作者简介：张广利，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２３７）。

赵时雨，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上海　 ２００２３７）。
王伯承，男，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海洋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讲师、硕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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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无法准确界定。 一些情况下，有的信息虽未完

全偏离真相，但在传播过程中异化为谣言。⑤可见，
以信息真伪、动机来分辨“谣言” “传言”等概念，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

有鉴于“谣言”在国内语境中有被泛用的可能，
本文将网络中的“谣言” “传言” “流言”统称作“网
络谣言”。 此外，基于价值中立原则，在综合考量上

述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本文将“网络谣言”定义为，
网络主体间交互传递的、偏离事实真相的不确切舆

论信息。
在我国当前舆论环境中，网络谣言频频伴生于

社会事件之侧，扰动社会秩序的安定。 该现象并非

仅仅源于信息主体的认知偏差，还关涉社会架构迅

猛更迭下的结构紧张。 所谓结构紧张，即伴随着社

会变迁的结构性调整与创新而产生的不同部门、行
业、地域间的不协调与摩擦，这是一个社会在发生变

迁时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状态。⑥

在结构紧张视野中，网络谣言在一定程度上充

当着映射深层次结构性社会矛盾的舆论表征。 我国

现阶段的结构紧张源于两个维度的因素：其一，迅疾

转型下的高昂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多重制

度转轨下取得了丰硕的发展成果。 而“压缩饼干”
式的社会变革⑦也带来了诸多维度的社会分化，甚
至是社会动态结构链条的断裂。 与此同时，新的结

构整合机制发育缓慢，“社会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
构成了当前发展的基本矛盾。 其二，多重矛盾的共

时性激活。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分别

由财富分配下的“我饿”与风险分配下的“我怕”所
主导。 然而在中国社会转型与全球化趋势的合力驱

动下，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这一对历时性逻辑，正共

时性地并行于中国社会中。 在“我饿”与“我怕”的
叠合下，财富分化、社会原子化等矛盾一同绘制着我

国的结构紧张图景。
作为结构紧张的结果，部分社会主体间的利益

矛盾、紧张关系日益凸显。 比如“郭美美事件”曾一

度引发网民对于个别官员作为、社会资源分配的强

烈质疑，网络舆论场域逐渐成为积攒结构性社会矛

盾的蓄水池。 网络谣言作为社会舆论的特殊形态，
同样并非偶然性的虚假信息流瀑，而是我国结构紧

张的聚合与呈现。 如果说突发公共事件等外部因素

如同一颗击破蓄水池静态水面的石子，网络谣言便

是那层层涌起的涟漪。

２．文献综述与研究理路

有关网络谣言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但鲜有学

者以结构紧张这一综合性视域研判网络谣言。 从结

构紧张的视角审视网络谣言，较之过往研究体现了

三个维度的不同之处。
第一，能够更为准确地进行谣言归类。 当前学

界往往以动机、后果区分不同谣言⑧，侧重于捕捉谣

言的某一特质，可能陷入一叶障目的逻辑窘境。 结

构紧张视野中，网络谣言离不开诸多结构性矛盾的

型构，基于不同社会矛盾的谣言划分，能够具备较好

的准确性。
第二，得以深层次地探访谣言生成逻辑。 有关

谣言生成的研究，时常借助定量技术来把握谣言演

化时序的纵向时间轴，抑或通过跟踪谣言扩散路径

的横向社会空间轴⑨，深究其形成过程中的主体、受
众、媒介等要素。 这些分析虽足以抓取谣言产生的

踪迹，却局限于“就事论事”地论证谣言自身的形成

因由。 在结构紧张视域下，网络谣言的复杂面相由

诸多结构性矛盾所勾勒，由此能够挖掘谣言背后的

深刻社会原因。
第三，能够从根源上形成应对网络谣言的治理

构想。 既有谣言治理研究一般是以数字建模追踪谣

言、以建构预警体系防范谣言⑩以及借助行政手段

控制谣言或辟谣。 诚然，此类举措具备一定的积

极功用，但它们不热衷于探究问题的本源性因由，谣
言治理便流为无根之木。 将谣言置入结构紧张的分

析框架，能够通过观测其交互勾连的结构性矛盾，釜
底抽薪地搜寻到谣言治理路径。

总的来看，结构紧张与网络谣言之间呈现了一

定的逻辑亲和性。 因此，本文基于结构紧张的分析

视角，选取近年来争议性事件或突发事件中的网络

谣言展开论述。 研究理路则呈现以下几个层次：通
过抓取不同类型网络谣言的特质、属性，予以科学、
确切的理想类型区分；从不同网络谣言的社会表征

出发，挖掘其中结构紧张的深层样态，以及情境勾连

下的谣言泛起机制；将网络谣言置于善治的国家社

会协作治理模式中，探访强化网络治理效能、增强网

民主体效用的实践路径。

二、结构张力与情境诱发：网络谣言的多重生成逻辑

结构紧张构成了网络谣言产生的社会土壤，但
不等同于结构紧张直接诱发谣言，两者间仍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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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情境诱发机制。 纵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诸多

行动理论都关注“情境”这一塑造行动的核心变量。
正如布迪厄之场域论、吉登斯之结构化论、霍曼斯之

交换论等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场域、规则与场景刺激

等情境变量，皆是形塑行动者行为策略的要素。 解

析网络谣言时，同样需要将其置入涵盖利益、权利、
文化的综合性框架内，感触不同主体的日常情感体

验，捕捉谣言产生时的情境要素。 在此基础上，网络

谣言的生成机理具体呈现为“结构张力—情境诱

发”的逻辑图式，并可划分为“个体恐慌共享型”“挑
战权威话语型”“官方形象污化型”“政治阴谋论型”
“经验定式直推型”五种理想类型。 在由不同维度

结构性张力所塑造的话语情境中，网络谣言在被一

些网民作为传播不实信息工具的同时，存在着异变

为失范性舆论展演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五种谣言类型彼此间并不是边

界全然明晰的互斥关系，而是存在一定的交织。 这

正是由于社会结构紧张自身便是不同利益格局、社
会关系间犬牙交错的张力呈现，而且不同领域结构

紧张之间也发生着交合与重叠，由其催生的不同类

型网络谣言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交互渗透。 正如

“个体恐慌共享型” “经验定式直推型”网络谣言的

生成逻辑，同样可能参与其他类型谣言的型构。
１．“个体恐慌共享型”网络谣言：风险社会焦虑

与焦虑团结需求

“个体恐慌共享型”网络谣言，即通过夸大事件

真相以营造焦虑氛围的不确切网络信息。 此类谣言

主要伴生于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的风险情境中，如
“郭某鹏”相关谣言便属于该类别。 结构紧张视

角下，该类谣言的生成逻辑呈现为 “风险社会焦

虑—焦虑团结需求”。
风险社会引致的多维度社会焦虑，构成了生产

网络谣言的现实基础。 从社会环境维度看，自然、社
会环境“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人类已经生活在

“文明的火山上”，社会成员承受着公共卫生事件等

诸多不确定性威胁。 从风险分配维度看，现代风险

作为“民主的烟雾”，突破了阶层壁垒，扁平化地

分布于社会各个角落，正如突发事件中民众、精英皆

未能幸免于难。 从风险承受维度看，现代分工引致

了解构传统共同体的原子化浪潮。 在风险社会中，
社会恐慌与焦虑成为本体性安全缺失下人类社会心

态的普遍化表征。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选取有效路径以应对风险、
消减焦虑，自然成为公众的理性选项。 贝克曾认为，
现代风险的对应物并非只有个体的痛苦，焦虑型团

结成为风险社会中的共同需求，而网络谣言便时

常扮演着人们营造社会团结、缓释焦虑的社会公器。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的风险情境中，“郭某

鹏密切接触数万人”等“个体恐慌共享型”网络谣言

的大规模扩散便是例证。 为抵抗风险，原子化个体

往往积极共享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 他们在脱域性

信息互动的默契共情与交互抚慰下，形成信任感与

秩序感，以“线上集体欢腾”的形式达致涂尔干意

义上的社会团结，营建起提供社会支持的“风险共

同体”。 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种团结感与信任感，与
吉登斯所言的“日常实践默契构成人类本体性安全

基础”的论断不谋而合。 该类型谣言的广泛扩散，
正是因为其缓释焦虑情感的积极效用。

２．“挑战权威话语型”网络谣言：信息交互不畅

与畸化信息突围

“挑战权威话语型”网络谣言，即质疑官方权威

论断的不确切网络信息。 此类谣言一般发生于争议

性案件话题中，如“成都 ４９ 中坠亡案”相关谣言便

属于该类别。 结构紧张视野下，该类型谣言的内在

机理表现为“信息交互不畅—畸化信息突围”。
部分地域、领域中国家与社会间的信息沟通不

畅，构成了产生网络谣言的内部动机。 这主要呈现

在两个维度：其一，在个别争议性公共事件中，自上

而下的信息下沉不畅。 在网络动员频繁诱发集群行

为的现实背景下，甄别、遮蔽线上信息，成为一些地

方政府组织达成“维稳”目标的重要治理手段。 正

如个别公共事件中，基层治理者为维持舆论秩序稳

定，未能全面、及时公开信息以还原真相，可能激发

民众的“信息饥渴”与深度质疑。 其二，局部领域自

下而上的诉求传递不畅。 一些领域、地区的信访或

网络问政等权益表达渠道，可能囿于基层治理者的

推诿、拖延，无法有效传递民生需求。 个别民众甚至

不惜铤而走险，以成本高昂的“闹大”做法来实现博

弈空间的增量。 在此背景下，一些网民可能以非制

度化方式争取话语权，在争议性事件发生后建构所

谓的真相、讨要所谓的说法。
在此客观环境中，网络谣言有时会充当起个别

网民获取稀缺信息、表达特定诉求的工具。 其一，网
络谣言扮演着孔飞力笔下“稀缺社会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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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争议性社会事件所塑造的话语情境中，当官方

信息与民众期待相左或真相未明之时，部分网民就

可能通过既有经验材料的支撑、过往刻板印象的注

入，臆造出未经考证的信息以颠覆官方的权威说法，
从而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及“专家系统”的话语

界限中，达成“信息突围”的希冀。 正如“成都 ４９ 中

坠亡案”中，一些网民通过转发、臆测“林某坠亡真

相”“学校不当举措”的不确切论断，在网络话语权

格局中实现与官方权威机构、媒介的抗争。 其二，较
之信访等制度化手段，以隐匿性网络实践来表达诉

求显得更为便捷。 网络舆论如今愈发成为民意表达

的“最大出口”。 现实热点问题引起网民关注时，
不但可能吸纳公众对于“掩盖真相”式行为的广泛

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地方权力部门详尽、及时

公开调查结果，促进民众与政府组织间的信息对称。
３．“官方形象污化型”网络谣言：利益结构张力

与负面心态释放

“官方形象污化型”网络谣言，指的是基于对国

家、政府的刻板印象而传播的不实信息，此类谣言时

常产生于利益分配话题中，如“苟晶案” “外国人

永久居留条例”相关谣言便属于这一类型。 在结

构紧张视野下，上述两个案例实则共享着“利益结

构张力—负面心态释放”的生发机制。
此类型网络谣言的生发逻辑，与社会存在的结

构性利益矛盾密切相关。 “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在社会学视野下，
资源分布不均存在着诱发负面社会心态的可能。 如

马克思、达仁道夫、韦伯分别通过“利益相对剥夺”
“权威地位分化”以及“非常态的资源流动”，论
证了“利益结构矛盾—相对剥夺感”的相关关系。
现阶段结构性利益矛盾引致的负面心态主要呈现在

两个维度：其一，利益分配方式引发的弱势群体消极

心态。 在制度变革中，部分弱势群体面临着阶层流

动艰难、社会保障“兜底”有限的生存发展窘境，这
种状况引发的相对剥夺感，可能深化为针对精英或

国家的对抗心态。其二，特定情况下对外国人的差

异化待遇激发了个别民众的怨怼情绪。 在“山东大

学学伴事件”等话题中，一些民众对于面向“国民与

旅华外国人”的差异性政策有所误解且颇有微词。
在国内局部地域、领域竞争机会不均等的基础上，这
种国别间的差异化待遇，会增大部分民众的愤懑情

绪与消极心态。
在利益结构张力的环境中，网络舆论充当着统

合利益诉求、消极情绪的社会工具。 当日常生活世

界中缺乏整体性情绪凝结手段抑或制度化意见整合

通道时，信息平台可能成为凝合碎片化情感与诉求

的替代场域。 在伴生于利益分配问题的话语情境

中，部分网民可能将宣泄性、诉求性话语杂糅为失实

的污名言论，以高度同质化话语的形式啸聚于网络

场域。 他们甚至可能罔顾历史因素与个体情况，认
定国家、地方政府是这一利益张力格局的“始作俑

者”。 在“苟晶案”“外国人永久居住条例”等谣言案

例中，对于苟晶、国内学生的道德声援，都在不同程

度上夹杂着“政府牺牲公众利益”的消极性判读。
在谣言互动实践中，这部分网民实现了消极情绪的

共情与负面话语的和鸣，将散落于社会角落中的原

子化诉求、愤懑，统合为强大的污名洪流。 由此可

见，“官方形象污化型”网络谣言，在一定意义上扮

演着网民自发建构的非制度化“安全阀”，将结构

紧张格局中民众经久积攒的负向情绪引流而出。
４．“政治阴谋论型”网络谣言：网络意识形态风

险与民粹思维驱动

“政治阴谋论型”网络谣言，即激进、片面地将

事件发生根源归结于政治因素的臆测信息。 此类谣

言往往产生于部分民众对于政策实践的过度解读，
以及牵涉国别政治的话题之中，这在“延迟退休”

“西方转基因食品”相关谣言中有所体现。 在结

构紧张视野下，此类谣言呈现出“网络意识形态风

险—民粹思维驱动”的内在逻辑。
该类型网络谣言的生成，与转型期意识形态风

险息息相关。 在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

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
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

性、差异性明显增强”。 具备全民性、扁平性、匿名

性特质的网络平台，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思

潮强调的极端民主、自由之间，呈现出了天然亲和

性。 西方意识形态可能借助网络媒介渗入我国社会

价值体系，通过侵蚀网络拟态环境，对国家意识形态

造成权威性消融、话语权失语的风险。现阶段，民
粹主义的泛滥便是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显性特

征之一。这一思潮鼓吹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

改革，“将极端平民化、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与

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 网络民粹主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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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脱胎于传统民粹主义的衍生物，强调“社会底层

借助媒介技术赋权，以话语策略生产参与公共政策

博弈的资本”。
在我国，当前网络民粹思维主要分为两个类别，

并在不同情境下共同生产着“政治阴谋论型”谣言。
其一，吸收转型期消极情绪所形成的网络批判现实

主义。 该思潮时常浮现于涉及底层利益、官方权力

的话题情境中，通过鼓动失实的底层话语以对抗权

威体系，构建出“阴谋的幻象”。 如“北京大兴火灾

事件”后，一些心怀怨怼的民众将政府部门清理违

规经营行为及非法居住者的整治行动，谣传为“消
除低端人口”。 这与“延迟退休”谣言中，以“割韭

菜”“剥削低端人口”来消减政府正面形象的言论类

似。 其二，聚合极端民族情绪所型构的网络民族主

义。 此类思潮往往伴生于国际政治摩擦的语境中，
通过编造舆论无差别地抵制西方文化及产品，以爱

国精神的正当性将暴力合理化。 如“转基因食品系

西方国家阴谋”谣言的扩散，便是一些网民在极端

爱国主义掩饰下所发起的裹挟着极端民族情绪的话

语暴力，由此释放对西方势力的怨怼抑或达成逐利

目的。 两类“阴谋论”谣言的肆意传播，实则是网络

民粹主义于不同情境下的显性社会表征。 随着此类

极端思潮的广泛渗透，民众与精英的情感联结将产

生流变，国家政治权威将受到侵蚀，公众善良积极的

民族情怀也可能在盲目自信、消极爱国主义的扩张

与操控中异化、消解。
５．“经验定式直推型”网络谣言：社会文化堕距

与直观思维书写

“经验定式直推型”网络谣言，即根据日常生活

经验而直观推导出的不准确认知。 此类谣言一般发

生于日常生活界面，关涉健康的“病毒防护” “养
生知识”领域便是此类谣言的高发区。 在结构紧

张视角下，此类谣言来源于“社会文化堕距—直观

思维书写”的生成机制。
我国部分民众的直观化思维主要来源于两个维

度：其一，文化堕距的客观环境。 经济产业等物质文

化发展很快，精神文明等非物质文化则发展速度较

缓，两者间逐渐形成了文化堕距。这种文化层面的

结构失调，可能会影响公众综合文化素养的提升，科
学化思维难以稳固形成。 正如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

异的同时，与之匹配的价值观引导、先进文化培植工

作，却往往囿于制度实践滞后等因素而缺位，文化失

范、谣言弥散的窘境时有显露。 缺乏科学规范指引

的网络文化土壤，可能塑造出非理性的直观化思维

惯习。 其二，传统经验思维的代际传递。 我国传统

文化较为注重直观化社会体悟，这种扎根于文化土

壤、受到世代传递的直观化思维，往往重经验思考而

轻理性抽象，“在思维活动中时常将人的经验、感
受、主张合理化地外推”，通过观象类比，由人及物

地解释自然、社会现象。 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种经验

化的直观思维，构成了部分民众过度解读社会事件、
诱发谣言的基点。 依托转型期的文化堕距环境，这
种经验性直观推论惯习得以顺利、稳定地沿袭下来。

除此之外，日常生活场域自身固有的非批判性、
经验化的倾向也同样值得关注。 人们时常热衷于

以过往日常经验来指导未知生活，这也构成了夯实

民众经验性直观思维定式的另一重要变量。 在上述

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经验性直观思维及其诱生的谣

言，在网络场域中具备着广阔的书写空间。 如常态

情境下，“夜里三点是人的排毒期”等广泛传递的养

生伪科学，便是对于熬夜危害等日常经验、科学论断

的不当解读。 又如在非常态风险情境下，“空调杀

毒”“绿豆防疫”荒诞猜想的频出，也是依据高温杀

毒、绿豆清火等经验做出的直观推论与过度想象，更
是对于传统中医与现代科学、经验主义文化与现代

理性文化的杂糅性改写。 这类谣言的频繁涌现，不
但涉及文化因素，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生命健

康、生活质量的追寻以及风险冲击下“病急乱投医”
的心理。

三、网络谣言的善治路径构想

在结构紧张视野下，对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
有赖于对信息沟通机制、消极情绪引导路径的密切

关注。 唯有从保障公共利益、培育国家与社会协作

机制的善治思维出发，方能找到切实、有效的网络

谣言治理路径。 这样的网络谣言治理逻辑主要体现

在以下五个维度。
１．聚焦线上线下情感疏导，应对“个体恐慌共享

型”网络谣言

“个体恐慌共享型”网络谣言的弥散，源于高风

险社会中的广泛个体焦虑，以及此类情绪的脱域性

网络再生产。 由于转型期风险往往难以迅速消解，
在治理该类型谣言时，应当将对相关社会群体的情

绪疏导视作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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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设置制度化的线下情感疏导机制。 街道

及职能部门应当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在社区层面设

立长效化、制度化的情感疏导等惠民服务机制。 当

风险发生后，尽可能地缓解相对弱势群体、流动人口

所承受的失业等不确定性压力，展现政府部门积极

作为的形象，消减其坠入严重焦虑、以传散谣言交互

抚慰的可能性。
第二，建设补充性的线上情感辅导机制。 线上

情感疏导机制的建立，能够在拓宽惠民服务面积、降
低治理成本的同时，对部分民众的情感动态、舆情走

向做出测量与分析，发挥线下情感疏导机制的辅助

作用。
第三，发掘网络社群的情感抚慰能力。 培养话

语领袖以维护网络社群中的积极话语环境，减缓社

群成员所承受的现实压力，降低以传播谣言排解消

极情绪的需求。
２．推动双向主体信息交互，瓦解“挑战权威话语

型”网络谣言

“挑战权威话语型”网络谣言的泛滥，主要产生

于自上而下的信息下沉梗阻，以及自下而上的民意

表达不畅。 因此，优化政务实践以推动双向主体的

信息交互，从而增进政府正面形象及公信力，是瓦解

此类谣言的核心所在。
第一，通畅政府主导下的民主意见表达渠道，引

导民众参与基层民主监督。 地方政府应发挥“从人

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制度理念优势，增强民意整

合能力，搭建个体、社会、国家间的沟通桥梁。 比如

尝试与互联网企业合作，构建政府主导下的线上民

主协商机制，增强网络问政效能。
第二，维持信息下沉实践中的内容完整性、透明

性。 奥尔波特曾归纳出“谣言 ＝ （事件的）重要性×
（事件的）模糊性”的公式，信息内容模糊、完整度

欠缺，有可能构成孕育谣言的基础条件。 因此，政府

机构在披露重要信息时，应兼顾其完整性、透明性与

沟通有效性，避免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偏差性信息

解读及谣传。
３．深化利益分配机制改革，化解“官方形象污化

型”网络谣言

“官方形象污化型”网络谣言的矛盾核心，指向

了转型期部分地域、领域的资源分配失调。 因此，针
对该类型谣言的治理重心，应瞄向既定的资源分配

结构。 在阶层、群体间利益矛盾显著化趋势下，如何

弥合结构性利益分配张力，提升民众“获得感”，是
抚平民众相对剥夺心态、化解“官方形象污化型”网
络谣言的重要基础。

第一，调试利益分配格局，促进分配结构的公平

正义。 比如通过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营造均衡利益分

配格局，保障社会事业、基础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以

改善民生境况，完善对权力与资本监管的制度，缓解

阶层间、群体间、地域间的利益冲突。
第二，强化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 国家、社

会对于弱势群体的照料能力，仍然有待从深化社会

保障制度改革、发挥其“社会兜底”效能等维度进行

提升，使弱势群体能够最大程度地共享经济社会的

发展成果，在稳固民众“获得感”心态的本源性基础

上善治网络谣言。
４．培育网民理性思维惯习，遏制“政治阴谋论

型”网络谣言

“政治阴谋论型”网络谣言的形成原因，在于部

分民众受网络民粹主义等非理性思潮鼓动，随意、不
当地质疑国内外政治体制。 治理此类谣言时，应当

以培育网络理性思维惯习为主轴，釜底抽薪地对相

关信息予以遏制。
第一，将先进文化下沉至日常生活界面。 应当

以贴近生活的日常逻辑、贴近群众的质朴话语，将马

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先进文化中

的唯物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渗透至基层社会。 如

在社区层面设置定期党课教程，社区党员共享党课

体验活动等。
第二，孕育理性网络文化惯习。 以贴合网络文

化旨趣的方式，宣扬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文化，积极引

领我国网民走向理性思考，努力营造理性网络社会

文化氛围。 比如引导网络社群中意见领袖形成科学

价值观，进而辐射其群体成员以实现网络圈群化社

交场域的理性文化再生产。
５．调控网络舆论治理边界，延宕“经验定式直推

型”网络谣言

与其他类型谣言不同，涉及养生或娱乐内容的

经验定式直推型谣言，往往成为消遣性的舆论窗口。
针对此类谣言，需要施以灵活性策略，在保障舆论自

由边界的同时准确甄别风险，消减信息遮蔽引致的

公众质疑与高昂的治理成本。
第一，以信息延宕策略治理养生性、娱乐性谣

言。 网络自身便是由多元化主体、多样化观点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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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场域，在信息交换、观点涨落中，网络空间的

自净功能得以引导“伪科学”等经验知识，从杂乱、
混淆走向有序、清晰。 因此，采取静态的延宕思维对

此类谣言予以“拖延”，能在节省治理成本的同时发

挥“以静制动”的效能。
第二，以信息抑制方式介入舆论风险治理。 在

一些风险情境中，经验定式直推型谣言可能逾越其

消遣功能边界，对民众健康生活秩序形成干扰，应当

及时、有效地过滤风险信息，消减民众对消极信息的

关注热度，避免谣言广泛传散。

四、结语

当前在我国，网络谣言的产生源于现实结构张

力与网络情境催化的共同作用。 一旦突发事件、争
议性案件浮现网络，潜藏于社会结构中的冗杂矛盾、
消极情绪，往往在扁平化、脱域化的虚拟平台中得到

整合，以生产或传递谣言的方式表达诉求、宣泄情

感。 因此，亟须通过疏导消极情绪、推动信息交互、
培育理性惯习等策略，缓和结构性张力，有效化解各

类型谣言，以疏代堵地维护社会、网络秩序的稳定。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网络谣言治理问题的研究

不应止步于此。 随着网民基数攀升、互动规模扩展，
网络社会的主体性逐步凸显，网络日渐摆脱了其作

为现实社会之投影的附属性地位。 网络互动场域日

益成为塑造认知的关键阵地，成为吉登斯提出的

“生活政治”的实践场所，甚至反向型构着现实社

会。 同时，网络互动中繁杂的非理性情绪、偏差性误

识，可能制造出“想象的风险”，并重新嵌入日常生

活世界的朴素经验中，再次成为孕育谣言的土壤。
因此，网络谣言与结构张力间可能存在着一条双向

循环的互促渠道。 随着现代风险频发、技术迅猛更

迭，针对该问题的探索，对于如何保持网络社会与现

实社会的良性互构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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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媒介融合环境下提升领导干部舆情素养的思考
张 新 勤

摘　 要：在媒介融合环境下，领导干部面对重大突发舆情事件时，要具备较高的舆情素养，才能更好地适应大数据

信息时代的挑战，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迅速做出正确、有效的应对。 提升领导干部的舆情素养，需要提升领导干部

的舆情素养意识，加强其与网民的双向互动和有效沟通能力建设；需要加大工作创新力度，提升领导干部舆情分析

研判、舆情信息甄别和监测能力；需要善学善用媒体，提升领导干部舆情引导能力。
关键词：媒介融合；领导干部；舆情素养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４－０１６９－０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

出：“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

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

题、引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

作。”①提升舆情素养，既是党中央对各级领导干部

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检验领导干部推进社会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一、领导干部亟须提升舆情素养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网络和数字技

术裂变式发展，带来媒体格局的重要调整和舆论生

态的深刻变化。②传统媒体借助互联网技术与微博、
微信等媒介或平台发生连接，相互融合，形成了全新

的媒介形态。 随着全媒体的不断发展，媒体与媒体、
媒体与人之间的边界不断被打破，越来越多的跨时

空、跨平台传播将会出现，网络舆情的联动性、互动

性、复杂性等使社会舆论更加复杂化。 面对新挑战，
学习、把握和运用好舆情新规律和新特点，是摆在领

导干部面前的崭新课题。
１．综合能力提升的内在要求

领导干部的舆情素养，主要指领导干部对舆情

知识的了解和对舆情规律的把握，跟踪和研判舆情

信息，利用媒体及时、主动、科学地发布信息，正确引

导网络舆论、有效与民众沟通以及运用舆情积极影

响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媒介融合环境下的舆情素

养，既包括网上联系群众的能力，也包括尊重媒介传

播规律、处置舆情的能力，是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行
政管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议政建言、政
策解读、矛盾化解，还是舆情研判、谣言应对、信息沟

通，都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加快提升舆情素养，充分认

知媒介融合环境下舆情传播规律和特点，提高与媒

体打交道的能力和水平。
２．密切联系群众的必要条件

在媒介融合环境下，各种社会信息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传播，网络媒介已经成为群众反映问题的重

要途径。 新时代群众路线与媒体融合发展相互结

合，领导干部可以借助网络的超强连接能力和便捷

工具性应用，在虚拟化的网络空间更好地践行群众

路线，释放出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大正能量。 提

升领导干部舆情素养，增强领导干部新媒体沟通能

力，是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的逻辑原点和必由之路。
领导干部可以运用新兴媒体更多地听取群众对党委

和政府工作的意见反馈，实现和群众的良好互动和

交流，进一步密切政府部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扩大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８－１３
作者简介：张新勤，女，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郑州　 ４５１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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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新媒体自身的群众基础，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协调发展。

３．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必备课程

目前，我国各类社会矛盾和风险叠加，各类突发

事件呈现出传播主体广、传播速度快、传播形式多等

特点。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海量信息短时

间内聚集与发酵，迅速放大为重大网络舆论危机。
迅猛发展的媒介融合环境加剧了舆情引导的难度、
效度，对领导干部舆情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领

导干部必须及时提升舆情素养，提高舆论危机应对

能力，一旦发生舆情突发热点，就能通过网络新媒体

了解民意、开展工作，迅速进行正确且有效的应急处

理，切实提升舆情信息工作水平。
４．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客观需要

在媒介融合环境下，信息传播模式、形态和路径

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各类信息平台和媒介成为思想

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信息的流

动性加快，打破了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主体维度、效
能维度限制，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
全效媒体。③随着社会矛盾复杂化、人们利益诉求多

样化，新的利益主体不断出现，领导干部舆情素养水

平直接影响清朗网络空间营造。 领导干部要切实提

升舆情素养，把新媒体平台作为凝聚民心、贴近民

心、契合民心的重要途径，善学、善用、善待新媒体，
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努力构建规范

有序、和谐健康的公共舆论新空间。

二、媒介融合环境下领导干部舆情素养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不断创新，新媒介新业态不

断融合，日常生活中反映舆情的媒介日益多样化，表
达观点的声音也越来越多，极大地影响着社会舆论。
随着信息来源、信息传播渠道的日益丰富，各级领导

干部在引领舆情的处理方式、应对技巧等方面存在

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１．舆情认识不到位

一些领导干部舆情素养不高，对新媒体传播方

式、渠道、效果了解不够、运用不足，对各类新媒体技

术持观望态度。 在思想意识上，一些领导干部还存

在不重视、不积极思想，认为网络是虚拟世界，网络

舆论是不良媒体和个人的“乱操作”和“瞎议论”；个
别领导干部还存在“舆论监督敏感症”，把舆情当成

洪水猛兽，甚至把互联网视为煽动公众情绪、传播流

言的平台，对互联网舆情持反感、排斥、对立态度。
在应对方式上，一些领导干部自认为掌握各种媒体

资源就可以控制互联网，当网络舆情暴发时，首先想

到的是用“删稿” “封号”等简单粗暴做法。 在危机

应对上，一些领导干部不具备舆情引导能力与负面

舆情应对能力，不敢主动与媒体沟通，不擅于同网民

交流互动，缺乏舆情处置“时、度、效”的专业素养。
２．舆情回应不及时

部分领导干部对提高舆情素养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在具体业务工作中忽视网络舆情的认识、掌控及

应对处置工作。 这些领导干部受年龄、阅历、习惯、
教育背景等因素影响，对网络新媒体的驾驭能力明

显不足，习惯自上而下的传统灌输式宣传，不擅于走

网络群众路线，缺乏受众思维。 一些领导干部不重

视自媒体的强大社交互动功能，缺乏应对微博、抖音

等新兴媒体的经验，政务新媒体更新不及时、回复迟

缓。 一些领导干部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网络舆情

危机过程中，频繁因处理不当致使“议程设置”无

效，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出现能拖则拖、情绪失控等重

堵轻疏的错误应对方式。
３．舆情研判不精准

随着移动社交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早已成为

人们获取资讯、表达诉求、评议时事和寻求共鸣的重

要平台。 当前的舆情生态发生深刻改变，呈现出明

显的去中心化、复杂化、快捷化和意识形态化趋向。
一些领导干部平时不重视对舆情动态、舆情理论的

研究，缺乏舆情研判素养和应急素养，在面对复杂舆

情信息时，应对舆情的知识能力、专业能力和技术能

力欠缺。 一些领导干部不敢直面社会舆论，没有解

决实际问题的针对性、可操作性方法，忽视网络表达

背后的多元利益诉求，遇到问题“照搬照抄”过往案

例，使得舆情应对处于被动局面，被网民和舆论“倒
逼”应对，加剧负面网络舆情的传播和扩散。

４．舆情引导不科学

当前，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

间。 部分领导干部囿于传统思想束缚，靠“堵”和

“捂”来应对突发舆情，这反而容易引发更大的舆情

危机。 一些领导干部不潜心研究新媒体，不能熟练

地运用新媒体与群众打交道，依然认为旧的舆情处

理方式就能轻易引导危机信息传播。 一些领导干部

对新媒体传播存在恐惧心理，唯恐在新媒体上发表

言论被网友“围观”“审视”，遇到问题首先想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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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解决，而是依靠内部“统一口径”掩盖问题。 在

面对突发事件时，有些领导干部往往把握不住最佳

的回应时机，错过舆情危机形成后最初的黄金应对

时间，从而失去舆论引领主动权。

三、提升领导干部舆情素养的路径

在媒介融合环境下，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适应、
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善知新媒体特点，善辨新媒体

信息，善用新媒体载体，把握舆情传播规律，增强互

联网思维和运用效能，做好新形势下应对突发事件

和舆情处置工作，不断提升运用新媒体开展信息传

播、应对突发事件和引导舆论的能力和水平。
１．转变思想观念，提升领导干部舆情素养意识

领导干部具有什么样的舆情观，实际上是其世

界观、权力观、政绩观在面对信息传播时代的集中反

映和体现，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 一要树立“以
人为本”理念。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舆情

观，积极改善民生难题，以工作的实际成效取信于

民，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信任感。 二要树

立多元共治理念。 按照分级管理、属地管理的原则，
增强整合意识，树立全局视野，充分发挥主流媒体、
政府公众信息发布平台、新媒体、社交平台等多元主

体优势，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健全社会

监督机制，建立起党委部门与政府部门相配合、主管

部门与协管部门相协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融合

的网络舆情引导和舆情处置机制。④三要树立融合

发展理念。 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尝试开放引导策

略，强化政府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增强舆情风险化解

能力，使舆论演变运行在健康良性的轨道上。 顺应

媒介融合趋势，采用多种传播媒介和传播手段扩大

信息的传播效果，整合网上网下力量，提高新闻舆论

传播的有效性和生动性。 四要树立主动引导舆论理

念。 领导干部应充分重视 ５Ｇ 技术广泛应用所带来

的技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主动拥

抱互联网，尊重互联网规律，掌握 ５Ｇ 时代舆论引导

的主动权。 注重变“堵”为“疏”，变“应付”为“引
导”，把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变成最大增量。

２．践行群众路线，提升领导干部舆情双向互动

和有效沟通能力

顺应媒介融合环境下新时代变革的需要，领导

干部应最高限度地运用互联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
问计于民，切实提高舆情管控和引导能力、执政资源

整合能力、公共治理能力、话语转换创新能力和安全

保障能力等。 一要切实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 科学

认知把握舆情信息传播规律，做好分众化、差异化和

个体化引导舆情工作，提升新时代群众工作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⑤二要构建网上网下领导干部

与民众协同联动机制。 对网络舆情要进行认真细致

的调研分析，科学运用传统群众路线与现代数据网

络技术相互促进的模式，掌握不同群体民众的实际

利益需求，及时解决好群众的关切问题。 善于将网

络新媒介与群众路线有机融合，通过“零距离”交流

互动，让政策决定于民、让群众需求得到解决、让人

民为国家献计献策。⑥三要与公众、媒体进行及时有

效的沟通交流。 要善用民意，因势利导引导舆情，特
别是要学会恰当地借助广大网民的传播力和说服

力，让网民主动、自觉为政府说话。 四要注重线上与

线下综合治理的协同联动。 借助 ５Ｇ 时代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优势，充分利用学习强国、抖音等新媒

体，娴熟运用互联网发布新闻、解读政策、了解民意、
发动群众，方便群众表达利益诉求。

３．加大工作创新力度，提升领导干部舆情分析

研判能力

通过网络听取民声、了解民意，并积极、及时、准
确、恰当地回应公众质疑，已成为媒介融合环境下领

导干部必备的一项素质。 一要构建和完善网络舆情

监测和联动机制，切实做到发现在早、处置在小。 制

定科学的舆情应对机制，加大舆情监测力度，合理分

析和评估信息发布者的身份角色、动机目的、情绪立

场、价值观念等，及时发现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辨
别信息真假，有效规制网络谣言，提升化解舆情危机

能力。 二要科学矫正和应对网络舆论的谣言散播和

不公正信息。 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学习能力，
提升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增强对网络舆论的

引导能力，强化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努力培养辨

识、反思和质疑真假舆情信息的能力，善于对舆论事

件进行信息核实，在不断强化自身修养和综合素质

的前提下，选择判断信息、理解诠释信息、研判评估

信息，激发全社会的强大正能量。⑦三要善于分析研

判舆论类型和群众特点。 适应新时代社会阶层结构

和利益格局多元的情况，加大工作创新力度，加强网

络管理。 科学分析各种舆情信息表达背后的不同利

益构成，充分认识新媒体利益诉求表达的必然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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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矢地回应关切、解疑释惑，寻找最大公约数。⑧

四要针对多数普通网络舆情发布具有的隐蔽性特

征，通过开展“线下”工作来解决“线上”矛盾。 从导

致突发事件发生的根源问题着手分析，与涉事的关

键人物、核心人物接触沟通，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收集

相关信息，多角度、全方位印证核实，还原事实真相，
为解决根源问题提供决策参考。⑨

４．善学善用媒体，提升领导干部舆情引导能力

在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和舆情引导工作中，
领导干部要加强与各类媒体打交道的频次，积极引

导主流舆论，整合社会民意，加强媒介运作和媒体公

关，不断提高党和政府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一要打

通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两个舆论场，积极建构全方

位、多层次、立体式的舆情引导新格局。 要善于运用

新媒体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主动借力自媒体发出主

流声音。 对重大热点舆情，要进行集中研判，通过舆

情大数据技术，精准快速拿出处置意见，并及时回应

和通报最新事态进展。 二要把握好“时、度、效”，抢
抓精准的时间概念。 第一时间调查舆情真相、表明

态度，在后续的不同时间节点，结合舆情态势及时传

播。 要把握有利时机和节奏，务必使发布的每一句

话、每一个数字都经得起推敲，让主流声音和正确言

论及时上网，引导网络舆论，确保在合适的时间发出

准确的声音。 要把握舆情引导的分寸节奏，注重舆

情的质变、量变关系，主动引导议程设置的走向，引
领积极而有益的思考。 三要发挥好融媒体矩阵的先

锋作用，齐心协力化解矛盾、消除疑虑、安抚人心。

通过必要的新闻发布、现场直播、精准的现实举措

等，自己说、主动说、及时说、如实说，影响受众、引导

受众，实现信息公开透明，积极回应、真诚沟通，掌握

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 合理疏导社会心理，引导

社会心态向着积极方向发展。 四要经常与媒体互动

沟通，提高政治决策与处理危机的应变能力。 采取

新闻发布会、记者采访、现场直播、ｖｌｏｇ（微录）等多

种方式和合适的形式，适时将突发事件的信息、政府

和有关部门的态度与措施通告媒体，通过媒体及时

报道事件真相、处理进展和处理结果。 同时，要主动

回应社会关切，对善意的批评、意见、建议认真听取，
对借机恶意攻击的坚决依法制止。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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